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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评论

托尼·阿特金森可谓现代不平等研究之父，这是一本了不起的新作。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2015年5月23日

阿特金森直面令人不快的事实，例如财富带来的舒适和机遇与财富提供的消费同等重要；保住一份工作并不足以确保大多数员工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经济权贵总能用隐秘的手段来维护自己，这可能需要政府的干预。本书给出的答案未必完全正确，但它警示读者“二战”后数十年的政策已多么过时，它还表明，当前的经济与不久前相比已严重失衡，近期之内也不会有根本的改观。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5年6月6日

无论你喜欢与否，这都是一本立意高远的著作。

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5年4月24日

阿特金森给我们提供了全面改革的总纲领……还给出了一系列具体、中肯、令人耳目一新的建议……这本深刻而又不失简洁的著作值得一读，它巧妙融合了政治经济学和英国的改良主义……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更为公正的经济，这也是它极富感染力的原因之一。该书提出的改革模式经得起各届政府的考验。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5年6月25日

从某些方面来看，阿特金森的立场比皮凯蒂更为激进……作者对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研究持续了近40年，以严格的量化分析来评估税率和其他政策措施对不平等和增长的影响。虽然他主要讨论英国的不平等问题，但其思想很容易被应用到美国……对于那些不满足于肤浅陈述、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必然导致不平等持怀疑态度的人而言，本书的出版将使他们备受鼓舞。在各位总统候选人宣布其政纲之际，该书将激发新颖而大胆的思考。

大卫·布罗德温（David Brodwin），《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2015年6月15日

关于收入不平等问题，众多新书中最优秀的一本无疑来自安东尼·阿特金森。与此相关的是，这也是最重视解决办法的一本著作。

德鲁·内尔斯（Drew Nelles），《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2015年5月30日

本书致力于让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公民关注不平等……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解决方案……提供了若干原创性的政策建议……阿特金森对细节和成本收益的出色把握，使他的建议不但富有创意，而且切实可行……不平等是当今的所有政党无法回避的议题，不管其意识形态倾向如何。部分原因正是托马斯·皮凯蒂和安东尼·阿特金森等学者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他们的书重新唤起了对经济分配问题的关注，增强了公众运动的力量，给政府施加了压力……本书为这场重要斗争提供了关键的智慧，居功至伟。

马科斯·哈里斯（Max Harris），《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2015年5月26日

像阿特金森爵士这样的英国经济学巨匠发表著作，阐述他基于毕生研究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的确值得极其严肃的对待……本书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和实际建议。

迈克尔·平托-杜欣斯基（Michael Pinto-Duschinsky），《观点》（Standpoint），2015年5月1日

阿特金森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先驱之一。他的这本最新著作直言不讳地质疑主流观点。他明确指出：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而是人类有意识行动的结果。

欧文·琼斯（Owen Jones），《卫报》（The Guardian），2015年4月8日

阿特金森认为结果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假象，控制结果不平等是控制机会不平等的良好手段。帮助一位成年人获得工作，也会让他的子女获得更好的摆脱贫困的机会。最主要的是，阿特金森并不认同把不平等扩大归咎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普遍观点。他认为这种假定是错误且危险的，会进一步助长视不平等扩大为必然结果的错误信念。

吉尔·勒波尔（Jill Lepore），《纽约客》（New Yorker），2015年3月16日

不平等问题已取代住房价格成为热门话题。然而，任何人如果打算严肃对待该议题，而不仅仅将之视为佐餐谈资，都应该读这部由毕生研究不平等问题的杰出经济学家撰写的著作……本书为应对不平等提供了一系列政策选择。

保罗·科里埃（Paul Collier），《展望》（Prospect），2015年5月1日

阿特金森是现代收入与财富分配研究领域的教父。他兼具西蒙·库兹涅茨的严格统计风格与威廉·贝弗里奇的激进改良主义，是整整一代学者的楷模。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作者

阿特金森帮助我们理解不平等的影响、重要性、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调节，对此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

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阿特金森作为一流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对正统学说了然于胸，因此有充分的资格对其展开彻底批判。他耐心地解释了为什么竞争不能消除超额利润，为什么不能依靠自由放任主义让各种资源发挥最大效用……阿特金森具有深刻的历史观，他解释了如今只基于狭隘的效率理由的美国反垄断法起初是怎样源于对公平问题的考虑。他还强调了产业技术的发展如何经常受规划者的有形之手影响。所有这些都帮助他突破经济学家们为公共政策划定的狭窄视野。

汤姆·克拉克（Tom Clark），《卫报》（The Guardian），2015年6月26日

阿特金森成功地令相关国家的政府开始考虑他的政策建议。一旦对这些政策有了基本了解，我们就会认识到，如果不采取这些政策措施，那就是在编造借口、维护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现状。对于赞同皮凯蒂观点的人来说，本书无疑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对于立场不那么确定的人来说，本书或许能打消他们的某些疑虑。

马丹·萨博纳维斯（Madan Sabnavis），《金融快报》（Financial Express），2015年7月26日

在本书出版之际，人们应该注意到：阿特金森是研究不平等问题的顶级专家，对有关的理论、实证和政策无不精熟……所有关心不平等扩大及相关政策的人都需要阅读本书，其基本观念是，要描述“公平社会”的形象并不容易，要实现这样的理想或许只是幻觉，但我们完全可以明确改进的方向，并找到可以在现实中让社会进步的政策工具。该书无疑会激发政策争论。

马克·福楼拜（Marc Fleurbaey），《科学》（Science），2015年8月21日

阿特金森是长期关注经济不平等问题的专家，本书旨在以普通人能接受的方式来解释一些基本议题。该书首先介绍了对不平等的测度，有关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理论，然后提出了15条约束不平等扩大的激进建议。这些大胆而新颖的政策建议，虽然实施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在今天的美国是如此。但这无关紧要，长期以来人们相信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而阿特金森对此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J·巴塔查亚（J.Bhattacharya），《选择》（Choice），2015年9月1日

本书堪称经典。它通过功利主义的标准经济学研究视角，透彻分析了英国的不平等现状及缩小不平等的方法。基于精致的理论和前沿的量化证据，对税率、福利和税收优惠等常见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保罗·科利埃（Paul Collier），《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2015年9月25日

阿特金森对不平等问题胸有成竹，他熟悉自由市场论者（成功地）把不平等议题边缘化的论据……为此他用了很大篇幅来驳斥此类观点，以确保缩小贫富分化成为优先议题……通过新老观念的策略性组合，阿特金森揭示了解决21世纪普遍存在的不平等扩大问题需要在多个方面持续努力的原因，并要求把经济学不止视为关于数字的讨论，而是当作关于人的研究……阿特金森还向我们表明，在处理当今时代的重大议题时如果能发挥集体智慧、注重创新，就可取得斐然的成果。

马克·特里菲特（Mark Triffitt），《澳大利亚书评》（Australian Book Review），2015年10月1日

近期涌现出无数有关不平等的著作，有的认为这是个急迫问题，有的则不以为然，而本书鹤立鸡群。他以量化经济分析结合清晰的道德评述，为普通读者参与当前讨论提供了犀利而易懂的指南……该书展示了经济学家能够在这些议题上所做的最好贡献……我们能够认识到不平等是受制于各种微妙约束的现实问题，本身就要感谢阿特金森的研究，是他让这个问题成为今天的严肃讨论的焦点。该书是对其大量研究的珍贵总结，对于21世纪经济问题的各种讨论都是绝佳的入门读物。

麦克·孔扎尔（Mike Konczal），《太平洋标准》（Pacific Standard），2015年11月1日

世界上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之一、皮凯蒂的导师以及斯蒂格利茨的同僚，给我们奉献了这本著作，通俗地总结了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为何需要一系列紧急策略来加以应对。你并不需要有经济学家的背景，就足以通过该书了解他毕生的思考和成果。

麦克·萨维奇（Mike Savage），《大问题》（Big Issue），2015年12月25日

虽然该书尚未引起足够关注，但在许多方面，本书远比皮凯蒂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更为重要，也可以作为其完美的续篇。皮凯蒂介绍了财富和收入集中化的趋势，阿特金森则更深入地剖析了趋势背后的因素，以及传统策略对其无能为力的原因。就“二战”后辉煌30年的异常平等时代，他对当时的政治背景的理解远比皮凯蒂更为透彻。

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2016年1月1日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
[1]

 。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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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引言

如今，不平等这个话题站在了公共辩论的风口浪尖。关于1%和99%的文章著述不胜枚举。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不平等的程度。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均宣称，将把应对不断上升的不平等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就“全球最严峻的危险”这个问题开展调查，结果发现在美国和欧洲，“对不平等的担忧压倒了其他所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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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到底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切实地降低收入不平等？公众对不平等的关切日益加深能否转变为有效减少不平等的政策和行动？

针对这些问题，我在本书中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能够真正改变收入分配，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我力求以史为鉴，并从分配的角度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经济学基础，从而探寻现在可以采用哪些手段来降低不平等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非常乐观的情绪。世界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但总体来看，我们并不是因为面对着各种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无能为力。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本书的结构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重点是诊断“病因”。不平等的含义是什么？目前到了何种程度？不平等程度是否曾在某些时期有所下降？如果的确如此，那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经济学家认为不平等的成因有哪些？第一部分的各个章节环环紧扣，没有进行单独的小结。不过我在第一部分结尾处撰写了“初步总结”。第二部分提出了15条政策建议，都是各国减少不平等时可采取的措施。这一部分结束时列出了我提出的所有政策建议以及5个“有待探索的观点”。在第三部分，我将分析对前面的政策建议的各类异议。我们能否在不减少就业或降低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能否承担得起旨在减少不平等的项目？“前进的方向”部分将对本书中的政策建议以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手段进行总结。

第1章为全书奠定了基础。它探讨了不平等的含义，初步审视了关于不平等程度的证据。尽管人们对“不平等”展开了诸多讨论，但这个术语对不同人群的含义不尽相同，所以经常出现概念混淆。人类活动的很多领域里都会出现不平等。人们的政治权利不平等。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甚至经济不平等——即本文的重点——也可以有多种解读。各种目标的本质以及它们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都必须得到澄清。我们关心的是机会不平等还是结果不平等？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值得担忧？贫困应该成为我们的唯一关注点吗？我们摆出关于不平等的数据时，读者们总会询问：这些数据指的是哪些人群中的何种不平等？第1章先展示了经济不平等的总体情况，以及它在过去100年里的变化趋势，这些情况不仅凸显了目前不平等成为重要议题的原因，而且介绍了我们所探讨的不平等的主要范畴。

本书的主旨之一是强调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如哲学家桑塔亚那在《理性生活》中所说：“忘记过去必定会重蹈覆辙”，这也许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和其他众多“陈词滥调”一样，也蕴含着真理。
2



过往的经历不仅设置了一条准绳，供我们判断可以用哪些手段来减少不平等，而且提供了如何将这些手段付诸现实的线索。幸运的是，经济学界关于收入分配的历史研究，近年来突飞猛进。此外就像第2章介绍的那样，描述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状况的实证数据也有大幅改善，使本书的写作得以顺利完成。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中汲取深刻的教训，特别是欧洲在战后数十年间缩小不平等的经历。欧洲的不平等程度明显降低不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许多均等化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我称之为“不平等转折期”，这些均等化机制（包括许多刻意为之的政策）被终止或反其道而行之。自那以后，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开始上升。不过就像我对拉丁美洲情况的介绍那样，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这些促使不平等程度在战后降低的力量可以指导我们制定未来的政策。当然跟那时候相比，全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3章审视了当前的不平等经济学。我先从经济学教科书里描述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这两股双生力量的故事入手——它们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工资分配的差距日益扩大。不过后面的讨论就脱离了教科书。技术进步并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反映着社会和经济的选择。公司、个人和政府的选择都可以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而影响收入分配。供需规律可能会对工资水平设置上下限，但也为更多因素发挥作用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我们需要将经济和社会背景考虑在内，进行更深入多样的分析。教科书上的故事主要聚焦了劳动力市场，而没有关注资本市场。过去，资本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利润与总收入之比曾经是分析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如今，它们应该再次成为分析的核心。

“问诊”之后就要采取行动。本书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将它们全部付诸实施将大幅降低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这些建议跨越了多个政策领域，而且不局限于财政再分配——虽然这个领域也至关重要。减少不平等应该成为每个人的首要任务。在政府体系里，这个问题既涉及科技部部长，也涉及社会保障部部长；既涉及竞争政策，也涉及劳动力市场改革。无论是从工人、雇主、消费者、储蓄者还是纳税人等不同身份出发，个人都应该关心不平等问题。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要想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就必须认真审视社会的方方面面。

相应的，第二部分的前三章研究了不同的经济要素：第4章探讨了技术变革和它对分配的影响，其中包括技术变革与市场结构及抗衡力量之间的关系；第5章探讨了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不断变化的本质；第6章探讨了资本市场及财富分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市场力量及其发挥作用的地点对不平等都有重要影响。或许20世纪的财富分配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集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决策的控制权在随之发生转移。在近几十年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特别是不断增强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将权力从劳动力手中转移到雇主手中。跨国公司的壮大以及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强化了公司相对于消费者、工人和政府的地位。第7章和第8章讨论了累进税和福利国家。我提议的措施中有一些是已经被人们广泛辩论的，如回到累进程度更高的收入所得税体系，而其他措施则不那么容易被预见到，如将“参与性收入”（participation income）作为社会保障的基础。

对于“如何抵制日益上升的不平等”这个问题，它的标准答案是支持对教育和技能的持续投资。我对这些措施的讨论相对较少，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人们已经广泛宣传了它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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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我支持对家庭和教育进行投资，但是我希望突出一些更激进的政策建议——那些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的根基，摒弃在过去几十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观念的建议。这些建议乍看起来有些古怪或者不切实际。因此，第三部分重点探讨了反对它们的意见，并评估了这些措施的可行性。我们面临的最明显的挑战是，负担不起为减少不平等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然而，在计算具体预算之前，我认为存在着一种更普遍的反对意见，即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再分配是否一定会抑制经济发展？对此，第9章的主题是福利经济学和“缩小的蛋糕”。对于我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的第二组反对意见是，“这些建议很好，但是当前全球化的程度意味着一个国家无法踏上如此激进的道路”。第10章讨论了这种很严肃的观点。第11章研究了关于这些建议的“政治算术”，即它们对政府预算的影响，并针对英国进行了具体的个案研究。有些读者或许可以先读这一部分。我把它放在最后，并非因为我认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这部分分析涉及更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建议开征的税种所能产生的税收数额以及社会转移支付的成本，都取决于特定国家的体制结构及其他特征。因此，我的目标在于解释：经济学家如何评估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并以英国目前可采取的手段为例进行阐述。有些建议不可能进行类似的计算，但是我也会努力大体描述它们会给公共财政造成的冲击。

预期

本书不仅记录了我对不平等的起因和解决办法的思考成果，而且记录了对当代经济学思想现状的反思。吉本斯（Stella Gibbons）在1932年出版的英文小说《寒冷舒适的农庄》中用星号标示出“更棒的段落”（毫无疑问这只是个玩笑），以帮助读者辨认“这个句子富有文学价值还是……一派胡言”。
4

 我曾经考虑过借鉴她的做法，把那些背离传统智慧的段落标示出来，对害怕“胡说八道”的读者起到警示作用。虽然后来我决定放弃使用星标，但还是指出了偏离主流思想的部分。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自己采用的分析方法肯定具有优越性，但我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可行的道路不止一条。在英国剑桥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英文同为Cambridge），我所学到的是对经济变化或政策提出这样的疑问：“谁会从中获益？谁会蒙受损失？”如今媒体讨论和政策辩论中往往缺失了此类问题。许多经济模型假设由完全相同的当事人代表进行复杂的决策，还忽略了分配议题，结果没有空间来考虑最终结果的公平性。我认为应该给这些讨论留出空间。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经济学。

本书的目标人群是对经济学和政治学感兴趣的普遍读者。书中涉及的技术性材料大多放在尾注里，而且我将文中使用的主要术语编写成了术语表。书中的图表不多，所使用数据的详细来源都收录在书末的“数据来源”部分。我一直谨记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名言：“每使用一个公式都会使读者人数减半。”本书的正文没有使用公式，所以我希望读者们都能够读完全书。


第一部分

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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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大背景

本书主要关注了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手段。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准确地说明，在这一目标下，什么是不平等，什么不是平等？首先我要澄清一个可能存在的误解。我并不想消除所有的经济结果差异，我的目标并不是完全平等。事实上，在经济回报上存在一定差异是无可厚非的。我深信现在的不平等程度过高，所以我的目标是降低当前的不平等程度。我刻意用前进的方向而不是最终目的地来阐述这个命题。或许读者们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认同的一点是：当前的不平等程度难以忍受或无法持续。

本章将探讨我们应该关注不平等问题的理由，以及不平等与基本社会价值观之间的联系。随后，我先引用实证证据来展示我们的社会有多么不平等，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多少。然而，在获得基本的观察之后，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其深层问题：统计数据里包含了哪些内容？缺失了哪些内容？不同的人在分配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

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

一听到“不平等”这个词，许多人就会想到实现“机会平等”。它频频出现在政治演讲、政党宣言和竞选口号里，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而且历史源远流长。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在其经典作品《论平等》（Equality）中指出，所有人都应该“能够平等地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继约翰·罗默（John Roemer）的研究之后，近年来的经济学文献都将经济结果的决定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如家庭背景；另一类是个人的“努力”。在前一个变量，即“环境”，对最终结果不产生任何影响时，就实现了机会平等。如果某个人学习非常勤奋，通过考试进入医学院，那么他成为医生后拿到的高薪只有一部分（并不一定全部）是来自他的努力。相反，如果他是靠父母的影响力进入医学院（譬如校友的子女可优先录取），那么这就是机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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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平等这个概念相当诱人。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结果不平等就无关紧要呢？我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对那些从关心“公平竞争环境”出发的人来说，结果不平等仍然意义重大。要想究其原因，我们需要先说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从本质上来说，机会不平等属于事前概念——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公平的起点——相反，再分配活动关注的多半是事后结果。那些认为结果不平等无关紧要的人或许认为，关心事后结果并无道理可言。他们相信，只要能为人生这场赛跑打造出公平竞争的赛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追究其结果。而在我看来，基于以下三个原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首先，绝大多数人认为，完全忽视发令枪响之后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个体可能会付出巨大努力，但因运气欠佳而未实现好的结果。有些人会因为出了错，而陷入贫困的泥沼。任何人道的社会都会向他们伸出援手。此外，不少人相信，在提供帮助时不应该深究受助者陷入困境的原因。正如经济学家拉维·坎布尔（Ravi Kanbur）和亚当·瓦格斯塔夫（Adam Wagstaff）指出的那样，“对那些排队领救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足才沦落到这种地步，然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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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导致结果依然重要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即使事前机会平等的确存在，我们也无法忽略那些结局惨淡的个体。

不过，结果的意义远远比这深刻，由此引出了结果不平等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我们需要区分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和非竞争性的机会平等。非竞争性机会平等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完成自己独立的人生项目。用运动来打个比方，所有人都有机会取得游泳证。与此相对，竞争性机会平等只表明，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赛，但奖金的分配并不平均，如游泳比赛。在这个更典型的例子里，事后奖励并不是按人头均分，由此出现了结果不平等。正是因为奖金分配极不平等，所以我们才下大力气确保比赛的公平性，而且奖金的结构是由社会有意设计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决定了比赛的冠军最终得到的是花环还是300万美元（例如，2014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最高奖金就是300万美元）。奖金结构的决定因素正是本书首要关注的问题。

最后，关心结果不平等的第三个原因是，它直接影响了机会不平等——这里指的是下一代的机会不平等。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了明天的事前赛场：今天结果不平等的受益者可以将自己获得的益处转移到子女身上，使他们在明天拥有不公平的优势。随着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日益加深，对于机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受限的担忧也越来越强烈。这是因为家庭背景对于结果的影响既取决于背景和结果之间的关联强度，也取决于不同家庭背景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公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

对不平等的工具性担忧和内在担忧

因此，即使对那些将机会平等视为终极目标的人群来说，降低结果不平等也至关重要，它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同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不平等的代价》和凯特·皮克特等人（Kate Pickett和Richard Wilkinson）的《精神文明》等影响力颇广的著作也都指出了我们应该关注结果不平等的其他工具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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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由于结果不平等对当今社会造成了严重后果，所以应该降低其程度。他们认为，不平等状况日益恶化引发了社会凝聚力缺失、犯罪率上升、健康状况不佳、未成年人怀孕、肥胖症和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政治学家则发现，收入不平等同金钱在民主选举中的影响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其特征是“意识形态和财富不均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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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将导致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原因归结于不断上升的不平等。拉加德在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第三个里程碑是未来世界的不平等和增长质量”。她解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研究告诉我们，降低不平等水平会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强”。不平等降低带来的效益有多大？对这个问题可以展开很多辩论。我将在第9章再次探讨不平等和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

然而，我们需要降低不平等程度并不仅仅因为它会引发前面所描述的后果，而且有内在原因表明当前的不平等程度过高。这些原因可以纳入更宽泛的正义理论框架里来讨论。那些在100年前撰文探讨这类问题的经济学家很自然地使用功利主义进行思考。他们把每个人的效用水平加总起来计算全社会福利水平，认为过高的不平等水平降低了社会总效用，因为富人的收入额外增加一个单位（或更笼统地说，即经济资源）时，带来的福利增量相对较低。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和战后工党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描述的那样，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富人的1英镑转移到穷人手中，会减少不平等并提高整个社会的总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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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受到猛烈的抨击，特别是因为它只关注了个人效用的总和，而且用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话来说，它“完全不关注总效用在人们之间的分配，根本不适用于测量或判断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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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测量不平等时会采用分配权重，而且生活状况较差的人群权重相对较高。分配权重体现了与再分配有关的社会价值观，是人们担忧不平等的内在根本原因。只是人们对这些权重如何分配各执己见——这从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描述的“漏桶实验”中可见一斑。奥肯提问，如果道尔顿所说的1英镑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的过程中有部分漏失了，那会发生什么。他从给出的答案中推断出，这1英镑的接收者的收入权重相对于捐赠者应该调高多少，才能使这个转移具有合理性。如果一半转移都漏到桶外，那么就应该使接收者的收入权重比捐赠者高出1倍。那些愿意给接收转移支付的穷人调高权重的人会支持加大再分配的力度，进而降低不平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所有权重都给了最穷的人——这种态度经常被归结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上面，其实罗尔斯的理论内涵远远超出了这个极端案例所描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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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施惠于最贫困者的罗尔斯式态度可能听起来过于激进。然而主张削减收入所得税的政客的言论，与这个观点其实相去不远。他们认为减税会刺激经济活动，从而增加税收，而这些税收可用来提高最贫困人群的收入。从他们的论述来看，罗尔斯式的目标在本质上与平等主义并没有关系。使最贫困人群的福利最大化，可能导致分配极其不平等。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拉图比罗尔斯更为激进，他认为任何一个人的财富都不应该比最穷的人高出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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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等主义的观点认为，不平等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差距，即使对最穷的人没有什么好处，也可能要采取措施来减少不平等。

罗尔斯的《正义论》在道德哲学家中掀起了关于社会公平本质的广泛辩论。与本书相关性最高的，是罗尔斯从获得“初级产品”的角度所构建的公平原则。“初级产品”是指，一个理性的人无论还有其他什么需求，他所应该想要的东西，大体上包括的类别有“权利、机会、权力、收入和财富”。
9



正如森所说，这个观点使我们远远超越了功利主义，但是未能考虑“（人们）将初级产品转化为美好生活的显著的能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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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建议把我们的关注点从初级产品进阶到“能力”，从根据人们的表现而可以获得的机会的角度来定义社会公平。“可行能力法”与“罗尔斯法”的区别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重点关注了在特定环境里，社会产品可以为人们做些什么，譬如考虑到残疾人的上班成本可能高于体格健全的人。它不仅关心已经实现的结果，而且关心机会的多少。森把这一含义的平等视为个人自由的基本要素，他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也是基于这个含义。
11



另外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可行能力法”拓宽了我们所探讨的社会表现和经济表现的范畴，特别是对25年前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产生了影响（该指数参考教育、平均寿命和收入来确定各国发展水平并进行排名）。
12



对本书而言，“可行能力法”使我们重新回到人们担忧经济资源不平等的工具性理由上来，同时又是基于一系列连贯的公平原则。
13



在这个框架下，收入只是许多范畴中的一个，而且应该用环境差异和潜在的机遇来解释收入差异。当然，人们实际获得的经济资源仍然是不公平的主要来源，这也是本书重点关注不平等的经济范畴的原因。

但是，经济学家必须要对不平等说些什么呢？

经济学家和收入不平等

二十多年前，我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发表了题为“重新关注遭到冷遇的收入分配”的主席报告。
14



我之所以采用了这个题目，是为了强调收入不平等这个主题在经济学中已经被边缘化。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该主题都被忽视了，而我认为它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我在演讲的开篇处先引用了道尔顿在20世纪初表达的担忧。他谈到作为一个学生，自己对收入分配极其感兴趣：“然而，我逐渐注意到绝大多数‘分配理论’几乎都一股脑儿地在研究‘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他继续说道：“一个和人们的利害关系更直接更明显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分配——要么被拒之教科书之外，要么被一笔带过，好像这个问题没什么可质疑的。而无论对生产要素的理论总结还是数据分析都无法解答这个疑问。讲授经济学理论的教授很乐意把这些疑问丢给比他们水平差的人。”
15



20世纪90年代我研究经济学文献时发现情况依然如此。桑德罗（Agnar Sandmo）描述收入分配的经济学思想史时观察到：“现代的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太关注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Gerard Debreu）阐述其影响颇广的理论时，‘分配’这个术语甚至没有出现在索引里。”后来他又注意到，经济学理论开始“尽力弥补自己对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的忽略。但是从经济学入门教材和关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书籍对各章节的篇幅分配就可以看出，收入分配仍然没有受到重视”。
16



只要大致浏览一下当今最畅销的教科书，就可以看到它们的结构与过去仍几近相同——对不平等的讨论并没有纳入关于生产和宏观经济的核心章节。譬如，哈佛教授曼昆的《微观经济学原理》中有一章“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非常棒，但它与前面的章节以及配套的《宏观经济学原理》都缺乏关联。或许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把这套教科书压缩成《经济学概要》时，不平等这章根本就没有被选进去。引用作者的话来说，选择标准是“强调那些学生应该而且确实使他们对经济学研究感兴趣的内容”。
17



显然，不平等这个主题并不符合标准。
18



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的意义是：分配不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核心问题。的确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根本就不应该研究不平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就强烈地表达过这种观点：“在所有不利于经济学健康发展的趋势中，最具有诱惑性而且在我看来危害最大的趋势就是关注分配问题……显然，通过增加生产来改善穷人生活的潜力不可限量，而要想通过对现有产量的不同分配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其潜力根本无法与之比拟。”
19



卢卡斯强调了经济增长可以对提高全球众多穷人的生活水平做出巨大贡献，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未来的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这里的“如果”很重要），那不仅能够降低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而且有利于各国内部最贫困的人群。但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我并不赞同他的看法。首先，对当前总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方式对个体确实很重要。分配的差异程度对社会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有些人能花大钱去太空旅行，而有些人却在食物救济站前排队等救济——这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没人负担得起私人太空旅行，而所有人都有钱去普通商店买食物，那么这个社会的凝聚力更强，利益共享的感觉更强烈。其次，生产总量会受到分配的影响。理解收入分配是理解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最近这场经济危机让我们认识到，只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是不够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差异也属于头等重要的议题。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批判了那些主导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模型：“异质性是现代经济的根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关心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关系、银行和借贷者之间的关系、员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各种你能说出来的关系……我们所了解的一个事实是：不同类型的主体的目标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获得的信息不同，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同，预期不同，对于经济运行方式的观念也不同。而现有的研究模型把以上这些差异都排除了。”
20

 分配以及个人收入差别并不是经济学的唯一组成部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可言——但它们的确是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分配问题是本书的核心。我力求讲明白如何用它来理解经济运行方式。但首先需要看看我和同事通过“单调乏味的统计调查”得出的结果：我们的社会到底有多不平等？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多少？

初步证据

图1.1和图1.2分别总结了美国和英国在过去100年里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我首先描述了家庭收入分配不平等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下一节将更详细地介绍家庭收入的定义。以美国为例，现在我们可以将人们在所得税申报表上填写的数字视为家庭收入。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程度。这个综合指数的数值范围在0—100%之间，是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康拉多·基尼（Corrado Gini）普及的。
21

 正如前文讨论的那样，这个系数隐含着分配权重，但无数使用这个系数的研究者可能不太了解权重的具体情况。事实上，在使用基尼系数时，收入分配最底层的四分之一人群获得额外一美元时，其权重为最顶层四分之一人群获得额外一美元时所赋权重的三倍。
22

 从漏桶实验的角度来看，即使一个人获得的转移支付损失三分之二，仍然可以认为这一转移支付是合算的。因为基尼系数被广泛使用，而且能找得到的统计数据都是用它来表述的，所以我在本书中仍然采用了该系数，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个系数将整体分配情况转化成了一个数字，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转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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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13—2013年美国的不平等程度

注：本图以家庭规模均等化（调整）处理后的家庭总收入为基础，用基尼系数衡量了不平等的总体水平（即图中用正方形表示的部分）。1%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不包括资本利得）所占比重用三角形表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比重用×表示。参照右侧比例尺，图中的菱形代表收入前十分位人群（即10%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相对于全职工人中位数收入（即收入分配的中间点）的百分比。



[image: 003]
图1.2 1913—2013年英国的不平等程度

注：本图用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的总体水平（即图中用正方形表示的部分）。在早期数据（图中用空心正方形表示）里，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税后收入，没有用纳税单位的规模进行调整。在后期数据（用实心正方形表示）里，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可支配家庭收入，并用家庭规模进行了均等化（调整）处理，所以数值较低。1%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百分比（用三角形表示）在20世纪80—90年代有所上升。其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1990年税收体系发生了变化，纳税单位从夫妻变成个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比重（用×表示）是指可支配家庭收入经均等化处理后低于英国家庭中位数收入60%时，生活在这类家庭中的个体占总人口的比重。参照右侧比例尺，图中的菱形代表收入前十分位人群（即10%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相对于全职工人中位数收入（即收入分配的中间点）的百分比。



图1.1描述了总体不平等的长期变化，从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收入分配发生了巨变。20世纪中叶，它的收入分配似乎随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平均。196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赫尔曼·米勒（Herman Miller）称，“知名经济学家持这种观点，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和编辑也表示认同”，他援引了《财富》杂志的内容，认为“尽管没有一个脑袋被挑在枪尖，也没有一个火车站被占领”，但分配革命仍然发生了。
24

 基尼系数比1929年的最高点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美国不平等的整体水平没有太大变化，由此产生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亚伦（Henry Aaron）的著名笑话。他说追踪美国的收入分配数据“就像观察青草生长一样”。随后到了80年代，青草开始疯长。这是美国的“不平等拐点”。在1977—1992年间，基尼系数上升了4.5个百分点左右，1992年之后又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平等的总体程度没有回到爵士乐时代，但是已经相去不远了。

在收入分配的顶端，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79年到1992年上升了50%，到2012年，他们的比重几乎比1979年高出一倍。即使将收入税调整造成的影响考虑在内，这种增幅仍然相当惊人（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导致了收入在公司部门和个人税收返还之间的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战”前，收入最高人群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在前50年里整体呈下降趋势。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一战”期间——虽然该比重在喧嚣的20年代重新上升，但紧接着在1929年大崩盘之后和“二战”期间再次下降。如今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回到了百年前的水平。这个人群占有了美国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收入是按比例分配得到的收入的20倍。此外，这个人群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相当高：其中的1%收入最高的人（即0.01%收入最高的人群）拥有这个群体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意味着占总人口万分之一的人群拥有总收入的二十五分之一。美国分配曲线的上尾与俄罗斯套娃有些相似：无论我们如何对收入分配进行切割，剩下的收入最高的人群里依然表现出同样高的不平等程度。
25



美国和英国的趋势比较

我们应该如何比较英国的经历和美国的不平等变化情况？经常有人认为，英国就是对美国的模仿，只要借用描述美国不平等状况的图表，并把标题里的“美国”换成“英国”，就可以得到描述英国状况的图表。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如图1.2所示，反映英国整体不平等状况的序列数据开始于1938年。“二战”后的不平等程度比1938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左右。读者看这些图表时应该把焦点放在不平等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上。由于两国测量收入的方式不同，所以它们的不平等程度并不是完全可比。随后，英国的整体不平等程度在80年代开始上升。它在1979年之后也经历了类似的“不平等拐点”。收入最高人群的收入比重起初持续降低，到70年代末又开始调头上升。1919年，1%最高收入人群占有总收入的19%，这个比重在1979年下降到6%左右，但自那以后几乎翻了一番。现在英国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不及美国，但仍占到英国总收入的八分之一。

因此，1960年罗伯特·索洛撰文探讨收入分配时特别强调“在20世纪，英美两国的不平等变化情况表现出相似性”，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26

 但是从那以后，两国的情况渐行渐远。80年代英国总体不平等的上升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在1979—1992年间，英国的基尼系数上升约9个百分点，是美国的两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992年之后，英国的不平等程度仅仅略有上升——2011年，其基尼系数几乎和20年前一模一样。时间变化模式的差异和不平等的总体上升情况表明，英美两国走过的道路并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为我们了解影响不平等的基本力量提供宝贵信息。研究“双重差分”——不同国家随时间推移出现的差异——为我们解释不平等程度加深的原因提供了极富价值的观察角度。

过去20年里，在用基尼系数衡量英国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时，基尼系数没有上升——关心英国的读者或许会感到些许安慰。然而，它的不平等程度仍然显著地高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水平。要使不平等程度回到披头士还活跃的那个年代的水平，基尼系数必须再降低约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假设我们只通过调整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实现这个目标，基于对税率和政府支出的合理假设，要想使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35%下降到25%，那么税率的上调幅度必须达到收入的16%。
27

 这样大的调整幅度指明了一个事实：仅仅依靠财政手段无法降低不平等程度，一旦我们将大幅调高税率可能对激励产生的影响考虑在内，这个结论还将进一步强化。有鉴于此，本书提供的政策建议都以降低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目标，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旨在降低不平等的激进政策必须让所有政府部门都参与进来。就目前而言，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挑战的严峻程度。

全球的不平等状况

我们对一系列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进行比较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图1.3展示了各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经均等化处理后得到的基尼系数。这些国家按首字母排序涵盖了从澳大利亚到乌拉圭等国，从人均总收入来看涵盖了从印度到美国等国。进行这种比较并不容易，下一章将详细讨论其数据来源。

图1.3表明中国和印度的基尼系数接近50%，几乎比图上端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高出一倍。而南非的基尼系数接近60%，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也很高，都在40%以上。美国和英国排在以色列之后，其中美国的基尼系数低于图1.1中的数值，这是因为后者计算基尼系数时使用了税前收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远高于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
28



跨国比较表明了要想扭转收入不平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上升趋势，我们将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对英国来说，它的基尼系数要下降10个百分点才能达到荷兰的不平等水平。对美国来说，它的基尼系数要下降7.5个百分点才能达到法国的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之间的差距较小。自1980年开始，澳大利亚的基尼系数上升了4个百分点，也可以把法国作为目标。

[image: 004]
图1.3 2010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程度

注：本图用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的计算是基于均等化处理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瑞典的基尼系数是23.7%，南非的基尼系数是59.4%。



贫困是否是唯一的关注点？

上文所介绍的是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证据。曾在社会保障领域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哈佛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大声疾呼：“应该把重点放在消除贫困上，而不是总体收入分配或不平等的普遍程度。”这种观点被广泛接受。
29

 我很认同他对收入底层的关注。正是20世纪60年代贫困重现英国的事实，具体来说是布莱恩·亚伯-史密斯等人（Brian Abel-Smith和Peter Townsend）于1965年平安夜出版的《穷人和最穷的人》，引导我开始研究贫困并出版了第一本书《英国的贫困与社会保障改革》。
30

 在50年后的今天，与贫困的抗争明确写进政治日程，各国政府为此设定了清晰的目标。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社会发展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之后，爱尔兰政府提出了全国性减贫目标，将其纳入1997年全国反贫困战略。1999年托尼·布莱尔执政期间，英国政府制定了消除儿童贫困的官方目标，希望在2020年之前完全消灭儿童贫困。布莱尔的继续任者戈登·布朗推出了《儿童贫困法2010》，使这个宏大的愿望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欧盟在《欧盟2020战略》里也制定了相关目标，希望将物质极度缺乏的贫困人口和“失业家庭”的人数至少降低2000万（目前欧盟的总人口约为5亿）。
31



尽管富裕国家的愿望良好，但它们在减贫行动上却进展缓慢。图1.1和图1.2展示了英美两国的贫困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美国从购买力的角度出发制定贫困线，且始终没有调整过，这与英国和欧盟制定贫困线的方法不同。
32

 因此，美国的官方贫困率从1948年的33%下降到1964年的19%，也就不足为奇了——林登·约翰逊总统于当年发起了“向贫困开战”运动。随后，美国的贫困率持续下降至60年代末，但自那以后几乎没有更多改善。随着人口的增加，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在上升，目前美国有4500万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

英国的贫困线用收入与中位数收入的比例来表示。在1992—2011年间，贫困率从22%下降到16%（参见图1.2）。这种变化始于约翰·梅杰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而且贫困率的下降幅度不可谓不大，表明减贫完全可以变成现实。那么，这是否足以证明“聚焦贫困”战略具有合理性？在英国贫困率下降的同时，最高收入所占的比重显著飙升。新工党政府对人们变富的趋势“极度放松”。然而，虽然过去20年的减贫成果值得褒奖，但英国贫困率仍然高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水平，而那时的人们已经认为贫困率高得惊人。1965年“儿童贫困行动小组”成立时，贫困率比现在低3%。

近年来，欧盟的贫困风险率（at-risk-of-poverty rate）有所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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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委员会在2014年的报告中称，“关于欧盟生活水平和收入条件的最新数字表明，欧盟在实现欧盟2020年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的目标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与此相反，“自2008年起，欧盟28国的贫困人口或遭受社会排斥的人口增加了670万，总数达1.242亿，相当于每四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在贫困或社会排斥中挣扎。在2011年和2012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欧盟成员国的贫困人口和社会排斥人口数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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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在我看来，富裕国家需要志向再远大一些，超越当前推行的战略才能根除贫困。我们必须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认识到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相互联系：经济学往往假设个体（或家庭）的经济财富之间不存在相互依赖性，或低估这种相互依赖性，但是正如约翰·邓恩（John Donne）所说的，“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人能自全”。分配顶端发生的情况会影响到底层。托尼在一个世纪前写道：“被有思想的富人称为贫困问题的，有思想的穷人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富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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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更实用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问各国能否在最高收入比重高企的情况下降低贫困率。为了检验事实是否如此，我在图1.4里汇总了15个OECD成员国的证据。图中的直线将国家分为高于中位数的国家和低于中位数的国家。在这15个国家里，有11个国家位于右上角或左下角。只有瑞士的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高于中位数，但贫困率低于中位数。高贫困率往往与高收入人群的高占比相伴而行。

不断拉大的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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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10年特定国家的贫困率及最高收入的比重

注：2010年，美国的相对贫困率（收入低于中位收入60%的人口占比）为24.7%，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为17.5%。



本节的标题用“差距”两字强调了一个显而易见但是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并不是所有经济结果差异都表示存在不合理的不平等现象。有些人的薪水比别人高是完全合理的，譬如工作时间长、工作辛苦或工作职责重等。在造成工资差异的合理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人们因为自己的工作需要更多技能而投资接受了相关培训。这种用“人力资本”来解释工资差异的说法由来已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明确写道：“为了接受教育而付出大量劳动或时间代价的人……他必然会期望自己的薪酬高于普通水平……他的全部教育支出，至少要获得等值资本的普通利润。”这几句话简明扼要地解释了造成大学生工资溢价的潜在原因，不仅阐明了为什么工资差异并不一定表示存在不平等，而且说明了为什么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有工资差距。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投资人力资本后得到的收入完全可能高于（或低于）普通的资本利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专业人士的收入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看起来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实际收入差异明显超过用来补偿所需额外资本投资的收入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差异确实构成了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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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和图1.2（前十分位收入）描绘了美国和英国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最容易理解它们的方式是，设想全部有收入的人按照收入高低排成一列，然后统计员将他们分为十列，让每一列的第一个人站出来。第六列中的第一个人就是中位数，即位于正中间的人，而最高列中的第一个人就是前十分位。图1.1和图1.2展示了每年前十分位的收入与中位数收入之比。因此可以看到，1952年美国前十分位的收入为中位数收入的150%。这张图追溯了过去的情况，它所展示的时间跨度远远超过了研究工资差距时通常选用的时间跨度，后者往往将研究重点放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然而，我们应该将近几十年的情况放到历史背景下来审视，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可以发现，美国高收入人群比重上升的时间远远早于1970年。在1952—1972年间，前十分位相对于中位数的比重从150%上升到194%，其上升幅度相当于1972—2012年间的情况。英国则恰恰相反。它的收入差异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开始扩大，但是从60年代中期至1979年，前十分位的收入相对于中位数收入反而下降了。下一章将详细讨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不仅英国收入不平等发生变化的时间和路径不同于美国，而且总体上升幅度也小于美国——这与我们观察到的总体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恰好相反。英国的工资差距上升幅度低于美国，而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幅度却超过了美国。


表1.1　英美两国战后不平等情况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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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我们描述的情景远比“不平等上升”这种简单的表述复杂得多。表1.1总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及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差异。它们能帮助我们理解不平等的决定因素。我们可以从表1.1中圈出的部分学到不少东西。尽管美国的工资差距在50年代和60年代有所扩大，但它如何能使其家庭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大致保持稳定？英国如何在1965—1979年间缩小了工资差距？为什么英国的收入不平等在80年代直线上升？下一章将回答这些问题，并介绍其他OECD成员国的经验。

不平等的维度

我们已经研究了关于不平等的初步证据。在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平等之前，我们需要先后退一步来澄清统计数据背后的概念。不平等有诸多维度，有些重要维度现在已经被遗漏。事实上，即使在本章涉及的领域里，读者也有充分的理由想知道它们到底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图1.1和图1.2这样的图会让人们感到疑惑：我们研究的到底是哪些人群中的什么不平等？

哪些人群中的不平等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分析了家庭，并在探讨工资时分析了个人的情况，不过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分析单位。家庭可以包含不同的小家庭，而且小家庭内部可能是由好几代人组成的。应该选择哪些人作为分析对象？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家庭成员公平分享家庭资源的程度。如果家庭资源完全共享，那么前文描述的基于家庭收入总额的计算方法是适宜的。如果不是完全共享，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考虑其他构成家庭的支出单位，或核心家庭。在每个家庭中，已经成年但仍住在家里的孩子应该区别对待。与子女同住的年迈父母也构成单独的家庭单位。多年以来，英国都是以这种小家庭为单位来计算贫困率，由此得出的数字高于图1.2中的数字，但是增长趋势较为缓和。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贫困率之所以较高，是因为它假设家庭里的不同家庭单位都依靠自己的收入过活。另一方面，现在的计算方法假设家里的所有资源完全共享，这可能低估了真实的贫困程度。它可能会掩盖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引发的贫困。换言之，如果经济环境恶化导致年轻人重新回到家里与父母共同生活，那么基于家庭的测量方式可能会掩盖不平等的上升程度。

对家庭单位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多少收入用来共享，而且取决于我们对资源控制情况的认识以及我们是否关心个人的依赖程度。假如我们相信年轻人应该独立于父母，那么就有理由采用内部家庭单位，以成人和他们未独立的子女为基础进行计算，但不包括仍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成年子女。这种方法会提高测出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因为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虽然会放在一起，但并不考虑资源的共享。公共讨论中经常忽略这个问题。虽然人们会提到“福利依赖”，但不会提到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然而过去，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确保老年人实现经济独立，这样他们就不用依靠子女生活。我们应该从家庭还是小家庭单元的角度出发来衡量不平等或贫困，这个看似纯粹的统计数据问题背后隐藏着社会价值观和人们的预期。

什么不平等？

图1.2用根据家庭规模和家庭构成调整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计算了英国的总体不平等，图1.1则是使用税前收入计算的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图1.5概述了家庭收入的构成，我将它称为“家庭收入指南”。有些读者会发现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概念，令人感到困惑——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个指南在本书的许多部分都非常有帮助。附录的词汇表中也介绍了这些术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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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家庭收入指南



首先，我们是从整个家庭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所以必须将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加起来。一个低收入者的配偶可能收入较高，譬如教会的牧师可能会娶个投资银行家太太。这个指南里只列出了两个家庭成员，但实际上家庭成员的人数可能不止于此。家庭收入不仅包括工作所得的工资薪酬，而且包括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这部分收入来源与工资薪酬的差别在于，它不仅包括工作时间的回报，还包括投资回报）。此外，我们加入了储蓄收入，其表现形式可能是银行存款或债券的利息、股票分红或自有房产的租金等。另外还有养老金等私人机构的转移支付和政府的国家转移支付。这些共同构成了家庭总收入，从中再减去收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等直接税，就得到可支配收入。指南里描述的第二个阶段考虑了家庭规模及构成方面的差异。一个家庭的收入用来抚养一双子女时当然比完全归一个人支配时显得要少。我的一个同事曾说过“家里有两个孩子时，原本只需要花一便士的面包就得花四便士（除了他和孩子，妻子也得吃一个面包）”。事实上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所以根据不同家庭规模来调整家庭收入并不是按人头来算的。我的同事不用买四个中央供暖锅炉。相应的，由于并不是所有支出都会按人数成比例上升，所以我们可以采用“等价尺度”（equivalence scale）这个概念。一个简单的等价尺度是家庭规模的平方根，即用四口之家的收入除以2（2是4的平方根），但之前展示的统计数据使用的比例略微复杂些（我们使用了众所周知的修正后的OECD比例），将第一个成年人的比例设为1，随后的成年人比例为0.5，每个儿童的比例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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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这个指南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经家庭规模和家庭构成调整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组成，以下将这种处理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称为“均等化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不过这个指南的作用远非于此。我们可以从图1.5中看出可能用来解释家庭收入变化的各种要素。但首先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图1.5中列出的收入项目是根据什么原则？经济学家通常采用的“收入”定义是：收入是特定时期内各种家庭进项的总和，其中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实物收入。或者，收入等同于家庭收入的净值不变（即无须减去扣除债务之后的资产价值）时家庭的消费极限。这个定义全面涵盖了收入的所有进项，而且超越了绝大多数为了征收收入所得税所定义的“收入”范畴。从理论上说，收入还包括所有实物进项，如自家菜园里种植的蔬菜（不过税务部门通常不会对它们感兴趣），显然还包括工作岗位上获得的实物福利，而且这些福利可能还不少。从理论上说，收入应包括房屋所有者从住宿服务中获得的实物收入，拥有房屋本身并不会产生现金收入，但是它避免了租金方面的开支，所以其效果相当于获得收入。因此，采用全面的收入定义意味着我们应该计入“估算租金”。这一项收入已经列入了国民核算（详情请参见第2章），而且价值不菲。2012年英国的“估算租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左右。这种思路也适用于家具、家用信息技术设备和耐用消费品等资产，但它们的数量影响要差得多。估算租金没有纳入之前引用的分配数据，但它与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改革息息相关。

分配数据中还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实物收入来源，即医疗、教育和社会保健等公共服务的价值。图1.5中列出了这部分，并且将它们加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上，得出“扩展后的家庭收入”。公共服务很难定价，但毋庸置疑它们增加了家庭可获得的资源。譬如，假如政府不提供公共教育，那么父母就必须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并从可支配收入中支出相应的学费。各国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程度不尽相同，所以缺少这部分内容会影响对各国不平等程度的比较。后面的章节会探讨，虽然分配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但在公共支出较少的国家，私人支出较高。如果用政府的成本来为公共服务定价，那么欧洲国家测算出来的“扩展后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将明显低于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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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收入”的全面定义意味着要将资产价值的所有变化都考虑在内——事实上资产价值可能会在测算期内上升或下降。这些变化并没有体现在国民收入的测算中，但在家庭资产负债表中，无疑影响着家庭的支出能力。如果你的股票在年内上涨，那么就算你把股票上涨收益都花掉，家庭的资产净值也丝毫不受影响。我们需要区分应计收益（或应计损失）和实际收益（或实际损失）。前者是账面收益，后者是出售资产后获得的现金收益。实际收益通常要纳税，并出现在部分收入—分配统计数据里。资本收益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测算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时。如果不计入资本收益（如图1.1所示），那么2012年美国1%最高收入人群拥有全国总收入的19.3%，但是如果将实际资本收益考虑在内，那么这个比重要上升约3个百分点，达到22.5%。
39

 实际收益低于应计总收入时（这是因为许多人没有卖掉所持有的股票），那么不平等的上升幅度就被低估了。在另一方面，这种测算方法没有考虑通货膨胀，而且在测算货币收益时高估了实际所得。如果在测算期间价格水平上涨，那么资产的购买力（又被称为“实际价值”）会下降。因此，假如你的股票从1000美元上涨到1200美元，那么资本收益为200美元，但是如果在此期间价格水平向上浮动了10%，那么实际收益只有100美元。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收入的全面定义是指净值不变，即实际价值不变。任何持有资产的人都会蒙受通货膨胀带来的资产损失。如果一个人的银行账户没有产生利息，那么相当于损失了与通胀相当的购买力。与此相反，他在负债方面却会有所收益，因为从购买力的角度来说，他的还款义务也降低了。人们很少用通货膨胀来调整收入——我对此一直非常吃惊——然而通货膨胀对小储户的影响相当明显，即使物价小幅上涨也会导致他们的财富流失。

消费不平等的状况如何？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从收入和工资方面探讨了结果分配，但是这些都可以被视为通向最终目标的途径，它们本身并不是目标——这是非常合理的。在乔治·埃略特的《织工马南传》中，马南从数金子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绝大多数人关注的远不止自己的银行账户——后来马南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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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济学家心目中的最终目标是消费，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虽然比尔·盖茨在评论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时认同该书的主要结论，但是批评作者“完全忽略了消费”。
41

 如果我们研究的是消费而不是收入，那么关于不平等和贫困的结论可能会截然不同。哈佛大学的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认为“美国官方基于家庭收入的贫困数据表明，向贫困宣战以失败告终……然而基于家庭消费估算的贫困率却表明，它赢得了这场战争”。布鲁斯·梅耶尔（Bruce Meyer）和詹姆斯·苏利文（James Sullivan）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放弃基于收入的传统贫困测算方式，转而采用基于消费的测算方式，并且重要的是根据价格指数的偏差进行调整，那么在1960—2010年间，贫困率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其中1980年以后贫困率下降了8.5个百分点”。
42

 就总体不平等而言，克鲁格等人（Dirk Krueger和Fabrizio Perri）认为，“近期美国收入不平等有所上升，但消费不平等并没有相应的上升”。不过其他作者的结论与此不同。有学者（Orazio Attanasio、Erik Hurst和Luigi Pistaferri）的研究发现：“在1980—2010年间，美国消费不平等的上升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相当。”
43



基于消费的研究很有价值，但是和研究收入不平等一样，我们需要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一些问题。首先，消费研究测算了什么？我们观察的不是消费，而是消费支出——就像上文讨论房屋所有者自住服务那样，这两者是不同的。在住房方面，消费超过消费支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家庭购买耐用品后，在特定时期内的消费支出就超过了消费。不同学者就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测算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其次，使用消费支出测算不平等的准确度如何？众所周知，烟酒等物品的消费情况在消费研究中没有得到如实反映。那么消费的总体情况又如何？关键问题是，实际情况没有被如实反映出来的程度是否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阿吉亚尔等人（Mark A. Aguiar和Mark Bils）指出，如果美国消费不平等的上升程度低于收入不平等，那么它的镜像是“储蓄差距不断拉大且有利于高收入家庭。消费支出报告显示，在1980—2007年间，高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从25%上升到38%，而同期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基本保持在-30%”。他们认为，这些隐含的储蓄率令人“无法置信”。
44

 事实上，研究中报告的消费总支出相对于国民核算中估算的消费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1992年至21世纪初，该比例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尽管现在研究中报告的比例稳定在78%左右，但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研究的时间段延长时得出的发现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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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对人口覆盖情况提出相似的疑问。克鲁格等人发现消费不平等增长幅度较小的情况仅限于所调查人口的子样本，其中排除了所有农村家庭、户主小于21岁或超过64岁的家庭、税后劳动收入和转移支付之和为零的家庭以及周薪低于最低工资一半的家庭。这与描述全部人口收入不平等的数字完全没有可比性。费希尔等人（Jonathan Fisher、David Johnson和Timothy Smeeding）在研究美国的全体人群时发现，“在1985—2006年间，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上升幅度基本一致，但是在大衰退（即2006—2010年）期间有所分化”，2010年的消费不平等程度低于2006年。
46



选择消费还是收入作为研究对象取决于分析目的。在测算贫困率的研究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选择以下两个不同概念中的哪一个。第一个概念关注了“生活水平”，另一个关注了“获得最少资源的权利”。从历史上来说，贫困研究通常采用第一种方法，测算收入的研究也是如此，因为低收入者能用来储蓄的钱不多，所以收入就为测算消费提供了很好的基础。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研究者（也是巧克力生产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将贫困线设定为刚刚能“获得仅能维持体能的最少必需品”，并据此来比较家庭收入。
47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移到对贫困的更宽泛的定义上，这种定义以人们参加社会生活的能力为基础。接下来，人们日益关注获得资源的最低权利这一概念，如何使用此类资源则取决于个人的决策。我们以测算男性和女性贫困为例来阐述这两种方法的差别。由于女性的平均营养需求相对男性较少，所以在“生活水平”法中，为男性和女性设定不同的贫困线是完全合理的。美国早年间设定官方贫困线时也的确采用了这种思路。1963年，奥珊斯基（Mollie Orshansky）为65岁以下非农人口设立的贫困线是男性每年1650美元，而女性只有每年1525美元。
48

 但这种差异在“最低权利”法中是不可接受的。

将消费支出作为贫困或总体不平等的指标时，可能会有人提出以下反对意见：支出和收入一样，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消费的过程中，即从货币转变为商品和服务的活动中，可能出现重大的不平等，如因为价格不同，导致人们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情况有所差别。譬如，有观点认为“穷人付的价钱更高”，因为他们主要光顾社区里的商店而不是城外的超市。譬如，房东把房子租给低收入租客时，后者可能要在能源方面多花钱，因为他们必须使用投币收费器。某些商品和服务无法供应时可能导致不平等。随着社会富裕程度不断提高，商店可能不再出售廉价商品或质量略差的商品。在有些地区可能享受不到一些服务，如银行交易业务。信用评分系统将穷人排挤出申请银行贷款的行列。在对不断变化的消费不平等模式得出任何结论前，我们都应认真地全盘考虑这些问题。

根据人们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情况，人们提出了以下建议：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某些特定稀缺产品”的分配——耶鲁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称之为“特定平等主义”。他以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为例阐述了这类产品。
49

 同样，欧洲从2009年开始在测算贫困和社会排斥的方法中引入了关于物质剥夺的指标。在欧盟2020反贫困和社会排斥目标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其中之一是“严重剥夺”，它的定义是如果在九项列表里有四项强制性缺乏（enforced lack），那么就属于严重剥夺。这九项包括“购房未出现逾期欠款”，“买得起肉、鸡和鱼类等食物”，“房间里能保障充足供暖”等。
50

 托宾列出的清单和欧盟清单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前者包含教育和医疗，而欧洲认为提供这些服务主要是国家的职责。在另一方面，收入分配顶端也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指标：“自愿排斥”，指富人放弃政府提供的服务而选择私人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能力。用英国哲学家布莱恩·巴里的话来说：“如果最富有的社会阶层感到他们有能力脱离社会的共同命运，用他们的钱买到公共机构之外的服务，那么这也是一种社会隔离。”
51



消费的本质具有多面性，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它的各种关注，这意味着用消费支出作为测算不平等的指标并不比用收入作为指标更具优越性。我将继续用收入这个指标来显示对资源的潜在控制。事实上使用收入指标意味着对资源的使用不仅局限于消费。我们在测算不平等的程度时，不仅仅关注富人的消费情况——这固然很重要——而且也关注通过财富传递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影响自己的家人，如通过财产的继承，而更普遍的情况是控制媒体或影响政党。慈善捐款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把一个硬币放进桶里所传递的权力微乎其微，而建立慈善基金则可能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盖茨基金会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影响力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效益，它所代表的使用权力的情况，是无法用消费指标来衡量的。收入的确是服务于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它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了消费。

谁在分配中处于何种地位？

英国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芭芭拉·伍顿曾经写道，是一件小事促使她写下《工资政策的社会基础》）——她发现惠普斯奈德动物园供人骑行的大象赚到的钱和她这位资深大学教师一样多。
52

 我经常揣测这种比较是否有意义，但毫无疑问，人们都希望了解自己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哪个位置。
53

 此外，许多人对自己所处位置的估计毫无疑问都低于实际情况，特别是那些接近分配顶端的人。发明“收入排队法”（parade of incomes）来表示收入分配的荷兰经济学家简·彭（Jan Pen）说：“我曾经问过一名内科专家，他认为多少人的收入会排在自己前面——他的收入或许能挤进收入金字塔最上面的0.3%——他想了想说20%吧。”
54

 就在最近，波利·汤因比等人（Polly Toynbee和David Walker）对伦敦的顶级律师和银行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些人轻轻松松就能列入1%最高收入人群，但在他们心目中能进入前10%的收入是实际情况的4倍。汤因比等人还让他们设定一个贫困线标准，这个精英群体设定的门槛“略低于总收入中位数，这意味着普通人的收入在他们眼里就相当于贫困”。
55



即使通胀率低位运行，关于收入分配的数字也会迅速过时，不过了解一下2013年的收入分配情况还是可以让读者大致有个概念。201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51939美元，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14.5%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为年收入23834美元（相当于收入中位数的46%）。这些数据使用了税前收入，没有包括食物券等非现金福利的价值。如果通过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观察收入分配上层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收入达到15万美元就可以进入收入最高的10%，约合收入中位数的三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赛茨采用的定义略有不同，他的估算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在40万美元左右时即可进入1%最高收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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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官方数据表明，在2012—2013年间，根据家庭规模和构成调整后的家庭可支配年收入中位数分别为15300英镑（一个人构成的家庭）、22950英镑（一对夫妻构成的家庭）和32125英镑（一对夫妻加一对子女构成的家庭）。对英国和美国的数据进行比较时，请切记英国的数据里扣去了直接税，而美国没有。英国的贫困线设定为收入中位数的60%，所以个人的年收入贫困线为9180英镑。英国收入分配的上尾分散程度低于美国，家庭收入达到收入中位数的两倍，即可挤进10%最高收入人群（即一对夫妻加一对子女的四口之家的年收入达到6425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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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讨论了不平等的纵向范畴，即贫富之间的差距，但它的横向范畴也很重要。在基尼系数或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里，人们都是以匿名形式出现的，但是我们可能会关心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如不同性别、不同区域或不同种族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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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希望考虑需求方面的差异。譬如，上文展示的收入不平等数据没有考虑物价的地域差异。举例来说，波士顿的生活成本指数为132.5，而堪萨斯州托皮卡的生活成本指数只有91.8。
59

 另外一个显著差异是残疾人的需求——有些极有价值的研究表明，应把这些需求纳入用来计算均等化收入的“等价尺度”。有学者（Asghar Zaidi和Tania Burchardt）对英国的分析显示，不考虑残疾人的成本会严重低估残疾人群的贫困水平。我将在下文从性别、代际和全球这三个横向范畴探讨不平等。

性别

前面的收入差距数据没有区分男女，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性别收入差距的信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描述了全年制全职工人的女性/男性平均收入比（这里的“平均”指平均值）。1960年，这个比率为60%，到了2013年上升到78%。变化幅度相当大，但仍表明男性的收入平均比女性高出20%。此外，该比率并非稳步上升。在1960—1980年间，它基本保持稳定；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路上升，但自2000年起不再有显著变化。
60

 有学者（Sophie Ponthieux和Dominique Meurs）研究了8个OECD成员国的案例后，总结说“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性别工资差距的下降速度越来越慢或者停滞不前，意大利甚至出现了上升趋势（英国和日本除外，它们的性别工资差距持续以匀速缩小）”。
61



和研究总体收入分配一样，我们在研究性别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时需要区分就业人员特点造成的差距与性别歧视造成的差距。教育水平等就业人员的特征造成的收入差距具有合理性。从历史上看，导致性别薪酬差距的总体水平不断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女性教育水平得到了提升。1950年美国女性的大学毕业率约为男性毕业率的一半，不过，有趣的是这个现象只能追溯到30年代，因为对于1910年及之前的出生组而言，两者的差距很小。随后妇女的毕业率开始攀升，现在女性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毕业生的主力军。绝大多数OECD成员国也出现了这种性别教育差距反转的现象。如今，在32个OECD成员国里，29个国家的女性教育水平高于男性。
62

 有学者（Doris Weichselbaumer和Rudolf Winter-Ebmer）回顾了1500余项关于性别薪酬差距的研究，它们覆盖了63个国家在20世纪60—90年代间的情况。他们综述了这些研究揭示的教育及其他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特点所发挥的作用：“性别工资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是女性的劳动力市场禀赋得到改善。女性的教育水平、所接受的培训和对工作的依赖程度都提高了。但在公开发表的工资差距研究成果中，对歧视（或无法解释的）因素导致工资差距的估算结果表明前景并不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差距没有继续缩小。”
63



对数据选择和统计方法的差异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出的情况略微乐观些，但仍然表明需要约60年的时间才能将“歧视”造成的工资差距降低10个百分点。

性别差异仍然是人们关注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时间和代际

图1.1和图1.2用一连串“快照”展示了所有人口在不同年份所处的环境。我们看不到整部“电影”，不知道处于收入分配上层区间的人到下一年是否仍然在那里；不知道多少贫困家庭得以在下一年脱贫。基于以下三点原因，这些问题非常重要。首先，不同年份之间存在着年度流动性，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平等水平上升有可能是由波动性加大造成的。宏观经济学家倾向于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最高收入人群所占比重上升的原因。斯蒂芬·詹金斯（Stephen Jenkins）研究了英国收入流动性的变化程度，发现“年份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流动性”，但他补充说，“绝大多数流动性都是短期的，而非长期性的”。他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波动性的基本变化过程：“每个人的收入都围绕一个相对固定的长期平均值上下波动——这个平均值是收入刻度上的一个范围，人们（仿佛）被橡皮筋系在这个范围内。他的收入可能会在某些年份远离这个范围，但因为有橡皮筋扯着，所以不会离得太远，而且往往会弹回到这个点附近。”
64

 如今流动性增强了吗？戈特沙尔克等人（Peter Gottschalk和Robert Moffitt）发现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拉大的薪酬差距中有一半是由短暂性变化引发的，但是这种影响随后就趋向稳定。
65

 赛茨等人（Wojciech Kopczuk、Emmanuel Saez和Jae Song）对1970—2004年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在此期间“几乎所有”薪酬差异的上升都是由永久性收入差异拉大引发的。他们发现，“收入分配顶端的流动性很稳定，但没有缓解70年代后每年收入集中度直线飙升的现象”。这与戈特沙尔克等人得出的结论一致，他们认为收入不稳定加剧的情况集中体现在低技能工人身上，与图1.1中描绘的10%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所占比重上升没有太大关联。
66

 詹金斯发现在90年代初至21世纪头10年中期，英国的短暂性波动没有太大变化。看起来至少在英国和美国，波动性增强对不平等影响甚微。

我们需要追踪收入分配随时间推移所发生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收入存在着可预测的生命周期变化。许多人的收入大体上都遵循了钟形曲线，即事业顺遂时收入上升，退休后则收入下降，储蓄也逐渐减少。这种生命周期造成的系统性薪酬差异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人口结构发生改变时，不平等程度会加剧，除了生命周期以外，还要考虑家庭构成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特别是单亲家庭的比重上升。196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称9%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到201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27%。目前英国的单亲家庭所占比重与此相似：截至2010年，每四个儿童中就有一个生活在单亲家庭。劳动经济学家、前奥巴马总统内阁成员瑞贝卡·布兰科（Rebecca Blank）研究了1979—2007年间，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基尼系数上升的贡献。她发现，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不显著——影响程度约为1.25个百分点。
67

 之前詹金斯曾发现在1971—1986年间，人口结构的变化对英国基尼系数的影响甚微。毫无疑问，人口结构和家庭变化对于政策设计至关重要，但对不平等程度加剧的解释力并不强。

我们需要追踪研究个人在生命周期里收入变化情况的第三个原因是，可能存在着严重的代际不平等。如果和过去一样，实际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那么出生较晚的人一生中的收入水平整体较高。对公共投资决策进行评估的标准方法，都考虑到了这种收入上涨的趋势。政府在考虑推出一个长期项目或缓解气候变化的益处时，会采用社会贴现率，它由两部分组成：根据时间长短确定的纯粹的贴现系数和使子孙后代受益的预期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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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就像测算某个时间点的不平等程度时对富人的福利估值较低一样，对子孙后代的收入的估值也较低。不过这种预期可能无法再维持下去。我们正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假如现在预期今后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放缓或者停止增长，那么就不应该对子孙后代的收入贴现。我们不能假设他们的生活会比现在优越，从而认为他们“不需要那么多帮助”（这就是贴现的意义）。后代的生活或许不会越来越好，甚至可能恶化。因此相比我们深信“生活只会越来越好”的时代，代际公平问题的优先性将更为突出，这应该成为我们判断选用哪些措施来降低当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之一。

全球不平等

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状况反映出了各国内部不平等与跨国不平等的共同影响。如果简单描述一下过去百年的全球不平等状况，那先是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下降，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差距拉大；到了现在，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而国家间的不平等差距在缩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水平呈现出“U”形，而国家间的不平等水平则呈现出“∩”形。

[image: 008]
图1.6 1820—2060年间，全球人均GDP的发展趋势先分化后趋同

注：1820年，按PPP（即购买力平价，指各国汇率根据购买力的差异进行调整）计算的印度人均GDP为533美元，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美国人均GDP为1376美元，英国人均GDP为1706美元。



图1.6中的四个国家表现出“∩”形，即国家间的差异先分化后趋同。图中描绘的印度、中国、英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存在着绝对值差异，其中既包括历史上的情况，也包括OECD对未来所做的预测。图中各国的人均GDP都用购买力平价来表示，其中考虑了随时间推移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以及各国的购买力差异（1美元在德里能买到的东西比在纽约要多）。当然，我们不用一再申明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比较只能大致描述事实，但它们也足以展现整体情况。在1820—1970年间，中印两国同英美两国之间的GDP差距不断拉大。美国的人均收入上涨了十多倍，而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速则明显相形见绌，起初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美国，随后被超越。自1970年至今，印度和中国同英美两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OECD预测这种趋势将贯穿21世纪。

鉴于各国间的分配呈现出“∩”形曲线，人们常常据此乐观地认为未来全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将下降。然而，以下两个原因提醒我们要对此保持谨慎态度。首先，尽管各国的收入差距相对缩小，但是购买力的绝对差距持续拉大。中国的增长百分比可能较高，但是增长基数较小。OECD的预测表明，在2057年前，中美两国人均收入的绝对值差距将持续拉大。其次，尽管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却步履缓慢。所以，尽管我的政策建议多半旨在降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但第8章要特别探讨OECD成员国的全球责任，它们应该为调节当前全球各国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承担更多责任。


第2章

以史为鉴

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都有所上升，但其发展趋势并非一路向上。单凭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回顾一下有关不平等状况的历史记录：过去什么时候出现过不平等下降的情况？我们可以从那些阶段学到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获得测算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数据。幸运的是，现在这已不是问题。研究者利用现代方法研究历史记录，并且估算了一百多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些研究成果相当令人振奋，因为站在历史的角度能更深刻地理解当前的不平等程度是如何加深的，以及怎样在未来降低收入不平等。

我们从关于不平等的统计数据中汲取教训时，必须对所使用的数据质量有信心。因此，本章首先介绍研究不平等的学者可以参考的证据来源，并对它们进行了评估。这种评估非常必要。太多经济学家急匆匆地从手头现有的数据推断出结论，却没有仔细思考这些数据是否适用。我们身处数据爆炸的年代，所以评估数据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哈佛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研究了收入不平等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这项著名的研究是以小范围国家的少量数据为基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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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数据库极大丰富，代表了这个领域的巨大进步，这应该归功于统计部门和个人研究者付出的巨大努力。与此同时，我们也面对着被海量数据淹没的风险。只举个简单的例子，《经济不平等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2012年12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它观察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高于日本（如图1.3所示，美国的基尼系数比日本高出约7个百分点），进而对此进行了解释。但是读者会困惑地看到，当期杂志里另一篇研究同样主题的文章使用的数据库却表明，两国的基尼系数不存在实际差异——美国的基尼系数为37.2%，而日本的为36.6%。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一问：这些相去甚远的数据源自哪里？就像这个例子反映出来的，为什么有时候数据展现的内容完全不同？
2



证据来源

家庭调查

目前关于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证据来源是家庭调查。美国人口普查局每年9月就收入不平等和财政贫困发布数据，均取自每月定期开展的“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每年还会发布年度增补内容，主要集中在3月，收集上一个日历年度的家庭收入相关信息。或许有些美国读者就参加过这个调查。不过即使你没有参加过也不必失望，因为每年只有6万个家庭被选中参加调查（相当于约2000户家庭中有一户被选中）。图1.2中使用的英国数据取自“家庭资源调查”（Family Resources Survey），它的调查对象超过2万户家庭，同样详细地询问了收入和家庭环境等情况。而“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数据”（ European Union Statistics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简称EU-SILC）则覆盖了欧盟的所有成员国（及冰岛、挪威、瑞士和土耳其），成为欧盟社会指标（如生活在贫困或社会排斥中的人口比重）的基础。

得益于各国统计部门及其他机构对数据采集的投入，我们现在从家庭调查中获得的收入不平等信息远远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我刚开始从事研究工作时可以得到的信息。当时能收集到的信息很少，而且收集信息的机构极少会对研究者开放数据，几乎不可能开展跨国比较。现在我们有了专门用于跨国比较的数据库，如覆盖30多个国家的EU-SILC。卢森堡收入研究所（Luxembourg Income Study，简称LIS）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统一的数据，这些数据覆盖了近50个国家（图1.3中就使用了该研究所的数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等收集的第二手数据则覆盖了从阿富汗到津巴布韦等150余个国家。

可比性是本研究的关键。如果研究收集的数据不具备可比性，那么从这些数据推断出某国不平等水平低于另一国的论断，其价值就很有限。如果A国的家庭调查记录的是家庭整体收入，而B国是通过个人所得税记录调查收入，那么我们就不能直接得出两国存在不平等差异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排除了所有农民或公共部门的雇员，或者它的调查范围仅限于城市地区，那么我们就不能得出该国薪酬差距小的研究结论。下文会尽量使用可比较的跨国定义。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我会标示出定义不同可能带来的后果。当然，我们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可比性。虽然所有国家可能收集同样的信息，但它们的含义取决于具体环境。如果国家提供全民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并补贴住房和交通，那么人们对现金收入不平等的关注就会少一些。此外，统计来源总会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是否显著属于判断问题。曾经有人告诉我，某国的家庭收入中还包括自家蜂窝产出的蜂蜜的价值。虽然我本人是蜂农的孩子，但我仍然觉得这些蜂蜜的价值不会对该国与英国的不平等比较产生显著影响。

不同时间段的数据可比性也很重要。我们能对不平等得出更多研究结果，不仅仅因为现在的调查比过去完善且可比性更强，还因为它们已经运作了几十年。此外，人们投入了大量资源使它们随着时间推移具有广泛的可比性。我要再次说明，百分之百的可比性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调查方法在与时俱进，但我们无法把70年代以来的所有调查再重做一遍。方法论的改变影响着最终得出的结论。1993年，美国的“当前人口调查”从纸面调查改为计算机辅助访谈，并且调整了可输入数据的最高限额。在1993年之前，最高收入的数值是299999美元，虽然这个数额已经很高，不会影响绝大多数受访者，但仍然意味着最高收入会被低估（1993年后，上限被提高到999999美元）。过去几年里，方法论还经历了其他许多变化——美国的数据来源至少有20个脚注详细描述了不同年份的方法论变化，但看起来1993年的改变最为重要，因为当年记录的不平等水平大幅上升。美国人口普查局建议使用者应该“谨慎地”对1993年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我对图1.1中使用的数据就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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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调查的局限性

现在人们广泛使用家庭调查的数据来研究不平等，图1.3中展示的各国数据大部分来源于此。但是它存在许多潜在的局限性。首先，它们是基于家庭的调查，因此排除了没有住在家里的人，如学生、寄宿生和军人等住在机构里的人，以及住在医院、旅社、收容所、避难所或接待中心的人。家庭调查不包括住在养老院或疗养院的老人、孤儿院的儿童及流浪者。由于家庭调查没有覆盖的群体里有部分很可能集中在收入分配的下层，所以遗漏他们会严重影响调查结果。如果被抽取的样本并不能代表家庭成员而产生偏差，还会加剧由此产生的问题。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在电话尚未普及时就采用电话访谈的调查形式，结果导致总统选举的民意调查高估了共和党可能得到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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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绝大多数国家里人们都是自愿参加调查，他们可以拒绝调查的邀约，所以家庭调查很难覆盖到所有人。在英国2010/2011年度的“家庭资源调查”中，无回复率为41%，意味着十个人中只有六个人参与调查，其他四个人的情况我们无法掌握。当调查人员问起人们拒绝参加调查的原因时，2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愿意受到打扰”。无回复率的上升令人感到不安——90年代末的无回复率为34%。美国的回复率要高得多，2013年的无回复率略高于10%，但是近年来无回复率也在攀升。统计机构应该关注回复率不断下降的现象。

为什么无回复如此重要？低回复率本身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排斥调查中的发现。如果在与调查有关的特征方面，无回复者与受访者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即使回复率低的调查也可以具有代表性。然而在收入和财富问题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富人的无回复率要系统性地高一些。出于我们可以理解的理由，财务情况比较复杂的人不太愿意花时间回答详细询问其收入和财富的问题。美联储开展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US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时抽取了两类样本：一类是基于地域分布的标准随机样本；另一类是从所得税申报表的统计数据中选取的特别“表册样本”，从而将相对持有大量非公司业务和免税债券等资产的家庭不成比例地纳入调查（他们严格遵守了相关保密规定）。美联储的报告称：“在2010年和2013年，区域随机样本中有70%的家庭实际完成了访谈。表册样本的总体回复率约为三分之一，而在涉及最富裕家庭的表册样本中，回复率仅为总体回复率的一半左右。”
5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家庭调查没有充分代表分配上尾的情况。图1.2展示了英国的整体不平等情况，其中的数据来源于英国财政研究所。它利用所得税申报表中提取的数据调整了家庭调查的数据（参见下文），以校正顶级富豪回复率低以及他们申报收入存在波动性的问题。

此外，家庭调查的数据还要进行调整以规避“回复率偏差”，即受访者未能完整或正确地回答问题的情况。有时这种偏差可能会超出人们的控制。几年前我在参加一个英国官方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我回答之前的问题时遗漏了一项收入来源，但是调查人员坚持告诉我，计算机辅助访谈无法回到之前的问题，所以我改不了之前的答案。使用调查中的数据研究收入分配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核查记录下来的收入总和是否符合通过外部渠道了解到的情况。以EU-SILC为例，利用各国的国民核算（研究考虑了各国对国民核算的不同定义）进行比较时发现，2008年在工资和薪酬方面的统计覆盖率最高，紧随其后的是现金形式的社会福利和税收。自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覆盖率则很低，平均来看这几类收入都处于分配上层，所以，如果家庭调查中未能充分记录此类收入，往往会低估不平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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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调查是不可或缺的数据来源，统计机构持续投资于这些调查的开展和推广，具有重大意义。它们提供的信息对于降低不平等的政策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从调查中得出的发现。为此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它们与政府数据结合起来使用。

收入所得税数据

如果不采用家庭调查里关于收入分配的信息，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哪里找到相关数据？答案是，官方记录将是主要数据来源，因为其中包含了关于个体家庭支出情况的信息。格里高利·金（Gregory King）等人通过早先的“社会表格”构建了英国和威尔士的收入分配情况（1688年），但是这些不是基于个人数据。直至个人收入所得税问世（19世纪初出现于英国），人们才得以利用经过核实的个人收入数据真正地估算收入不平等。这类分配数据可以和人口数据及国民核算等外部控制的总量数据结合起来，估算不同群体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这样在图1.1和图1.2中的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就能与成年人总人口（或纳税单位总数）的前1%联系起来，并在国民核算中估算他们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这些总量数据并不局限于纳税人申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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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个人所得税只覆盖了极少数人，而且在我们能估算总人口的不平等程度（即基尼系数）之前，就有了最高收入所占比重的序列数据。自那以后，特别是在“二战”期间及之后，收入所得税数据的覆盖范围开始扩大，所以现在政府数据已经覆盖了绝大多数人口。即使个别纳税人不提交所得税申报表，从源头收集所得税的做法也意味着税收记录的覆盖面相当广泛。然而，在使用所得税数据时，我们必须牢记它们不是为特定目的设计的：这些数据是政府工作流程的副产品。其形式和内容反映的是税法的要求。譬如，美国的纳税单位指夫妻（及受抚养者）的收入总和，而英国自1990年开始则是将个人作为纳税单位，因此算出的是个人收入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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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征税而使用的“收入”定义可能完全不同于第1章介绍的收入的广义定义。前者可能会扣除购房或个人贷款所支付的利息。有时征税所使用的收入定义会比家庭调查更接近收入的广义定义，譬如包含了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如英国的税收就包括此项）或实际资本收益。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因为逃税漏税导致的“不回复”都会严重影响收入所得税数据的覆盖范围，所以，基于收入所得税记录研究最高收入阶层的研究者往往会特别关注逃税漏税可能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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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数据

家庭调查和政府记录都为收集个人薪酬数据提供了来源，其中政府数据往往体现为社保税的征收记录。然而，由于薪酬数据可以从劳动力市场的两侧来收集，所以此类数据的来源范围很广。各国使用的数据来源可能不尽相同。在图1.1中，美国的薪酬数据与收入不平等数据出自相同的来源，即“当前人口调查”这种家庭调查，而图1.2中英国的薪酬数据来源于雇主，即“工时和薪酬年度调查”（Annual Survey of Hours and Earnings）。本章使用的法国薪酬数据则取自纳税申报。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信息来源进行比较时，理应发现它们得出的研究结果相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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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雇主和员工的不同角度收集的数据可能导致某些变量出现系统性差异，特别是工时。雇主报告的通常是合同上写的工时，而员工报告的是实际工时。此外，数据的覆盖率可能也存在显著差别。法国的薪酬数据基于纳税申报，其中不包括农业工人、公务员、家政工人和非全职工作人员。以1995年为例，它的覆盖率约为所有雇员的三分之二。“欧盟薪资结构调查”将政府机构和员工少于10人的企业排除在外。

数据来源的多样性意味着人们可以获得的薪酬数据往往比家庭调查中可发掘的数据更丰富，但同时更难确保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数据保持一致性。使用者必须经常检查自己开展比较研究的是否为同一对象。

财富数据

在财富方面，可用的数据来源更加丰富。如有关个人财富的家庭调查，包括美联储的相关调查和欧洲央行最近启动的调查，其中英国部分的调查是“财富和资产调查”（Wealth and Assets Survey）。正如前文指出的，这些调查都会出现不回复，对富人过度采样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顶级富豪是各种调查的主要目标，由此出现了许多财富排行榜，如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富翁排行榜——后者由英国的菲利普·贝雷斯福德（Philip Beresford）编制。此外，还有不少潜在的政府数据，如在征收财富税的国家里的年度财富税申报表，以及税收申报表上的投资收入等间接信息（用收入乘以一个乘数就可以估算出纳税人的潜在财富，而这个乘数考虑了与财富规模对应的应税收益差异及其他特点）。政府发布的公民死亡时的房产数据也提供了间接证据，这些数据往往用于征收遗产税或房产税，而这种情况下使用的乘数也有所不同。事实上，在某个年份去世的逝者会被视为活着的人中的一个样本。死亡并非完全随机，所以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乘数也不同。它们还考虑到了一个事实：富人的死亡率往往较低。这样，一年里的房产分配情况就可以换算为对活着的人的财富分配估算。显然，使用乘数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少错误，而且就像收入所得税数据一样，法律体系中使用的“收入”定义导致得到的结果具有局限性，此外，逃税漏税也会造成一定影响。同收入所得税数据一样，我们可以借用关于个人财富总额的外部信息，把通过税收数据估算的个人财富换算为它在全国财富总额中的比重。个人财富总额的估算值可以来源于国家资产负债表，在英国，该表是国民核算的一个组成部分。

回溯过去

我们通常用当代的术语来描述数据来源，不过近期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回溯过去并复原过去的数据。有时这意味着使用过去的个人数据，但这种过程通常过于费时，所以很少有人采用这种方法。
11

 更常见的做法是利用已经公布的税表，它们展示了在不同收入区间里各自有多少人。许多国家的收入所得税机构都会定期发布此类信息，而且内容往往相当详细。譬如荷兰税收机构的数据表明，1933年只有一对夫妻的收入在80万—90万荷兰盾之间。由于这个收入区间里只有这一对夫妻，所以我们可以从原始的平均数值准确地推断出他们的应税收入为87.4万荷兰盾，比平均收入高出800倍。
12

 早年间，即20世纪初，经济学家充分利用所得税申报表来开展研究，但在之后很多年里这种研究手段都被忽略了。直到最近这一丰富的资源才被再次开发利用。将此类表格数据与新近构建的收入控制总量结合起来，就可能追溯某些国家一百多年前的数据序列。
13



总的说来，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信息来源了解收入、薪酬和财富分配情况。如果你的信息出现在统计数据里，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你参加了家庭调查；可能是因为你的老板参加调查时报告了你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你的所得税记录或社会保障税记录被用于估算研究；也可能是因为你出现在了富豪排行榜里！以上内容介绍了各种证据来源，它想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所有数据都不完美，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瑕疵的材料。我很欣赏哈佛经济学家兹维·格里利谢斯（Zvi Griliches）笔下描述的经济数据：“现有经济学数据是我们了解经济行为的主要窗户。尽管窗户的玻璃上有不少划痕，而且总是蒙着水汽，但我们依然忍不住要透过窗户向里张望，努力看清那里正在发生什么。”
14



不平等曾在什么时候下降过？

本章将试图从不平等大幅下降的时期汲取经验教训。这具体是指什么？什么叫作不平等水平发生大幅变化？我们知道基尼系数等综合性的不平等测算结果每年都在发生变化。这些数字下降多少，我们才能认为不平等水平有显著下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标准回答通常是从取样误差或者是用样本信息代替全部人口时必然产生的差异入手。譬如，加拿大统计局称，样本规模为35000户家庭时，基尼系数变化1个百分点以上就具有统计学意义。
15

 然而，我所关注的是对政策有意义的显著变化。如果我们采用第1章所使用的计算方法，将整体税率的变化和基尼系数的变化联系起来，那么，税率每上升5个百分点，基尼系数会下降约3个百分点。
16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部来说，将税率提高5个百分点都是重大举措，所以看起来基尼系数下降3个百分点是一个合理的显著性标准——当然这只是一个指标。参照图1.3中基尼系数的国别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基尼系数下降3个百分点可以使英国的不平等程度降到澳大利亚之下，使法国和德国的不平等程度低于芬兰。

那么其他的不平等指标呢？如果使用贫困率，我们需要指出，欧洲的“2020反贫困和社会排斥”目标希望在最近10年将贫困和受社会排斥的人口降低六分之一（用大致数量表示）。使用贫困风险率（而不是用广义的贫困和社会排斥衡量指标）时，这也意味着贫困率降低3个百分点（用约整数表示）属于显著变化。如果使用高收入人群所占的收入比重，由于没有明确的度量标准，所以我采用了同样的数字——3个百分点。最后，如果使用收入前十分位（与中位数之比的指标），那么我将5%的变化幅度作为显著的标准，这意味着假如它与中位数收入之比从200%下降到190%，那么该变化就具有显著性。无论使用哪一个指标，它在测算的时间段里都要表现出清晰的趋向性，但是该时间段的长短不在考虑范围内。我所寻求的是发生变化的时间段，而不是变化的速度。

1914—1945年间不断变化的不平等程度及战争的作用

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如此描述他的祖国法国：“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令人震惊地集中在这个极其特殊的时期：1914—1945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战争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冲击降低了20世纪的不平等程度。在这个平等程度得到提升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自愿且没有冲突的渐进式发展。在20世纪，是战争而不是和谐的民主或经济理性扭转了过去的趋势。”
17

 皮凯蒂获取了法国在这个时期里高收入比重的数据。我们还掌握了其他8个国家在1914—1945年间高收入比重的数据。除两个国家（挪威和南非）以外，在剩下6个国家里，1945年1%最高收入在收入总额中的比重至少比1914年低3个百分点。
18

 在日本，1%最高收入的比重从18.6%下降到7.4%，法国的情况与此类似（1%最高收入的比重从18.3%下降到7.5%）。此外，这两个国家的最高收入比重在1914—1945年的下降幅度几乎相当于整个20世纪的下降幅度。不过，日法两国与其他7个可以找到同期数据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逐步显现。在丹麦、荷兰、挪威、南非、瑞典、英国和美国，最高收入的比重在1945年之后显著下降。不平等下降的现象并不仅限于1914—1945年这段时间。

要想更清楚地了解世界大战的影响，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1914—1945年发生了什么。首先从“一战”开始（1914—1918年），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最高收入的比重在战后下降，这是因为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战争导致英国的海外资产遭受损失——0.1%最高收入的比重从1914年的10.7%下降到1918年的8.7%。不过日本或美国等其他参战国的最高收入比重没有出现明显下降。例如在法国，1%最高收入的比重在1915年为18.3%，在1920年为17.9%。在丹麦和荷兰等非参战国，最高收入的比重在“一战”期间反而上升了。正如各种1914年百年纪念活动展示的那样，“一战”带来了深刻的后果，但没有发生不利于富人的重大再分配。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确在战后出现了要求开征资本税的呼声，以打击那些发战争财的人。乔赛亚·斯坦普（Josiah Stamp）爵士在题为“战争的金融后果”（The Financial Aftermath of War）的演讲中称，“人们大声疾呼要惩治战争中增加的资本财富”。
19



除了这几个国家以外，我们还掌握不少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据。目前已经收集到15个国家1920—1939年间最高收入的证据，这些收入数据覆盖的国家从印度一直到津巴布韦（当时还被称作“南罗德西亚”）。在这15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最高收入比重在此期间总体上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丹麦、日本和瑞典。同期只有四个国家的最高收入比重总体上显著下降，它们是法国、荷兰、新西兰和南非。皮凯蒂在探讨法国经验时强调说，这段时期相当复杂，而且它的整体变化模式上还叠加着反向运动。其中之一是1929—1935年的通货紧缩，它对分配造成的后果被1936年人民阵线当选抵消了，因为随后出现了税收调整和旨在保障工人权利的《马提翁协议》。
20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对各国分配造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21



与“一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平等程度在“二战”（1939—1945年）期间广泛下降。在我们掌握最高收入比重数据的17个国家里，有15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二战”期间下降了（例外的两个国家是南非和南罗德西亚）。在这17个国家里，有8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可以称得上显著下降。出现不平等下降的国家并不只是被占领的国家或战败国。图2.1展示了部分国家不平等程度的时间变化轨迹。如图所示，所有国家里1%最高收入的比重都在下降且下降幅度相当接近，但瑞士是个例外。这张图还展示了关于总体不平等的证据——图中的实线标示了用基尼系数表示的总体不平等程度。“二战”后英国的基尼系数比1938年整整低了7个百分点。美国的基尼系数在1936—1944年间的下降程度与此相当。

[image: 009]
图2.1 特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注：在“二战”期间，绝大多数国家1%最高收入的比重（左轴）及整体不平等程度（用基尼系数衡量，以右轴上的百分比表示）都出现了下降。



“二战”的特别之处在于，收入不平等下降的情况更为普遍。在有些国家，收入不平等下降是由战争的“混乱”和他国占领造成的，或是由战后措施带来的结构转变造成的。但是即使在政府执政未被战争中断的某些国家里，新兴的社会意愿及增强的社会团结感也引发了重大转变。这些变化促使英国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推出了《1944年教育法》，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正如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在描述战争期间的社会政策时所说：“在‘二战’结束前，政府已经……承担了直接关注人民医疗和福利的职责，并制定出相关措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而这与30年代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22

 1945年工党当选组成战后政府。它根据贝弗里奇的建议创建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以及统一的国家社保体系。在美国，克劳迪娅·戈尔丁等人（Claudia Goldin和Robert Margo）重点强调了以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的形式干预劳动力市场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把工资差距的缩小描述为“大压缩”。
23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研究则关注了罗斯福总统的其他新政及“二战”政策，以及工会作用的强化。
24

 不过由此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收入不平等缩小的现象持续了多久？

“二战”后的美国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美国的收入分配很快开始拉大。正如我们在第1章看到的，美国最高收入人群比重上升的现象可以追溯到1951年。这与全球化或新兴的计算机技术没有任何关系，早在商业计算机投入运行之前，薪酬分配的差距就已经开始拉大——第一台商业计算机正是于1951年问世的（即英国的Ferranti Mark 1和随后美国的UNIVAC 1）。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家庭收入不平等并没有伴随薪酬分配差距的拉大而上升。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80年代，家庭收入不平等才开始上升。我们往往认为薪酬差异会导致收入不平等自动加剧，但美国在战争刚结束后几十年里的经验表明，这个链条完全可以被切断。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再回到家庭收入指南（即图1.5）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可以看到，指南中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确保了不断拉大的个人收入差异不会导致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第一个阶段是从个人收入到家庭总收入，这在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1980年完成的研究“转型中的美国经济”发现，在劳动力市场上，“最重大的变化是妇女大量涌入就业市场，特别是已婚育有子女的妇女”。1947年，（与丈夫同住的）已婚妇女中有大约五分之一（22%）通过劳动赚取薪酬。30年后，这个比例已接近一半（47%）。
25

 家庭收入的构成因此发生改变。这对不平等产生了什么影响？家庭总收入的分配要取决于丈夫和妻子的收入的相关程度。同样，劳动参与率提高造成的影响取决于哪些人进入了劳动力队伍。不平等程度可能会被缓解也可能加剧。看起来战争刚刚结束时，劳动参与率上升提高了处于分配下层的家庭的收入。南·麦斯维尔（Nan Maxwell）在总结美国的战后经验时写道：“对于1970年前的夫妻型家庭来说，嫁给低收入丈夫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是均等化影响的主要来源。”然而在1970年后，“劳动参与率提升主要来源于嫁给高收入男性且自身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平均水平的妇女，此时，妇女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可能会加剧夫妻两人都赚钱养家型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26

 林恩·卡洛利等人（Lynn Karoly和Gary Burtless）的记录表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在1959年表现为负相关，而到了1989年却变成正相关。当时的情况是，“丈夫和妻子的收入相关性不断提高，倾向于大幅提高整体收入不平等”。
27

 曾经发挥均等化效果的力量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不过这种趋势并没有延续下去。杰夫·拉里默尔（Jeff Larrimore）认为，夫妻收入相关性的变化目前已不再对不平等上升产生影响。
28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降低了家庭收入不平等（其他OECD成员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力量）。家庭收入指南的第二步是将非劳动收入加入家庭收入，它主要包括三类收入：资本收益、私人转移支付和国家转移支付。在资本收益方面，人们已经深入讨论了美国财富分配的发展趋势，而且使用了各种数据来源——有些数据涉及个人信息，如基于房地产的估算结果；有些数据涉及纳税单位，如基于投资和收入的估算结果；有些数据涉及家庭，如基于调查的估算结果；还有些数据涉及更广泛的家庭单位，如富豪排行榜等。看起来，“二战”后美国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明显低于20年代：基于房地产的估算结果表明，20年代1%最高收入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1920—1929年的平均值为36%），而50年代这个比重不足四分之一（整个50年代的平均值为24%）。
29

 但是在战后几十年里，顶级财富的比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继续下降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收益没有抵消收入差距的拉大。

什么因素阻止了美国的总体不平等在战后几十年里上升？迅速增加的政府转移支付发挥了主要作用。在1955—1970年间，联邦政府用于个人转移支付的支出在国民收入中增加了1倍。
30

 政府转移支付的增长——如日益成熟的1935年新政项目“老年、遗属和伤残保险”（伤残人士是于1954年纳入该项目）——有效地降低了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卡洛利等人指出，“非劳动所得的收入增长惊人，其中多半是政府转移支付”。如图1.1所示，政府转移支付上升与战后初期平均收入的强劲增长共同作用，大幅压低了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然而，卡洛利等人也认为，1969年后“非劳动所得收入开始向小康家庭倾斜，资本收入及私人养老金收益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以穷人为服务对象的政府现金转移支付的增长速度”。
31

 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受到了政策选择变化的影响，而非社会或经济的结构变化。

从个人收入向家庭可支配收入转化的最后一步，关系到政府账户的另一侧：税收。在战后几十年里，1950—1979年的税率居高不下：美国对劳动收入征收的最高税率平均达到75%（而在随后的30年里，即1980—2009年间，其平均值为39%）。图1.1中的基尼系数是基于税前收入计算的（计算最高收入的比重时也使用了此类数据），因此没有反映出高税率的影响。当时人们对高税率的影响展开了诸多辩论。约瑟夫·熊彼特认为，通过税收再分配，“新政甚至在战前就可以征收高收入者的财产”，从而实现了“庞大的转移支付”。但另一方的欧文·克莱瑞斯（Irving Kravis）总结了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发现，称“1929年之后税收结构的累进性提高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平等性无济于事”。在为布鲁金斯学会开展的所得税回顾研究中，理查德·戈德（Richard Goode）对这个问题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既不能证明所得税成了实现再分配的苛刻手段，也没有证明‘其收入均等化效果无关紧要，可以一笔勾销’这种观点是成立的”。
32



在研究累进税的影响时要牢记税基与税率同样重要，而且高税率的效果受局限的原因之一在于税基受到削弱——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当时美国“有效税率”的累进性比名义税率低得多。
33

 名义税率是根据税率表征收的税收占总收入之比；有效税率指将某些实行减税的收入项目考虑在内后，实际所缴税款占收入的比重。有效税率使用了扩展收入的定义，它包括州和地方政府证券的利息等免税收入。此外，我们应该指出，只有将可支配收入与不缴纳任何收入所得税时的总收入进行比较，才可能评估税收的影响。由于需要预测税收引发的行为改变，这种反事实推测很难做到准确。反对高税率的人认为，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如果不那么高，会扩大总收入，因为人们会延长工作时间且工作更勤奋。我在后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这个过程造成的最终结果是：尽管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前十分位收入相对于收入中位数稳定上升，但是收入差距的拉大没有转化成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收入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衡量）。此外，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显著下降。虽然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但没有拉高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社会转移支付扩张，以及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产生了收入均等化作用。不过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这些抵消工资差距拉大的力量已不复存在。

战后欧洲的不平等程度降低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70年代末用基尼系数衡量的美国总体收入不平等与40年代末的水平基本相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许多欧洲国家的总体不平等程度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十年里大幅下降。本节将描述它的具体情况及成因。虽然当时的环境有别于现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战后的经历中学到宝贵的经验。

欧洲的战后年代：两个问题

在70年代（从1972年到1977年），英国的整体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衡量）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达到“显著变化”的标准。不过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平等下降幅度更大，而且持续时间更久。图2.2展示了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整体不平等水平及最高收入比重变化的时间路径。由于其中使用的各国估算结果并不一定具有可比性，所以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时间路径而不是实际水平上面（譬如，我们不能从图中得出丹麦的不平等水平低于其他国家的结论）。这些国家的时间路径显示，它们的不平等程度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都出现了显著下降，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芬兰。它的基尼系数从1966年的31%下降到1980年的21%。丹麦的下降幅度同样达到10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把瑞典的两个数据序列连接起来，那么自50年代起的基尼系数共下降了8个百分点。图2.3描绘了欧洲大陆的状况。德国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较小，为4个百分点，而且其下降趋势仅限于60年代。法国和荷兰的基尼系数在60年代和70年代下降了8个百分点。意大利的下降幅度共为10个百分点。英国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有限，但在1972—1977年间也下降了3个百分点。

[image: 010]
图2.2 “二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

注：图中左轴表示“二战”后1%最高收入的比重，右轴表示不平等程度。



[image: 011]
图2.3 “二战”后欧洲大陆国家的不平等程度

注：图中左轴表示“二战”后1%最高收入的比重，右轴表示不平等程度。



哪些人从这些变化中受益？哪些人因此蒙受了损失？有些国家在帮助最低收入人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法国，家庭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60%（这是目前欧盟采用的财务贫困指标）的人口比重从1970年的18%下降到1990年的14%。在芬兰，贫困人口的比重从1971年的21%下降到1985年的13%。
34

 不过，德国和意大利的贫困率没有表现出下降的迹象，其他很多国家也找不到相关的必要证据。我们对最高收入掌握的数据多一些。图2.2和图2.3展示了1%最高收入所占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最高收入的比重从50年代初的7%—9%下降到80年代初的4%—5%左右。在挪威和瑞典，最高收入的比重下降相对平缓，而在丹麦和芬兰，这种下降趋势主要集中于70年代。芬兰的最高收入比重在50年代上升，随后才下降。在法国，1%最高收入的比重在皮凯蒂看来“相当平稳”，而且该比重的下降程度恰好低于“显著变化”的标准——从1961年的9.9%下降到1983年的7%。
35

 德国的下降幅度与此相似。瑞典的下降幅度较大，其最高收入的比重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几乎下降了一半。英国亦是如此——它的1%最高收入所占比重从1949年的12%下降到70年代末的6%。

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十年里，许多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收入不平等下降的现象，由此引出了两个问题：它们如何在1945年至70年代这段时间里降低了不平等？为什么这些均等化过程终结于80年代？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再回到家庭收入指南（图1.5），按图索骥地寻找答案，只是这次我们要逆向而行。

降低收入不平等：福利国家制度和累进税

首先，促使战后欧洲不平等下降最显著的因素是：战后是福利国家和社会救济扩张的时期，其中至少有部分费用是由累进所得税的税收提供的。成熟的国家退休金体系降低了老年人的不平等程度，而且社会转移支付扩展到残疾人等其他群体时提高了社会安全网的有效性。与此同时，人口变化，特别是老龄化，提高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随着受赡养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市场收入的分配也日益不平等（市场收入包括薪资、自营收入、租金、红利、利息、私人养老金和其他私人转移支付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劳动力市场，进入零收入人群。事实上，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与迅速膨胀的需求之间形成了一场赛跑。

不同欧洲国家开展的家庭调查显示，福利国家在这场竞赛中支撑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就无法再坚持下去。英国官方组织了对税收和福利的定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来源于市场收入的不平等从1961年开始稳步上升：到70年代末，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如果把现金转移和实物福利加进市场收入，再减去直接税和间接税，得出最终收入的数额，那么从1961年至80年代中期，最终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表现出上扬的趋势。市场收入与最终收入的“差额”（或者税收和转移支付做出的贡献）上升，抵消了市场不平等的上升程度；70年代，税后不平等程度甚至下降。我要再次说明，这是单纯的数学计算，如果没有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市场收入的差距可能完全不同。税收以及特别重要的现金转移支付，帮助福利国家在这场竞赛中坚持了下去。
36



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会终结？1984年之后英国的状况与之前大不一样。市场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继续加深，但税收和转移支付产生的作用与原来背道而驰，导致税后收入的不平等水平急速上升。图1.2显示英国的不平等程度在80年代后半期急速上升。在1984—1990年间，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作用对降低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下降了8个百分点，由此反映出政策决策的改变。譬如，国家养老金不再提升，这意味着在80年代后半期，一个人拿到的基本养老金相对于平均实得工资水平下降了近五分之一；失业保险也相应地缩减。尽管后来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弥补再分配方面的不足，但考虑到市场收入差距的变化，要想让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回到1984年前的水平，用于再分配的“差额”仍然比需要达到的水平低了6个百分点。

同样，联邦德国的证据也表明，起初市场收入的不平等显著拉大，但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水平并没有相应上升。引用理查德·豪泽（Richard Hauser）的话来说，“德国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显著降低了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尽管环境越来越糟糕，但是德国的社保体系在1973—1993年间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37

 芬兰的状况有所不同。它的市场收入不平等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有所下降，但再分配“差额”持续上升。因此，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下降幅度是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下降幅度的两倍。这种趋势贯穿了整个80年代，但和其他国家一样，随后芬兰的情况开始逆转：“在20世纪90年代……衰退最严重的时期，由于现金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果抵消了不断上升的要素收入不平等，所以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没有变化。衰退结束后……现金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果开始下降，而要素收入不平等继续上升，所以收入不平等加深了。”
38



这些国家的案例分析表明：福利国家在降低收入不平等、防止市场收入不平等上升推高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欧洲福利国家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最终都在竞赛中败北，而且从总体上来说，OECD成员国的再分配政策越来越松懈，由此对分配状况造成了严重后果。OECD秘书长在介绍2011年报告《我们陷于分裂》（Divided We Stand）时明确指出，“从90年代中期到2005年，有时税收—福利体系的再分配能力下降成为家庭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来源”。
39

 迈克尔·弗尔斯特等人（Michael Frster和István Tóth）对这种状况的总结如下：“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5年，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能力被削弱。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税收和转移支付抵消了市场收入不平等上升中的60%，但到了21世纪头5年，这个比重下降到20%。”
40

 OECD报告强调了现金转移支付的作用以及“支出水平对不平等结果的重要性”。有资格获得转移支付的人群的比重是比福利水平更重要的要素。譬如在1995—2005年间，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斯洛伐克、瑞士、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失业救济覆盖率都下降了。“更苛刻的资格规定以及非正规工人的比重大幅提高”造成了这个结果。
41



这样，我们就为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10年里，福利国家在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它们追上了市场收入不平等日益扩大的步伐，但自80年代开始无法再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往往是政府明确做出了削减福利水平及降低覆盖率的决定。

降低不平等程度与薪酬所占比重

然而，欧洲在战后并不是单纯通过再分配来降低不平等。有时工资和资本收益的分配不平等状况也在下降。我们研究其原因时考虑了以下收入构成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薪酬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增加；

·资本收益的分配不平等下降；

·薪酬收入的分配不平等下降。



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都需要牢记这三个要素相互关联，一个因素发生变化时产生的效果取决于其他要素。譬如，工资比重上升造成的影响要取决于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还存在着第四个要素，即同一个人的工资和资本收益都较多，这种现象有多普遍。我会在第3章探讨这个问题。）

多年以来，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都被视为经济学的核心变量之一。经济学家对这个课题有着鲜明的观点——不少人把工资比重看作生活常量之一。我在剑桥大学的一位老师尼古拉斯·卡尔多（Nicolas Kaldor）在1957年观察到：“在英国和美国这类‘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里，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自19世纪后半叶起表现出卓越的恒定性”，后来这被称为“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
42

 然而有证据表明，战后工资比重开始上升。克劳斯·亨德森（Klaus Heidensohn）在1969年进行的17国研究中发现，在1948—1963年间，“很多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比重相对上升的趋势”。
43

 奥地利、加拿大和丹麦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芬兰和爱尔兰上升了6个百分点，比利时和荷兰上升了7个百分点，挪威和瑞典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图2.4展示了皮凯蒂和盖布里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收集整理的1959—1970年10年平均水平，可以将1950—1959年的平均劳动报酬占比与1970—1979年的情况进行对比。虽然联邦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劳动报酬占比的上升幅度不大，但也都在4个百分点或以上。不过皮凯蒂—祖克曼的数据同样显示，在那之后上涨趋势开始逆转。除了日本以外，所有国家的薪酬占比在70年代至21世纪初都有所下降。正如皮凯蒂总结的那样，“现有数据表明，在1970—2010年间，最富裕国家的资本收入比重均出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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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上升趋势并不仅仅出现在富裕国家。有学者（Loukas Karabarbounis和Brent Neiman）发现在59个国家里（他们掌握了这些国家在1975—2012年间的充足数据），42个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下滑。他们估算在此期间，全球劳动报酬在公司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了5个百分点。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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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特定国家的工资比重（10年平均值）

注：在1970—1979年，澳大利亚工资与国民收入之比的10年平均值为80%。



工资收入的比重上升（下降）是否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上升）？在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世界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假设绝大多数人（即工人）没有财富收入，其他人（即资本家和房东）则是靠租金、分红和利润生活。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兼议员）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说过：“政治经济的首要问题”是决定如何将“地球上的产出”划分为租金、利润和工资。他设想存在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每个阶层都有特定的收入来源。
46

 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我们无法进行如此清晰的划分。人们的收入可能同时来源于这三个渠道。一个人在获得工资的同时，可能还会享有储蓄利息和自有房产带来的收益。事实上，房产经历的变化也相当戏剧性。100年前，很多人都租房子住，房屋所有者往往是地主。在191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77%的家庭租房子住。到了1981年，这个比重下降到42%，而且随着社会住房的兴起，只有11%的家庭租住私人房产。
47



以李嘉图时代的英格兰为例，在阶级社会里，工资收入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使基尼系数降低1个百分点。
48

 但如今，收入阶层与分配之间的联系没有原来那么清晰，工资收入比重提高可能使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也小一些。然而，工资比重的变化仍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丹尼尔·切奇等人（Daniele Checchi和Cecilia Garcia Pealosa）对16个OECD成员国在1970—1996年的情况进行估算后得出的结论是：工资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下降0.7个百分点。
49

 根据这个测算，劳动报酬占比如果上升5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会显著下降3.5个百分点。因此，导致战后不平等降低的一个机制，就是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不过在此之后，局势发生了逆转。

降低不平等：资本共享

与此同时，资本收入的分配平等性在上升。与收入比起来，描述个人财富（包括资本和土地）分配情况并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证据少得多，但是，杰斯帕·罗伊内等人（Jesper Roine和Daniel Waldenstrm）成功收集了10个国家里关于1%最高收入比重的长期数据序列。
50

 这些数据表明，顶级财富的比重大幅下降。在1950—1980年间，法国的1%超级富豪在个人财富总额中的占比下降了三分之一，从33%下降到22%。在1945—1975年间，该比重在丹麦也下降了三分之一。瑞典的下降幅度更大，从1945年的38%下降到1975年的17%。在英国，该比重在1950—1975年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51



顶级富豪的占比下降降低了最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收入的比重，提升了99%底层人群的资本收入的比重。但这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富豪们没有把自己手里的股票直接交给底层人群。在英国，99%的底层人群的财富比重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拥有自有房产的人群比重上升。政客们将英国描述为“财产所有民主制”时，他们所指的财产通常是房产。然而，房产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资产，它以估算租金的形式产生回报。其他常见的财富形式，如储蓄、银行存款或养老金等，人们往往是通过金融机构来持有。金融机构则持有股票。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现在管理这些基金的金融服务业获得了部分资本收入，即资本回报率和储户获得的收入之间存在差额。大众财富的增长导致经济日益“金融化”。相应的，这对于分割实际所有权和控制权产生了影响。我将在后文重新探讨这个问题。

顶层财富的比重在继续下降，还是随后出现了逆转？罗伊内等人收集的数据表明，在80年代初至21世纪头10年，法国1%最高收入人群在个人财富总额中的占比从22%上升到24.4%，英国上升了1个百分点，瑞典上升了1.1个百分点。与前10年的标准比起来，这些变化并不算大。能否得出财富集中趋势好转的结论，我们需要高度谨慎。
52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个结论是：财富集中程度下降的趋势走到了尽头，这明显也不同于战后最初几十年的情况。

降低不平等：工资和劳动力市场机制

在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现象可以追溯到50年代，英国和法国亦是如此。在这两个国家，收入前十分位的比重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持续上升。图2.5上第一条垂直线左侧的区域代表这个时期。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的收入差距从60年代中期开始收缩，图2.5的中间部分表示这个时期。

[image: 013]
图2.5 1954 —1990年美国和欧洲的工资差距

注：这张图描述了在全职工人的收入分配中，前十分位（即10%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相对于中位数收入（即位于收入分配正中间位置的人的收入）之比。



对于欧洲劳动力市场来说，60年代末和70年代是一个喧嚣的年代。1968年5月法国爆发大规模动乱后，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这场动乱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法国。克里斯托弗·艾里克森等人（Christopher Erickson和Andrea Ichino）认为，“在70年代，意大利的工资差异显著收缩”。引发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指数化工资等级表（Scala Mobile，SM)——这个由工人与雇主协商产生的协议将工资和生活成本上升关联起来。现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维斯科（Ignacio Visco）于1979年完成的文章中特别指出，当时出现了“收入范围收缩的明显趋势”。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在北欧国家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古斯塔夫森（Magnus Gustavsson）收集的瑞典的数据表明，收入最高的20%的男性与收入最低的20%的男性的平均收入之比在1968—1976年间呈下降趋势。他指出，这一时期恰逢主要工会联盟（Landsorganisationen，LO)推行的“团结工资政策”的全盛期。托尔·艾里克森（Tor Eriksson）和马库森·简蒂（Markus Jntti）发现，在芬兰，“收入不平等在1971—1975年间大幅下降，而且这一趋势持续到1985年”。
53

 如图2.5所示，英国收入前十分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最后十分位于1968—1977年间相对于中位数上升了五分之一。这种双向的变化缩小了前十分位与最后十分位的比率，根据前面引用的切奇等人对这一变量与基尼系数之间关系的估算结果，它使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下降了4—7个百分点。
54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确保了劳动所得差距缩小，即工会代表工人开展的劳资谈判以及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政府通过为最低工资立法影响了工资分配（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了这种做法，英国直至1999年才制定了全国性的最低工资规定）。皮凯蒂认为，在法国，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是“国家工资政策的突破（特别是最低工资政策）带来的结果”。
55

 荷兰于1974年大幅调高了最低工资水平，随后政府出台了缩小工资差距的政策。
56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还必须算上性别工资差距缩小对降低整体不平等程度的贡献。很多国家在这一时期纷纷为同工同酬立法，有时我们并未重视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英国的性别工资差距下降了一半以上。此外还出现了关于集体工资的监管条例。在英国的一个突出案例是足球。在1961年前，足球队员的最高周薪为20英镑（接近于全国平均收入），这与如今他们在自由市场上的行情具有天壤之别。现在，英国有些足球运动员的收入能比全国的平均工资高出500多倍。

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缩小收入差距还是另外一个工具的目标，即国民收入政策——现在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多半已经忘却了这个工具。国民收入政策原本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但是社会合作伙伴（即雇主和工会）之间的协商机制意味着，其中逐渐开始包含明显的分配元素。在挪威，工会联合会与雇主组织在1989年达成的协议将工人的时薪统一上调了三克朗（出口行业还有额外收入）。在英国，1973年的保守党政府第二阶段收入政策（Stage Two）为加薪制定了累进公式，工资上调一英镑会再加4%，同时对个人加薪的绝对值设立了限制。1975年工党政府发布的《打击通胀》白皮书规定：收入政策立法允许的加薪范围为每周六英镑，收入超过一定数额的人不能再加薪。时至今日，收入政策已经被视为明日黄花。维基百科对它的词条介绍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历史学注解：“政府通常于战争期间采用收入政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最高限价法’试图（通过死刑）强行用价格控制来抑制通胀，但未能成功。”
57

 然而，这类政策与现在的情况却息息相关。就像后面几章里将要讨论的那样，我深信我们需要就收入的变化开展“全国对话”，这是强化社会合作伙伴作用的一个内容。

得到解答的两个问题

本节一开始就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欧洲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十年里出现下降？为什么自1980年开始，不平等程度转而上升？对它们的回答可能涉及其他很多内容，但是，可能促进欧洲收入不平等在这一时期下降的主要原因应包括：福利国家和转移支付扩张、工资比重上升、个人财富集中度下降、政府干预和集体谈判导致工资差距缩小等——表2.1的中间一列对它们进行了总结。导致均等化进程停止的主要原因则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些因素都逆向而行（如福利国家缩减福利、工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拉大），或者被终结（如财富再分配过程）——请参见表2.1的最后一列。


表2.1 引发不平等变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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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没有讨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失业率上升——有些读者或许会将它视为“房间里的大象”，明明存在却闭口不提。
58

 最近几十年与“二战”刚结束后的几十年迥然不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失业率水平。在60年代初，受失业问题困扰的是美国。在1960—1973年间，美国的失业率（即失业人口在劳动力总规模中的百分比）平均为4.8%，而同期法国的失业率为2.0%，英国的失业率为1.9%，德国的失业率为0.8%。事实上，许多OECD成员国的失业率都很低。新西兰的一任首相就曾声称，自己认识本国所有失业人员。这或许是真的，因为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显示，1955年新西兰只有55名失业人员。
59

 不过，在此之后一切都变了。到了1990—1995年，美国的平均失业率为6.4%，与之相对，法国的失业率为10.7%，英国的失业率为8.6%，德国的失业率为7.1%。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成问题——或许对于刚开始研究经济学时英国的失业率还是1.4%的人来说，这看似是个问题——但随后欧洲也加入了美国的行列，甚至超过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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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大象有多大？高失业率对不平等程度加深的贡献率到底有多大？它们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必须参照家庭收入指南，来追溯个人市场收入推算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各个步骤。如果从个人工资分配推算出市场收入分配时包括失业人员和就业工人，就会提高不平等的程度，而且失业率上升将拉大这个差距。
61

 如果把适龄的非劳动力也加进来，得出所有劳动年龄人口，那么，不平等的程度将取决于劳动参与率，而参与率在持续上升，并且对收入分配差距发挥了反向作用。
62

 接下来的步骤是把所有的个人收入加起来，得出家庭收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家里的失业人员也参与分配。如果所有失业男性的妻子都是有工作的专业人士，那么我们就可以不那么担忧失业对收入造成的后果。为此，我们应把注意力放在失业家庭上。将市场收入转化为可支配收入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国家为失业人员提供的转移支付。如果失业保险覆盖了所有失业人员，且收入替代率相当充足，那么不平等的上升幅度可能较小。但如果像第8章里的案例展示的那样，社会保障并不完善，失业可能会导致人们的财务困境。最后我们必须牢记，与收入不平等有关的证据多半来源于年度收入，而人们失业的时间可能不足一年。这种情况会削弱测算到的失业对不平等的影响，并且导致财务困难程度被低估。

我们可以从上面这段介绍中清楚地看到，失业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必须谨慎地审视这种关系。我们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定量描述失业对80年代后期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影响。
63

 然而，非自愿失业本身就很值得担忧，人们非常关注它所引发的问题。失业及伴随其产生的工作不稳定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来源。被劳动力市场拒绝的人遭受着某种社会排斥，即使在失业期间有充分的替代收入来维持其生活标准，他们的生活环境也会恶化。最重要的是，失业涉及人们的行为能力，给人带来无力感。
64

 近20年前，阿玛蒂亚·森在一篇文章的结束语中写道：“当代欧洲能如此轻易地容忍如此之高的失业率，着实让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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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拉丁美洲

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见证了欧洲的不平等下降，但它并非个例。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除了战后之外，还存在其他收入不平等下降的时期——而且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方面的重要案例是21世纪头10年的拉丁美洲。当然无可否认的是，这个地区的总体不平等和贫困率是在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不平等恶化后才下降的，但其历史表明，降低不平等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图2.6展示了7个拉丁美洲国家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的情况。图中上半部分折线描述了总体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变化路径，下半部分折线描述了相对贫困率的变化趋势（相对贫困率的定义为：家庭均等化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的50%的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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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近期拉丁美洲的不平等和贫困率下降情况

注：这张图展示了近期整体不平等（右轴）和贫困人群比重（左轴）的下降情况。其中整体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衡量（百分率）。1995年，巴西的基尼系数为58%，贫困人口的比重为25%。



在2001年（智利和墨西哥的起始时间为2000年）至2011年（墨西哥的结束时间为2010年）间，智利的基尼系数下降了5个百分点，巴西的基尼系数下降6个百分点，墨西哥的基尼系数下降7个百分点，阿根廷的基尼系数下降9个百分点。萨尔瓦多的基尼系数在2004—2012年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拉丁美洲经历了重大转变，而且这些变化并不局限于图中列出的国家。法昆多·阿尔弗里多等人（Facundo Alvaredo和Leonardo Gasparini）研究了19个拉丁美洲国家后发现，尽管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基尼系数在90年代下降了，但几乎这19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21世纪头10年都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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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经验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尽管阿尔弗里多等人在对自己的结论做补充说明时指出，家庭调查可能没有充分覆盖分配顶层的收入。科尼亚分析拉丁美洲近年来的分配变化时指出，“由于家庭调查中缺少关于资本收入和‘工作致富者’的收入信息，所以不能正式确认分配变化是否也……涉及收入分配的顶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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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税收数据也往往会低估顶层收入，但作为另一个数据来源，却发出了不同的警示。阿尔弗里多等人对阿根廷的估算结果表明，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在21世纪头5年上升，然后在接下来的5年里下降，这样，2007年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回到了2000年左右的水平。在哥伦比亚，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00年的17%上升到2010年的21%。

尽管在顶层收入方面缺少足够的信息，研究受到限制，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的确在下降，而且这种现象遍及其中的许多国家。卢斯蒂格等人（Nora Lustig、Luis Lopez-Calva和Eduardo OrtizJuarez)在探求不平等下降的原因时，首先指出，“不平等下降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不平等下降出现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国家，如智利、巴拿马和秘鲁；也出现在低速增长的国家，如巴西和墨西哥。此外，不平等下降与政治体制的倾向之间也没有关联。不平等下降出现在有左派倾向的国家，如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和委内瑞拉；也出现在中间派和中右派执政的国家，如墨西哥和秘鲁。
69

 他们认为，造成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程度高的工人工资溢价下降和政府转移支付增加。阿尔弗里多等人总结了对巴西的研究后还特别指出，最低工资大幅上调是“推动家庭收入不平等下降的重要力量，因为最低工资为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和社保福利设置了下限”。与最低工资上调政策相伴而来的，是“覆盖面迅速扩张的针对穷人（主要是老人和残疾人）的政府现金转移支付（Benefício de Prestao Continuada）和巴西的标志性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
70

 在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其中的上中等收入国家，社会救助大幅膨胀。与现有社会保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引进了一系列基本原理不同、制度安排不同和资金来源不同的机制”。这些描述来自阿曼多·巴里恩托斯（Armando Barrientos），他还解释说：“劳动力市场放开造就的新环境引发了就业关系的变化，导致拉丁美洲的社保基金发展出现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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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和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欧洲一样，市场收入的变化和再分配的扩张共同促使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程度下降。

我们现在身在何处？

我们研究拉丁美洲的案例时使用了迄今为止的最新数据。那么前面提到的OECD成员国现状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导致先前欧洲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因素已经发生逆转或者终结。那么现在的欧洲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对这个问题的简要回答是：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许多OECD成员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高于1980年的水平，它们经历了明显的不平等程度加深的“拐点”。图2.7描述了1980年后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不平等上升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和英国。
72

 这两国的上升幅度最大，但还有不少OECD成员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比1980年高出3个百分点——即符合我所确定的“显著变化”的标准。图2.7支持了OECD报告的结论，即“现在的整体状况是，绝大多数OECD成员国的不平等都在上升”。
73

 与此同时，这提醒我们注意到有些国家（如法国）在20世纪头10年末的整体不平等程度仍低于30年前的水平：法国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28.9%上升到2011年的30.6%，但仍然比1979年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前的基尼系数低两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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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1980年后特定国家的总体收入不平等变化情况

注：图展示了从1980年到21世纪头10年末，用来表示总体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的变化。在这一期间，英国的基尼系数恰好上升了10个百分点。



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时，总会伴随着很多质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世界的变化是否过大，导致从某个时期总结出的结论对现在不再有借鉴意义？譬如，从欧洲的战后经验中可以归纳出多少适用于21世纪的普遍结论呢？我将在第3章探讨经济大背景的变化趋势，及其对设计不平等政策的影响。


第3章

不平等经济学

人们常常指责经济学家后知后觉，认为他们的模型总是忽略世界的瞬息万变，而且他们过度沉溺于自己的专业思考。我认为虽然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批评有理有据，但还是应该赞许那些专注研究不平等上升并为其找到许多成因的经济学家，他们发现的促使不平等上升的因素包括：


·全球化；

·技术变革（信息通信技术）；

·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支付方式的变化；

·工会的作用下降；

·再分配性的税收—转移支付政策的规模缩减。



这份清单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列出的所有因素都将在本书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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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在寻找促使不平等下降的机制时，可能会使人们认为，不平等上升是由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所引发的。我们并不能明确这些因素是否不受我们影响，或它们是不是经济和政策体系以外的外生因素。全球化是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公司以及工人和消费者等共同决策的结果。技术变革的方向是公司、研究者和政府所做决策的产物。金融业的发展原本旨在满足利用金融工具为老龄化人口提供退休保障的需求，但其实现形式以及受到的监管却取决于政治和经济选择。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核心决策是在哪里做出的。我相信在很多情况下，不平等的上升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权力平衡的改变。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只有施加抗衡力量，降低不平等的措施才会奏效。不过接下来的部分要先介绍标准教科书对此的描述，即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如何推升了不平等程度。

教科书中描绘的全球化和技术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如何重新绘制了分配地图？1975年，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他与拉格纳·弗里希共同分享了该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形象地描述了一场“竞赛”：对高素质工人的需求不断增长，受过教育的人口也在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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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这段描述仍然能引起很大的共鸣。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现代力量极大地推高了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

在全球化版的“竞赛”中，非技术工人工资较低的国家将发达经济体拖入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严重依赖非技术工人的产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在竞争中生存下去，结果导致就业机会减少或外包到低工资国家。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由于生产的天平日益向高技能产业倾斜，所以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需求也水涨船高。我们的故事从两类工人展开——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假设在每一类工人里，所有人都拿同样的薪水。显然现实并非如此，但这样假设能使我们的故事讲起来简单些。这种假设意味着，工资差异只体现在技术工人的工资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之比上。前者超出后者的部分通常被称为“工资溢价”。我们提出的假说是：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增加，而由于技术工人供不应求，所以他们的工资溢价将上升。

所有经济学专业的一年级教科书里都可以找到这些内容，也就是用“供需关系”来解释不断拉大的收入差异，但真正重要的是供需关系背后潜藏的东西。就全球化而言，潜藏在供需关系背后的是标准国际贸易模型（人们通常称其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这个模型假设，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这两类人群在两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体里工作，每个经济体都包含这两个生产部门。“完全竞争”的意思是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即不存在市场控制力——我会在后面对这个假设提出异议。在这两个经济体里，一个部门相对集中地使用技术工人来生产先进的制造品或提供先进的服务；另一个部门则相对集中地使用非技术工人来生产初级产品。故事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涉及资本。OECD成员国的特色，就是出口先进产品，进口初级产品。产品和服务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自由贸易，而且我们假设没有任何交通成本。劳动力不能在各国间流动，但可以在本国的不同部门之间自由往来。任何时候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人数都固定不变。

这个经济模型提出的假设约束性很强，但是在其框架下，国际贸易经济学家可以推论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在进一步假设下，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所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与他们的相对工资率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技术工人的工资溢价越高，主要依靠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对于收入分配的分析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条推论反过来也成立。主要依靠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技术工人的工资溢价越高。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如果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进口初级产品，同时出口昂贵的高科技服务来支付进口产品，那么，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对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会上涨。市场出清的工资率将向技术工人倾斜。

技术版“竞赛”以技术进步偏向于技术工人的观点为基础，提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假说。它认为突飞猛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已经取代了低技能工人，并创造出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这个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技术进步会如何提升两类劳动力的生产率，这两类劳动力都是国民产出的生产要素。某些技术进步是技能偏向的，因为它对技术工人的生产率的促进幅度超过对非技术工人。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帮助下，现在的技术工人的生产率或许可以提高一倍，而非技术工人则不再具有生产力。需要再次提醒的是，我们进行这种分析时必须慎之又慎。技术进步是否显而易见地提升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必须依靠进一步的假设，才能给这个问题找到肯定的答案。人们对此抱有疑问的原因是，尽管技术变革降低了雇主得到的单位工作成果的成本，但是雇主从每个工人那里得到的工作成果也翻了一番。这完全取决于当单位工作的价格下降时，雇主希望增加购买多少单位工作。相应的，这又取决于用技术工人取代非技术工人的难度有多大。经济学家用“两个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来衡量这种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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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替代弹性超过1，那么用技术工人替代非技术工人的难度相对较小，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上升。如果替代弹性低于1，那么雇主会希望向相反方向调整劳动力结构，以实现再平衡，从而会增加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当替代弹性为1时，无法辨别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因此，技术变革理论对于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能力，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是否超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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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描述了可能提高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的两个原因，但我们还要考虑供给侧的情况。人们对供给通常的反应是：继续学习深造的意愿会受到技术工人工资溢价的影响，人们对教育投入的成本以及学习期间所放弃的收入相当于投资，而工资溢价则是它的回报。在最简化形式的此类模型里，要想获得必要的工作资质就意味着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样——在这个“人力资本”模型中——获得工作资质所带来的收入，必须高于没有获得资质时、某人一生的收入的现值（按基准利率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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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工资上涨，使投资的收益超出所需金额，那么我们可以预测供给将增加。接下来我们必须探寻这个动态过程。如果全球化和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的力量继续产生作用，那么供需都会增加，它们之间的缺口仍将存在，而且缺口的大小取决于供给方的反应。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政策结论。前面的分析可以直接推断出第一个政策结论。一国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上升将使该国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益处，获益者会增加，而蒙受损失的人会减少。劳动力技能较高的国家可以全心投入先进产品或服务的专业化生产中。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对它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它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进口半成品。这个结论似乎契合了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将教育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战略：“使人们掌握当下和未来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成为《欧盟2020战略》的目标之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忽略了“技能”和“教育”的概念差异。美国的几乎所有实证研究都围绕大学与高中的工资溢价展开，而“技能”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而且不一定与教育程度相匹配。谷歌人力运营高级副总裁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GPA（学分积）根本不能作为雇佣标准，而且没有接受过任何大学教育的谷歌员工的比例在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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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同情心和自我控制等非认知技能，或许与教育测试所测量的认知技能同等重要。

第二条政策建议则尚未得到广泛的关注。人力资本投资需要的工资溢价的多少取决于基准利率。学生或他们的父母向银行或贷款机构贷款来支付学费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父母用自己的积蓄送孩子读大学的情况，因为父母的资产被教育占用，而不是用于投资。由此产生的成本，就是这些储蓄原本可以产生的回报率。因此，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大学工资溢价上升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实际利率上升。利率变化提高了教育的借贷成本，因此需要工资溢价相应的上涨。近年来这种现象已经消失，但学费提高和奖学金减少，导致教育的其他成本上涨，在英国尤为如此。当我们在寻求扭转不平等上升趋势的措施时，必须考虑到教育决策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只关注劳动力市场。

技术变革经济学

到目前为止，和绝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一样，本书对技术变革的讨论似乎都认为它具有外生性——由上帝的旨意来决定。有些文献甚至将它描述为“天赐之物”。然而绝大多数技术进步反映着科学家、研究主管、企业家、投资者、政府和消费者的决策。这些决策都受到使技术变革具有内生性的经济考量的影响；换句话说，技术变革是由经济和社会体系决定的。多年以前，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爵士观察到，“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本身就刺激着发明创造，而且是特定的发明创造——它的目标在于使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使用起来更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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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提出诱发创新理论的经济学家深入探究了这个动机。诱发创新理论认为，公司在技术变革中会对偏向程度进行选择。公司会在一系列机遇中进行选择，从而以最快的速度降低成本。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表明当前偏向于技术工人的技术变革会终结？技术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时，公司是否会寻求替代他们的方式？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未必如此”。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尽管雇佣技术工人的成本越来越高，但由于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所以高技能工人的单位成本在下降。前面讨论过，公司的选择结果取决于用一种工人取代另一种工人的难易程度，即要素替代弹性。假设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可替换性相对较强，那么它带来的长远结果是，力求成本最小化的公司最终会把精力集中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上。市场本身未必能发挥作用来扭转对技术工人的偏向，使经济运行回到之前的收入分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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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于创新的决策必须具有前瞻性。今天的选择会造成长远的后果。我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另一篇经济学文章强调了这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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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技术变革——这种方法的出发点不是技术变革对特定工人生产能力的提升作用，而是生产技术。我们认为，技术进步通常集中在特定技术或生产活动中。它不是普遍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而是提高特定生产流程的生产率，如资本高度密集型的钢厂。那么，关键就在于展望未来，看看哪些生产技术可能会在未来投入使用。此外，用生产活动研究技术进步的方法或许可以以更丰富的方式来描述技术进步和工资分配之间的关系。它与戴维·奥瑟（David Author）及其同事提出的“工作任务”法存在相似之处，即“一个任务是一个具有产出的生产活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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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认为，技术变革不仅对不同任务有着不同影响，而且对承担这些任务且掌握不同技能的工人的能力以及这些任务所使用资本的生产率也产生着不同影响，所以，可以在常规任务或可编码任务中用机器来代替中等技能工人。例如处于分配中间位置的工作就出现了“空洞化”。

选择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技术进步通过研发过程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当技术进步源于“干中学”的情况时亦是如此。公司在采用特定的生产方式时，会学到如何做得更好，以及如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将“干中学”这个术语引入经济学，并引用了生产飞机机身所需的小时数作为佐证（美国空军就以此研究为基础开展规划）：“要生产特定机型的第N代机身，从生产初期开始算起，所需的劳动投入与N1/3
 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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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前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则以修建核电站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韩国建造了十座一模一样的核电站，第十座电站的成本只有第一座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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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技术进步与特定生产技巧联系在一起时，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面临的未来不仅取决于研究方面的选择，而且取决于他们选择生产哪些产品和服务以及采用哪种生产方式。今天的生产决策有长期影响。把关注点放在分配范畴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生产活动方面做出的选择会影响到未来工人的工资和收入。因此，不能以默认的产生方式来看待这些决策，它们应该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而且是由众多利益攸关者共同做出的决策，这一点至关重要。

市场力量和社会背景

在教科书中的供求分析里，人们的工资由他们对产出的贡献决定，此外别无其他因素。如果贸易或技术变革导致人们的技能价值下降，那么他们的收入也会降低（即使家里购买进口产品时需要的费用减少，个人电脑的价格逐年下降，情况依然如此）。可是在本节的讨论中，我认为尽管市场力量的强大毋庸置疑，但它仍然给其他决定因素发挥作用留下了很大空间，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市场是在社会背景下运行的，而社会背景影响着收入分配。

作为社会制度的劳动力市场

除了“劳动”的拼写不同以外，本节的题目与罗伯特·索洛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名称完全相同。索洛在该书的开篇处指出，主流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宏观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与其他市场一般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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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描述的供需模型就是如此。在该模型里，对劳动力市场的描述与牛奶市场没什么差别。牛奶市场往往比较简单。我们知道牛奶厂在哪里，也知道超市里放牛奶的货架在哪里，我们非常确定牛奶瓶里装的是什么。然而用索洛的话来说，“从另一方面来说，常识似乎告诉我们，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应该有特殊之处”。劳动力市场确实与牛奶市场差别很大。工人必须努力寻找工作；雇主必须努力寻找合适的员工。他们都不确定自己会找到什么。一旦雇主和雇员建立起雇佣关系，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想结束这种关系都不会像离开这家超市去别家买牛奶那么简单。接受工作不仅仅涉及现金交易，所以它的社会背景显得愈发重要。特别是像索洛所说，“如果不考虑双方参与者都充分理解公平与不公平的概念，那就无法理解劳动力市场”。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成本很高。埃里克·纽比（Eric Newby）在描述“二战”爆发前的海上贸易时，就生动地描写了水手找活干和船长找能干的水手时各自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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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近，经济学家才为劳动力匹配的流程构建起理论模型。在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搜寻”模型中，市场摩擦意味着，尽管竞争有可能压低职位空缺被填补后的预期价值，使它与创造这个职位的成本趋同，但员工与职位空缺的实际匹配情况可能会创造出盈余或租金。获得工作邀约的工人拥有一定谈判权，因为如果他拒绝工作邀约，那么雇主就必须回到人才库里继续寻找自己需要的员工，而且还存在着不一定能找到合适人选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强度以及它使员工所拥有的影响力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此外，劳动力的影响力还取决于继续保持失业状态的成本。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工资不是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求关系只为工资设置上下限，而为盈余分配的谈判留下了空间。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的话说：“公司和工人凑在一起时获得了共同的盈余……有的工资水平使工人不在乎到底是接受工作还是等待下一个工作机遇；有的工资水平让公司不在乎到底是雇佣这名员工还是等待下一个合适的人选。讨价还价就是在这两种工资确定的上限和下限中间找到双方认可的工资水平。”
15



雇主和员工的相对谈判能力影响了盈余分配，进而影响到工资水平，不过仍然给其他因素介入并决定工资水平留下了空间，如要求回到公平的工资水平，这样的要求可能相应地体现在惯例和习俗中，作为不同于经济学的解释，来理解收入分配。亨利·菲尔普斯·布朗（Henry Phelps Brown）爵士在《工资不平等》（Inequality of Pay
 ）一书的开篇处将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与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前者认为，人们从事着理性且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交易，而后者认为，人们是社会实体的成员且彼此发生互动。
16

 不过，这两种方法并不冲突，最好将它看作相辅相成的搭档。工资受到两组力量的影响。供求关系决定了工资可能浮动的范围，社会惯例决定了它在这个范围里的具体位置——工资差距的大小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更精确地说，引进公平或社会规范的概念能够找到一条清除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线路，借用班特利·麦克劳德等人（Bentley MacLeod和James Malcomson）的话来说，“个人奖励本身往往不足以决定一个唯一的均衡”。
17



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规范可能与个人理性判断的结果一致，社会规范通过它们对工人及雇主名誉的影响直接进入经济行为。譬如，在一群同样资质的工人中，有某种工资规范限制了个人收入随实际生产率提高而上升的限度。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再假设，在遵循这个规定的公司里，人们的工资相当于生产率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加上一个相同的数额组成。比利（Truman Bewley）将这种做法称为“工资扁平化”（wage flattening），而且他在美国的访问调查中发现，“有海量证据表明工资差异往往没有充分反映出生产率差异”。
18

 这种工资政策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作用，而且生产率低的工人应该会赞成这种工资规范。同时，其他工人也会接受这种规范——即使他们可以通过打破规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那些信奉这个规范的人知道，背离它可能会招致名誉损失。当然，背离社会准则造成的名誉损失取决于信奉这些准则的人群比重。如果人们都不遵守规范，那么规范就会被渐渐侵蚀。雇主也关心自己的名誉。他们可能还认为，在自己的员工受社会规范支配时，企业可以吸引更忠诚、更投入工作从而生产率更高的工人。为此，许多公司的薪酬和雇佣政策里都体现了公平原则。
19



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不止一种市场均衡结果。在任何时候，当一个社会严格遵循公平薪酬的规范时，可能存在的工资差异相对会比较小；当遵守社会规范的程度不高时，工资差异则较大。当它处于中间状态时，即部分人遵守社会准则而其他人排斥这些准则，此状态是不稳定的，因为背离规则的行为会造成螺旋式的背离运动。外生冲击可能会改变社会结果。社会可能会从高度遵守薪酬规范、工资差异相对较低的结果，转变为有更多的工人得到个性化的薪酬的结果。在个人层面也可能出现同样的过程。以英国大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1971年我获得埃塞克斯大学的教职时，它的教授工资分为五个层级（我记忆中是如此），几乎没有一点儿讨价还价的空间，教师们工作每满一定年限，工资就相应提高。如今在典型的英国大学里，教授的工资等级跨度相当广，而且每个人在工资等级上的位置取决于自己讨价还价的结果。

在这种动态流程中，某个时期内向着一定方向的运动可能会突然转向，造成这种“冲击”的原因可能是政治局面的变化——譬如受到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导致工人对再分配性薪酬规范的支持程度下降。雇主方面的变化也可能形成“冲击”。名誉的权重取决于雇主对未来的展望。如果未来的利润严重缩水，那么相应的，遵守薪酬规范带来的名誉所产生的利益权重就会下降。公司因为加大对股东价值的重视而提高贴现率，也是很可能采取的举措，于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影响到薪酬分配。如果进一步深究这个问题，我们会看到过去政府力求通过公共部门的就业来影响薪酬水平和相对性，而在近几十年里，私有化的进程导致这些措施的影响力缩水。国有企业转移到私人股东手里，导致雇主的群体行为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观察到现在的分配模式愈发分散。

总而言之，一旦我们认识到市场力量只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结果设置了上下限，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为公平的概念留下了余地，而且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改变工资分配结果。但这并不仅仅涉及个人谈判，接下来会谈到集体谈判的内容。

工会和集体谈判

人们普遍达成的共识是，工资分配差距拉大的阶段恰逢工会和集体谈判日渐式微的时期。OECD报告《分裂，我们屹立不倒》中的图表表明，除了西班牙以外，2008年所有OECD成员国的工会会员率都低于1980年。
20

 但在工会对工资差异的影响程度这个问题上，人们展开了诸多辩论。一方面，斯蒂芬·尼克尔等人（Stephen Nickell和Richard Layard）得出的结论是：“近年来年，OECD成员国中失业和薪酬分配表现出来的总体特点似乎大多数都可以用供求关系的变化来解释。相应的，工会和最低工资等特殊机制所发挥的作用降到最低。”
21

 在另一方面，杰莱·维瑟（Jelle Visser）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研究发现是，集体谈判……使薪酬分配的差距小于市场制定的工资差距。”
22

 那些探索工会成员减少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薪酬差距扩大的研究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戴维·卡德等人（David Card、Thomas Lemieux和Craig Riddell）研究了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案例后发现，工会化率大幅降低“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和英国工资不平等上升的原因”，尽管这个结论只适用于男性，而“工会在女性中的覆盖率小幅下降，对女性的工资不平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此外他们的结论不适用于加拿大。尽管加拿大工会的男性覆盖率有下降，但工资不平等没有太大变化。
23

 和本章开头列出的其他因素一样，工会的影响力下降似乎是造成工资不平等的部分原因，但也仅此而已。

政治事件是导致工会权力削弱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为了赢得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那段漫长而且往往充斥着暴力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在工会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日益不利的法律框架的控制，近几十年的趋势是工人权利的衰落。英国工会联合总会（Trade Union Congress）相信，如今“英国工会成员罢工的权利少于刚刚引进现行工业行动法的1906年。参与合法罢工的人对于解雇等迫害仍然不堪一击”。
24

 但是，工人的权利受损也可能与正在发生的经济活动有关。我在第5章里提到，就业的本质在不断变化，但应该指出这可能和前面谈到的教科书故事——即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存在直接关联。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Daron Acemoglu、Philippe Aghion和Giovanni Violante）曾撰写过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希望为劳动力市场机制建模。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工会化程度下降是技术变革偏向于技术工人的结果。偏向于技术工人的技术变革破坏了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联盟，而这种联盟正是工会拥有谈判能力的基础，因此工会化程度下降加剧了工资差异的上升。
25



人们用实证研究确认工会对工资分配的影响时会遇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即难以用定量指标来概括工会的谈判力。人们常用的标准测算方法是测算工会的会员人数，但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und）在报告2003—2008年的工会会员人数时，首先就警告说“要确定工会的会员人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这是个）充斥着各种方法论和概念问题的领域”。
26

 在如何定义工会和会员以及如何收集数据等问题上存在很多异议。会员数量与内涵更广泛的覆盖率概念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尤为突出。集体谈判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体制结构，而各国的体制结构千差万别，无法用单一的宏观经济变量（如工会密度）来充分描述各种状况。工资设定的集中程度是一个重要范畴。随着时间推移，集中程度呈现下降趋势的国家在数量上超过了呈现上升趋势的国家。这对收入分配同时产生了直接和间接影响。迈克尔·弗尔斯特等人（Michael Frster和István Tóth）称：“集中谈判提升了工人的谈判地位，这可能有助于推广分配正义的社会习惯。”
27



资本和垄断势力

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名为“21世纪资本论”，但事实上它谈论的主要是“财富”和“资本”，将这两者区分开来非常重要。现在财富的分配差距非常大，但对于自家大门以外的经济活动，人们凭借拥有的财富很难进行控制。自住业主的确控制着可以产生住宿服务的资产，但是当他们将部分养老金储蓄投资于持有租赁房产的对冲基金时，并不能控制基金所持有的房屋或公寓。是基金经理掌握着如何对待租房者的决策权。同样，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财富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大部分股本，但是储蓄者对于这些公司的决策没有决定权。将资本用于生产活动的过程不同于财富的受益所有权的分配。

利润比重

我们探讨收入的宏观经济分配时，资本与之息息相关。从第2章中可以看到，促使战后不平等程度降低的因素之一是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发生逆转——近几十年来利润的比重持续上升。

对绝大多数流派的宏观经济学家而言，从总量生产函数来探讨利润比重上升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出发点。在这个函数里，全国产出取决于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规模。
28

 这是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核心所在。他的模型表明，随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规模的增加，经济会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在这部分讨论中，我假设经济是封闭的，这样就不存在来自国外的资本或劳动力，也不存在进出口）。然而，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资本存量上升而劳动力规模原封不动，那么会发生什么？在完全竞争的经济里，资本回报率等同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那么每个工人的资本存量上升就会导致回报率下降。因此，利润比重受到的影响取决于回报率的下降幅度，而相应的，这取决于吸收每个工人的新增资本的难易程度。所以，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替代弹性——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上文提到的是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替代问题）。如果能轻而易举地用资本替代劳动力，那么替代弹性就超过了1，回报率会略微下降，每个工人对应的资本数额上升会推高利润比重。如果弹性小于1，那么利润比重就会下降。
29



看起来要想证实利润比重发生的变化，就要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弹性。经济学家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广泛达成了一致意见，借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话来说：“现有的绝大多数估算结果都表明，短期替代弹性远远低于1”。罗伯特·奇瑞可（Robert Chirinko)综述了美国的31项研究后得出结论，“大量证据表明（总体替代弹性）在0.40—0.60这个区间内”。
30

 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每个工人的资本数额上升将导致利润比重下降，而非上升。不过事情永远不会这么简单。利润比重随时间出现的变化不仅取决于资本积累率，而且取决于技术变革的本质。就像我们之前讨论技术变革与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关系一样，技术变革可能偏向于资本。譬如，阿方索·阿尔帕伊尔等人（Alfonso Arpaia、Esther Pérez和Karl Pichelmann）的研究结论表明，“在欧盟15国里，9个国家的劳动力比重出现下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资本深化（即每个工人的资本上升）引起的，同时技术进步扩大了资本，各个技术领域都出现劳动力替代的现象”。
31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和先前探讨技术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一样，我们必须提出同样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毫无疑问长期替代弹性会高于短期替代弹性，而且更普遍的情况是，过去的经验不一定能为未来提供可靠的指导意见。我们需要更大胆地思考总量生产函数。哈佛经济学家、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经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可能性。资本发挥了两个作用：它不仅通过提高生产函数的第一个自变量产生直接作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补充劳动力产生间接作用。
32

 这种补充可以采取使用机器人的办法，也可以表现为其他多种形式。总量函数的形式表明，人们使用的通常是资本的第一种用途，不过它可能用于补充劳动力，也可能不用于这种用途。我们可以预见到，使用机器人或其他自动化技术来补充人类劳动力，其条件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成本。工资相对于资本成本的比率存在一个临界值，达到这个临界值时使用机器人才会经济实惠。
33



这种构想可能看起来像一个比喻，但的确是潜在的事实。卡尔·弗雷等人（Carl Benedikt Frey和Michael Osborne）研究了未来美国实现工作电脑化的可能性后总结说，美国所有工种里有47%属于高危工种，即它们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实现自动化。弗雷等人对工种的分类超越了前面提出的常规工作/非常规工作或之前的研究提出的体力工作/认知工作等分类，而且分析了实现工作电脑化的具体瓶颈。高危工种多属于办公室和行政、销售和服务类工作。低风险工种属于医疗、教育、教育/法律/社区服务/艺术和媒体类工作。低风险工种都需要特定的人际技能，如社会洞察力、谈判、说服力和原创性——这完全在意料之中。
34



由此，我们可以讲述一个宏观经济发展故事，而且它的开端可以套用索洛模型。在这个背景下，资本—劳动比上升导致工资提高，回报率下降。只有当替代弹性超过1时，资本比重才会上升。然而替代弹性超过一定程度后，工资与回报率之比会达到临界值，机器人开始取代人类劳动力。随后我们可以看到人均资本上升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但工资与回报率之比没有改变，资本比重会上升，与替代弹性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必假设弹性的值，而简单地修改经济增长的标准模型，以凸显主要的分配困境：如今增长带来的益处越来越多地反映到利润的增长上。我的老师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早在50多年前就在其著作《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里强调了这种困境。他在书中相当精确地指出，自动化将提升不平等程度。
35

 当时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保罗·萨缪尔森为这本书写书评时问道：“这不是狼来了的故事吗？”他还补充说，在美国“还没有人从丰富的统计数据里发现工资比重在下降”。
36

 当时（1965年），萨缪尔森的论断没错，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工资比重的确在下降（参见图2.4）。半个世纪后再回顾这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争，米德证明了自己当初警告人们注意资本及其所有权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

公司和市场力量

到目前为止，经济活动中的一类重要参与者——公司——尚未进入我们的讨论核心。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我们把关注点放在了劳动力市场上，而公司是以雇主的身份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中，并没有考虑它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活动。然而，正是这些产品的价格决定了工资及其他收入的购买力。工会也许可以通过谈判提高工人工资，但是这可能只是推高了物价，而不会提升工人从总产量价值中获取的份额。在某种程度上，公司一直处于幕后，是因为人们假设它们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即假设它们是产品市场的价格接受者。然而，这与现代经济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现代经济中，公司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决定自己的定价策略。由于面对着竞争，所以极少有公司是纯粹的垄断者，但它们知道自己能销售多少产品或服务取决于自己的定价：它们是垄断竞争。

承认市场力量的存在改变了上述故事。公司完全竞争这个假设并非无伤大雅地简化了现实情况，可能是一个将人们完全引入歧途的出发点。波兰经济学家迈克尔·卡莱茨基（Michael Kalecki）观察到，“当人们忘记了完全竞争的真实本质只是一个简单好用的模型时，它就成了一种危险的谬见”。他在“阶级斗争和国民收入分配”一文中称，“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工资率改变时工资比重一定不变。然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产能过剩和成本加成定价是工资谈判取得成功的基石。工会越强大，他们约束加成定价行为的能力越强，所以能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37

 如果我们把卡莱茨基的原始分析作为基础深入开展研究，并把当前对垄断竞争公司行为的理解与劳动力市场谈判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工人的权力更强大时确实会降低公司利用自身的市场力量操纵产品定价的力度。
38



要想充分理解这些相互关联，我们必须研究经济的一般均衡。通常只要观察经济的一部分，或者说“局部均衡”，就足以实现许多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像我们研究牛奶市场一样。但是要想研究收入分配，就必须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前文已经指出）与产品市场结合起来。我们必须将经济视为整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开展研究。在决定市场经济的一般均衡时，人们发挥着多种不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既取决于他们为不同市场带来的东西，也取决于他们的市场地位所产生的能力。目前，大型跨国公司凭借自身市场地位所掌握的力量让很多人感到忧虑，但这并非新近出现的现象。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52年出版的《美国资本主义》中表达了对现代公司主宰经济的担忧，并为此探索了工人和消费群体的“抗衡力量”这一概念。
39

 经济中的再平衡力量是我在本书第二部分所提政策建议的要素之一。

宏观经济学和人民

我在本书中主要关注了个体及其家庭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时这种关注点看起来离那些大谈特谈国民收入或GDP等宏观经济总量的经济决策者相去甚远，而主导新闻公告和政策辩论的是后者——宏观经济数字。然而，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是决定个体经历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本章主要谈论的资本回报和技能回报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将宏观经济学和收入分配联系起来。

从国民收入到家庭收入

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绝非易事。如果我们想试着给不懂经济学的邻居解释GDP标准数据的含义，难点就在将这些国民核算中的数字与邻居向税务局缴纳的收入所得税联系起来。研究国民核算就像踏入一个迷宫。我们从工资和薪酬等某些可以辨认的“地标”出发（即使这些“地标”辨认起来也不容易，因为工资和薪酬包括员工缴纳的社保和个人福利，与员工实际拿到手的金额有差异），然后，我们必须在生产性经济和家庭部门之间的各种机构中，找到前进的路线（请参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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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从国民收入到家庭收入



最大的中间机构是国家。我们对此都有亲身体验，因为如图1.5所示，家庭要向国家纳税并接受国家的转移支付（图3.1中的虚线部分也描绘了这种情况）。不过除此之外，国家发挥了其他重要作用并影响了不平等程度。其中有两个作用与本书关系最为密切。第1章曾经讨论过国家的第一个作用，即许多国家提供了大量个体消费性服务，如医疗和教育。这些服务的范围和地点对收入分配具有潜在而巨大的影响。在普及免费医疗保健的国家，现金收入分配的意义不同于不提供此类免费服务的国家。我们只对比了美国和英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国家的第二个作用对我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即国家发行国债。除了其他购买者以外，国家还会向家庭发放利息，使其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即图3.1中实线表示的情况。近年来，我们没有听到太多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信息，但国家确实拥有资产，而且它们抵销了国家债务。这些资产包括道路、学校和政府建筑等国家直接控制的资产。在绝大多数国家，国家资产还包括公司的国有股份。譬如德国下萨克森州在大众集团拥有相当数量的股份，2013年该州持有大众20%的投票权。

（非金融）公司是第二类中间机构。公司的部分利润以分红和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家庭，但部分利润留在公司用于再投资或收购。如果后者收益斐然，那么留在公司的利润未来会产生更多分红。在某种程度上，分红增加是股市所期望看到的，因为股价会水涨船高：未来增加的分红会马上转化为资本，从而推高股价。我们可以看到，采取收入的广义定义意味着资本收益的增长和损失都要计入家庭收入。同时这显然是一个间接且不确定的机制。在公司部门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双向箭头：公司受益于国家发放的补贴，同时也向国家缴纳公司税和其他税收。流向国外的资本没有在图中体现出来，但在当前的全球化经济中，可能某些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是由海外投资者持有的。以英国为例，2012年对英国普通股受益所有权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受益所有权归“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所有（1998年该比重不足三分之一，彰显了全球变化之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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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中间机构的存在使整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即“金融服务业”，其中包括养老金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这些机构是公司股票的主要持有者。国内持有的股份中有三分之二是掌握在金融服务机构手里，个人直接持有的股票只略高于五分之一。大部分公司收入与家庭收入之间的联系极其模糊。譬如，家庭利用养老金基金来积累投资收入，以满足未来退休生活的需求，所以这些收入可能很久以后才会支付给家庭。后面的章节将探讨资本收益比重上升产生的影响，我们关注了总体回报率与小储户银行账户收益之间的差额。

对分析的意义

从国民核算到家庭收入这个简要的路径可以为我们提供两条普遍性的教训。第一，这两者不能画等号。家庭收入总额远远低于国民收入（GDP）总额。国民收入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中间机构所吸收。国家需要资源来提供公共行政、国防和公共产品。公司要留下部分利润用于投资。展望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收入的增长可能低于GDP增长。GDP要用来维护基础设施、缓解气候变化、投资教育并且供养老龄化人口。在某些国家，在某些政府执政下，满足这些需求的责任可能会转移到私人部门，但实际负担仍然存在，只是其形式表现为用于可自由支配家庭支出的那部分收入减少了（即支付个人医疗或教育费用后剩下的收入）。不管怎样，我们预期未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将低于过去。

第二条教训是，家庭收入总额及其分配不仅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因素，而且取决于安德烈·布兰多利尼（Andrea Brandolini）所说的“权益规则”。这个规则可以定义为“经济产出分配情况的调控机制，或者……生产及生产分配之间的‘过滤器’”。
41

 这些规则可能会非常具体。譬如公司破产时对剩余资产索赔优先次序做出的规定，或者一个养老基金关于现有养老金领取者和未来养老金领取者之间分割增值收益的条款。权益可能带有普遍性，就像人们认为失业人员有权利获得国家救济一样。重点在于这些权益规则是社会和经济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我们需要调查这种互动关系，以理解收入分配。换言之，权益规则的差异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条件相同的两个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平等程度。人们可以通过改变权益规则来降低经过中间机构到达居民手里的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权益既指获得的收入，也指影响这些收入分配的权利。我们不仅要将经济视为收入流的模式，还应该从控制权的所在地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经济。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2014年保守党年会上发表演讲时不经意间透露了这个问题。他说：“在现代全球经济中，人们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在各国之间转移自己的投资，公司可以一夜之间重新安置工作——高税收经济学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第7章将探讨他关于扩大税收空间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演讲表明，他也承认目前在英国，关于工作的主要决定权掌握在公司，而不是工人、消费者、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手里。这突出了区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必要性。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英国的财富所有权在过去百年里历经转折。资产阶级的规模还不成气候时，所有权相当集中，而现在所有权的分配不平等程度已经大幅下降。然而，所有权的变化并没有随之带来经济力量的均等化。自有住房虽然是大多数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带来对工作或投资的控制权。投资于养老金计划的财富也没有让它的所有者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如今，财富和资本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资本的力量掌握在基金经理手中，而不是权益所有者手中。

我在第2章谈到降低不平等的政策建议时，指出“决策在哪里做出的”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但首先我要进一步抽丝剥茧地探讨先前对工资和资本收入的分析与这个问题之间的联系。

从工人的分类到个人收入

之前对工资的分析多半都是在工人分类（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划分）的框架下展开的，只能帮助我们理解工资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还必须研究个人收入。
42

 把劳动力区分为大学毕业的工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是两个很宽泛的群体。2013年，25—64岁的美国人中有44%拥有大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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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统计了其他国家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力比重，数据显示这个群体在比利时、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芬兰、爱尔兰、立陶宛、卢森堡、挪威和英国的比重都接近40%。
44

 教育资质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我们研究个人收入时观察到的更细致的学位差异模式。我们需要解释的是资质相同的人群中的收入差异，即组内构成。

如果要获得更丰富的收入分配资料，我们不仅需要大学生工资溢价或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比等数据，而且要像图3.2中描绘的英国一样，将收入分配看作一个整体。我在绘制图3.2时，首先从收入分配的第九个十分位入手。它们依次用P10
 、P20
 等表示，代表了对（全职）劳动力的收入排序后划成十等分的情况。处于正中间的人为中位数，即P50
 。我用收入相对于中位数的比值来反映收入水平，所以P50
 =1。随后我计算了这些比值的变化情况，用它们相对于1977年的比值来反映其变化，这样，图3.2中的值1.1表示，这个十分位相对于中位数的比值提高了10%。所有起始值都是1.0，根据定义确定的中位数仍然保留在原处。用这种方法描述收入时，其他十分位没有理由还按照原来的顺序排列。譬如，有时P20
 会高于P30
 。这并不是指第二个十分位的人收入高于第三个十分位的人（这与术语的意义相悖），而是指第二个十分位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小。不过它们大体都遵循了原来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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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977年后英国的收入变化情况

注：这张图描绘了英国全职员工的收入自1977年以来的变化情况。数据点代表各个收入群体与中位数的比值（中位数收入指位于分配正中间的个人收入），1977年的收入中位数=1.0。由这张图可以看出，处于收入分配上半部分（即P90
 、P80
 、P70
 、P60
 ）的人群的相对收入在1977—2014年间持续上涨，而同期处于收入分配下半部分（即P40
 、P30
 、P20
 、P10
 ）的人群的相对收入在下降。



图3.2中的阴影部分显示的是收入相对于中位数的变化幅度不超过5%的范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近40年的时间里，9个十分位里有5个处于这一区间。收入分配的中间段围绕中位数略有起伏。尾端发生的变化较大。在80年代，处于分配底端的十分位收入相对于中位数下降，虽然在千禧年前后短暂回升，但现在又处于下滑中。最令人瞠目的变化出现在中位数以上。我们发现，越靠近收入上层的十分位，相对于中位数的比重提升的可能性越高。处于分配前五分之一（即P80
 ）的人群收入相对于中位数提高了约10%，处于分配前十分位（即P90
 ）的人群收入相对于中位数则提高了约20%。收入分配中出现了尾部的“上翘”。我们观察收入分配前10%的人群（即前十分位以上的人群）内部时，会发现这种差异更加显著。如果我们假想一个收入排行的“阶梯”，所有人按照收入递增的顺序排列，那么最前面的队形的倾斜度最大。在70年代末，英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向上看时，会看到在他们前面的人平均收入比他们高出30%左右；到了2003年，这种平均优势上升到56%。换言之，1977年处于收入前十分位的人需要使自己的收入提高67%才能进入收入前1%的人群，而2003年，他的收入需要提高128%才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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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是唯一出现收入分配顶层上翘的国家。雅克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形象地描述了美国的状况：“美国不平等主要不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或者总体上的教育差距。它的不平等是指顶层收入者超乎寻常地快速与其他人拉开距离。顶层收入者通常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收入略低于他们的人群往往也是如此。换句话说，过去25年里，教育收益的分配比经济收益的分配更为广泛，这里的教育收益指完成大学或更高学位的人获得的收益。只有极少数新兴的教育精英进入了新兴的经济精英群体。”
46

 现在OECD成员国广泛存在这种扇形分布的收入分配（当然并非各国皆是如此），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顶层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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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收入

劳动所得分配的倾斜将顶级的劳动所得收入人群推入全部收入排序中的前1%部分。顶级的劳动所得收入者已经追上或者取代了依靠资本收益生活的人。靠着一叠息票过活的食利者已经被对冲基金经理、CEO和足球运动员所取代——现在足球运动员的周薪不再被限制在20英镑以内了！顶级收入的构成发生了剧变。在英国1%最高收入人群中，投资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率从1949年的41%降到2000年的13%。
48

 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赛茨研究了美国前0.5%最高收入人群后发现，资本收入（但不包括资本收益）“在20年代占到总收入的55%，在50—60年代占总收入的35%，在90年代占总收入的15%”。
49

 乔恩·巴基亚等人（Jon Bakija、Adam Cole和Bradley T. Heim）对美国2004年纳税前顶层0.5%的纳税人进行了职业划分，发现其中41%是非金融业的高管、经理或主管，另有18%是金融业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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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如此关注分配顶层的劳动所得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与关于贸易和技术的故事不同，现在讨论的收入金字塔顶端需要用“超级明星”理论来解释。100年前，剑桥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尔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描述了顶级演员可以根据市场规模来要求高额演出费。而市场规模取决于技术。随后他认识到了“开发新型通信设施”的重要性。新型通信设施“使那些一旦掌握控制地位的人，有能力利用自己的建设才能或投机才能，去开创比过去规模更大且跨越领域更多的事业”。以艺术为例，他观察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通的油画卖得如此廉价，而顶尖的作品却贵得惊人”。
51

 收入梯度正在向超级明星倾斜。现在不仅是通信技术，全球化也延展了市场规模。

本章前半部分提到的第二个机制进一步强化了顶级收入尾部上翘的状况，即工资水平由工资等级制度决定的体系转变成由个人表现来决定工资水平的制度。托马斯·勒米厄等人（Thomas Lemieux、W. Bentley MacLeod和Daniel Parent）的研究记录显示，在美国，前10%的收入上升时，与之相伴的是绩效工资增加。他们发现“绩效工资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影响多半集中在收入分配的顶端”。
52

 管理人员的顶级薪酬膨胀还可能与收入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低有关。税率高企时，高管们不会花太多精力来谈判争取加薪，他们更多地依靠业务运营的规模或业务增长率来满足自己。然而，近几十年里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大幅下调，结果管理者们改变了努力的方向以追求更高报酬：“顶级收入的真实税率直线下降，刺激了高管收入的上调，因为只要报酬上升，他们拿到手的收入就比过去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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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哈克和皮尔森在著作《赢者通吃的政治》中记录了美国利益集团如何组织起来，通过游说确保监管框架、会计准则和税收规定向利于自己的方向调整。他们援引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利维特（Arthur Levitt）的话，描述了“代表华尔街公司、共同基金公司、会计事务所或公司高管的群体如何迅速出击，来粉碎各种威胁，甚至连不甚严重的威胁也不放过。在华盛顿，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劳工协会或贸易协会代表个人投资者的意见，所以个人投资者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被谁攻击了”。
54

 几乎没有什么言论比这更清楚地描述了对制衡力量的需求。

对顶层劳动收入的关注不应该使我们忽略资本收入。在1%最高收入人群中，投资收入所占的比重比过去低了不少，但它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特别在它与劳动收入的联系加强时。事实上，人们很少明确关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共同分布。然而，弄清楚位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这两种分配顶层的人群是否重合，是非常重要的。想象一下我们首先让人们根据劳动收入的金额，按照依次递增的顺序沿着房间一侧排成一列，然后按照资本收入的递增次序到房间的另一侧排成一列。他们的排序会一样吗？他们的交叉点有多少？在李嘉图的阶级模型中，这两种排序是完全颠倒的，即资本家在房间的一侧排在最前面（即按资本收入排序时），而在另一侧排在最后面（即按劳动收入排序时）。我们必须了解现在的情况。19世纪的负相关是否被现在的零关联所取代？两种排序没有任何联系？还是说两种排序完全相关，所以它们直接颠倒过来？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实证证据非常有趣。1980年两者的相关程度还不强：在位列资本收入前1%的人群中，只有17%位于劳动收入前1%。
55

 然而到了2000年，这个比重从17%上升到27%。资本收入前1%的人群中超过一半进入劳动收入前10%。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个现象，那么2000年的重合情况则更加明显：在劳动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中，近三分之二（即63%）进入了资本收入前10%。这两种排序拥有更多共同之处。三十多年前，约翰·凯伊（John Kay）和默文·金（Mervyn King）研究英国时，假想了一位大公司的高管，他把税后收入的四分之一存进银行，“感觉……自己的职业发展极其幸运而且极其节俭……当他发现在英国至少有10万人比自己还富裕时，他多多少少感到有些意外”。
56

 而现在，顶级劳动收入者累积财富的难度比过去小得多。
57




初步总结

到目前为止，我描述了本书所面临的挑战，并且审视了人们担忧不平等的原因、关于不平等程度的证据和不平等经济学，以便在本书下一部分找出能显著降低经济不平等的具体措施。

过去曾出现不平等程度显著下降的时期，不仅包括特殊的战争时期，而且出现在战争刚结束后几十年的欧洲和近十年的拉丁美洲。尽管如今的世界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过去，但我们仍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过去的经历表明，市场收入不平等降低和更高效的再分配共同促进了不平等下降，这为本文提出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我们无法控制的外生力量不是市场收入的唯一驱动因素。市场收入不平等是完全可能下降的。我们需要探索技术变革的决定因素，从而找到驾驭它们的方法，改善工人和消费者的人生机遇。在市场经济中，供求影响着市场结果，但为其他机制发挥作用留出了空间；因此我们还需要研究市场运行的广泛的社会背景。第4章和第5章着力探究了技术变革和就业。

第2章和第3章主要关注工资差距拉大的问题，但重要的是探索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书第6章将探讨确保财富分配公平的措施，但是我们必须牢记，拥有财富所有权并不一定相应地拥有资本控制权。我们必须找到决策是在哪里做出的，因为它影响着个人的收入、生活以及力量的平衡——即社会中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权力问题在政治领域里表现得最突出。政府可以对市场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在第4章至第6章里将花费大量篇幅来探讨，但它的影响在税收再分配（第7章）和提供社会保障（第8章）等领域里来得更加直接。


第二部分

行动建议

[image: cha]


本部分提供了具体的建议。我认为，这些建议将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其中有些建议是以英国为具体参考来制定的，但我相信这种基础方法会引起广泛的共鸣，亦可应用于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不少建议涉及累进税和社会保障等传统措施，而我也听到不少批评言论，说这些方法是老生常谈，抑或是过于疯狂的理想主义。我在第7章和第8章中确实谈到了“税收和支出”的建议，但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强调降低人们税前和政府转移支付前的收入不平等的措施。如今，只有通过解决市场中的不平等，才能有效降低居高不下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在第4章至第6章中，我要从影响市场收入的工作和资本这两个经济因素开始讲起。


第4章

技术变革与抗衡力量

在第3章中，我讲述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事例，即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可以共同说明最近几十年来宏观经济分配的变化趋势。经济随着人均资本的增长而增长，但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增长了，从而限制了工薪阶层的收益。这个例子有一个具体的背景，即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拥有较强能力的独立资本（机器人）和工人的生产率之间的竞争。很多观察家认为，机器人远不止是一个隐喻，而是已经赢得了胜利。《经济学人》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列举了无人驾驶汽车的例子，并断言“到21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地方都会很难再见到出租车司机。这对新闻记者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他们一直依靠这些司机作为最可靠的坊间传言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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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机器人技术的发明及更普遍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并非偶然发生的：它们反映了进行此类投资的审慎决策。因此，我们需要先从下面这个问题着手：这类决策是如何做出的？这也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引向下一个问题：谁来做决策？此外还有关于抗衡力量的问题。

技术变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商业化的决策。对新机器人技术（继续用机器人的那个比喻）发展进行投资的是企业，这些企业要么专门从事资本品的生产，然后将之卖给那些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企业，要么就是在内部自行研发技术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如正在考虑对其喷漆生产线的机械化进行投资的汽车生产商。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笔很不错的投资，因为这意味着工人将不再暴露于有害化学物质之中，而且可以获得质量更高的产品。而对于负责机器人操作和保养的工人来说，新的喷漆生产线可以提供更具技术含量的工作，但需要他们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最初，新的生产过程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力介入，因为需要对生产线进行测试，机器人也需要经常性的人工参与才能解决故障问题，但随后劳动力总数将大幅减少。而这种人工工资的减少就是最初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在决定是否启用这项新技术的过程中，企业会衡量当前的投资成本和未来所节省的费用。由于结果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期规划，因此如果企业更关注长远收益，投资实现的可能性也更高。当然也存在其他考虑，比如机器人不会罢工。劳动人数减少，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控制生产过程，同时也减少了与工会谈判的必要。

上述举例从很多角度来说都是一幅很好的画面，描述了技术进步可以带来的收益，并且告别了那些讨厌且危险的工作。听起来很像凯恩斯在1930年所发表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中预言的那个世界。在此文中，凯恩斯预言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经济问题”亦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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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不能让市场经济来做此类决策吗？这直接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分配。谁的后代在享受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凯恩斯将“劳动力吸收问题”称为“过快变革所带来的增长烦恼”，但我们已经看到，就国民收入份额而言，这会产生长期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谁获得了资本收益，以及促进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麦肯锡公司组织过一个以“自动化、职业和工作的未来”为主题的圆桌会议，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Laura Tyson）在会上总结称，关键的问题在于“谁拥有机器人”。
3



与市场结果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并没有出现在上述那个喷漆生产线的案例中，但《经济学人》所列举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例子确实涉及了此类问题：最终产品的一个关键元素是由人与人的接触来提供的。这个问题在喷漆生产线的案例上并不突出，因为喷漆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汽车的购买者也不会在意究竟是机器人还是人类参与了这项工作。但乘坐出租车却是一种最终服务。出租车司机提供的其实是一种综合产品：从机场到酒店的行程以及对坊间传言的简要概述。有时候，乘客可能并不需要后者，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服务是有价值的，即使它并不是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人与人的互动或许能保证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或提供如何使用产品的重要信息。通过自动设备分发的药物，并不会提供医生对正确用药的指导。用机器人为足不出户的顾客送餐到家，也不会提供人类之间的互动，但对很多被服务对象来说，互动却是服务的关键内容。

事实上，相对资本而言，人力服务因素提高了人的相对生产率，但其前提是假设人力服务将继续存在下去。由于经济学中没有定理来确保市场会决定产品和人力服务的正确组合（在两个要素无法捆绑时），因此共同供给（joint supply）就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保证未来市场上会有两类出租车：一类是有人类司机的，另一类是无人驾驶的，然后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去挑选有或没有人力服务的内容。这与地理位置问题有相似之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的那样，没有理由认为市场力量能保证销售商找到正确的地理位置。设想一下，在一个海滩上同时有两个冰激凌商贩（他们出售同一种冰激凌），假如海滩上潜在购买者的分布是均匀的，那么两个商贩要想实现收益最大化，就应当在海滩正中间的位置上紧挨在一起售卖冰激凌。两人出售的其实是同一种产品。但是为了最大程度上缩短购买者步行的距离，这两个商贩的位置本应该分开，最好是两个商贩分别待在海滩两侧四分之一处，然而作为市场解决之道，这样的结果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两个商贩只要向中间位置移动一点，就能吸引更多的顾客。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和工人都有强烈的意愿来保留商品和服务供给中的选择权，特别是包含人力服务的程序。如果企业追求高度机械化的供给模式，比如机器人配送，那么这个决策将影响薪资和雇佣。在需求以公共购买的形式出现时，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对被承包出去的服务进行招标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决定人力服务的重要性。在几乎或完全不强调维持服务本质的情况下，对最大程度地降低供应成本的重视，会促使供应商选择自动化。更直接地说，如果削减公共预算的紧缩计划会导致忽视人力服务的内容，那么这些预算削减将促使部分工人收入转变为资本收入。

技术革新带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决策可能会对未来产生长期影响。在第3章中，我提到了干中学的问题。如今我们用自动化代替人类工作的现实，很可能导致企业获得更多的自动化经验，在未来更多地用机器代替工人。今天的生产模式的选择将影响我们未来的选择。使用机器人的经验会引领我们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机器人将逐步取代人类。但我们本可以选择另一个方向，即人力服务得到强化，使人类的技能得到充分开发。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现在的生产决策对我们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企业优先看重的是股东的利益，因此其动机可能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并不一致。由此，我们需要考虑抗衡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我将在本章的后面讲到这个问题。首先，我要讲的是国家的关键作用。

国家对技术发展的投资

公共政策可以在影响技术变革的性质以及市场收入的未来走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引出了如何消除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这一课题的第一个建议：



建议1
 政策制定者应明确关注技术变革的方向并鼓励提升职工就业能力的创新，重视服务供应中的人力成分。



只是嘴上说说越来越显著的不平等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技术力量造成的，这还不够。政府可以影响道路的选择。更重要的是，通常并不会与社会公平问题产生交集的政府各部门可以施加这种影响。因此政府要想减少不平等，就必须让所有部门都参与其中。

要实现这一目标，第一个办法就是资助科学研究。美国苹果手机的例子就展示了政府资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苹果手机的成功依靠的是“七八个基础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突破，比如全球定位系统、多点触控屏幕、LCD显示屏、锂电池和蜂窝网络……这些都源自于联邦政府所支持的研究……苹果公司所生产的最终产品是该公司的功劳，但它利用了政府支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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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她的《创新国度》（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一书中对苹果公司的故事做了深入剖析。比如说，在触摸屏方面，她指出了政府资助的研究实验室的作用：“被誉为电容式触摸屏发明人的约翰逊（E. A. Johnson）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过他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当时他正效力于皇家雷达研究所（这是一家英国政府机构）……触摸屏最初的开发则是由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做的……塞缪尔·赫斯特（Samuel Hurst）在离开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后发明了电阻式触摸屏。”再比如硬盘驱动器的基础巨磁电阻，“最初只是德国和法国的两个完全独立的由政府资助的物理学研究项目，最终带来了近年来最成功的技术突破之一”。
5



上述事例也许能展示一种线性过程，即基础性研究由国家资助，私营部门则负责将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然而，国家乃至全社会在研究成果的转化阶段同样也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会参与其中。这不是说要由国家来“挑选赢家”，而是要意识到政府的决策对一个复杂进程中的很多阶段都有着潜在影响力。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但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技术革新。用马祖卡托的话来说，就是“承认革新的‘集体性’特征是很重要的。不同类型的企业（无论大型或小型）、不同类型的资金和不同的国家政策、机构和部门有时会以无法预测的方式互动”。
6

 而这些会对政策产生影响，正如斯蒂芬·约翰逊（Steven Johnson）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认为革新来自于协作性网络，那么我们就会支持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形式并存：不过于严厉的专利法、开放的标准、雇员参与持股计划、跨学科联系。”他是通过对包括灯泡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革新的研究，得到的上述结论。他还认为，“灯泡不只是为我们在床上阅读时提供光亮，它还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新想法成为现实的方法，以及社会应该如何培育新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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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制定支持革新的决策时应当明确考虑分配方面的影响，无论这些决策是涉及筹资、许可证、规制、政府采购还是教育。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政府现在正在这样做。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项目局（DARPA）在2004年启动了自动车辆挑战大赛，该项目的目标就是在2015年之前为美国三分之一的地面部队提供无人驾驶车辆。但这个项目考虑了军事用途之外的影响了吗？比如对出租车司机或其他人的影响？有没有制定方案来安置不再被需要的人类司机？欧洲财团在启动“普罗米修斯计划”（欧洲高效安全运输系统）时考虑分配问题了吗？“高效”出现在其名称中的事实说明，“平等”则并非其优先考虑的事项。小布什总统在2006年宣布了《美国竞争力计划》，加速美国以研究为目的的投资开支。该计划宣称，“研究将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回报”。但有没有记者问过他“给谁带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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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开发的方向对整个社会有着重大影响，我们在这方面要做出一些关键的选择。

公共就业与技术变革

到目前为止，在提高资本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方面，我们已讨论了技术变革方向的问题，但在经济领域仍存在着一个涉及偏见的重要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指出，某些领域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其他行业，而且有些行业不存在提高人均产出的空间，此类偏见在以其名字命名的鲍莫尔效应中突出显现出来。
9

 上述第二类现象的典型例证是弦乐四重奏，但鲍莫尔效应的主要应用领域还是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人们认为生产率增长缓慢是由于医疗保健、教育和公共管理等公共服务的相对成本一直在增长，由此导致财政问题。从最本质的角度讲，如果一个人既可以教学生也可以造汽车，而技术进步意味着他或她可以制造两辆车而不是一辆，那么如果工资随着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则教育的相对成本就翻番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会通过技术进步变得富有的同时，我们应该将更少的资源用于已经落后的公共服务领域？公共就业是否应该被削减？有些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这其实并不符合逻辑。鲍莫尔本人曾非常谨慎地指出，在我们越来越富有的同时，也可以赋予公共服务更多的价值。
10

 从价值的角度看公共服务的生产率既依赖于活动（比如辅导学生或治疗背疼），也依赖于这类活动所附带的价值。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治疗背疼意味着医院里的病人可以尽早回到工作岗位上，病人回到岗位（比如说造汽车）后变得更具生产率的事实说明，从产出提高的角度看，治疗背疼带来的收益现在提高了。公共服务的工作量是同样的，但其价值却增加了。

这跟之前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此前，我强调过技术变革的方向并非外生，而是可以施加影响，并且反映了有意识地做出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寻求技术进步的产业所做出的选择。因此政府不应该把鲍莫尔效应视为已被预设的影响，而应该想方设法提高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生产率。对新技术进行投资的决策是以不同部门的要求为基础，而政府必须成为其中的公共部门代表。政策制定者应当考虑公共服务在未来的增值，这是整个经济增长的结果。当前的政策制定者及其选民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我们倾向于从诸如道路或机场等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考虑投资，但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则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我会在后面说明，将现金转移支付用于有孩子的家庭（儿童津贴）会起到什么作用，但与这些津贴相结合的，是投资于为儿童提供服务和设施，包括早期教育与看护项目、学校午餐项目和课后青年培养计划，以及提高正式教育的质量。正如我之前谈到的，考虑到代际公平和生活标准的较低增长率，我们不应过于忽略未来；相应的体现则是，对于那些推动人力资本投资的人，我们应当赋予其工作以更高的价值。
11



基于多种原因，我们应更加重视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实现社会平等靠的是公共管理的效率以及解决公民问题的水平。压制型管理所需要的成本可能更低，但一个公平的社会需要确保其在税收、公共开支、监管和立法等领域的运行是公正、透明和可接受的。这就需要有资源。此外，随着各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它们要求的标准也越来越高。相关的建议涉及政府行为的重要变化，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政要求建立新的制度一样，而且必然要求对新的管理方法进行投资。这尤其适用于第5章关于保障性就业的建议，要想有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计划就不能受到精英团体利益的影响。受过训练且独立的管理服务是必要的。提高政府效率的新技术所发挥的潜在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我强调的是平等的重要性。在对技术进步所取得的成本节约与人际接触缺失所造成的损失进行权衡时，政府应当保护那些弱势群体。这种保护不只是物质上的，还包括他们与新技术的关系。经济上的不平等经常与获得、使用或了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差异有关。对于中产阶级纳税人来说，在线填写纳税申报单也许是一种节省时间的操作，但对于一个刚刚失业的人来说，在线申请救济金可能会是一种令人厌烦的挑战。那些面临困难的人最需要的就是人性化的政府服务。

抗衡力量

经济活动中存在众多参与者，他们的利益可能各有不同；这种说法其实已是老生常谈。同一个人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角色。作为一名工作者，他会高兴看到加薪，但也担心加薪可能导致商品涨价和养老金缴费的增长。在本节中，我论述的是不同参与者因其在经济决策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不同而拥有不同的力量。我所提及的决策，不仅与本章已探讨过的技术变革的方向有关，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也与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

市场力量的平衡

在《美国资本主义》一书中，加尔布雷思注意到，“对于商人和政治哲学家来说……竞争模型的吸引力在于它是市场力量问题的解决之道”。当企业和消费者不能影响市场价格时，他们的力量就会受到限制。而一旦离开完全竞争的假设世界，我们就不得不问一问决策制定者是如何发挥其市场力量的。这适用于劳动力市场，在那里，雇主和工人（及工会）可能会就工资数额和雇佣条件讨价还价；这也适用于产品市场，在那里，企业会将价格定于产品的边际成本之上，并决定供给的产品范围（而消费者很少发挥集体力量）；这还适用于资本市场，在那里，企业可能会面对拥有市场力量来决定融资成本和资金可得性的金融机构。正如加尔布雷思强调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家在“垄断性竞争革命”中认识到，需要构建这样的市场模型，企业拥有的市场力量介于纯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企业虽然面临竞争，却仍是价格制定者。对企业行为的理解已经出现了极大进步，这也是最近数十年博弈论研究所取得的结果。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因其对“驯服强大企业的科学”的学术贡献而获得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奖项是该领域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

但这跟不平等有什么关系呢？正如本书其他部分提到的那样，我并不想寻求一种超凡的解决之道。我也不想探讨社会公平分配的终极问题，而是想从务实的角度，关注当前过高的不平等程度及它所反映出的部分现实，即各种力量的平衡不利于消费者和工人。很多人都与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词一样，认为强大的企业需要被驯服，此类想法不乏道理。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生产商，自金融危机以来也同样适用于金融机构，因为在银行“大而不倒”的观念背后，还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即它们的力量过于强大，这样的事情根本不该发生。因此，我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加强消费者权力、恢复工会合法地位，同时又不会破坏市场力量的平衡。我所关注的是这种变化的方向。

企业将其社会责任纳入考虑范畴，这一动机变化能带来力量平衡的变化吗？对于那些不受股东控制的机构来说，它们的目标确实可以设定得更宽泛一些：“权力的行使应当……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群负责。工作组织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类的尊严和为他人服务，而不是只追求经济业绩。我们认为，共同责任必须涉及整个工作领域，并得到民主参与和托管原则（principle of trusteeship)的支持”（这是跨国化学品公司斯科特·巴德联合公司的章程）。
12

 那么，更常见的受股东控制的企业呢？对企业来说，一条路是往长远看，这可能会对分配结果产生间接影响。正像我在第3章中说到的，现在的企业也许已经变得越来越追求短期目标，而这或许是薪资模式变化和管理层薪水暴涨的原因。米尔顿·弗里德曼曾于1970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著名言论，称“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提高其利润”，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界定利润的时间范畴。
13

 企业在法律和政治框架内活动，而其长远的生存能力（以及利润）可能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克服追求短期收益的行为。如果企业有这样的能力，那么股东们，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可以明确地为支持长远愿景而施加他们的影响。然而，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股权有着越来越全球化的倾向。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超过一半的英国企业普通股都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手中。“社会责任”这一观念适用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但我们不清楚的是海外股东们是否对他们所投资的国家有长久的信念。

肯尼思·阿罗曾在20世纪70年代探讨过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目标的多种方法，比如法律法规（下面将讲到）、税收（在稍后章节中将谈及）、民事法庭中的法律责任（与本书内容并不直接相关）以及道德规范（普通大众都理解的适当行为）。正如他所说，最后这点由经济学家提出来颇令人奇怪，但他同时也指出，“大量的经济活动能否存续取决于其在特定道德规范下的生存能力”。
14

 阿罗探讨了在何种条件下道德规范可能建立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持续，他还强调了道德规范可以促进经济效率。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关注点在于：此类规范的存在可以带来不同的经济结果，尤其是更平等的分配结果。在第5章中，我将为薪资规范提出一条具体建议。我同意阿罗提出的观点“人类不必期待自身行为的神奇转变”，但我相信自愿行为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迹象表明，环境或许会比阿罗在40年前完成那篇文章时更有利。比如起源于哈佛商学院2009级毕业生的MBA誓言，呼吁MBA毕业生和在校生要“负责任地、有道德地创造价值”。
15



竞争政策

法律对限制垄断力量影响产品市场的干预是久已有之。据乔纳森·贝克尔（Jonathan Baker）称，在美国，“最高法院早就将反垄断摆在了接近宪政的地位”。
16

 同样的，自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关于此类立法目的的争论持续不断。这场讨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参与者之一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曾在1978年辩称：“除非我们能够确定地回答一个问题，即这部法律的意义何在？它的目的是什么？否则反垄断政策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制定。”
17

 他给出的回答是，反垄断立法的目标应当是为了消费者的福祉，换句话说是为了经济效率。而这一回答后来也变成了主导最高法院决策的依据。

然而，由于排除了对分配方面的考虑，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反垄断法脱离了最高法院早期的思路以及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反垄断法》时的措辞。不论谢尔曼参议员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他确实提及了分配方面的担忧：“大众因为那些可能扰乱社会秩序的诸多问题而感到焦虑，这其中最具威胁的问题就是财富状况的不平等，以及由于资本累积而在一代人中产生的可以控制生产贸易并破坏竞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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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5年对美国铝业公司案的著名判决中，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法官曾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国会在1890年的目标之一就是结束资本的大规模联合，原因就是在资本面前个人弱小无助。”
19



这里的提议是，竞争政策应当包含明确的分配内容。它需要认识到，消费者的福祉是多种多样个人利益的集合，而且这些个人利益只有通过对不同团体的处境赋予权重才可以结合起来。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得更明白些。正如在第1章中所提到的，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是商品或服务的匮乏。我们已在本章中看到，人们不能依赖于市场来提供消费者期望的产品。这会对分配产生影响。只要存在不平等和有限数量的供应商，企业就可能不会供给贫困家庭所需的低质量商品，于是，这些家庭就被排除在外。便宜的肉类可能不会再出现在商店的柜台上；产品可能会被过度包装。竞争政策虽然不可能从微观上调整超市内的商品，但可以影响企业的市场定位。
20

 小型商店能否运营下去，靠的是对大型企业的规制。为相互竞争的供应商制定进入价格，可能会对最终产品的价格产生下行影响。监管机构要意识到竞争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有不同影响。自相矛盾的是，预防垄断的举措可能会减少服务，例如竞争主管部门在要求银行放弃其分支机构时，它们会决定关闭那些在贫困地区的分支机构。
21



在建议竞争政策本身要关注分配问题时，我面对的不只是美国最高法院，还有那些质疑规制政策是否可以满足分配目标的经济学评论。或许我会发现，自己被列入芝加哥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在其所著的《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一书中所提到的“江湖骗子”之类。在那本书中，他称“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放弃那些通过缩减不平等措施来调控相对价格和工资的令人困惑的方法。合格的经济学家与江湖骗子的区别之一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前者有时会约束他们的情感，对市场经济的机制进行思考”。我还要引用詹姆斯·托宾的话：“这个答案不可能满足睿智的平等主义外行人士，因为他们知道对税收和汇款的再分配性使用是存在可行的界限的”。
22

 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是站在所谓的外行人士一边。我完全清楚，竞争主管机构所采取的行动是不可能实现良好的再分配的。作为次优选择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可以实现的效果有限。但如果我们想大幅减少不平等，就不得不求助于各种类型的措施，去产生不算完美的影响。所有形式的收入分配干预措施都是不理想的。

法律框架与工会

有学者（Shi-Ling Hsu）从律师的角度看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并评论说，“皮凯蒂本人、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丢失了一片重要的拼图：法律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战争与衰退对资本投资的严重破坏作用是可以直观感受到的。但在和平与繁荣时期，富人用于积累、巩固与增强他们财富的法律机制仍保留在这场辩论中的一个黑匣子里”。
23

 他还认为，资本友好型的偏见天生存在于美国的法律与制度中。他最关心的是反垄断（就像之前探讨的那样）与监管问题，但关于工会的立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现如今，人们已很难回忆起工会的环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在美国，工会的会员总数从20世纪50年代的峰值下落，在私人企业中也处于低谷。据斯蒂格利茨称：“最明显的社会变化就是，工会会员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占美国工薪阶层的20.1%，降到2010年的11.9%。这造成了经济力量的不平衡与政治真空。”
24

 约翰·阿迪斯等人（John T. Addison、Claus Schnabel和Joachim Wagner）在谈到德国工会的“恶化”时指出，德国的工会会员数量从1980年的33%下降到了2004年的22%。
25



在影响力方面，英国的变化是很显著的。20世纪5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劳工关系学教授本·罗伯茨（Ben Roberts）曾写道：“不论哪个政党上台，工会都会就影响它们的每项政策提供意见。工会有60多个政府委员会作为代表，而且几乎可以在任何他们想的时候见到大臣们。”
26

 但这些情况早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有人提到“社会伙伴”，英国人更可能会认为是一个婚介机构，而不会想到是劳工和管理层代表。工会影响力的减弱与20世纪80年代是密不可分的。那时，英国的保守党政府通过了限制工会活动的立法。表4.1列出了1980—1993年间实行的一系列削弱英国工会自治权、劳工行动合法性的法律。这些立法的最终结果就是工会的合法地位和受到的保护遭到了大幅削弱。


表4.1 1980—1993年间，英国重要的工会立法

[image: 019]
资料来源：http://www.eurofound.europa.eu/emire/United%20KINGDOM and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ights，A Chronology of Labour Law 1979-2008，http://www.ier.org.uk/resources/chronology-labour-law-1979-2008



因此，英国工会代表大会在2006年提出一项新的《工会自由法案》就不足为奇了。这项法案提出的时间正好是英国工会立法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1906年劳资纠纷和解条例》实施百年，该条例为工会提供了免除民事责任的自由。“自由”一词被写入提案，以使工人可以在最后采取劳工行动。该提案将为参与正式劳工行动的工人提供免于被解雇的保护，简化限制工人组织劳工行动的能力的法规——有多数会员投票支持采取行动——以及重新定义劳资纠纷。在我看来，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为工会活动提供一个全新且更可靠的法律框架是非常合理的。这并不是说形势应回到20世纪80年代前的样子，而是说无记名投票（参见图4.1）应该属于合理要求。

这项建议是以英国作为特例提出的，但所有国家都需要考虑21世纪的劳动力市场中适当的力量平衡问题。这种思考的结果或许不会改变现有的结构，甚至会限制工会的力量。我承认，在其他国家中，钟摆还没有摆向工会的一边，还有人担心工会通过牺牲非会员来保护会员，从而建立双重劳工市场。但工会被完全边缘化也并非合适的选择。
27



除了新法律框架的提议，还有英国工会参与制定社会政策的问题。2000年，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注意到了在关于福利国家改革的讨论中“工会的彻底缺失”，他分析说，这对英国来说尤其严重，而不像在欧洲大陆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的工会在养老金计划、伤病保险和失业津贴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28

 如果政府越来越愿意在制定政策时征询工会的意见，在英国建立一个可以解决更长远的改革问题——以后的章节中将提出相关建议——的“社会与经济委员会”会是一件好事。英国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机构那里学到经验，比如荷兰在1950年设立的作为社会合作伙伴（即工会与雇主组织）典范的社会与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荷兰的政策制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让人震惊的是，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是少数几个没有建立此类机构的国家之一，而拥有此类机构的欧盟国家有22个（其中比利时有两个此类机构）。现有机构的效力不尽相同，在至少一个案例（意大利）中，此类委员会已于近期被撤销了。与我为英国提出的建议相一致的是，所有拥有此类机构的国家都应该评估它们的作用和力量，在需要的时候予以强化。

社会与经济委员会的构成可以采取现有机构的形式，但我觉得它应当是个多边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团体，以及由雇主、工会和政府组成的三方代表。在第1章中，我强调了不平等的横向维度，以及委员会应成为性别、种族和代际代表的重要性。比如，那些身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尤其是还未加入工会的年轻人，也应该加入委员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就设想的社会与经济委员会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委员会成员应有权向议会提交涉及劳动力市场、企业监管和社会保护、最低工资决策及影响平衡和提高福利的方法的新立法报告。
29





建议2
 公共政策应当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适当力量平衡为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应当：（a）在竞争政策中明确引入分配问题；（b）确保允许工会代表所有工人的法律框架；以及（c）成立社会与经济委员会，并让社会合作伙伴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



这些措施所需要的变革在各国差异巨大。对英国来说，需要引入大量新法案；对其他国家来说，则可能只要对现有法案进行有限的修订。对欧盟成员国来说，还存在欧盟的全局安排这一约束。我的建议是对欧盟核心政策的有益补充，尤其是补充了那些旨在促进竞争和发挥社会合作伙伴之作用的政策。


第5章

未来的就业与工资

本章关注的是就业与工资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那样，“二战”后的几十年内，欧洲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失业率很低：1%的低失业率并不罕见（参见图5.1中列举英国的情况）。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与随后40年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1975年后的时期更像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高失业率时期。当然，减少不平等和摆脱贫穷的一条显而易见的道路就是解决失业问题。毕竟，多数政治领袖都认为需要创造工作岗位。在2014年欧洲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的竞选宣言所提及的最迫切的愿望清单上，“工作岗位”位居榜首。
1

 然而，整体的工作环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发生了变化，这不只是因为前面章节中提到的技术进步。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就业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正常的全职工作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各种形式的非标准型工作及人们参与的多种活动所取代。不断变化的就业本质已对我将在第8章中讨论的社会保障产生了影响。这里我要关注的是它对充分就业这一政策目标带来的影响。我认为，我们需要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激进的行动。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目标已被多数经合组织国家所忽略，所以我在后面会讲到由政府保障的就业问题。当然，只靠就业还不够。参加工作并不能保证脱离贫困。这就是为什么“工资”也被列入本章的标题之中。

[image: 020]
图5.1 1921—2013年英国的失业率



不断变化的就业本质

在经济学中，标准的就业模型通常是指全职的正规工作。人们要么参加工作，要么失业。这是一个（0，1）现象，就业政策的目标是为了让人们从0移动到1，即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所指的“工作岗位”。《欧盟2020战略》中的首要目标就是，20—64岁人口中75%的人都应该有工作。

如此关注“工作岗位”，会让我们历史上的早期人类感到不解。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经常在自谋职业的同时从事兼职工作，这一模式直到不久之前仍是许多农村地区的就业特征。在过去的许多世纪，“失业”和“退休”这样的概念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罗伯特·赛勒斯等人（Robert Salais、Nicolas Baverez和Bénédicte Reynaud）对法国失业情况的研究（L’invention du chomage）提醒我们：失业是一个相对近代的概念。
2

 正如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在评论上述三人的著作时所写的：“失业的概念源于一种特定的雇佣关系，即大型永续型生产机构中的关系，这种机构导致人们与家庭和闲暇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彻底分离。”
3

 随着经济的工业化和人口的城镇化，就业变得越来越重要。莱斯利·汉纳（Leslie Hannah）在其著作《退休的发明》（Inventing Retirement
 ）中也对退休做出了同样的分析，他认为，“要想正确理解这种近乎全新的现象，我们必须着眼于雇佣关系”。
4

 作为一个离散事件（discrete event），退休并不是前工业经济的特征，“在中世纪，当独立工人的年纪越来越大时，他们参与的工作越来越少，生产成果也越来越少，但只要还能参加生产，他们就会一直工作下去”。
5



21世纪的非标准型工作

在20世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就业特点是正规工作，但21世纪正在向被现代人视作非标准工作的回归。兼职工作正在成为新常态。比如，我问孙女，她的新老师是谁？她告诉我说，从周一到周三是A女士，周四周五是B女士。非标准型工作的形式众多。布兰奇等人（Kees Le Blansch、Guido Muller和Patricia Wijntuin）认为，非标准型工作包括除兼职工作之外的，“签订了定期劳务合同的……居家工作者，参加季节性工作、临时性工作、远程办公、家族工作或自谋职业等大量工作的人。这类人的主要共性是，他们的工作有别于那些‘典型雇员’（理论上设想的签订了无限期合同的全职工作者）”。
6

 这些工作类别里面还包括有些从事无偿工作的情况。在英国，无薪实习的人数正迅速增加，年轻人从事无偿工作，为的是之后能够获得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岗位，而大量参加临时工作的人虽然被视为就业人口，但他们的工作时间没有保证，可能一个星期都挣不到钱。

非标准工作的数量正在增加。用施密德（Günther Schmid）的话来说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已经看到兼职工作、定期劳务合同工作、中介公司介绍的短期工作和自谋职业等形式的工作正在侵蚀传统意义上的‘标准雇佣关系’”。
7

 经合组织在其《2014年就业展望》中描述称，“在过去25年里，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临时雇佣合同数量出现了激增”，该报告还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讲述“非正规就业”。
8

 麦肯锡全球研究中心2012年发表报告《需要的帮助》（Help Wanted: The Future of Work in Advanced Economies）中指出，“借助互联网管理员工和合同工，使企业有能力将雇佣成本变得更为可变，而非固定成本，因为企业可以根据需要来雇工。在各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成年工作者中做兼职和临时工的人数的增长率自1990年以来相当于全部就业人数增长率的1.5—2倍……在我们自己对美国雇主的调查中，超过1/3的受调查者称，他们有计划在未来增加使用派遣制员工和兼职员工的数量，而且我们也发现一些新型中介机构正在大量涌现，它们提供的是从事短期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岗位”。这些雇主还说：“未来的工作与过去的工作的区别将越来越大。”
9



各国的非标准工作亦有所不同。比如，荷兰就是以兼职就业比率居欧盟第一而著称，北欧国家的非标准就业率也普遍较高。在英国，那些从事包括兼职工作、自雇职业和定期劳务合同在内的非标准工作的人所占比例接近1/4，如果加上零工时合同工和无薪实习生的数量，这个比例还会更高。据施密德称，“即使是在诸如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类以家庭为中心的或是所谓保守型就业体系的国家中”，非标准就业的数量亦在增加。
10

 研究表明，在多数（16个）欧盟成员国（共计24个）中，非标准就业率在1998—2008年的10年间有所增长，只有4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国家和罗马尼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在德国，标准就业在工作年龄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从1985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出现了下降，从42%降到了37%，但同一时期的劳动参与率却从68%增长到了76%。
11

 非标准工作还存在性别的维度。在很多欧盟国家中，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情况更为普遍。根据《欧洲基础工作报告》（Benchmarking Working Europe
 2012），2011年，“在9个欧盟国家中，至少每3名女性中有1人参与兼职工作……而英国、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和荷兰（76.4%）的比例超过了40%。荷兰是唯一拥有大量男性从事兼职工作的国家”。
12

 欧盟委员会在其2013年《欧洲就业和社会发展》（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in Europe
 2013）报告中的结论是，“兼职工作是导致女性全职就业率低于男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13

 在从事全职工作的人中，同时参与多项活动的模式正在扩散。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就业出现了碎片化现象：人们从事多种活动，其雇主提供“时间碎片”。《劳动力调查》（Labour Force Survey
 ）指出，欧元区（17个）国家中，从事第二职业的人数从2000年的370万增长到了2013年的510万。
14

 就在我写下这句话的那天，《卫报》登出了一名很有前途的候选议员的简介。他是心理健康慈善机构的一名护工，专门负责照料病患，在为另一家慈善机构工作的同时，他还是一名地方议员。
15



因此，从人们拥有或没有工作的角度谈论问题显然是一种误导。工作不再是一种要么有、要么无的活动。21世纪的劳动力市场更趋复杂，对我们如何将就业视为摆脱贫穷的一条途径、如何将全职工作视为减少不平等的方法，具有深刻影响。

充分就业与保障性就业

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化对设定就业目标和降低失业率的目标有直接影响。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拥有国会授予的促进“最大化就业”的法定权力，但这需要重新考虑人们从事多种活动的因素，而且他们不可能被轻易地标注为“就业人口”或“失业人口”。在欧洲，有学者（Andrea Brandolini和Eliana Viviano）曾表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欧盟的就业目标。只测算就业人口是不够的。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在就业月数和每月工作小时数的基础上测算工作强度的方法。
16



同样的，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也变得比战后几十年更复杂，当时，经合组织成员国内的人们要么有工作，要么就是失业。这种情况在经济危机时也曾出现过。多数人关注的是失业数字和就业率，但很多新工作其实都是兼职岗位。如何评估这一情况取决于兼职工作是否是自愿的。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指出的，“在自愿参与和非自愿参与兼职工作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人们是有意识地选择兼职，还是由于人们不能找到全职工作，而被迫接受兼职工作或接受减少工作的时间。对于后者来说，兼职工作就变成了不充分就业的一种形式”。
17

 对于前者，不充分就业的水平又被当前的统计数据夸大了，就像就业目标需要以全职工作为标准统计一样。但对于那些想多工作却无法找到全职工作的人来说，不充分就业的水平又因为未能将隐性失业包括在内而被轻描淡写。隐性失业者指的是，当前所从事的工作未能达到其期望值的工作者。欧盟委员会提供的证据表明，2012年，“非自愿”的兼职工作在奥地利（10%）、德国（17%）和丹麦（18%）只占相对较小的比例，但在欧元区却达到了平均29%的水平，在希腊、意大利、罗马尼亚和西班牙甚至超过了50%。
18

 此外还必须加上那些正在实习，和从事其他形式的无薪工作并同时在寻找有薪工作的人。

所以，充分就业的目标也必须以更加精细的方法去实现，以反映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性质，这需要被公开确认。现在，政策目标还是比较含糊，这与20多个国家中央银行在考虑通货膨胀时追求的明确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通货膨胀时，英国有一个精确的量化指标。如果这个指标的控制误差超过了一个百分点，英格兰银行行长就必须向财政大臣提交公开信，解释通货膨胀发生偏离的原因以及银行要采取的建议措施。然而，不论是英格兰银行行长或是财政大臣，他们都没有解释高失业率的责任，可能也没有必要解释低失业率。

之所以没有可比性的失业目标，一个原因在于目标本身就比较模糊。我们确实要问一问，为什么美国国会要寻求“就业最大化”？增加在超市负责摆放货架的人中64岁老人的人数，到底有何好处？为了进一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区分增加就业的本质原因和工具原因的区别。这种工具理性就是我在本章开始时所说的：就业是个人及其家庭摆脱贫穷的主要途径，也是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途径。我会在下面讨论，这个论点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事实。真正原因其实并不简单。各国政府为什么应该想方设法将就业水平提高到高于市场需要的水平？如果欧洲国家64岁的人更希望花时间来照顾他们的孙子（或是照顾他们年届九旬的父母），而不是参加有薪工作，这是否应该被视为一种失败？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说法，这或许是政府希望改变个人偏好的做法。通过推行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介绍的概念，就业也许拥有“有益品”的属性，就像教育或健康一样，政府对这些产品的估值高于普通公民的估值。
19

 从福利的角度出发，政府可以在市场失灵时进行干预。然而市场失灵的最明显证据是存在非自愿失业（供求失衡），这说明政府的目标应当是非自愿失业最小化。

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目标不应被设定为就业最大化，而是非自愿失业最小化。这可以用体现21世纪劳动力市场新特点的方法进行测算。我们应该把失去其工作组合中部分有薪职位的人，统计为部分失业。政府目标应设立为明确的参考指标，而不应表述为关于充分就业的空头承诺。那目标应该是什么呢？我首先认为，政府降低失业水平的能力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以及降低失业的能力与其他目标相辅相成的程度，比如前面提及的英国通货膨胀目标。我不是要预测这类平衡做法的结果，而是想探讨我们的期望有多大。2%的通货膨胀率对应的就业率是多少呢？一个可能的参考数据就是战后几十年内的失业水平（参见图5.1）。在这个基础上，2%的失业目标不至于被视作好高骛远。这肯定会带来改变。我在写作时用谷歌搜索“英国的失业情况”，结果找到Trading Economics网站上的一张图，其纵轴是从5.5%为起点，2%的目标甚至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事实上，我们必须回到从1971年开始的历史阶段，才能获得一张以2%为起点的图表。当失业率数据公布时，人们应该问的问题不只是数据是升了还是降了，而是这些数据与2%的目标有什么关系。

保障性就业

肯定会有读者对失业率目标提出异议，认为“调整刻度来做出改变”的言论是空谈，和充分就业的承诺一样是空头支票。我个人的观点是，明确的目标很重要，而改变关注点则是实现这一雄心壮志的关键一步。但我确实承认，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鉴于此，我将设立明确的目标和另一个因素结合起来，那就是，政府应该作为最后的雇主而采取行动。



建议3
 政府应为预防和减少失业设立明确目标，并通过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有最低工资的保障性公共就业，来实现这一目标。



公共就业已经成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劳动力市场计划的组成部分。美国在这方面有悠久历史。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就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35—1943年间资助了约800万个工作岗位。多数预算都投向了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超过1/3的道路和公共建筑建设。作为20世纪60年代“向贫困宣战”的一部分，政府制订了“公共就业计划”，并预计能够创造430万个工作岗位。
20

 这一计划虽未得到实施，但一些小规模的就业计划仍得以推行，并直接作用于贫困职工。该计划还与1973年的《全面就业和培训法》结合起来。卡特总统时期，国会通过了1978年《汉弗莱—霍金斯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案》下的一个公共就业计划，该计划授权联邦政府建立一个“公共就业储备库”。然而这一计划也没有得到有效实施，里根政府上台后“坚决反对创造直接就业的努力”，导致了大规模公共服务就业设想的幻灭。
21



美国的历史表明，虽然里根结束了这场讨论，但以保障性就业为形式的公共服务就业的建议曾一度得到了全国的认真采纳。欧洲也在朝这个方向迈进。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罗伯特·哈夫曼（Robert Haveman）所说，“荷兰人很认真地对待《联合国人权宣言》所涉及的就业权”，并建立了在当时占就业人数比率1.5%的《社会就业计划》。
22

 现在，很多欧洲国家仍至少有一定数量的创造公共就业的计划（比如提供庇护性就业）。图5.2展示了欧盟统计局报告的2010年此类计划的支出在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范围从比利时的0.33%（相当于英国2014年的55亿英镑）到法国的0.2%和德国的0.05%（相当于英国的7.5亿英镑），再到意大利和英国的微乎其微。德国的开支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重，与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建议的预计成本几乎相当。
23

 明斯基的建议是，通过恢复“新政”时的公共事业振兴署以解决长期失业问题。全球最大规模的公共就业计划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保证所有农村人口每年有100天在公共部门就业的机会。不过该计划受到2014年刚刚当选的印度政府的批评，很可能会被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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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英国和欧洲2010年创造直接就业的开支

注：本图展示了2010年每个国家创造直接就业的开支在各国GDP中所占份额（英国为2008年数据）。



我这里的建议是，使那些正在找工作并符合资格（下列相关条件）的个人可以得到一份保障性工作，即在一家公共机构或一个获批的非营利性机构内每周工作最低限量的工时（比如35小时），以获得最低报酬。在这一计划内，申请保障性公共就业将是自愿行为，而申请未获通过的也不会对其领取的福利金造成影响（第8章将涉及的现行社会转移支付或参与性收入）。这一建议有几个关键因素需要明确。首先，在关注“工作岗位”时，我没有将前述的不断变化的就业性质纳入考虑范畴，对此我虚心接受批评。这是个好建议，在涉及社会保障的相互关系时会带来特殊的问题。其实，不断变化的就业性质正是我提出对现有社会保障形式进行激进变革的原因之一。

目前，我主要讨论的是保障性就业本身及其在非标准就业增长和从事多项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时的推行方法。从工人的角度看，自愿参与计划意味着，人们可以根据能否参与将其在公共部门的工时加入工作组合。但从公共雇佣部门的角度看，提供给工人的总工时数和可提供的条件是有限制的。从部分失业工人的角度讲，提供给他们的总工时数需要考虑他们已有的工作情况，如果一个已经在XYZ工厂有25小时工作的工人，每周还可以从公共部门获得10小时的保障性工作。为有效利用公共部门的工人，他们何时能参加必须提前排好。在XYZ工厂的工作不可能是零工时的合同工作，雇主或许不能提前决定每周能提供的工时数。
24

 掌管就业计划的政府部门与个人之间的合同是必要的；但合同不能只涉及雇主和个人。作为20世纪60年代“向贫穷宣战”组成部分的美国《公共就业计划》就提出，“比如一名医院工作人员，应由医院来支付其工资，他甚至不需要知道自己是《公共就业计划》的一员”。但这种情况在此处建议的保障性就业计划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工人可能还有另一份工作，要占去超过25小时的时间。
25

 保障性就业计划的管理部门需要面对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可能简单分类，更加复杂的生活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这也必然会增加运行社会机制的成本（正如在第4章中探讨的相关内容）。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一个劳动力全球流动的世界里，符合条件的个人应该如何定义。由此提出了一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在欧盟范围内。欧盟有可能以一个整体向其地域范围内的所有公民提供保障性工作，但如果一个成员国要单独行动，它必须在遵守劳动力自由流动原则的情况下行动。欧盟协议允许人们“根据管理本国国民就业的条款，出于就业目的居留在某个成员国内”。英国一开始实行的保障性就业针对的是长期失业者：那些在英国登记失业已达至少12个月、可参加全职或兼职工作，并曾在英国拥有过工作、缴纳过至少12个月国民保险费的人。该条款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适用，不论他们是否为英国公民。随后可以推行一个更加广泛的计划，包含那些失业不足12个月的人，但他们在失业之前曾在英国就业过。在这种情况下，合格与否再次以是否缴纳过国民保险费为条件。这样，缴费的条件可以确保保障性工作只提供给长期属于英国劳动力的人。我的建议并不特指年轻人，但这里提出的建议可以同《欧盟青年保障计划》结合在一起或作为其补充。《欧盟青年保障计划》的宗旨，是确保所有25岁以下的青年得到一个参加工作、当学徒、参加培训或继续教育的机会。
26



对政府担任最后雇主这一角色的批评，自然而然会关注政府参与和私人部门的竞争，并将私人雇佣挤出局。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从戴维·埃尔伍德等人（David Ellwood和Elisabeth Welty）对美国经验的评论看，他们的结论是，“公共服务就业做得不好可能就会造成浪费、低效、失业和产生反效果”。但他们又说，“公共服务就业做得好可以促进就业，把替代率保持在25%左右，并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产出”。
27

 我们应当认识到某些挤出效应是合理的。如果公共部门就业计划提供的工作意味着人们不会选择不稳定的私人部门的零时合同工作，或是促使私人部门的雇主将零时合同工作变成固定工作，那就是一种积极的结果。

参与就业保障计划的人会参加什么样的工作，他们有生产力吗？我的回答部分源于第4章关于增加公共服务价值的讨论内容。很多国家削减公共开支，造成了公共服务工作岗位的减少，而这只能部分地由向私人购买服务来替代。因此，包括儿童保育、学前教育、学校、青年服务、健康服务、老年人保健、送餐服务、图书馆服务和警察支援活动在内的政府支出被削减的领域马上就能出现对雇佣人员的需要。但我并不是把保障性就业视为临时的应急计划，不是建议回归公共事业振兴署那种模式。相反，我认为有朝一日，就业计划经过精心设计之后，可以提供有意义的工作岗位，而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基于同样的原因，对此类计划的评估不应只以参与者随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为唯一依据。美国劳工部2000年的评估认为，“多数时候，通过公共服务就业计划来解决长期失业问题的早期努力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参与者们很少能学到对口的技能，而且几乎不可能在私人部门找到工作”。
28

 然而，这一结论的后半句也表明，这种判断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提出的，即这类计划为未来的就业提供帮助的大小程度。这一点很重要，但我们这里的重点是这样的就业保障计划对参加该计划的工人有何影响。此外，“对口的技能”也反映出其目标的狭隘性。保障性工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采取这样的政策将改变个人与经济的关系。它拥有自身的固有价值。正如莱恩·肯沃西（Lane Kenworthy）所说，“对任何需要工作却又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来说，保障性工作这类政策有值得肯定之处”。
29

 我们的建议所要传递的含义是，“每个人都可能失业”。

但保障性工作能减少不平等吗？尤其是，通过这样来减少失业有助于脱贫吗？简单讲，回答是能，也未必能，正如欧盟委员会所做出的结论一样：“没有工作的成年人参与一份工作就意味着有50%的机会脱贫”。
30

 这一结论的依据在图5.3中给予了说明，该图展示了每个欧盟成员国在2008—2009年间获得工作的公民的比例及因此而脱贫的人口比例。在诸如瑞典、葡萄牙和巴尔干地区国家等欧盟成员国中，脱贫人口比例达到了60%或更高，但在西班牙、希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成员国中，脱贫人口的比例还不到40%。脱贫需要人们拥有有薪工作，且薪水足够支持其等于或高于贫困线的日常生活。然而，在职的贫穷也是个严重问题；据马克斯等人（Ive Marx和Gerlinde Verbist）称，“有1/4—1/3生活贫困的适龄欧洲成年人实际上都有工作”。
31

 因此，国民就业率与贫穷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引用经合组织的一句话说就是，“很多穷人拥有工作，或者说至少一年中有些时候拥有工作，这个事实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各国的相对贫穷与就业率之间为何没有显著联系”。
32

 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工资水平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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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2008—2009年，欧盟国家因参加工作而脱贫的人口比例

注：2008—2009年，年龄在18—59岁之间的失业人口在从事一份工作后发生的变化。立柱展示的是因从事一份工作而脱贫的人口比例。近半数在职人口（欧盟平均情况）仍生活在贫困中。



道德薪酬政策

以上论述意味着要对市场决定薪酬的机制进行干预吗？是的。前文已指出，供求的力量是重要，但它们只是为某一特定工作设定了薪酬标准。但我们的薪酬是否等于边际产量——不多也不少呢？在这方面，情况并非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的市场结果是不同参与者讨价还价能力的体现。如果人们接受了一份没有薪酬保证的零时合同工作，这是因为他们缺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影响力。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我们需要采取措施，通过增强消费者和工人的抗衡力量来确保此类交易在不同参与者间的适当平衡。但我坚信，我们还应当走得更远。只要建立起一个全社会性的薪酬决定办法，我们就可以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进步。我们需要一项针对薪酬的国民政策，该政策要认识到全球化经济中由供求关系所带来的约束，但也不是仅仅让市场力量来决定人们的收入。

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份经常被引用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探讨起点，那就是最近数年最高1%收入人群在实际总收入增长中所占的比例。确实，收入的总增长应当是包含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全国对话”的起点。这里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理想化地在社会与经济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制订可能的计划时，我们需要考虑未来增长的前景。在过去的收入政策谈判中，通常假定未来增长等于预期增长。但如今，我们不能期望家庭收入增长与总支出增长同步，理由在前文已经探讨过，比如由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带来的需求增长。这使我们探讨如何让增长公平分配变得日益紧迫。为了给这样的探讨抛砖引玉，我就此提出如下建议：



建议4
 应当制定国民薪酬政策，内容包含两大元素：一个是设定在用于养家口线上的法定最低工资，以及高于最低工资线的薪酬支付原则。两个元素都要由包括社会与经济委员会在内的“全国对话”认可。



最低工资

薪资政策的第一个元素是法定最低工资，这也是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已在实行的政策。最低工资的概念历史悠久；190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讲话时称，“如有任何臣民尽其最大努力所得回报仍低于基本生活水平，这将是一个国家的耻辱……你们从事着我们所谓的血汗工厂的工作，没有工会，没有谈判的平等力量，好雇主受到坏雇主的排挤……这些环境剥夺了你们进步的条件，让你们的生活每况愈下”。
33



然而，关键问题是设定最低工资的标准。这提出了理论性的问题，我所探讨的是英国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对于诸如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有参考价值，德国在2014年7月首次设立了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正如在图5.4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国际劳工组织《2012/2013年全球工资报告》称，英国的最低工资与工资中位数的比例大约是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中等水平。考虑到不同的标准，我们应当记住，即使最高的最低工资——比如法国——亦低于经合组织和其他机构公布的收入中位数的2/3的低收入门槛。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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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2010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最低工资

注：本图显示的是，2010年，每个国家最低工资与该国全职工作收入中位数之比。数据包括荷兰的假日工资，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第13个月和第14个月的月薪。



那么，最低工资的标准应该设为多少呢？英国国民最低工资（NMW）是根据低收入者委员会的建议制定的，该委员会自1999年4月份推行法定最低工资报告以来，已做了大量工作，使该机构获得了广泛认可与政治支持。但看过这些报告的人会感到震惊，因为该委员会将关注焦点放在了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上，而非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报告的主要衡量方法是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的“比值”，即国家最低时薪与时薪中位数的比例。当然，对劳动力市场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我将在第9章中予以探讨），但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相关变量并非时薪，而是以工时数为依据的周薪或月薪。况且，日薪对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家庭生活的环境以及税收和福利体系。这些因素都获得了由森坦姆（Archbishop John Sentamu）担任主席的独立的“最低生活工资委员会”的重视。他们公布的最低生活工资是通过跟踪个人收入所受到的影响，同时假设特定的工时数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计算出来的。正如我们在关于家庭收入的《指南》中看到的那样，由于我们不得不考虑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其他收入来源以及税收与福利体系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计算过程。但只有通过这样的计算，我们才能明白一个特定工时数的工资水平对生活水平究竟有何影响。或者，通过逆推这个进程，我们才能弄清楚每小时最低工资的设定目标。

英国最低生活工资设定的基础，是拉夫堡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和约克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开发的最低收入标准。约克大学研究中心的标准是根据“人们需要多少收入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开发出来的。
35

 在最低收入标准的基础上，我们根据不同家庭类型的平均数，得出了一个必要的计时工资（称为参考工资率）。然而，这导致了扭曲：独立的最低生活工资委员会随后在已制定的标准上加了一个“封顶”，“使得这个比例不会以不现实的速度增长，以至于雇主无法跟上”。
36

 最终结果是，建议的最低生活工资（在伦敦以外）高出英国实际的国家最低工资约20%，同时又低于“未封顶的”计算数据约20%。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封顶，英国最低生活工资的数据可能会达到中位数的66%，与经合组织设定的低收入门槛相当。

这样做可以为英国或其他国家设定最低工资目标奠定基础吗？最低收入标准又能为定义低收入标准奠定基础吗？对此一定会有质疑。如果我们分析以最低收入标准为依据的工资待遇要求的细节，就会发现，由于家庭类型的不同，待遇要求也会不同，从无子女夫妇的参考工资率的67%（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低于国家最低工资），到有3个（含）以上子女单亲家庭的参考工资率的2倍多（他们必须挣到远高于中位数的钱）。更重要的是，工资待遇要求还取决于进入家庭可支配收入决定体系的其他因素，特别是资本收益和社会转移支付。最低工资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这留给我们什么问题呢？随着收入中位数比例的“弊端”突显，英国最低工资增长的压力也越来越明显。低收入者委员会在其2014年报告中指出，“一个新阶段开始了——近年来出现了更大幅度的增长”。
37

 从雇主自愿参与的角度看，最低生活工资运动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这里提出的建议，是国家最低工资应提高到这个水平。我们是否应更进一步并努力设定以“未封顶”的计算结果为依据的更高水平，只能作为整体收入政策的一部分来考虑，整体收入政策还需包含资本收益和社会转移支付。

薪酬与就业的实施准则

英国的国家最低工资是法定的，依法强制执行；而最低生活工资是同意依照慈善机构“最低生活工资委员会”认可的标准进行支付的雇主自愿参与的。越来越多的英国雇主正在参与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而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自愿参与的原则能在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之上走多远。正如本书通篇所强调的，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适用于整个分配领域，从最底层到最顶端。

当前人们对于薪酬准则的关注，大多源于近几十年来很多国家分配顶层的薪酬激增。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时，前十分位收入人群的收入只比中位收入高出2/3；而今，这个数字变成了2倍。过去，前1%收入人群的收入是中位收入的3倍，如今是5倍。
38

 日益显著加大的收入差距增加了限制薪酬差距的压力。2013年，瑞士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其主要议题是，企业高管的薪资是否应限制在不高于企业内最低薪资的12倍以内。该建议未能成功通过，但35%的瑞士选民投了赞成票。在英国，独立的“高薪中心”（High Pay Centre）一直为设置最高薪酬比例而努力，该比例“承认企业的全体员工应分享企业成果的重要原则，并认为最高工资与中低层工资收入之间的差距不能再继续扩大”。
39

 举一个例子，这项薪资政策在由全体雇员所有的企业约翰·路易斯百货商店实行后，其收入最高的高管的薪资将不得超过平均工资的75倍，当然这个倍数（75）和相对平均薪酬的要求都与瑞士的建议相差较大。其他公司也执行了类似的政策，但其比例不同。比如，信托储蓄银行（TSB）正在推行一项65倍的薪酬政策。在薪酬差距倍数上，公平贸易组织Traidcraft制定的政策与上述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它表示“不希望企业的最高收入职员的薪资高于收入最低的英国全职员工的6倍”。
40

 如果最低收入职员的工资是最低工资标准，这意味着最高薪资会限制在年薪8万英镑左右。正如这个例子所示，薪资限制政策可以很好地反映组织机构的文化。例如在西班牙，蒙德拉贡公司限制高管的薪资不得超过最低工资的6.5倍。

在单一企业或组织内推行薪资限制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由英国政府委托威尔·赫顿（Will Hutton）所做的《公共部门公平薪资评估》得出结论：引入限制公共部门薪资倍数的政策——管理人员的收入不能超过组织机构内最低薪资的20倍——不能“成为公共部门公平薪资体系的核心”。
41

 在2011年，20倍意味着将高级公务员的年薪限制在22.5万英镑左右。这似乎很难有什么限制作用。然而在支持薪资倍数公开化的同时，该评估并未有力地支持薪资限制。该评估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公共部门雇佣的劳动力的性质各有不同，管理层解聘最低收入职员（比如通过外包方式）的动因也各有不同，等等。对于第二类反对意见，可以通过降低最低工资来克服。尽管这样做会产生副作用，提高最低工资将导致最高工资水涨船高，但其优点在于有更高的透明度。

只在公共部门实施限制薪资的政策，将意味着公共部门高管的收入相对不那么丰厚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除了通过道义劝说之外，私人部门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公共部门的引导，也采取对薪资范围进行限制的薪资准则？这里关系到三种作用方式。第一种是发挥政府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和服务购买者的作用。实行薪资准则可能成为是否有资格向公共部门供应商品或服务的前提条件。第二种是引入强制性的报告机制，向社会公开相关的薪资倍数。第三种是通过公司治理。国家推行的薪资准则将增强薪酬委员会的作用，限制过高的高管薪资。包括高薪中心在内的一些机构将继续前进，并推出新的企业法案，要求企业高管“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视同仁，包括雇员、顾客、伙伴、供应商和股东，以及更广范围的社会”。
42

 这样的举动将促成第4章中提到的更强的制衡力量。

薪资准则应管理从最高到最低薪资之间的跨度，同时也应关注人们是否应该同工同酬。随着薪酬变得越来越个人化，社会和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增加，这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一家在雇佣时追求机会平等的雇主，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薪酬平等？对现有薪资政策公平度的考虑，应涉及诸如因性别、民族和年龄不同而导致的薪资分配不同问题。比如，为什么在英国获得1%最高工资的人中，只有1/6是女性？为什么薪资的性别差异不再缩小了？1970年，收入前十分位的女性的收入相当于同等职务男性的收入的57%。这一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继续增大，尤其是在《同酬法》完全生效后。该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前仍在增大，但随后出现了停滞。在过去20年，没有任何进展。
43

 尽管有关“女性加入董事会”的讨论和欧盟关于“两性平等主流化”的讨论有很多，但缩减高管薪资差距的进步却如坚冰消融一样缓慢。

全国对话

在提出自愿参与薪资准则的建议时，我特意提出，这不是回归对薪资相对比率进行法定干预的做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某些收入政策就是这么做的，比如1971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政策，以及英国的价格与收入政策等。自愿原则的实施难度更大，可一旦实行起来，在面对政府换届时，它比法定控制更具稳定性。除非有广泛的公众支持，否则进步确实很难实现。

在我看来，考虑到经济不断增长带来的收益分配问题，以及中等或偏下收入的人群被发展甩在身后的问题，我们需要一次关于收入分配的“全国对话”。这样的对话应包括第4章中探讨过的道德工资，还有福利水平与资本收益的决定方式等，这些将在第6章中讲述。上述这些都代表对国民收入的权利。当前，收入的这些不同类型多在不同的论坛中进行探讨，我们应当将它们纳入到同一议题的讨论中。总之，社会与经济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议程，就应该包括对收入增长及其如何才能公平分享的前景进行分析。


第6章

资本共享

在对造成不平等的原因进行经济分析时，我着重强调了资本收入所起到的作用，也强调了所有权平衡的必要性。我当时做了一个假设，现在还要继续延用这个假设，那就是经济活动是以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式来组织的，其中大部分经济活动都由私人企业完成，这些私人企业会雇用工人，并在公开市场出售它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我也认为，在考虑资本所发挥的作用时，有必要明确区分财富受益所有权和资本对经济决策的控制权。如果一个人参与了缴费确定型养老基金，而该基金拥有ABC公司的股票，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ABC公司的间接股息受益人，但是他对ABC公司所做的决策并没有发言权。他不能取代管理方，也不能对公司收购表示支持或反对。所以受益所有权和控制权都很重要。

涉及财富的讨论通常关注的都是上层收入人群所拥有的大量财富，但是，财富的再分配既涉及对上层人群的过度储蓄进行限制，也涉及对底层人群的小规模储蓄进行鼓励。从历史上看，经合组织成员国1％最高收入人群在个人财富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跌，不仅仅是因为对富人征收房产税和其他税收，同时也是因为民众越来越“广泛”地持有房屋等其他财富。我们从图6.1A中可以看出英国的这一点。该图展示了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从1923年至2000年的真实财富。数据按照2000年的消费价格进行了折算。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上升，但在“二战”之后又跌回到1923年的水平。当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人未必还是之前那些人，甚至都未必是他们的后代。不过，后99%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在1923年至1937年间出现了快速增长，在“二战”后的下跌幅度也要小得多，这两点对前1%收入人群所占的比重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在“二战”后几十年间，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还在持续下降，而后99%收入人群的财富则出现了大幅上涨。后一点尤为重要。如果后99%人群的真实财富仍停留在1950年的水平，那么前1%人群所占财富的比重只会下降5个百分点，而实际降幅则达到了12.5个百分点。就20世纪后半叶而言，后99%收入人群的财富翻了两番：从1950年的6000亿英镑上升到了2000年的2.4万亿英镑。在审视这些数据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它们并没有将私人养老金或国家养老金的价值包括在内，而这两者在这50年间也出现了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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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A 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在1923—2000年间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财富

注：本图展示了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的个人财富总值（包括不动产）在1923—2000年间的变化。财富价值按照2000年的物价进行了折算。具体细节请参见图表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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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B 1923—2000年间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值

注：本图以财富相对于国民收入比重的方式展示了个人财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举例来说，前1%收入人群的财富在1923年的时候是国民收入的两倍多（2.1），前1%收入人群的财富在1975年的时候是国民收入的一半（0.5）。



图6.1B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财富的绝对水平。该图中，每一个收入群组的财富都是以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重来表示。这种方法可以评估真实财富是否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经济增长的出现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前1%收入人群的人数变多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均收入由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出现了上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增长足以维持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重，但在1937—1975年间，该比重从国民收入的两倍下降到了一半。后99%收入人群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但幅度没有那么大。从1975年开始，两者的比重均出现上升，前1%收入人群的比重从国民收入的一半升至与国民收入相当的水平，而后99%收入人群的比重从国民收入的2.25倍上升至3.25倍。

在第7章中，我会分析前1%以及更顶层收入人群的税收问题。本章的研究重点是再分配之前的财产持有情况。

财富积累的驱动因素

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决定财富分配的关键机制是资本收益率（以r指代）和经济增长率（以g指代）之间的差距。他这本书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这些符号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甚至出现了印有r＞g图样的T恤！当收益率高于增长率时，财富就能够进行积累，其增长速度超过国民收入；也就是说，无须再为了与国民收入保持同步而将过多的资本收入转为储蓄。财富的分配则取决于个体层面的r和g。我先从g开始说起，稍后会谈到r。

对于个人来说，要想一生都让财富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那关键就在于整体收入的增长。但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并将子孙后代纳入考虑的话，同样也取决于财富如何在人数更多的下一代中进行分配。为了方便论述，我假设财富是一代一代往下传承的，没有旁支，也没有隔代或是家族外的传承。对于由婚姻而带来的财富结合，我也将这一复杂因素忽略不计。如果这些家庭采取长子继承制，则每次都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的一名成员（通常是长子），那财富总额将不受影响，财富不会被侵蚀。在人口总数增加（国民收入增长的来源之一）时，年龄较小的孩子什么也继承不到。事实上，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财产继承者会发现，自己在新的总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将变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加剧了财富的集中。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就会导致这种情况，不过即使18世纪的英国，也只是在部分程度上实施了长子继承制，次子同样会分到财产。在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一书中，埃德蒙·贝特伦（Edmund Bertram）是富有的托马斯·贝伦特（Thomas Bertram）爵士的次子，由于其长兄的肆意挥霍和所欠下的债务，他在出任神职之后无法担任当地教区的牧师并获得相应收入；要不然的话，他原本可以享受这样的人生起点。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之外的地方，很多国家并没有这样的继承自由。根据苏格兰的法律，遗嘱人不能随意分割其房产。在法国，只有特定类别的继承人才能继承房产中的“保留部分”。保留部分的多少取决于家境：如果只有一个子女，那保留部分就是二分之一房产；如果是两个子女，那就是三分之二房产；如果是三个以上的子女，那就是四分之三房产。在法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人们不能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捐给慈善机构。

如果所有房产都在下一代的孩子之间分配，那每个人所继承的数量必然取决于家庭人数的规模（这是个人层面的增长，也就是g）。确实，即使所有家庭都是同样的规模，财产划分依然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减少大规模财富的持有；人口增长越快，其发挥影响的速度也就越快。如果富有的家庭有更多的子女，那不平等现象就会减少。用我的老师詹姆斯·米德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富人的子女比穷人的子女多，那大规模财产就会出现相对量的减少，因为它们会越来越分散，而小规模财产则会出现相对量的增加，因为它们越来越集中在较少的子女们手里。”
1

 但情况也有可能恰恰相反。在担任其家族陶器生意的常务董事之前，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曾经写过一篇经济学论文，对富人的继承模式进行了研究：“普通中上层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只有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三分之二。因此如果没有婚姻、新的积累和税收带来的改变，那么财富分配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2

 杰弗里·布伦南等人（Geoffrey Brennan、Gordon Menzies和Michael Munge）近来提出的观点认为，从历史上看，家庭规模和资源之间曾经存在过正向关系，但这种情况在18世纪末开始改变。这一改变导致了当前存在负向关系，那就是经济境况较好家庭的子女数量较少，因此加大了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可能性。
3



财富的传递受到了婚姻的进一步影响，其影响取决于谁和谁结婚，以及离婚和再婚的频率。婚姻涉及资产（和负债）的合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也是一种促进平等的机制。但这种影响力比较小，因为存在着选择性配对：富人倾向于与同样富有的人结婚。就工资收入而言，克里斯汀·施瓦茨（Christine Schwartz）对美国的情况做了如下总结：“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丈夫和妻子的工资收入之间是一种负向关系，高收入的丈夫通常会娶低收入的妻子，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关系变成了正向关系且程度日益加深，高收入的丈夫通常会娶高收入的妻子。”
4

 根据德国和英国家庭收入方面的数据，约翰·艾米斯奇等人（John Ermisch、Marco Francesconi和Thomas Siedler）得出结论，认为“选择性配对看来是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的一大重要因素”。
5

 工资及收入与财富并不是一回事，但在对美国父母的财富进行研究时，克莱温·查尔斯等人（Kerwin Charles、Erik Hurst和Alexandra Killewald）审视了夫妻之间的相关性（不过依据的是子女所报告的父母财富，这存在测算误差的问题）。他们发现夫妻财富之间的相关性是0.4左右，并指出这与他们所估算的财富代际相关性差不多。
6

 这表明人们倾向于与同一财富阶层的人结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导致财富均等化的倾向性没有那么大。这些通过g来发挥作用的因素涉及了个人的方方面面，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财富分配的演变，但它们并没有真正提供相关的政策提议。因此我们需要转向等式中的r。

收益率和投资组合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更强调收益率而非增长率，很多读者对此感到非常困惑。虽然从工资日贷款人（pay-day lenders）那里借钱的人可能会将高利率视为一个问题，但在该书出版的时候，小储户们普遍从储蓄中获利甚少或是毫无获利。当时的利率非常低（我的银行账户年利率只有0.15%），而英国的物价每年上涨2%左右，这意味着按实际水平计算，这些储蓄的收益率其实是负数。

皮凯蒂的读者感到困惑并不奇怪，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的收益率。资本收益——由经济的生产面所形成的要素价格——与单个家庭以投资收入的形式所得到的收益是不一样的。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样，除了公司付给每户家庭的债券利息和股票股息之外，还有针对公司营业利润的权益。这些权益包括税收，对于国有企业，利润也直接归国家所有。公司利润的一大部分还要用来进行再投资。银行、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等重要的中介机构位居公司和家庭之间。部分资本收益被这些机构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所吸收。财富的分配安排取决于该财富是如何进行投资的。对于后99%收入人群的自住房主来说，最有价值的资产应该就是他们的房屋。不断增值的房屋资产已经成为财富普遍增长的一大主要原因。当很多国家出现房价暴涨时，情况尤为如此；比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头10年中期的情况。在英国，据约翰·希尔斯（Francesca Bastagli和John Hills）称，“1995—2005年间财富总数的变动受到了房产变动的极大影响。在此期间房价出现大幅上涨，按实际价值计算至少翻了一番”。
7

 房产的分配不像整体财富的分配那样不均，但这一资产所带来的收益并没有惠及无自住房者这一少数群体。据希尔斯等人估算，英国每户人家的净房产中位数从1995年的2.7万英镑上涨到了2005年的10.2万英镑（按2005年房价计算）。房产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65降为2005年的0.56。
8

 这样大的下降幅度令人印象深刻，但该系数水平依然很高——远远高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这反映出如下一种事实，即英国后10%收入人群的净房产接近于零。保障房租户（那些居住在保障性住房的人）和私人租户并没有享受到房屋资产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上涨的房租还给他们带来了负面影响。

英国的这段经历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英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高比例自住房的国家。欧元体系的家庭财务及消费调查结果表明，虽然自住房主在澳大利亚和德国为少数人群（分别是44%和48%），但从所有国家平均来看，自住房主占全体居民的60%，在西班牙和斯洛伐克更是超过了80%。
9

 英国也试行过一个大规模资产重新分配计划，即“购买权”计划。这次重新分配似乎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肯定。“购买权”计划是保守党在1980年实施的，根据该计划，保障性住房的居住者能以非常可观的折扣价购买他们所居住的房产。地方政府向现居租户出售公租房并不是新鲜事，但该计划得到了极大的推广，明确目的就是提高自住房主所占的比例。之前法律规定的平均折扣率为27%，后来在1981—1984年间涨至42%，在1993—1995年间又涨至50%。截至2003年，英国共有280万套住房在“购买权”计划下被出售，总价达到368亿英镑。
10

 这可不是小数目。用希尔斯等人的话来说：“这些折扣所代表的房产累积价值是巨大的……这样一个‘来自国家的礼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份大礼。它代表了全部家庭财富的3%—4%。”
11

 按2010—2012年的价格，这些财富价值高达2000亿英镑。英国“购买权”计划将财富从国家转移给家庭的做法，带来的影响就是增加了后99%收入人群的财富份额，但其代价是加剧了这一群体内部的差距，反过来又对不平等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有机构（Regeneris Consulting and Oxford Economics，2010）指出：“能够就读较好的学校、环境污染水平较低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以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都被列入了房屋市场的价格考虑因素。平均房价相对于收入出现了上涨，其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足，因此，越不富裕的家庭越远离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就生存机会以及教育、健康及就业机会而言，相对贫困的问题甚至比以前更严重。”报告进一步指出：“房屋资产在代际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就人均房屋财富而言，65岁以上群体拥有的房屋资产是45岁以下群体的10倍多，而45—65岁人群又是45岁以下人群的8倍左右。”
12



有助于缩小英国和其他国家自住房主和租户之间财富差距的手段，还包括扩大建房规模并提供更多公租房。不过我在后面的章节中所提的建议里还包括了两种进一步的举措。第7章将讨论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在25年前推行的地方税收重大变革，其具体措施是采取将税收与房产价值挂钩的国内评估系统，并实施更加累退的议会税，这一举动减少了价值更高的房产所交的地方税，由此导致了更高的房价（因为地方税降低了，人们就愿意为房屋花费更多的钱），进一步加剧了房价激增。我在第7章中所提的建议是让英国重新实施比例财产税制，提高价值较高的房屋和公寓的税收。这样做有可能会导致房价下降，类似举措会影响财富的分配，不过是朝着累进的方向去影响。

我在第8章中所探讨的第二个政策提议涉及养老金。这个话题看起来跟房屋市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两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英国采取了按比例缩减养老金，并将退休保障的责任转给个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由此带来的影响使得很多人开始寻找合适的替代资产。为了获得租赁房产而进行的抵押贷款所付的利息，可以用来抵扣应税收入，同时租赁法也出现了有利于房主的修订，这两种变化导致“以租养房”成为一个诱人的选项，从而助长了房价的上涨。我在第8章中将提出加强退休后社会保障的措施，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减少对“以租养房”的需求，从而减轻房价的上行压力。

储户和金融服务部门

没有投资房产的小储户，大部分都有投资金融资产和养老金。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需要依赖金融服务，这是在最近几十年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资本收益率和储户收益率之间出现差距的一大原因，是储户要为这些金融服务支付费用。在有些情况下，两者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如果存款是放在信托基金里，那么就会按照基金价值百分比征收年度管理费，比如每年收取0.75%。此外可能还有审计费或支付给受托人的费用。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也有类似的费用，这些费用会导致最终支付的养老金减少。公平交易办公室在对英国的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进行研究时，着重指出了“计划参与者必须缴费”的重要性，这些费用“包括为计划实施和投资管理服务所支付的费用”。收费水平的细微差异可能会给参与者在退休时的累积储蓄带来巨大差别。比如说，员工在工作期间缴纳0.5%的管理年费，会使计划参与者的退休储蓄整体价值减少11%左右，而1%的管理年费则有可能将退休储蓄减少21%左右。
13

 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在大多数国家的私人部门变得越来越少见，在这些计划中，退休时支付的养老金与最终薪酬或平均薪酬挂钩。在这种情况下，收益率对养老金基金托管人来说至关重要，但并不直接涉及储户的切身利益。不过，基金管理人所收取的费用仍有可能通过上调缴费或按比例缩减退休金待遇对计划参与人造成负面影响，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雇主（无论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不再参与这种形式的养老金计划。

那么金融服务部门的产出到底是什么呢？储户们肯定会问：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付钱？基金管理人的业绩是用相对水平而非绝对水平来衡量的。如果一家投资基金因为选对了股票，所以表现好过另一家投资基金，那交易另一方的基金难道不会遭受损失吗？是什么使之成为一个正和而非零和的行业呢？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事实证明，对金融服务业的产出评估对国民账户核算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比如说汽车行业，我们直接观察到其收入和产品：从工厂大门里开出来的汽车数量。而在金融服务业，我们可以计算收入，但无法看到其产品。在有些情况下，产出是可以确定的，比如说当银行对某些特定服务收取费用时，如保管你的文件或是安排一笔贷款。但在其他情况下，费用的支付则不那么明确。在维持银行账户时，人们实际上要为银行处理付款的服务支付费用。我所说的“实际”支付，是指一个人要放弃将这些钱放在别处时有可能得到的利息，或者说这个人从银行账户中收到的利率较低。如果银行为现金账户支付0.5％的利息，而储蓄银行支付的是2%，那么被放弃的利息就是1.5%。这构成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计算的基础。SNA是一套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对经济活动进行衡量的标准，现在包含了一项“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费用”：“根据参考利率计算出来的利息和实际向存款人支付、向借款人收取的利息之间的差距，就是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费用”。
14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金融业活动的核算为其增值提供了统计学答案，但没有解决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储户们得到了什么？经济学家兼《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在《别人的钱》一书中提到一个问题：金融业为何如此有利可图：“根据常识，如果一个封闭圈子里的人们连续不断地在彼此之间交换一些纸片，那么纸片的总数量就算有所改变，也不会是太大的改变。如果这个封闭圈子里的一些成员获得了超常的利益，那这些盈利只能是以同一个圈子其他成员的损失换来的。”他随后得出结论，称这种常识性看法并没有太大的错。
15



超额盈利的来源之一，是针对特定形式借贷所收取的高利率，尤其是向工资日贷款借款人收取的利率。我在2015年1月2日搜索了一个英国的利率网站，发现只有一笔短期贷款的利率低于1000%（年利率），但也达到154%。r的数值明显高于g。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对信用卡征收的利率，只不过利率水平要低一些，同一天在利率网站上最常见的信用卡年利率是18.9%。这促使我们要考虑债务的问题。

债务问题通常都是与宏观经济放在一起讨论的，但它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底层民众所拥有的财富在整体财富中所占比重之所以这么小，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负净收入有关。简·彭将收入分配描述成一个阅兵队列，用人们的高度来代表他们的收入。他指出，在队列的一开始，有些人是倒立着走的，因为他们是负收入（比如说生意遭受损失）。
16

 当我们看净财富（资产减去负债）时，我们会看到更多倒立的人。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做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18.6%的美国家庭在2007年时的资产净值为零或负，后40%收入家庭在总资产净值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上为零（0.2%）。
17

 当然，债务是分很多种的。家庭债务的一大部分都是为了房屋所有权而借，有房屋做担保。这种情况下所支付的利率与那些工作日贷款还是有很大不同。2013年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发现，30年期抵押贷款的标准利率是3.5%（信用卡利率是11.9%）。
18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贷款是有资产作抵押的。只有在“负资产抵押”的情况下，才会有资本净值为负的风险。但是无住房抵押的信贷也很重要，而且其中一些信贷形式正在快速发展。2013年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发现，“美国家庭所欠的教育贷款额度在过去10年里大幅上涨”，而且在“年轻家庭的教育贷款中，有24%是那些收入少于3万美元的人所欠的”。
19

 其他相当一部分国家也很关注这种发展趋势的影响。

刚刚讨论的两个问题——向工资日贷款借款人收取的极高利率和教育贷款的不断增加——表明，我们必须对家庭借贷条件进行审慎的研究。决策者重点关注的是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但实际上家庭可能面临着更大的问题，在分配方面的意义也可能很重要。出于这一原因，我建议：



供探讨的想法
 对家庭在信贷市场上获得无房屋抵押贷款进行全面审查。



与此同时，这些研究还可以为下文有关最小继承额的建议提供推动力。

小储户的真实收益

2014年，容克主席在为新的欧洲委员会设定政策纲领时宣布：“我坚定地相信社会市场经济。如果在危机发生时，船主和投机者变得更加富有，而退休金领取者却无法维持生计的话，这不符合社会市场经济的规律”。
20

 退休金领取者无法维持生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存款的收益过低。在《21世纪资本论》在英国出版的同一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经济展望》描述了自2001年以来（美国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和真实利率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真实利率都出现了大幅下降，现在略微呈现负值。”
21

 而在英国，真实利率已经成为负值，正如图6.2中两种储蓄（固定利率债券和活期账户）所呈现的那样，而且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若干年。除非储户用新的储蓄来加大投资，否则这些形式的财富都在缩水。

[image: 026]
图6.2 英国1996—2014年间的利率

注：该图展示了固定利率债券和活期账户在1996—2014年间的实际利率（由名义利率经通胀调整得到）变化。利率在每年1月1日公布。



对于一般金融资产来说，收益率（即皮凯蒂所说的r）和小储户真实收益之间的差别，正是金融服务业的收入来源。这个行业本身就高度分配不均，并为顶层收入人群所占收入比重的上升做出了市场贡献。不过我关注的是这对小储户的影响以及收益率r对不平等的影响。就像詹姆斯·米德指出的那样：“小规模资产的资产收益率远远低于大规模资产的资产收益率。”
22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进行有利于小储户的经济再平衡呢？怎样才能让他们的存款收益率更接近资本收益率呢？市场竞争没能保证这一点。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平贸易办公室所做的调查认为：“不能只依赖竞争来推动所有储户在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市场做到物有所值。”一个可考虑的机制是监管，规定养老金管理费的最高值。英国政府正在采取这一举措，并已经宣布养老金管理费最高只能达到0.75%。不过，国有金融机构的竞争是一个更加直接的能够确保适当收益的途径。出于这一原因，我提出如下建议：



建议5
 政府应该通过国民储蓄债券来提供有保证的、正的真实储蓄利率，并设定人均最大持有量。



这并不是一种激进的想法。马萨诸塞州1780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发行了通胀保值债券。
23

 爱尔兰、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过去都为小储户发行过与物价挂钩的储蓄券。英国发行过与物价挂钩的国民储蓄券，因为一开始只有退休年龄人口才能购买，因而最初被称为“祖母债券”，这种储蓄券直到2011年还有售。它们不但确保了存款的购买力，而且每年再支付1%的利息，这样人们在扣除物价因素之后还有获益。从图6.2可以看出，再次引进这样的保障性收益将会为小储户带来极大改善。

应该向小储户保证什么样的利率呢？这个问题显然应该列入我在第5章提议设立的社会与经济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上。在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英国过去的真实利率曾经高达1.35%。我们之前说过，家庭收入无法达到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考虑到这一事实，上述利率可以与人均家庭收入的中期预期真实增长率相一致（通过平均数消除了周期性波动）。如果这样可以保证让小储户的实际利率与增长率相匹配的话，那他们的储蓄就不会出现负增长。

但是如何启动这些措施呢？

普享的继承

1797年，革命家兼哲学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土地公平》一书中设想了一个计划，“通过引入土地资产制度设立一个国家基金，在每个人达到21岁时向其支付15英镑，用以补偿他所遭受的自然遗产损失。”
24

 据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估算，15英镑在1797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相当于一名农场劳动力半年的收入。
25



布鲁斯·阿克曼等人（Bruce Ackerman和Anne Alstott）在美国提出的以资产为基础的平均主义计划，可以看作潘恩所提建议的现代版本。他们认为，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利分享前辈人所积累的财富，并认为“托马斯·潘恩所提出的这项创新措施，能完成其他一千条政策都未能完成的目标”。
26

 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桑德福德（Cedric Sandford）提议针对成年人征收“负资本税”，我在1972年的《不平等的份额》（Unequal Shares）一书中也提出，将资本共享作为国家养老金一部分的想法。
27

 格兰德（Julian Le Grand）将桑德福德的建议进一步演变成了为年轻人提供的创业补助金。
28

 这个想法深入人心，因此英国政府在2003年予以实施，并创立了儿童信托基金。政府为2002年9月1日当天及之后出生的每名儿童准备了250英镑的起步基金，并会为低于救济门槛的家庭提供更多的资助。父母可以向该笔基金存入资金，这笔基金将会一直积累直至孩子成长到18岁。最终的总数既取决于父母投入了多少金额，也取决于父母对之进行了什么样的投资。孩子在成年之后可以取出这笔钱，其使用完全不受限制。联合政府在2010年放弃了这项计划。

人们通常把遗产继承视为富人能够维持其上层分配地位的机制之一。遗产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遗产数量的高度不平等。如果每个人都继承同样数量的遗产，那比赛就能做到公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其中一项措施就是确保每个人都能继承到最低限度的资金。由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建议6
 应该在所有人成年时向其支付一笔赠与资本（最低继承款）。



这项建议需要进一步充实，并涉及几个关键问题：这笔钱应该什么时候支付？应该怎样逐步实施？哪些人具备资格？这笔钱应该是多大数额？怎么为这个建议提供经费？如果对使用这笔钱进行限制的话，应该有哪些限制？

赠与资本

首先，这笔钱应该什么时候支付？在本书中，我谈到过收入的代际分配，同时我也指出，如果以后的家庭平均收入增长率低于我们从前的预期，那么每一代人之间的不平等则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鉴于此，我们应该将最低继承款作为补救代际公平的一种手段。1972年我曾提议在人们退休时发放这笔资金，现在我改变了想法，认为应该在人们成年时发放这笔钱。引用勃伯·迪伦（Bob Dylan）的歌：“我那时太老了，我现在年轻得多。”不过如何逐步实施最低继承款仍是一个问题。如果向2002年9月1日之后出生的人提供一大笔资金，而2002年8月31日出生的人什么也没有，这明显是不公平的。这又涉及该如何定义“资格”的问题。谁也不能在18岁生日时第一次来到英国，就声称自己有资格获得最低继承款。出于这个原因，我建议在以前的儿童津贴收据上附加资格说明：从实施日期起就有资格接受X年儿童津贴的人，可以拿到最低继承款的X／18。
29

 这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累加了。

接下来，最低继承款应该是多少？以及如何为之提供经费呢？阿克曼（1997）为美国提出的建议是发放8万美元，其经费来源是通过对个人财富征收2%的税。他们所提议的数目，差不多是当时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的2倍，如果当时真的获准继续实施下去的话，将远远超过英国儿童信托基金所支付的数目。在为英国所提的建议中，格兰德以赞成的态度引用《皮格马利翁》中阿尔弗雷德·杜利特（Alfred Doolittle）的话称，数额如果太小有可能被滥用，他（2006）所提的建议是1万英镑。
30

 阿尔弗雷德·杜利特说，如果给他5英镑，他只会去“狂欢一顿”；而如果给的是10英镑，那“这会让一个人变得精打细算”。格兰德建议通过增加遗产税来负担这笔资金。在第7章中，我将提议采取终生资本利得税制度，并将这笔收入用于赠与资本的筹措。虽然有人反对用税收背书，但将税收和支出挂钩还是很合理的。英国每年大约有75万人达到18岁，现有的遗产税收入能够担负的赠与资本仅接近5000英镑，而非1万英镑，所以为了达到杜利特所设定的目标，新税的收入必须更高。

在此我并不考虑是否应该对最低继承款的使用加以限制。很显然，任何这样的限制都会大幅增加管理成本，但是我们可以为之施加一个“审慎”程度。最显而易见的限制，就是投资于教育或培训。但是，如果不涉及学生费用这个大问题的话，那就不可能充分起到作用。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不应当限制这笔捐赠只能用于正式教育，也应当允许将之用来支付学徒时期的费用等。其他“获准的使用方式”还包括为房屋或公寓支付首付，或是进行小规模创业等。

国家财富和主权财富基金

下面我要从个人财富转而讨论国家财富，也就是一国公民集体拥有的财富。国家财富在财富分配问题中常被忽略。确实，虽然关于公共财政有很多争论，但人们很少讨论财政账户的资产问题。财政问题通常都是以债务和赤字来体现。为减少国债，政府必须保证盈余。税收收入超过政府支出（以及所支付的债务利息）的数额，需要足以偿还债务。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很多年前说过：“只要国家还欠着债，我就觉得任何数额的结余都不能被称为‘盈余’。我更倾向于将这一术语看作‘子女继承的抵押贷款的减少’。”
31



不过这位总统仅仅关注国家债务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交给子女的除了国家债务，还有：


·国家养老金负债；

·公共基础设施和实物财富；

·公共金融资产。



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关注公共部门的整个资产负债表，而不仅仅是国家债务。在一定程度上，这会使图景显得更暗淡，因为我们必须在国家债务之上加上未来支付国家养老金的义务。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国家养老金负债。而在另一方面，资产负债表的正侧是公共资产，这既包括实物资产，也包括金融资产。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在他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讲话中很好地说明了前者，他自豪地指出，他在任内负责修建了州际公路并进行了其他很多大型公共投资。在1961年听他发表讲话的那些听众的子孙们，如今正行驶在这些路上。这些资产的价值可能很难评估，但我们在统计国家资产净值时显然应该将它们计算在内。

从全面的资产负债表着手加以考虑是很重要的。图6.3所显示的是英国的数据，如果每个国家都能有这样的数据就好了。该曲线图给出了公共部门资产净值相对于国民收入的百分比——此图没有将国家养老金负债考虑在内。图中呈现出几个明显的阶段。1957年，国家债务超过了国家资产总值，差额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3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净值的状况改善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变成了正值。这种改善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那时公共资产净值的总数达到了国民收入的3/4。在1979年之后，国家资产净值出现了下降。实际上，国家将大量实物资产转移到了单个家庭的名下。我们之前所说的以折扣价购买公租房的“购买权”计划，就导致了大量的资产转移，而英国电信公司和英国天然气公司等国有公司的私有化所涉及的大幅折扣也是如此。
32

 到1997年，公共部门的资本净值已接近于零。工党政府上台后的早几年出现过一些回升，但从2007年开始再次出现下滑，而且一直持续到联合政府执政时期。

[image: 027]
图6.3 1957 —2012年英国公共部门的资产净值

注：英国公共部门的资产净值（资产减去负债）相对于GDP出现了一些变化。1979年之后的下滑部分是由于资产转移，包括向居民出售公租房和将国有企业（如英国电信公司和英国天然气公司）私有化。



在我看来，我们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国家资产净值，而不仅仅是国家债务。财政政策的正确目标，应该是国家拥有较大的资产净值。当然，国家债务的减少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但它只是等式的一边而已。等式的另一边则是国有资产的积累。通过持有资本并分享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国家可以利用获得的收入来减少社会不平等。考虑到我们之前对推动收入分配的经济因素所做的分析，这一点显得更加重要。例如对于“谁拥有机器人”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某种程度上它们属于我们所有人。

主权财富基金

在有些国家，国有资产的积累采取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这是一种国有投资基金，拥有悠久的历史。1854年，得克萨斯州立法机构拨款200万美元，设立了专门针对该州公立学校的得克萨斯州学院永久基金。1876年的章程规定，该项基金的部分收入来自某些土地和出售这些土地所带来的收益。还有一个类似的基金，针对的是得克萨斯州的州立大学。我们从图6.4中可以看到，很多国家近年来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在规模上要大得多。在该图中，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是以相对于GDP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基金由石油收入来提供资金，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和新加坡的情况。

[image: 028]
图6.4 2013年各主权财富基金相对于GDP的百分比

注：主权财富基金（国有投资基金）通常由石油收入来提供资金，但并非总是如此。本图展示了2013年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相对于GDP的百分比。



新近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是法国于2008年设立的结构性投资基金（Le Fonds stratégique d’investissement）。它涉及的历史要更为悠久一点，其资金以前是由1816年成立的法国信托管理局管理。新的基金对国会负责，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长期投资。这是一个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典范。



建议7
 应当创建一个公共投资管理局，来负责主权财富基金的运营，其目标是通过对公司和房产进行投资来增加国家资产净值。



在法国成立结构性投资基金的同一年，英国其实也成立了英国金融投资公司，负责管理政府对银行资本重组的投资（以及对英国资产重组公司的投资）。资产总价值取决于股价和拥有的股权份额，其价值在2014年3月31日为400亿英镑左右。英国联合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出售这些资产，并继续其他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比如说英国皇家邮政公司。不过，因为我重点关注的是账户的资产方，所以我认为这项政策应该扭转。国家应当通过扩大其在公司或对房产的持有份额，来增加其资产净值。换句话说，国家资产净值可以衡量我们传给后代的资产，主权财富基金的设立是实现代际公平的一种途径。

以挪威为例，主权财富基金的设立是为了确保北海石油开采所带来的收益能够积累并增值，这不仅仅是为了当代人，也是为了子孙后代。相关规定将平均年度支出限制为该基金总额的4%。挪威并非唯一受益于北海石油开采的国家。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英国在1968年设立了这样的基金，并且只花掉其实际收益——也就是说，不仅积累了政府税收收入，还积累了足够的来自该基金的收入，从而可以确保其购买力——那现在会是什么情况呢？近年来，挪威从该基金的支出基本与其实际收益大致相当。
33

 图6.5展示了这家基金如何改变了图6.3所展示的之前的国家资产净值（虚线为新线）。累积的基金应该会非常可观（3500亿英镑左右，相当于挪威该项基金的60%）。英国比挪威大，所以该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小，但是它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缓冲。这样的话，2012年的国家资产净值就会是正值，而非负值了。如果我们那一代人选择的是审慎理财的原则，而非减税政策，那该多好啊！

[image: 029]
图6.5 英国1957—2012年间公共部门资产净值和假设的主权财富基金

注：下面的灰线指代的是英国公共部门资产净值相对于GDP的百分比。黑线指代的是如果英国在1968年设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并且只将其实际收益用于支出的话，英国公共部门资产净值（相对于GDP）会上涨多少。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政府税收计算结果请参见图表资料来源。



说到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它指的仅仅是悄悄地国有化吗？我们在此很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的层面：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层面，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能够直接影响企业决策；还有“受益所有权”层面。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国家可以通过优先股来保有对一个企业的控制权，同时又允许私人股东享有大部分盈利。或是反过来，国家拥有相当大的股权，享有经济上的盈利，但对企业的决策并不施加控制性影响。我主要提倡的做法是后者，也就是获得盈利但并不拥有控制权。就英国而言，政府（2014年）拥有苏格兰皇家银行80%左右的股份，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既能获利，也拥有控制权。但我之前提议设立的英国投资管理局更有可能拥有很多公司的股权，从它们的收入中获利，但并不拥有控制权。正如我在第4章所论述的那样，如果有公司从国家支持的研究中获益，投资管理局在这些公司拥有股份就是件很自然的事。我的建议远非新的想法。30年前，詹姆斯·米德就提出要提高税收收入，“为公众争取到享有公司利润的权利，同时这些公司完全可以交由私人管理……从国家拥有的私人企业的股份中获得收入，这会让政府拥有持续的净收入，为社会分红提供了资金”，这就是第8章将讨论的参与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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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并不代表要重新推行国有化。与此同时，我建议设立的投资管理局也并非完全被动的。它的投资应该受到两方面因素的指导：第一，公司应遵守它所在经营领域的道德准则；第二，它对其社会责任的认识，如它的薪酬政策。我之前提到过的一家非英国主权财富基金，据称为了保持资本升值，曾大规模购买过位于伦敦的公寓楼。这一事实更证实了上述论点。如果英国投资管理局要做这样的投资，那希望它会兼顾更广泛的住房供给及短期即时利润等方面的社会影响。同样，也可以为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来源，这将是它在行使其确保更加公平的代际财富分配这一职能时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附带结果。


第7章

累进税

针对最高收入人群征收更高的税？如果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原因是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率被下调了，那我们是否应该恢复更为累进的税制呢？在本章中，我就下列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建立更为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在征收劳动所得税时提供优惠，彻底改革遗产税，推动不动产税现代化（即英国的议会税），恢复年度财富税理念，以及推行全球征税。在名著《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家庭老师普礼慎小姐说，经济学教科书讲卢比贬值的那一章“太敏感了”，她的学生可以跳过不读。我不确定她对当前这一章的内容有何感想，不过这一章涵盖相关的很多内容。

在税收总体架构方面，我的建议是提高所得税、资本税和财富转移税，与近期提高消费税（增值税）和劳动所得税（社会保险税）的趋势截然相反。我的建议将促进更为公平地分配政府运行成本，并且带来更多的税收，为再分配提供资金。

恢复累进所得税

10年前，托马斯·皮凯蒂和我就最高收入问题编写了一部两卷本著作。当时我建议第一卷的封面采用一个图。现在我根据这个图更新制作了图7.1。图7.1描绘了涉及英国的两个变量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a）过去100年中0.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b）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更确切地说，后者我称之为“边际留存率”，即支付最高所得税率的人每多赚一英镑的劳动所得，能够留存多少。如果最高税率为45%，则人们的留存率为55%。为了消除税率激增产生的影响，并且根据当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受过去税率影响这一推论，我对过去15年的留存率进行了平均。上述推论假定税率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当然也有可能相反。当前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可能会影响现在和未来的税率。图7.1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两条曲线呈现出相似的V形。虽然这两条曲线并不完全相同，且留存曲线的波谷出现的时间点更早，但两条曲线的形状似有深意。在研究这一图表时，应记住收入比重是指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显然我们可以预期净收入比重会随着留存率的变化而变化。
1

 这一类图表曾出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语牌上，并且最高税率和最高收入人群所占的收入比重之间的关系也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

[image: 030]
图7.1 1913—2013年间英国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和税后留存率

注：由菱形（参照左轴）组成的曲线显示了0.1%最高收入人群（即1%最高收入人群中的前10%）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例如，在2011年，他们的收入比重为4.8%，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收入占比为人数占比的48倍。正方形组成的曲线（参照右轴）显示的是边际留存率，或者说支付最高税率的人们每1英镑额外收入能够留存多少——21世纪头10年的边际留存率将近60%；在20世纪60年代则低于10%。边际税率为15年的平均值。



在撒切尔政府执政时期，英国最高税率削减幅度尤为剧烈。撒切尔于1979年上台后，将劳动所得最高税率从83%下调至60%。到1988年，尼格尔·劳森担任财政大臣时，将最高所得税率进一步降至40%。当尼格尔·劳森发表预算演讲宣布这一举措时，保守党议员报以高声欢呼。其中一位保守党议员说他因此而少缴的税太多，以至于计算器都无法计算出来！本书第11章将介绍我本人对此的反应。英国并不是唯一大幅调整税收政策的国家。当时美国的最高税率同样被减半：从1980年的70%降至35%，这导致边际留存率从30%上升至65%。如图7.2所示，这两个国家属于极端案例。图7.2显示了最高收入比重的变化情况（以百分点衡量，纵坐标上的数值2代表比重增加2%，例如，从6%增加至8%），以及最高边际留存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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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通过比较1960—1964年5年平均值和2005—2009年5年平均值，来衡量每个国家的变化情况。在这一期间，部分国家的最高税率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例如丹麦（税率略有增加）、德国、西班牙和瑞士。另有一些国家的变化虽不像美国和英国那么剧烈，但幅度依然较大，例如加拿大、日本和挪威。

[image: 031]
图7.2 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世界若干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和税率

注：本图显示了20世纪60年代（1960—1964年）至21世纪头10年（2005—2009年）期间前1%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所占比重和所得税后留存率的变化。欲了解具体日期，请参阅数据来源。纵坐标显示各个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情况。位于纵坐标为0的横线上方的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在2005—2009年期间的收入比重高于1960—1964年期间；位于该横线下方的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在这45年间的收入比重相应降低。横坐标显示了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最高收入人群在21世纪头10年税后收入高了多少（最高边际留存率；参见图7.1）。如果一个国家在图中所处的位置越靠右，则它在这45年间税后留存率上升幅度越大（即税率下调幅度更大）。



这两幅图意味着，下调最高税率导致留存收入比例上升，而后者似乎又与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存在关联。不过，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数据，就得出结论认为税率和收入比重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于不同国家，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变化。一些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可能更高，而这产生的结果是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上升，与此同时它们不得不下调税率来吸引工人。在这一案例中，因果机制并不是税收变化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而是全球化分别影响着每一个变量。在一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和税收。与劳工党/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府相比，保守党/共和党/自由派政府征收的税率可能更低，不过，它们可能会采取其他措施，导致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上升，例如推行私有化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情形便是如此。此外，下列事实会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即政府换届和预期变化可能导致收入比重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与产出基本收入变化并不一致。如果企业认为保守党政府征税更少，它们可能因此会在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向股东发放更多的红利，以此规避左翼政府赢得选举后预期增税的举措。在这种情况下，所得税数据显示，在实行低税政策时，虽然基本利润可能没有任何变化，但最高收入人群个人收入所占的比重仍然会上升（区别在于留存收益，参见图3.1）。

评估最高税率的影响

在经济研究中，为了将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而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是“双重差分法”。双重差分法本质上非常简单。在最高税率增加时，将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变化（第一个差分）与未受影响的其他人群的收入比重变化进行比较（第二个差分）。在进行随机实验时，后者为实验对照组。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展的负所得税实验中，人们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边际税率的影响。第8章将详细介绍负所得税。负所得税指向所得税起征点以下的人群提供补助，且补助随着目标人群的收入接近起征点而逐渐减少。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相当于面临着负的边际税率，由此使生活得到改善。在负所得税的实验中，一些家庭（实验组）获得补助，而另外的家庭（实验对照组）则没有补助。经济学研究中开拓性地运用这一田野实验方法，这也凸显了本书的一个主题，即我们应将分配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收入最底层和最高层都面临着高边际税率的问题。

如果政府宣布将开展田野实验，降低在新泽西州或克拉特顿滨海地区各个城市随机挑选的高收入人群的税率，想象一下高收入人群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这挺有趣的。不过这样的壮举似乎很难成行。因此我们必须仰仗“自然实验”，找到不受税收变化影响但能进行比较的人群组。赛茨等人（Michael Brewer、Emmanuel Saez和Andrew Shephard）在讨论英国情况的著作中指出，最高边际税率的变化主要影响1%最高收入人群，因此可将之后的4%最高收入人群作为“实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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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研究1988年预算产生的影响时，当时最高税率从60%下调到40%，他们不仅研究了1986—1989年间1%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的变化，还研究了这一变化与随后的4%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变化之间的差异。他们根据这一信息，运用双重差分法估算出总收入对最高税率的反应。他们用“弹性系数”来表述此反应，估计该弹性系数为0.46（下文中将讨论这一估计数值的准确性）。弹性系数代表什么？它意味着当留存率每上升10%（即降税），总收入增加4.6%。相反，留存率每下降10%，总收入将下降4.6%。应当指出，这些数字为百分比，不能与百分点变化混为一谈：打个比方，留存率上升10%的意思是它从50%上升到55%。

这些计算虽然看上去深奥难懂，但与我们的讨论息息相关，因为它们回答了下列问题，即上调最高税率能否带来更多税收？若留存率下滑使总收入下降，则税基变小。赛斯等人通过权衡提高税率所增加的税收和税基变小所减少的税收两个因素，得出如下结论，即当最高税率为56.6%时，国家税收能实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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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一看，这意味着英国仍有空间来上调目前为45%的最高税率。不过在计算边际留存率时考虑到了雇主和雇员缴纳的社保税，以及在花费收入时应纳的增值税之后，情形比上文所介绍的计算又要复杂得多。他们计算当雇主向雇员支付1英镑，这1英镑中有多少是用于消费。在考虑其他税收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当所得税率达到40%时，税收能实现最大化。

在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爵士主持下，财政研究所撰写了一份评估英国税务情况的报告。这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纳入了上述研究成果。莫里斯评估报告中的结论影响了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的观点。在宣布英国最高收入税率将自2013年起从50%下调到45%时，他表示：“由此产生的直接成本仅为每年1亿英镑。事实上英国皇家税务和海关总署（英国税务主管部门）的计算认为，其他税收损失甚至能够抵消这一成果。换句话说，它……可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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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重新检验的论点

我认为，英国应该采取相反的措施，将最高税率上调至65%；此外，类似的论点也适用于其他国家。那么，我为什么全然不考虑上面的证据，即当最高税率达到40%时能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呢？

第一个理由是，我们在估计应税弹性系数时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许多学者试图估算出相应的弹性系数，塞斯等人就是其中的几位。他们强调指出“我们对弹性系数和最优最高税率的估计都是试验性的”。
6

 莫里斯评估报告明确指出，“有关所得税率为40%时实现税收最大化的估计肯定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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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存在很大的误差区间。从统计方面来讲，由于弹性系数0.46的置信区间为95%，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在有关计算时考虑了其他税收的假设，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税收最大化的最高税率可能在24%—62%之间。从这一角度来看，上述结论并不是那么可靠，大部分政客的观点都可以纳入这个区间。

我持不同观点的第二个理由是，莫里斯评估报告将最高税率从56.6%下调至40%的算法并不令人信服。所有的假设都是将所缴纳的其他税收最大化，进而将所得税的上调空间最小化。假如我们做出另外一种假设，即边际收入来自自我雇佣，或者人们的收入通过一家公司进行支付，因此无法全额缴纳社保。最高纳税者不可能会将所有收入都花在购买征收增值税的商品上。假设他们将额外收入存入银行或者在国外消费呢？此时，实现税收最大化的税率在46%—74%之间。

第三个理由涉及上述弹性系数的双重差分法的假设，并提示了经济学家用于分析个体行为的研究方法的本质。在计算最优税率时采用的弹性系数是基于下列假设条件，即不同收入人群的收入之间不存在相互依存性。这是基于受减税政策影响的人群收入（即1%最高收入人群）相对下列人群收入而言所发生的变化，即随后4%最高收入人群面临的税收环境未发生变化，并且假设后者的收入与未实施减税政策时的收入一样，保持不变。然而现实中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当政府减税时，1%最高收入人群通过加大创业提高收入，继而为其他人群创造就业机会，因此税收效应还应包括针对新就业人员所征缴的税收。这也许可以为下调税率提供正当理由。不过在我看来，这一相互依存关系更有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减税措施虽然提高了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但也损害了其他纳税人群的利益。至于创业活动，他们就像是同在一个池塘钓鱼；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意味着其他人的机会减少。

一个负面溢出效应的具体例子是管理层薪酬问题。在过去，由于边际税率高，企业高管认为通过谈判获得更高薪酬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他们改为要求无须纳税的附带福利，或者沉溺于挥霍公司经费，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可能支持将公司利润用于快速扩张。20世纪80年代最高税率下调，这意味着他们又将心思重新放在谋求更高的薪酬或红利，而由此产生的成本由股东来承担。管理层薪酬增加意味着向股东支付的股息减少，而股息减少则意味着税收减少。这是托马斯·皮凯蒂等人所发现的议价效应的一个例子。他们指出，考虑到这一因素，如果希望实现税收的最大化，最高税率将达到83%，远远高于我们一开始所说的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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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认为我们应当更为全面地考虑社会目标，而不是局限于实现税收最大化这个单一目标。这样也许会跑题，但我还是希望讨论一个之前未曾出现的考量因素，即涉及税收收入的“公平”概念。人们经常抱怨税收的一个地方是它“不公平”。税率不只涉及激励因素：人们还从内在公平的角度来评判实得工资因为收入增加而出现的变化。公平涉及努力和回报之间的显性关联：对于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承担更多责任或从事第二工作而挣得的收入，人们有权保留合理的份额。上述情况因为“贫困陷阱”问题而变得更加引人注目。“贫困陷阱”理论认为，低收入人群无法改善自身状况，因为当收入增加时，他们不仅要缴纳更多的税，而且会丧失领取低收入福利金的资格。当低收入者有了额外收入时，他们将面临隐性的高边际税率。这一税率之所以具有边际性，是因为它适用于额外收入部分；这种税率与平均税率不一样，因为平均税率是总税收除以总收入的结果。人们之所以反对贫困陷阱，是因为它不仅会挫伤人们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而且导致人们只能保留额外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这非常不公平。

此类公平问题涉及面很广：它们不仅和贫困陷阱相关，还涉及所有收入水平。在额外努力获得的收入留存问题上，应该针对所有人征收公平的最高边际税率。如果实行这一原则，就意味着最高税率将采取完全不同的标准：针对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边际税率应当相同。英国政府正推行“普享型福利”（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调查型转移支付项目），这一项目旨在将边际税率限制在65%。

有关所得税率的提议

基于上述考虑，特别是最后一点，我建议英国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定在65%。这意味着大幅提高当前（2015年）的最高税率（45%），但与过去相比并不算高。在过去100年中近一半的时间里，英国的最高所得税率达到65%甚至更高，而且在这约50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是由保守党执政。65%这一税率也许不一定能够直接适用于其他国家，不过相近的系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适用于制定逐步提高最高所得税率的方案。这里我们还需要分析高边际税率的目的所在。多年来，针对高收入的高边际税率被视为累进税政策的一座里程碑。不过，在对维克里和莫里斯（William Vickery和James Mirrlees）提出的税制设计方案进行数学分析后，我们发现，如果政策制定者关注税后收入的分配问题，则高边际税率的目的在于提高高收入人群所支付的平均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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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平均税率是指他支付的总税收与总收入之比；平均税率并不取决于他或她所面临的边际税率，而是取决于收入更低人群的边际税率。这意味着如果要提高对富人的平均税率，则需要提高收入更低人群的边际税率。以英国为例，第11章所提议的边际税率一开始为25%（20%是针对劳动所得），然后以10%的档次逐渐上升，直到65%。



建议8
 我们应恢复更为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在扩大税基的同时，依据应税收入的差额范围上调边际税率，最高可达65%。



正如下文所介绍的，英国扩大税基将意味着取消下面所列举的投资者救济措施，以及要向雇主对私人养老金的缴费征收国民社会保险税（NIC）。

扩大税基

无论在哪个国家，税收改革报告基本上都会呼吁扩大税基，并且批评政府“向穷人征税越来越多”。如果政府连续推出背离收入原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并且这些措施又如极其牢固地附着在庞大船体上的滕壶般难以摆脱时，则税基必然会缩小。此类税收优惠措施通常是“税式支出”，从预算角度而言相当于现金支出。例如，政府可以向每位儿童支付金额为Y的儿童津贴，或者允许纳税人在计算应税收入时减去金额Z。如果他们为额外劳动所得支付25%的税，而Z乘以25%等于Y时，那么这两种机制产生的财政影响并没有差异。不过前者相当于政府支出，而后者相当于减税。税式支出是通过税务系统发放福利。此外，此类福利的数值随着边际税率及应税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对于边际税率为50%的纳税人而言，从应税收入中减去Z，相当于少交50%乘以Z的税。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斯坦利·萨里（Stanley S. Surrey）将这些福利称为“上下颠倒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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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税式支出清单包括：旨在鼓励未上市小型企业的企业投资计划；企业管理层激励措施，即提供税收优惠条件，帮助小型公司为雇员提供价值达25万英镑的认股权作为奖励；股份激励计划，即允许使用免征所得税和国民社会保险税的收入来购买股份；风险资本信托救济金，即在风险资本信托购买新发行股票时提供最高可达20万英镑的补助。我在此建议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并且废除投资者在所得税和国民社会保险税方面的上述优惠措施，这方面的成本在2013—2014年间估计高达7.95亿英镑。
11



英国一项重大税式支出涉及养老金个人缴费问题。莫里斯委员会按照EET和TTE等类别，对养老金和其他储蓄的征税方式进行分类。EET和TTE这类术语显得很神秘，但有助于澄清其中的基本问题。T代表应税，而E代表免税。依据现行的所得税规定，雇主和雇员的个人养老金缴费不被计入应税收入；此类缴费是免税的（这是第一个字母E所代表的意思；如果它们被计入应税收入，则第一个字母应为T）。缴费在一个基金中进行积累；在这一基金中，收入（包括资本收益）都是免税的，这也就是第二个E所代表的含义。领取养老金时是需要纳税的（T），不过鉴于有一笔一次性领取的、比例为25%的养老金是免税的，我们或许应该使用小写字母（t）来代表它。虽然当前的征税方式属于所得税制，但此类税收与消费税一样，只有在储蓄者最终拿到钱时才会缴税。这与“普通”储蓄的征税方式（TTE）或者“特别”储蓄的征税方式（TEE）有所不同。“普通”储蓄征税方式是指人们在储蓄应税收入（T）时，需支付利息税和红利税（T），之后花钱时无须再交税（E）。“特别”储蓄则包括现金个人储蓄账户（ISA）等，储蓄利息是免税的。

一些人支持消费支出税的原则，他们支持基于消费支出税制来对养老金储蓄征税。对支持以收入作为个人缴税基础的人来说，却会合理地询问是否有另外的所得税方案。
12

 至少对于有个人账户的缴费确定型养老金方案而言，我们可以采用适用于特别储蓄、所得税制下的TEE征税方式。雇员要为本人和雇主的缴费缴纳所得税，但在领取养老金时无须缴税，并且无须为养老基金产生的投资收益缴税。不过应该设立过渡性制度安排，允许对在基于现行EET机制进行缴费的养老金征税。正如E和T字母先后顺序所说明的，从EET机制改为TEE机制，意味着缴税时间将会提前。如果对缴费征收的税收用于充实投资主管部门的基金，则税收政策的转向可以被视为将投资基金从私人转到公共部门手中。由于税后缴费额减少，私人养老基金的规模将缩小，不过最终养老金是免税的，而这意味着需累积的金额变少。我对此没有明确的建议，但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供探讨的想法
 依据现有“特别”储蓄方案的思路（可能导致纳税时间提前），来讨论“基于所得税”对私人养老金缴费征税。



扩大税基不仅适用于个人所得税，还同样适用于国民社会保险税；不过后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保险税是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在英国，雇员的个人养老金缴费未免除国家保险税（雇员使用被征收国家保险税的收入来缴纳个人养老金），而养老基金收入或发放的养老金无须征收国民社会保险税。目前对雇员缴费实施TEE机制，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在所得税制下采取“基于所得税”的征税方式。不过，雇主缴纳个人养老金时无须缴纳国民社会保险税，并且养老基金收入或发放的养老金同样无须缴纳国民社会保险税，因此对他们实行的实际上是EEE机制。在2013—2014年间，雇主免缴的国家保险税估计达到108亿英镑，这为雇主负责缴费提供了动力。
13

 鉴于上述情况，我在此提出的建议是取消雇主缴纳养老金时免征国民社会保险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雇主和雇员在缴费问题上征税待遇不同的现象。这一举措可能招致批评，被视为鼓励雇主减少养老金缴费，不过任何T的缺位都是站不住脚的，莫里斯税收评估报告也建议消除“造成雇主与雇员在缴费方面享受税收优惠不一致的问题”。
14



劳动所得税优惠

由于资本收益比重上升，人们开始呼吁对资本征收更高的税。我下面将讨论财富税问题，不过首先我要讨论资本收益税问题。在过去，许多国家在个人所得税制下对投资收益进行征税，且税率高于劳动收入所得税率。如果恢复这一做法，征税将向资本收益倾斜。在1984年之前，英国一直征收投资收益附加税，这导致投资收益税率上升了15个百分点。我希望再谈谈1973—1974年之前英国所实行的劳动所得税减免措施。在我看来，对英国和其他地方而言，这一机制有许多可取之处。它和投资收益附加税的区别在于前者对劳动收入和投资收益征收的最高税率相同（65%，在这一水平上确实也不容易区分两种收入），与此同时允许在初始税阶时征收较低的边际税率。为实现这个效果，免税的总额将等于个人免税额加上劳动所得的折扣，在这里我们假设劳动所得的折扣为收入的20%（劳动所得包括自雇收入和养老金收入）。这意味着如果税收起征点为8000英镑，而纳税人收入全部来自劳动所得时，他的收入只有达到1万英镑时才需缴税。对于高出这一水平的收入，如果是非劳动所得，税率将达到80%。和劳动所得税减免措施不同的是，在实行劳动所得折扣时，一旦收入达到特定水平，此折扣将逐渐降低，确保减税对象仅限于中低收入人群。如果收入每上一个台阶优惠就减少40%（为折扣累积率的2倍），当收入水平达到上述特定收入水平的1.5倍时，额外的免税额减为零。对于总收入水平更高的人而言，他们应付的所得税和有投资收益时缴纳的税一样多。而在折扣逐渐降低时，实际的边际税率将上升。例如，当折扣降低40%时，原本25%的税率将变为35%。

我所提议的劳动所得税优惠与美国现行的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相似。在英国放弃劳动所得税减免政策数年之后，美国于1975年实施劳动所得税抵免措施。不过，有关劳动所得税优惠的建议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存在可退还部分，并且不与家庭状况挂钩。第8章将介绍存在上述不同之处的原因；这一提议应结合我所支持的其他措施来考虑。劳动所得税优惠旨在确保在建立累进税制时，不会提高针对低收入（和养老金）的税率，并且这一优惠不会扩大到覆盖所有收入水平的人群。这一举措能够为低收入人群提供适度帮助，与此同时，又不会让有投资收益的人群享受这一福利。从这两方面而言，它与设立更低的所得税阶不同，后者会让高收入人群和有投资收益的人群同样获益。



建议9
 政府应在个人所得税制下引入劳动所得税优惠措施，且这一措施仅适用于第一税阶的收入。



遗产和财产税

我们可以像征收年度财富税那样，定期对财富征税，或者在财富转移时对其征税，就像在房产所有人去世时对房产征税，以及在生者之间进行财富转移时征税一样（即生者之间的赠与）。我首先讨论对财富转移征税的问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很鲜明。一些人非常希望废除房产税。事实上2010年美国就通过法案，废除了房产税（之后又恢复了）。其他人则认为，随着继承遗产的增加，财富转移税可以为政府预算做出更大的贡献。

财富转移税

在今天的英国，遗产税（IHT）带来的收入并不可观。在2013—2014年间，仅为所得税总额的2%左右；而在50年前，这一比率达到9%。
15

 当然，遗产税比重下滑可能仅仅反映遗产继承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1795年的扑粉假发税仍然存在，我们可以预料到它带来的税收金额将会很少。不过，正如皮凯蒂对法国的研究显示的那样，遗产继承已再次成为潜在的税收来源。在19世纪的法国，每年转移的财富占到国民收入的20%—25%左右，不过到了1950年，这一比重下滑到2.5%左右。自1950年以来它再次上升，到2010年为国民收入的20%左右。
16



在英国，财富转移金额的比重上升趋势没有那么明显，不过继承财富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依然从1977年的4.8%上升到2006年的8.2%。
17

 英国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更为有效地对财富转移课税，即将遗产税改为终生资本收入税，或者废除遗产税，在个人所得税制下对继承的遗产征税。第二种方式更有吸引力，尤其是代表着完全废除遗产税。事实上，卡特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曾建议，加拿大将财富转移税与所得税合并。作为该委员会提出的税制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此项建议指出，礼物和继承遗产应“被视为受赠人所得，对它们进行课税，课税水平应与工资收入、股息、版税和其他类似应税收入的水平相当，同时对赠与者转让的应税收入不应当减免税收”。
18

 最后一个条件非常重要。赠与者在转移财富时不能减免税收。如果减免税收，将对税收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这是针对收入花费所征收的一种税。当然考虑到资本收入一次性支付的性质，应制定有关平均计算税费的规定。对于盈利起伏不定的作家和艺术家，英国的所得税制规定，取他们盈利的平均值作为连续多个纳税年度的征税标准；否则他们在收入好的年份需要支付一大笔税，而在收入不好的年份只需缴纳少量的税或者无须缴税。在计算继承遗产税的平均值时，计算的时间可能需要拉得更长。要不然，假如一个人继承价值25万英镑的房子，需要支付高达65%的税（依据本章前面所提议的征税方案），哪怕这是他唯一继承的财产。不过如果取这一收入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值，例如10年，那么财富转移税与所得税合并后的征税额将接近于终生累积期征税额。

我本人倾向于用终生资本收入税来取代遗产税。这一税收理念并不具有革命性；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一理念：应“对超出（一定）最低金额的所有继承遗产征收累进遗产重税。这一最低金额设定为足以帮助继承人，但不至于让他或她完全依赖遗产而不靠个人劳动来生活”。
19

 在这一税制下，自开始征收此税之日起，人们获得的继承遗产或礼物将被记录在案，并且应纳税额取决于到目前为止人们所收到的金额。课税对象将包括符合下列条件的生者之间的赠与，即金额超过不太高的额外年度免税额的部分。配偶或民事伙伴之间的转移无须纳税。举个例子，一个人在第一年获得姑妈赠与的5万英镑财产。假设这低于起征点（假设起征点为每人10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无须纳税。五年之后，这个人又获得8万英镑的赠与。这样总额达到13万英镑，比起征点高了3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应对这3万英镑征税，税率假设为20%。然后，这个人的叔父又赠与了他2万英镑。那么应对这笔收入进行全面征税。如果叔父将这笔钱赠与这个人的兄长，而这位兄长之前没有继承任何遗产（或接受赠与），那他无须纳税。



建议10
 应在累进资本收益税制下对遗产继承和生者间的赠与征税。



在设立终生资本收入税时，英国显然可以学习爱尔兰共和国的经验。爱尔兰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资本获得税（Capital Acquistion Tax）。它包括赠与税、遗产税以及一种适用于全权信托的税收。一个重要问题是为农场和企业提供的税收减免力度；在英国现行遗产税制下，2013—2014年间此类税收减免成本估计达到8亿英镑。
20

 罗宾·鲍德威等人（Robin Boadway、Emma Chamberlain和Carl Emmerson）认为现有的减免措施“实际上相当令人不满意，且随意性太大。这些减免措施应更具针对性”。
21

 他们提到了爱尔兰的经验，以及该国把税收减免对象仅限于从事工作的农民的做法。和英国过去的遗产和继承税（1940年时被废除）一样，爱尔兰的遗产税起征点取决于和赠与者的关系。我在这里没有设想具体的条款，并且英国显然不可能会遵循爱尔兰模式，出台“针对最受宠的侄子或侄女的税收减免措施”！

在第6章中，我曾提议，英国应将终生资本收入税用于为所有人提供最低继承财产（第11章将讨论有关英国整体预算平衡的提议）。现有的遗产税，再加上大幅减少企业和农业所享受的税收减免，可以为所有人在年满18岁时提供一笔大约5000英镑的赠与资金。我们不太好预测所建议的新的终生税能够带来多少税收。如果对生者间的赠与全面征税，则税基会扩大（目前，如果赠与者在赠与后至少活了7年，则这一赠与是免税的；赠与者在赠与后活了3—7年，则税率有所下调）。另一方面，终生资本收入税的多少取决受赠人所得到的金额，而这一金额的大小完全是由立遗嘱的人说了算。理论上讲，富人在传承他的所有财产时，如果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金额低于起征点，则他们都无须纳税。因此在选择起征点和税率结构时，应平衡上述的因素。虽然我建议采用累进税制来取代现行的单一税制，且该累进税制与之前建议的个人所得税制相似，但是对于继承财富，我们也许有理由征收超过65%的最高边际税率。在现行单一税制下，继承遗产一旦超过起征点，将面临40%的遗产税。

现行的遗产税制度不得人心。我的建议旨在改变涉及遗产税研究的思维定式。建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与现行税制不同，我们应对人们受赠的金额课税，而不是赠与的金额。可以将赠与税改为受赠税。如果是在所得税制下对受赠进行征税，情况也是如此。在累进税制下，这一转变可以激励人们更为广泛地分配财富。当人们将财产传承给终生收入很少的人时，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这有助于减少性别和代际不公平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新税收将致力于营造更为公平的环境，继而推动减少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正如第1章所讨论的那样，该目标得到了各方的广泛支持。

自住房房产税和议会税改革

我现在谈谈地方不动产课税问题。这不是很受关注的研究领域。1895年，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在刚创建不久的伦敦经济学院发表题为“英国地方税率史”的讲座时，坦承“地方税率这一课题虽然谈不上令人作呕，但也是枯燥无味；除非出于实务的角度研究这样的课题，否则非常荒谬。我们不是出于对抽象真理的爱好而研究这一课题的，也不是为了打发周六阴雨连绵的下午，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学到一些东西”。
22

 将英国经验作为研究案例，我们可以从财政再分配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或无法进行）改革中学到很多东西。事实上，英国的地方不动产课税史波澜起伏，充满了戏剧性。

多年来，就本国的纳税人而言，英国地方政府经费来自于“家庭住宅税”（domestic rates），大体而言这一税收与房产价值存在着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政府决定采用完全不同的税制来取代这一税制，即官方称之为社区费（community charge）的一种比例税，不过它更为大家所熟知的名字是“人头税”（poll tax）。人们普遍反对这一高度累退的税种，并拒绝纳税。英国各个城市爆发了骚乱。最终结果是首相宣布辞职，她的继任者宣布废止人头税。取而代之的是1993年实施的议会税（Council Tax）。议会税课税对象是大不列颠的房产居住者（北爱尔兰继续实行不动产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依据1991年4月1日那天的市场估值，房产税分为8个税阶（最低为A，最高为H）。
23

 议会税整体水平由地方来定，不过每个税阶征收的税额之间的比率由中央政府设定。这些税率是累退性的。刚达到H税阶的房产价值（在1991年时）为刚达到D税阶的房产价值的4.7倍，但前者的纳税金额仅为后者的2倍。采取累退结构的理由是新的地方税基于受益原则，这不同于之前的家庭住宅税制度，那更接近于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受益和支付能力这两种征税原则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意味着税收应与从政府支出中所获福利挂钩；后者意味着税收应与收入、财富或其他支付能力挂钩。英国地方税转为以受益原则为基础的做法，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忘却，这显然是因为之前的人头税更具累退性。不过，与根据房产价值基准进行征税的做法相比，改为征收议会税后所造成的税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更为严重。

许多国家对房产价值征收比例税，而不是累退税。在美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房产税通常是对达到一定价值的房产按固定税率征税。莫里斯税收评估报告也说明了支持英国对房产价值征收比例税的理由。报告估计，如果对当前房产价值征收0.6%的税，在2009—2010年期间对税收收入影响不大。报告指出，同时应重新评估房产税：“现状非常荒谬，这是显而易见的。应定期重新评估房产税，且应尽快开始这一重新评估进程”。
24

 如果将他们的分析更新到2014—2015年的情况，在平均议会税为1468英镑、平均房价为27.1万英镑的基础之上，税率可降到0.54%。
25

 图7.3显示了下列两种税收的区别，即2014—2015年间不同价位房屋的业主依据0.54%的税率所要缴纳的税，以及业主依据议会税所缴纳的税。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对于价值在50万英镑及以上的房屋而言，两种税之间的差别很大。喜剧演员格里夫·里斯（Griff Rhys）让大家关注到了其中所涉及的金额。他位于伦敦菲茨罗伊广场的房子估值达到700万英镑（位于图7.3靠右边的位置），如果依据0.54%的比例税征税，税额将达到3.8万英镑。这确实是很大一笔，而对于价值不菲的房产，可以用房屋价值股权分享的方式来纳税。这能够帮助住在市场价值高的房屋但现金收入相对较少的养老金领取者。当然，如果地方税制发生变化，许多大房子将贬值，增税负担因此将落在当前业主身上，而不是随后以较低价格购买房屋的人身上。经济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税收改革的“资本化”。显然，对于位于伦敦市中心一栋拥有7个卧室、价值700万英镑的房子，当前支付的议会税仅有2640.96英镑，为房产估值的0.04%，这是低得过分了。
26

 换个角度来看，我们所提议的0.54%的税率又比之前的家庭住宅税的税率要低得多：在20世纪70年代初，家庭住宅税税率平均超过房产价值的1%。
27



图7.3中两条曲线的差别表明了之前所提到的英国地方税收历史演变的累退性质，即从之前的比例型家庭住宅税改为人头税，然后再变为议会税。地方税收的这一转变是决定20世纪80年代“不平等拐点”的一个基本因素。税收原则从支付能力改为受益原则，这是朝着更为不平等迈进了一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减少社会不平等，则应该依据更为重视社会公平的原则，而且英国地方公共财政应重新实施更加重视社会公正问题的课税制度，为减少不平等做出贡献。

[image: 032]
图7.3 2014—2015年英国房产税（议会税和所建议的比例税）

注：该图介绍了业主当前支付的议会税和依据建议的0.54%的税率所要支付的房产税。一个人如果居住在价值为200万英镑的房子中，则每年支付的议会税不到3000英镑；如果是我们所提议的比例房产税，则税款将达到10800英镑。





建议11
 应依据最新的房地产估值征收比例型或累进型房产税。



针对英国的情况，我的具体建议是将议会税调整为符合下列条件的房产税，即基于不动产重新估值的，单一税率、税收中性的房产税。并且在税额过高时，为纳税人提供以房屋股权作为备选的纳税方式。

年度财富税

我现在谈谈年度财富税问题。这一税收在许多国家再次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英国考虑过征收年度财富税，但当时的工党政府没有落实。时任财政大臣丹尼士·希利（Denis Healey）在自传中谈到相关的经验教训时指出：“除非十分清楚新税在实际中是如何运作的，否则绝不能表态站在反对党一边去支持征收新税。我们曾承诺推出财富税；但在5年的时间里，我发现根本无法拟定一种理想的财富税，值得我们付出巨大的行政成本和应对各种政治纷扰。”
28

 不过，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按照马丁·威尔（Martin Weale）的说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是在当前形势下，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此类观点可能会有所不同……人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执政的工党政府到现在可能不会像30年前那样容易放弃”。
29



与40年前相比，今天的英国会更加支持征收年度财富税。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收入差距加大，以及个人财富同GDP的比率上涨。在战后时期，这一比率起伏不定。首先，在战后初期的数十年间，这一比率下滑，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一比率开始上升，到了21世纪，个人财富约为GDP的5倍。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比率上涨的呢？难道英国人的储蓄率像中国人一样暴涨了吗？确实，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居民储蓄率是有所上涨，但涨幅不超过15%，并且之后开始下滑：“在1995年至2007年间，居民储蓄率持续下跌。”
30

 据伊赫森·柯罗（Ehsan Khoman）和马丁·威尔所说：“显然，居民储蓄在家庭财富积累方面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
31

 他们估计资产价格上升是推动个人财富增加的因素，并指出在这期间住房价格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增速高于可支配的总收入；债券价格随着利率下调也上涨了；此外，股价的实际增长速度为每年4.7%。在第6章中我们看到，自1980年以来，英国家庭因为政府折价出售国有住房（公租房）而受益；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国有公司私有化的现象。正如第6章所讨论的，这代表着重大的财富转移，大幅减少了公共部门的资产净值。

鉴于资产升值导致财富增长，有人认为，“考虑到财富的来源，征收更为严厉的资本利得税可能比征收财富税更为合适”。
32

 不过，这就像是亡羊补牢。因此我们有理由重新审视在英国推出年度财富税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考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其他变化。

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各国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征收此类税收，特别是，如果没有在欧盟层面开展集体行动和达成更为有力的信息交流协议的情况。我们可以向法国的财富团结税（法国的年度财富税）汲取经验。当然皮凯蒂认为财富团结税成败参半，
33

 他倾向于征收全球财富税，我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税收。

总而言之：



供探讨的想法
 重新审视征收年度财富税的理由，以及顺利推行年度财富税的先决条件。



全球税和最低公司税

在《21世纪资本论》倒数第二章，皮凯蒂指出，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来减少不平等现象。他说：“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进资本税，配合非常高的国际金融透明度。”
34

 他以欧洲为例讨论该地区如何朝着这一方向迈进：将起征点定为100万欧元，100万至500万欧元的财富税率为1%，而高于500万欧元时税率为2%。他预计这将带来相当于国民收入2%的税收。乐施会（Oxfam）则一直呼吁对财富征收全球税，起征点高于10亿美元，税率设为1.5%。乐施会预计这将在全球范围内带来740亿美元的税收。
35



皮凯蒂将此类全球税称之为“乌托邦式”，因为要求“很高的国际社会合作水平，而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36

 不过目前在经合组织的主导下，各国正采取措施纠正有害的国际税收做法（第10章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现有措施有可能推动创建世界税务总署，这并非不可想象。世界税务总署可以在一开始为个体纳税人设立“全球税”。2004年，在兰道国际金融消除贫困新贡献工作组（Landau Working Group on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ntributions）演讲时，我建议设立全球纳税人身份，允许个人选择加入全球税，而不是缴纳国家（和地方）的所得税、资本收益税和财富税。
37

 如果落实这一建议和有关全球资本税的建议，则应设定最低财富净值（至少10亿美元）作为门槛，并且基于累进财富税设定最低纳税额。能否参与这一全球税，将取决于所拟定的资本净值估价情况，并且这一估价将公开。正如皮凯蒂所指出的，上面所介绍的资本净值税方案通常将带来更高的纳税额：“在法国、美国和其他所有我们研究过的国家中，所得税申报表中申报的最高收入通常不超过几千万欧元或美元。”
38

 根据我的提议，全球税的税收将分配给税收所在国和其他参与国，以及为发展和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

参与这一全球税应该出于双方自愿的原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建议预期将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但如果真的设立全球税，纳税人为什么要参加呢？它怎样才能成为正和博弈呢？事实上，在这一税制下，纳税人只需和一个税务机构打交道，并且应纳税额更为确定，这可以给纳税人带来不少的好处。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福布斯》排行榜、《星期天泰晤士报》富人榜和其他类似的公众排行榜，能够加入这一全球税，本身也能带来一定的声望。

向跨国公司征税

“X公司的销售额高达Y十亿英镑，但仅缴纳Y百万英镑的企业税”，这是最近各大新闻媒体经常报道的头条新闻。跨国公司不在它们实现巨额销售的国家缴税，而是将盈利转移到公司税率更低的国家，这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此类情况重要吗？一种观点是公司税仅仅是拖延散户和债券持有者应缴纳的所得税的一种形式。如果这是企业税的唯一功能，而且金额并不多，那就不值一提，不过前提是X公司股票所有人和债券所有人在他们的居住国会全额缴纳所得税。如果外国人持有公司的股票和债券，那么即使X公司在母国销售额巨大，他们也无须缴纳任何税。

不过，关注税收公平的人对这一回答不会满意，而且他们自有道理。对企业征税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是个人所得税的代收人，并且企业地位代表着特权，特别是有限责任方面的特权。企业税是对最终收益的征税，是再分配资金的税收来源。在公共财政教科书中，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夫妇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情况：企业“是自我存续的法律实体，是经济和社会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独立的实体，企业有着独立的纳税能力”。
39

 虽然他们随后摈弃了这一观点，但该观点其实非常有吸引力。与他们1989年撰写这本教科书的时代相比，在当今跨国企业时代，该观点显得更加合乎时宜。一般而言，企业会从它们开展业务的所在国家的基础设施中受益，包括道路等有形资产、国家法律构架和行政管理机构等。当企业仅将0.1%的销售额用于纳税时，人们可能认为这不足以抵补该国的基础设施为公司盈利做出的贡献。

当企业在一个国家广泛开展业务时，如何确保企业为该国公共财政做出更为合理的贡献呢？美国税收部门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涉及所得税的类似问题。正如乔治·布雷克（George Break）和约瑟夫·佩奇曼（Joseph Pechman）所描述的，“1969年初，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21人）被披露未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这一事件刺激国会在税法中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作为遏制过度避税的重要手段”。
40

 这一内容是“最低税额”。它限制了个人和企业从特定免税措施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布雷克和佩奇曼继续指出：“尽管许多人认为，最低税额在解决税收特权问题上软弱无力”，不过它继续在美国税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为我们指出一条道路，来减少企业利用合法避税手段实现纳税义务最小化的现象。除了采取措施限制避税天堂活动之外，我们还可以设定国家最低税额，限制为已付利息提供的税负减免。最低税额可根据企业利息、折旧和摊销前的收益确定，然后以企业缴纳正常税收或最低税额中金额较大的作为纳税标准。或者最低税额可根据企业在税务管辖范围内的销售额确定。当人们指责企业没有向它们开展业务的所在国缴纳企业税时，它们常辩解说，自己履行了财政法规规定的所有纳税义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修改财政法规，而设立替代性最低税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一目标。



供探讨的想法
 基于总财富为纳税人设立一个全球税，以及设定企业最低税额。




第8章

人人享有社会保障

过去，福利国家制度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社会确保所有成员获得最低水平资源的一个主要工具。最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之所以加剧，其中一个原因是在需求不断增长而不是减少的时代减少了社会保障。艾维·马克斯等人（Ive Marx、Brian Nolan和Javier Olivera）在评估富裕国家减贫政策时得出如下结论：即“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能在社会支出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有效遏制不平等或相对贫困，无论这个国家在其他重要的减贫指标方面表现多么出色”。 
1

 第7章曾提到，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征收额外的税收，我们可以将其中一部分税收用于扩大社会保障开支。我认为这应该成为降低不平等的建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类额外的财政收入应该如何花费呢？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助于扭转许多国家过去削减社保开支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英国整体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与该国大幅削减社会保障福利的时机相吻合。与平均实得净工资相比，国家基本养老金减少了约五分之一。这不仅扩大了养老金领取者和在业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扩大了相对幸运地能够领取个人职业养老金的人员和完全依赖国家养老金的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2

 现在我们应该扭转上述以及近期财政紧缩期间做出的决策，这是回到过去所成功实现的较低程度不平等的重要一步。

不过，只提高福利覆盖率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握这一机遇，重新审视福利国家制度。最近几十年，许多国家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特别是在缩小覆盖面和加强收入调查方面。上述措施通常是为了改进福利的目标定位情况，提高流向收入分配底层人员的福利救济金的份额，可是最终它们却造成不平等加剧——而且人们目前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虽然我们减少了一种类型的错误，即毫无依据地发放救济金，但是另外一种错误却越犯越多，即未能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在我看来，我们只有采取其他途径，才有可能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福利国家制度的理由显而易见，因为世界正不断发生变化。在拉丁美洲，推动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的新型社会转移支付项目在传统的社会保险制度之外运作，因为后者未能跟上劳动力市场不断发展的步伐。我在本书第5章曾指出，经合组织成员国需要接受下列现实，即由于劳动力市场不断发生变化，基于人们拥有全日制工作这一理念设计的社会保险制度显然需要调整。因此，我将先谈谈社会转移支付的结构这一所有国家都关心的问题。

社会保障的设计

我曾打算写一篇题目为“SI对SA对BI”的论文。论文旨在对比下列三种主要的社会保障形式：社会保险（SI）、社会救助（SA）和基本收入（BI）。在大多数国家，收入维持体系包括这三个要素，一些人通过三种制度获得帮助。不过这些不同项目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而这些平衡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

表8.1总结了这三种社会保障形式的重要特征，并着重指出了三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福利都符合这一分类：残疾人福利就未被列入其中。毫无疑问，读者们都非常了解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但我仍需解释下什么是基本收入。基本收入是指，在不考虑就业状态的前提下向所有公民支付的收入，它的资金来自于一般税收。这一概念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但事实上它与所得税中的个人免税额紧密相关。依据大多数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人们在收入未达到起征点之前无须纳税。英国在1799年开始征收所得税时，年收入低于100英镑的公民无须纳税。在当时，如果一个人的收入超过100英镑，则需要为所有的收入纳税，不过后来取而代之的做法是对收入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征税。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与所有纳税人休戚相关。如果税率为30%，当起征点为100英镑时，这能为纳税人节省30英镑。不过对于收入低于所得税起征点的人们而言，这一起征点不是那么重要：收入为50英镑的人只能节省15英镑的税。因此，有人提议采用统一的现金抵免来替代所得税起征点，对所有收入征税。上述现金抵免就属于基本收入，是美国两位持相反政治观点的诺贝尔奖得主以“负所得税”的名义分别提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者、里根总统顾问）和詹姆斯·托宾（凯恩斯主义者、肯尼迪总统顾问）。负所得税是指收入低于起征点的人可以获得补助，而无须纳税。


表8.1 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之间的基本区别

[image: 033]
注：a.下文将讨论在基本收入补助应得权利后插入问号的原因。



如图8.1中英国案例所示，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同类型的社会转移支付之间的平衡关系发生了变化。其中，流向社会保险（国家保险）的份额从近3/4（72%）减少至低于1/2。这一份额一开始之所以下滑，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提高了社会救助，其中包括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的家计调查型福利（家庭生活补贴，也就是后来的家庭救济金）。保守党曾在1970年大选时承诺提高家庭津贴，而家计调查型福利被广泛视为这一承诺的不尽如人意的替代方案。1974—1979年期间，执政的工党政府提高了家庭津贴水平，将它们和儿童税收抵免改为目前的儿童津贴，这是为儿童提供的一项基本收入。随后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将社会保险的比重从1979年的62%下调至1997年的49%。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从一开始就提高了儿童津贴，并把家计调查型福利的覆盖率扩大到44%，这反映了各种税收抵免的增加。最近一次改革是联合政府推出的“普享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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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963—2012年间英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

注：该图显示了英国国民保险、儿童津贴和社会救助在社保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没有标注为工党的时期代表着保守党政府执政期，但2010年以后的时期除外，这一时期是由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



现在更多的是采用收入调查的做法。我可以理解这一举措在短期内的吸引力，但我认为从长远而言这是错误的发展方向。

家计调查的双重失败

家计调查的做法之所以是错误的，有如下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家计调查型福利退出所造成的高边际税率效应，再加上现行的所得税率和社会保险税率。这会导致出现下面的情况：人们不太可能通过提高总收入来提高家庭实得收入。英国莫里斯委员会的下列计算形象地说明了由此产生的贫困陷阱：“一旦人们年收入达到6420英镑（相当于按照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一周工作22个小时），税收抵免就开始减少，而这会导致（边际税率）上升39个百分点，达到70%……对于有两个小孩和一名全职就业者的家庭而言，一旦他们年收入达到28150英镑，边际税率将达到70%（从31%提高）”。后者相当于按照国家最低时薪标准的2.5倍一周工作40个小时，而这证明有很大的收入区间会受到影响。
3

 自那以后，这一福利制度改为人们领取普享型福利，不过要适用于净收入边际税率，即65%。如果一个人需要缴纳所得税和雇员国家保险费，则累积边际税率达到76.2%，依然构成贫困陷阱。

在过去，人们并不在意高边际税率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许多人几乎无法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或工作强度。不过即便过去情况真的如此，由于当今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变大，情况已不再如此。自雇就业数量的增加，仅是我们应更加重视家计调查可能产生的抑制效应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其他考虑因素推动我们更加重视这种抑制效应。上述案例假设家庭只有一人就业，但今天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夫妻两人都挣钱养家，并且高边际税率适用于夫妻两人，这导致潜在的抑制效应加倍。此外，正如第7章所讨论的，边际税率不仅仅涉及激励问题：我们还应通过内在公平来评判实得工资因为收入增加而出现的变化。公平涉及努力和回报之间存在的显性联系：当人们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承担更多责任或从事第二份工作而获得酬劳时，他们应当能够保留合理份额的酬劳。

人们担忧家计调查力度加大的第二个原因，是并非所有有权享受福利的人都会领取福利金。与社会保险福利和儿童津贴不同，家计调查型福利未能达到接近100%的覆盖率。不在少数的人本来有资格领取福利，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题为《欧盟2008年社会状况》的报告引述了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希腊和葡萄牙的情况，
4

 并得出结论认为，“未领取福利的情况似乎广泛存在”。马诺斯·马察加尼斯等人（Manos Matsaganis、Alari Paulus和Holly Sutherland）在这份欧洲评估报告中指出，荷兰各种家计调查型福利的领取率在72%—81%之间，而葡萄牙为72%，法国在65%—67%之间，芬兰在50%—60%之间，奥地利为44%，德国为33%，爱尔兰为30%。
5

 在美国，有关劳动所得税抵免的正式研究报告发现，2005年税收抵免的使用率为75%。
6

 《穷人和最贫困人群》的一项重要研究结果就是有关英国人未能领取福利金的问题。该书在1965年轰动一时，推动了儿童反贫困行动组织的成立。
7

 自那以后福利金领取情况有所改观，不过在2010—2011年间，英国儿童税收抵免使用率的中位数估计为83%。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家庭（120万家庭）未能从这一项目中受益。
8

 尽管国家和地方大力宣传福利金的情况，但未能领取福利金的情况仍然存在。

福利金未被领取的情况持续存在，引发了人们对依据家计调查机制的反贫困战略提出严重质疑。人们可能出于误解而没有领取福利金。有人因为之前被拒绝过，认为他们仍不符合条件，而事实上因有关资格条件的规定或他们自身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已经符合条件了。由于家计调查方式存在着内在的缺陷，福利金未被领取的情况在不断增多。首先，收入评估的内在复杂性阻碍了人们领取福利金。人们只要和福利事务部打过交道，就会知道填写表格十分麻烦，特别是对教育程度（包括电脑知识）有限的人来说。2013年，英国儿童税收抵免申请表长达10页，随附的注释则有18页。在领取福利时，需要提供申请人雇主的信息和儿童抚养人的登记信息。搜集整理相关信息和填写表格需要时间，而时间是稀缺资源。人们不领取福利可能是他们在发现自己“时间贫乏”时所做的理性回应。
9

 第二个内在原因是，与普享型福利不同，人们认为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是件丢脸的事情。在英国，这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1824年，当劳动者工资特别委员会问询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托马斯·斯马特（Thomas Smart）是否申请补助时，他回答说：“我从没有申请过。我也尽量不去申请。”
10

 我们生活在迥然不同的时代，但下列情况没有发生变化，即一个转移支付项目能否有效地提供收入补助，取决于潜在受助人对此类补助的态度。由于新闻媒体对受助人的负面报道，以及政客的负面评论，这一问题进一步尖锐化。如果领取福利金被视为失败的标志，如果此类福利金的管理方式与21世纪有关人性尊严的理念相悖，那么这一制度就不再适用。福利金未能被全部领取，这可以被视为矿井下病恹恹的金丝雀：警示我们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迄今为止得出的结论

我应明确说明我的观点。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家计调查型转移支付都必然效率低下。在许多国家，它们在降低减贫的风险和广度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1997—2010年的工党执政期间，英国如果没有扩大家计调查型税收抵免项目，那么在减少儿童贫困方面取得的成果就不会那么显著，而且不平等问题可能更为严重，这是毫无疑问的。家计调查型转移支付项目聊胜于无。不过我认为家计调查型的做法存在缺陷。为了找到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探讨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即经过改革的社会保险，或者基本收入。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战后福利国家之父威廉·贝弗里奇会将社会保险视为其社会保障计划的基石，认为英国应在不进行任何家计调查的情况下，将福利作为一种“权利”提供给民众，这凸现了“公众对任何类型家计调查的抗拒力度”。
11

 不过在讨论社会保险之前，我将先讨论基本收入的替代方案。

儿童津贴的主要作用

在不考虑家庭就业状态或财力的前提下为所有儿童提供补助，那么这一补助属于对儿童的基本收入。从这个角度而言，许多国家确实存在基本收入制度。在我看来，可观的儿童津贴对于任何旨在减少不平等的项目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提出上述论点时，我并不认为现金转移支付优于服务。我认为儿童津贴与针对儿童救助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是相辅相成的；有关现金转移支付和实物福利项目的改进工作应同时进行。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曾指出：“今天我们为弱势儿童投入，这将促进社会流动性，创造机遇，并促进建设一个健康、活力和包容性的社会和经济。”
12

 他恰如其分地强调了高质量的早期儿童项目投入所带来的未来回报。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儿童及其家庭的现状。他们手头也需要现金。

对没有普享型儿童津贴项目的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言，有关儿童津贴的提议是一个挑战。正如蒂莫西·斯米丁等人（Timothy Smeeding和Jane Waldfogel）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和英国儿童贫困趋势之间的比较进一步凸显了这个挑战。图8.2显示了两国儿童贫困率不同趋势的走向。在衡量儿童贫困率时，我们采用了由不变购买力所确定的贫困线。在美国，这一贫困线是官方贫困指标，即1998—1999年间中位数收入的30%。这显然低于英国设定的50%的标准。
13

 因此我们应该重点关注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减少了儿童贫困现象。与此形成对比，美国未能大幅减少儿童贫困率。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儿童贫困问题有所缓解，但是整体情况令人失望。在美国，2013年的儿童贫困率比1969年高出1/3。劳动所得税抵免等现有政策未能取得成效，需要出台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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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1969—2014年间美国和英国的儿童贫困率

注：该图显示了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未满18岁）的百分比。在美国，贫困代表着生活在官方设定贫困线以下。在英国，贫困被定义为收入为1998—1999年中位数收入的50%及以下。



正如图8.3所示，许多国家面临着儿童贫困问题。图8.3采用了更为常用的相对贫困标准，即现代收入中位数的60%（标准选取的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和美国的数据比图8.2中要高）。2010年时，有一半国家的儿童贫困率达到20%或者更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认为应大幅增加向有孩子的家庭所提供的现金补贴。那么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在面对儿童贫困问题时，人们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是将补贴定向发放给低收入家庭。不过，我们刚刚论述了家计调查制度的缺陷；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我还要提及代际和性别公平问题，这些在后面将会予以解释。由于此类因素的影响，我认为应该在不考虑家庭收入的情况下，向所有儿童提供儿童津贴。对于英国，我们应废除高收入家庭没有资格领取儿童津贴的规定，该规定导致约有70万儿童不能领取儿童津贴。
14

 与此同时，我支持柔性渐变的做法，而这可以通过对儿童津贴征税得以实现。高收入家庭可以领取这一津贴，但须对他们征收所得税。如果夫妻两人各自纳税，而不是联合纳税，则应向领取儿童津贴的一方进行征税（通常儿童津贴是支付给母亲）。虽然儿童津贴数额可观，但需要纳税，再配合第7章建议的累进税制，就能够有效地确保所有家庭承担的家庭责任获得社会的认可，同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的补助。如果将所得税逐步从25%上调至65%，则富裕家庭所领取的儿童津贴净值将不到处于最低税阶家庭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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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2010年特定国家的儿童贫困率

注：该图显示生活在贫困当中的儿童（未满18岁）的百分比。各国将收入低于等值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定义为贫困。



支持儿童津贴的理由

支持普享型（但应税的）儿童津贴，这似乎在公然挑战许多国家所支持的家计调查型福利的政策建议。在英国，财政研究所提议了一项家庭支持综合方案。该方案通过开展收入调查，锁定低收入家庭为支持目标。这一研究报告是为詹姆斯·莫里斯爵士所主持的评估工作准备的。该研究报告引用了莫里斯的一篇有关最优所得税和收入维持制度设计的极富影响力的论文。
15

 收入调查相当于提高边际所得税率，因为一个人每多赚一英镑，就意味着他领取的家庭福利金略有减少，直到这一福利金减为零。通过这种方式，成本得到控制，并且能够在不对富人增税的前提下帮助有工作的穷人。对于收入调查策略和我所建议的儿童津贴策略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边际税率达到最高点时的情况进行说明。当进行收入调查时，低收入人群所面临的边际税率最高；如果采用本文所建议的替代方案，则中高收入人群将面对最高的边际税率。需要记住，边际税率更高并不代表着平均税率更高，并且许多中等收入人群可能生活比较优渥。莫里斯提出的有关最优税收方案的建议则指出，在适用对象人数相对较少或者人们对边际税率反应不大的情况下，应提高边际税率。这个观点更有利于两项策略中哪一种，要取决于下列的经验事实，即收入分配情况和税率反应的差异。不过有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人们收入增加，劳动力供给也相应下降，这意味着当收入水平增加时，应相应上调边际税率。这正是本书所建议的。
16



此外，这两种方案存在的第二个重大区别是：儿童津贴计划将继续向不同收入水平的、所有有孩子的家庭进行转移支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讨论公平问题，不仅仅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公平问题，还有有孩子家庭和无孩子家庭之间的公平问题。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社会是如何看待有孩子家庭和无孩子家庭——标准的经济分析是不会讨论这类问题的。在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当身为父母的人和无孩子的人同样领取到1英镑时，我们是否应该更加重视前者所领取的这1英镑呢？一些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认为当今为人父母只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无论是否为人父母，人们都应享受同样的待遇。对于做出这样判断的人们来说，取消高收入人群的儿童津贴可能是他们更中意的政策，因为那样做意味着拿走富裕人群的一部分收入。然而，这一“生活方式选择”根本没有考虑到儿童的福利。
17

 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从社会角度判断，儿童当然有自身的权利，理应受到考虑。带着一个孩子的人应被算为两个人。正如第1章所讨论的，在进行概率分布分析时，人们广泛采取的做法是依据家庭组成结构的不同来调整家庭收入，而有关生活方式选择的观点则与之背道而驰。在今天，我们不能忽视儿童，理应考虑他们的权利，并且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权利也理应受到重视。对代际公平的需求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总之，上述考虑因素意味着我们应向所有收入水平的、有孩子的家庭进行转移支付。

公众辩论显然已涉及“儿童的权利理应受到重视”这一观点。在一篇探讨为什么许多人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新闻报道中，英格兰的一位因为收入较高而不能领取儿童津贴的母亲谈道：“我们觉得政府在惩罚我们。我们根本得不到任何帮助。没有儿童津贴，没有工作税收抵免，也没有产假，什么都没有。我们不得不独自承担一切。”
18

 她这一番话或许还表明，儿童津贴问题拥有重要的性别特征。社会转移支付的一个目标，是弥补许多妇女在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劣势。当英国推行儿童津贴政策时，其意图首先是向生儿育女的母亲提供这一津贴，是为女性提供帮助。儿童津贴为母亲提供独立的收入来源，而基于夫妻联合收入情况的家计调查型福利是无法提供这一帮助的。

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如果向所有儿童发放应税的儿童津贴，且这一津贴的水平较高，足以为减少儿童贫困做出重大贡献，则该津贴可以在任何旨在减少不平等的战略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建议12
 应向所有儿童发放较高水平的儿童津贴，并将这一津贴纳入应税收入。



基本收入

那么对于成年人呢？他们同样可以领取基本收入，或者今天人们说的公民收入。依据人们经常讨论的版本（不过我对此并不支持），公民收入是依据个人实际情况进行支付，它因人们的年龄或者残疾/健康状况而存在差别。它与个人就业状态无关，也不以社保缴费为条件（这条规定应该被废除）。它与收入没有关系，但所有收入都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个人免税额的做法应该被废除。纯粹的公民收入可以取代现有的所有社会转移支付：不再有社会保险或家计调查型福利。（当然需要过渡性安排，例如，兑现之前已获得的养老金领取权。）

这样的理念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乔治·麦戈文（Goorge McGovern）在1972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提议推行每年1000美元的全民式补助（基本收入），该补助的经费来源于广税基的所得税。据说他在竞选活动中做出这一声明时，事先并未询问他的经济顾问这需要征收多高的税率。据称他的经济顾问詹姆斯·托宾（上文已提及过）回答说，如果政府需要征收x%的税用于其他管理事务的费用支出，因此当发放的全民式补助为平均收入的y%时，这就意味着需征收的税率将提高为（x+y）。
19

 我在前文承诺过不使用数学公式，但（x+y）这一表达式很好地说明了政府在推行基本收入时所面临的权衡问题。它意味着如果政府需要征收20%的税率为其他目标提供资金，当我们把基本收入确定为平均收入的13.33%时——这个水平的基本收入似乎还不足以取代现有的社会转移支付——则政府需要征收33.33%的统一税率。即使征收50%的统一税率，基本收入也仅能达到平均收入水平的30%。

参与性收入

由于基本收入和税率之间存在上述明显的权衡关系，促使人们寻找各种简单的基本收入。我建议实行一种形式的公民收入，它与前文中介绍的公民收入存在两方面的不同。首先，它是对现有社会转移支付的补充，而不是取代。领取国家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可以领取养老金或公民收入两者中金额较高的那个。如果养老金领取者还享受家计调查型养老金补贴，则不一定能增加净收入，除非公民收入金额足够高，致使养老金补贴减少为零。对于同时领取养老金的夫妻，在计算养老金补贴时会考虑他们所领取的公民收入总额。向所有成年人支付相同的基本收入，但发放给残疾人或其他特殊人员的还包括额外补助。参与性收入将取代除劳动所得税优惠（如果依据建议9设立这一优惠）以外的所有个人税收优惠，从而对所有收入征收所得税。

第二，这一建议所涉及的福利金是基于“参与”情况而不是公民身份进行支付的；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将它称为“参与性收入”（PI）。“参与”被宽泛地定义为社会缴费。达到就业年龄的人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社会缴费：从事领薪的全职或兼职工作、自雇就业、接受教育或培训、积极寻找工作、为婴幼儿或孱弱老人提供家庭护理，或者在获得认可的协会定期志愿工作等。对于因为疾病或残疾等原因无法参与工作的人员，也有具体的规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延伸“缴费”的概念，以顾及人们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广泛性。有关“参与”的定义体现了第5章所介绍的21世纪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它将覆盖从事一系列活动达到一定时间（例如每周35个小时）的人员，并且未达到规定时间的人员也具备资格。

这一参与条件存在争议。批评者会认为“无条件”的福利正被“有条件”的福利所取代，这损害了该政策中的核心原则。对此我的回应是，尽管基本收入经常被称为“无条件的”，但还是应该对它设定资格条件。外国游客肯定没有资格领取基本收入。正如英国公民收入信托网站（UK Citizen's Income Trust）所说的那样，他们所建议的是“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向每个人发放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收入”。 
20

 因此我们需要对下列两种条件做出选择：公民身份和参与情况。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选择支持后者。在我看来，有关公民身份的条件既过于宽泛又过分局限，不能作为支付基本收入的标准。过于宽泛，是指它包括所有公民，无论他们住在何地。英国政府不可能为移居国外的英国人提供转移支付，因为现在无法估算移居海外人口的规模（和相应的预算成本）。从政治角度而言，向那些没有通过纳税为这一方案提供资金的人发放公民收入也是不可取的。从欧洲的角度而言该条件又过分局限，因为欧盟成员国不得排斥赴英国工作的其他成员国公民。《欧盟条约》第45条规定，此类人员应“在下列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就业、工作条件以及其他社会和税收优惠”。英国政府可能会试图重新诠释上面那句话，但这一规定似乎排除了只向本国公民支付劳动年龄福利金的可能性。

管理

批评者在这点上说得不错，即参与性收入的运作需要设计管理流程，并在制定相关标准时进行详细说明，特别是涉及跨境人员时。有学者（Jergen De Wispelaere和Lindsay Stirton）在题为“反对参与性收入的公共管理理由”一文中指出，相关管理工作面临三难困境：“第一个困难是有关参与性收入真正具有包容性的规定……第二个困难是收入领取者必须满足真正的参与条件……第三个困难则包括……和参与性收入可管理性相关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之所以出现这个三难困境，是因为参与性收入只能同时避免三难困境中的两难”。
21

 这种分类决策（category decisions）的做法肯定会引发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举证责任、干预程度、对多文化社会中各种生产活动的解释，以及受益人和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等。不过我认为，如果能够避免前两难，第三难的破坏力会比预期的要小。首先，一些资格审查工作早已成为福利行政管理系统的一部分，例如在英国，看护责任限定了求职津贴领取者的工作时间，而参与志愿工作情况决定一个人能否推迟接受工作机会。与现行的家计调查机制相比，参与性收入虽然涉及分类决策问题，但不会涉及收入和资产评估工作，否则管理工作将变得更为复杂。由于只涉及分类决策，所以参与性收入比现行的家计调查机制更为简单；如果我们能够减少对家计调查的依赖，则管理资源可以重新配置于参与性项目。更为重要的是，我要再谈谈第4章的一个主题，即国家需要投资来改进社会管理工作，这代表我们应承认社会管理工作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并且强调服务的质量，而不是仅仅衡量成本收益。应该认识到，参与性收入将大幅减少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人数，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可以就社会保险提出类似的论点。读者应记住，我是将参与性收入作为经过改革的社会保险的一个替代方案。

三难困境中的第一难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正如我所指出的，普享型收入（universal income）只是一个妄想。任何现实的方案都将涉及资格条件以及排斥风险。那么，哪些人将被排除在参与性收入方案之外？相关标准将完全追求享乐的人员排除在外。比利时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里基斯（Philippe Van Parijs）曾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题为“为什么应该为冲浪者提供食物：支持基本收入的自由主义理由”。由于我支持参与性收入，因此我持与他相反的立场。美国思想家约翰·罗尔斯曾表示：“每天在马里布冲浪的人必须找到养活自己的办法，他们没有权利享受公共资金。”
22

 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事实上，被排除在外的人数会相对较少（第11章所提到的成本不是用于确定冲浪者的身份）。我认为应该从正面的角度来解释参与条件。这是对谁有资格领取基本收入这一问题的正面回应。该问题传递了有关“互惠”的积极信息，这样的信息具有其内在的正当性，并且更有可能获得政治支持。

在欧盟层面启动参与性收入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国家层面的参与性收入的问题，不过我认为我们还应将这一问题列入欧盟的议程中。如果欧盟启动参与性收入计划，这将是大胆的政治举措。我提议这样一项计划，似乎全然不顾欧盟数十年来未能在社会保障协调方面取得进步的经验教训。不过，参与性收入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保障形式。在实施参与性收入时，无须强加现有的模式，欧盟可以开辟新的天地。

欧盟可以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设立儿童的基本收入制度。欧盟授权实施的儿童津贴将要求各国增加投入，提高儿童相关津贴的现有水平，以达到欧盟所规定的水平。如果成员国提供的津贴高于欧盟规定的数额，则不需要采取行动。儿童相关津贴水平应为包括所有转移支付的税前收入。这意味着，英国无须提高儿童津贴，来提高所得税阶为65%的家庭的净税额。依据欧盟的辅从性原则，该计划将由每个成员国独立负责管理和筹资。这一项目在细节得到完善之后，能够帮助欧盟对未来进行投入，为实现代际公平做出贡献。此外，这一项目首先是向母亲支付儿童基本收入，因此有助于降低当前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那么，欧盟的儿童基本收入应该确定在什么水平呢？一个天然基准是欧盟所设定的贫困门槛，即中位数收入的60%；如果依据经合组织所设定的0.3儿童修正等价尺度，这意味着儿童基本收入水平需达到各个成员国等值化收入中位数的18%。英国的儿童津贴对长子或者长女的覆盖率为7%左右，对其他子女的覆盖率低于5%。根据上文的建议，欧盟的目标将大幅提高这一覆盖率。

莱维等人（Horacio Levy、Christinez Luetz和Holly Sutherland）运用欧盟一体化（EUROMOD）税收—福利模拟模型（第11章将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研究了欧盟设立儿童基本收入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在减少欧洲儿童贫困方面的贡献。该模型使用了涵盖欧盟15国的家庭调查数据，研究用国家收入中位数来表示的欧洲最低儿童津贴的不同水平。这类津贴的资金来自于所有成员国按照统一比率征收的单一所得税。鉴于各国儿童人口数量和支持现有儿童津贴的力度存在差别，这意味着国家间的再分配。本书提出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设想要进行此类再分配，而是严格依据现有的辅从性原则进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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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学者研究得出的第一个有趣的结论涉及所需要征收的税率——尽管在假设上存在不同，但他们的结论已足以让大家了解本建议的可行性。如果儿童津贴为国家收入中位数的10%，则统一税率应为0.52%，而当儿童津贴为国家收入中位数的20%时，统一税率将升至2.35%。此类举措能否显著减少儿童贫困问题呢？莱维等人预计，如果儿童津贴设在中位收入10%的水平，能够将欧盟15国的儿童贫困率从19.2%减少至17.8%；而儿童津贴设在中位收入20%的水平时，儿童贫困率将进一步减至13.5%。降幅超过5%确实非常显著。除了比利时、丹麦、德国和英国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贫困削减幅度都超过4%。从这些研究中我推断出：虽然显著减少儿童贫困确定需要相当数量的经费支出，但这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筹资的问题，因为研究结果显示，上述方案可能导致部分家庭因为单一税陷入贫困，而这提醒我们应当寻求更为累进的筹资来源。



建议13
 应在国家层面推行参与性收入方案，作为对现有社会保障的补充，如有可能在整个欧盟地区实施儿童基本收入项目。



社会保险的复兴

如果社会救助要被取代，则替代基本收入的主要选择方案是重新振兴社会保险制度。这将涉及两个重要因素：（1）恢复社会保险项目在过去的作用，（2）确保它们与21世纪的劳动力市场相适应。在1969年有关英国社会保障改革的书中，我将这一建议称为“恢复贝弗里奇计划”；这一词语同样适用于今天，因为它代表着恢复保险原则，不再把收入调查作为社会保险的主要决定因素。此外，它还代表着下列目标，即以儿童津贴形式向所有有孩子的家庭提供补助，而这正是贝弗里奇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贝弗里奇本人也许会与时俱进，并且我们还要考虑到今天出现的新型职业形式；这些职业促使我们重新考虑收入维持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各国由于制度结构和具体情况不同，对改革社会保险的需求亦不尽相同。当然泛泛而谈是不够的，应提出具体的建议。我在此以英国为案例。我知道在其他国家的读者看来这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它反映的仅仅是英国特有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历程。事实上，第一要素确实是恢复贝弗里奇计划。英国已经颁布了新的国家养老金规定，将于2016年4月生效，该规定旨在为所有人提供统一比率的最低保证养老金，所设定的水平大幅高于当前的国家基本养老金（约高25%）。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取决于符合条件的年数（即满足国家保险缴费条件的年数），这一数额在35年之后达到最大值。在这一方案发展完善之前的过渡时期，政府将计算所有达到国家退休年龄的人员累积到这一日期的所有国家养老金“总额”。新的养老金数额将随这一总额和2016年4月以后累积的符合条件的年数而变化；如果一个人在2016年4月再过x年后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则领取的金额为上述总额加上新的国家养老金的x/35倍。

新的国家养老金规定很简单，而且将能够大幅提高养老金水平。不过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并且现有的1300万养老金领取者的待遇不会发生变化。有鉴于此，我建议将国家养老金立即提高到“新数额”，其增长幅度为25%，可采取“最低保证养老金”的形式。对已经退休的人员而言，它将涉及提高国家养老金，来填补新数额与下列两项养老金总和的差额，即现有国家养老金和职业年金（Occupational Pension）。对于没有其他养老金收入的人员，增幅为25%；如果一个人从前雇主处领取20英镑的养老金，则领取的数额为上述数额减去20英镑。对于即将退休的人员，将计算国家养老金加上职业年金的总额，从而照顾到享受了所得税减免的养老金储蓄的提取情况（当时或更早的）。通过这种方式，我所提议的最低保证养老金将实行“养老金评估”办法，而不是收入调查办法。
24

 最低保证养老金将为目前符合条件但没有申请养老金补贴的人员提供特定的帮助。养老金补贴是除基本国家养老金以外的一种家计调查型补贴。官方估计在2009—2010年间，有32%—38%的有资格的人没有领取这一养老金补贴。因此，该方案未能帮助到1/3有资格的养老金领取者——约为120万至160万人。

[image: 037]
图8.4 1948—2013年间按平均消费支出的百分比计算的英国失业救济金

注：该图显示了1948—2013年间英国25岁以上人员的标准失业救济金情况，该救济金按人均平均家庭消费支出的百分比表示。



我们也可以提高其他国家保险福利的覆盖率，并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彼得·肯威（Peter Kenway）对1948—1978年间的30年与1978—2008年间的30年进行了有趣的比较研究。在1948—1978年的30年间，国家保险失业救济金（即现在的求职者津贴）实值与人均消费量实值的增长保持一致（两者增长幅度均为75%左右）。在1978—2008年的30年间，人均消费实值增加1倍多，而失业救济金仍保持在1978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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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反映了第2章所提到的欧洲国家战后时期存在的差异。在战后初期的几十年间，整体不平等的情况保持下降或不变，而到了1980年之后，情况发生逆转，不平等不断拉大。图8.4通过另一种方式，说明了两个时期存在的巨大差别，即采用占人均平均家庭消费支出比例的形式来表示失业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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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后初期，人均国家保险失业救济金为平均消费值的40%左右。这一比例关系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初。自那以后，失业人员领取的失业救济金未能跟上收入增加的步伐，现在它还不到人均平均消费支出的1/4。下面用另一种方式描述这一变化：在1948年，失业救济金与退休养老金相当；这一大致相当的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失业救济金低于退休养老金，到今天，失业救济金仅为国家基本养老金的64%。这一切发生在保守党和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下降程度差不多，这没有太多争议。引用肯威的话来说，“根据过去工党政府上台执政的情况，人们预期这一政策会发生改变，但是统计数据结果的连贯性证明，工党政府非常满足于延续前任政府制定的政策”。
27

 在当时，失业家庭的贫困率将近70%。所以对于无业人员而言，无论他们是因为失业、疾病还是残疾原因没有工作，提高社会保险都能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一收入来源能够防止出现贫困和不可接受的不平等问题。

失业救济金的覆盖面

提高社会失业救济金相对于人均消费的比率只是其中的一步；我们还需要考虑其覆盖面，尤其是失业保险，它是任何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20世纪30年代推出的失业救助措施是反经济衰退政策的重要环节，它延长了领取失业补助的期限。2008年的《紧急失业救助法案》和随后的立法规定依据州失业率情况延长领取救助的期限。不过这一法案在2013年底失效，而国会未能续展这一法案。由此导致美国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下滑：到2014年8月时，这一覆盖率仅为26%，为最近几十年来的最低覆盖率之一。
28

 图8.5广泛介绍了各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失业救济金的覆盖面。覆盖面的定义是依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即处于失业状态、领取失业救济金（包括失业救助和失业保险）的人员所占的比例。在德国和卢森堡等一些国家，覆盖率有所增加，但在大部分国家，覆盖率在1995—2005年间不断下滑。更为重要的是，2005年，在24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除了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荷兰和德国之外，其他国家的覆盖率都低于50%。在24个成员国中，有10个国家的覆盖率低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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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所选国家1985年、1995年和2005年失业人员领取救济金的比例

注：该图显示了失业人员（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中领取了救济金（失业救助和失业保险）人员所占的比例。给出的数值为1985年、1995年和2005年的情况，个别国家有的年份数据不全。



许多失业人员没有领取失业救济金，并且在总福利支出中，失业救济金所占的比例很小，这一情况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2014—2015年间，英国在失业救济金方面的支出不到社会保障和税收抵免支出的4%；正如约翰·希尔斯（John Hills）所说，这只相当于“大部分人认为的向失业人员提供的救济金额的1/10”。
29

 在英国，保守党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持续收紧福利金资格条件，结果导致失业保险覆盖率下滑。我和约翰·米克尔赖顿（John Micklewright）发现，1979—1988年间《国家保险法》中有关失业保险的规定至少出现了17项立法变动。其中有11次立法变动减少或取消了失业人员的救济金，并且降低了覆盖面，这些变动肯定不利于失业人员。上述变动包括更为严格的缴费条件和更长的不符合条件的期限。
30

 政府收紧各种条件的进程一直持续到今天。

缴费条件

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取消社会保障缴费，通过提高所得税来取而代之。从一些方面来言，此举有其吸引力，因为这意味着税负从劳动所得完全转嫁到所有来源的收入。不过我基于以下三个理由不支持上述立场。第一，我们可以在所得税制下区别对待劳动所得，并且扩大之前所建议的适度规模的劳动所得税优惠额，进而实现税负转移。

第二个原因是，尽管社会保障缴费和所得税以相同方式影响家庭预算，但纳税人对它们的看法有所不同。
31

 正如行为经济学文献所佐证的那样，不能只关注涉及家庭预算约束的计算逻辑，而忽视人们对各种支出的感受。首先，选民对暗含的质押关系存在偏好：缴费与支出挂钩。这是一种相当理性的反应，特别当涉及领取救济金的缴费条件时。我认为这些缴费条件还可以发挥其他重要作用，尤其是涉及人员的跨国流动时。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可能受到了误导。对于美国的情况，爱德华·麦卡弗里等人（Edward McCaffery和Joel Slemrod）指出，“许多（可以带来更多收入的）小型税收给人们造成的心理不适程度，和数量更少的大型税收是一样的，这是因为人们不会把它们加起来进行计算”。
32

 如果人们出于上述理由而对社会保障缴费和所得税有不同的认知，那么保留缴费意味着政府可以利用这一缴费金额，在减少纳税人和经济成本的情况下，为福利国家制度提供资金。

我支持维持缴费条件的第三个原因是，它们可以在社会转移支付管理和政府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缴费条件能让社会保护克服设计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在第5章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在决定保障性公共就业资格方面具有潜在作用。反过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如果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就意味着他们以后如果失业，将有资格享受累积的基于保险的救济金，从而缓解覆盖率偏低的问题。有关参与性收入管理工作的讨论证明，即使我们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保障形式，它仍将取决于资格条件，并且这些资格条件可能包括与当前的缴费条件相似的因素。

不管如何，社会保险缴费条件应进行调整，来应对职业性质的不断变化。多年以来，社会保险缴费条件一直在调整。英国目前的缴费条件不同于1948年“二战”刚结束后启动国家保险时的条件。掌管养老金计划的大臣斯蒂芬·韦伯（Steven Webb)负责新的国家养老金事务，他合理地指出，当人们承担数年的护理责任，且这些护理工作让他们有资格获得等同的缴费待遇时，政府应在这一期间为他们缴费：“人们多年来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是等价的，无论是从事有偿的工作还是承担护理责任。”
33

 欧盟在促进兼职和其他非典型劳动人员的就业权益方面处于世界前列；社会保障制度应确保这些措施能够完全适用于改革后的社会保险制度。许多欧盟成员国覆盖了非全日制工作的失业问题，例如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葡萄牙。在芬兰，求职者如果不是出于自愿而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或者他们的收入来自小型商业活动，并且他们因为上述商业活动而无法接受其他工作时，他有权领取调整后的失业救济金。
34

 因此，这一制度能够兼顾到“碎片时间”。此类举措不仅能够提高目前未领取任何福利金的家庭的收入，还能避免在家计调查中出现的抑制人们再就业的因素——我将在第9章讨论这一建议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时再深入分析这一点。

总而言之，作为参与性收入替代选项的社会保险方案涉及：
35





建议14
 恢复社会保险，提高福利水平，并扩大它们的覆盖面。



我们的全球责任

到目前为止，我所讨论的内容都是国家内部的再分配问题。下面将讨论社会转移支付在减少富国和穷国之间不平等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做些什么呢？

乍一看，相关数据令人却步。像法国、意大利或英国这样的国家如何在人口总数是其100多倍的世界发挥作用？虽然全球在实现减少极端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进步，但估计，仍有12亿人的日均生活费用低于1.25美元。
36

 即便是这一较低的贫困线标准，贫困人口的规模仍然很庞大。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困难。诚然，贫困缺口的最大值——令所有人脱离贫困线所需的金额——高达每年5500亿美元（12亿乘以365乘以1.25美元）。不过在大多数国家，这一缺口额平均计算下来并不太大。以印度为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该国贫困缺口额只有最大值的20%左右。如果普遍适用，则贫困缺口总额只有1100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仅为法国、意大利或英国的GDP总额的5%左右。虽然它是英国当前官方发展援助水平的5—6倍，但是中间的差额还没有到一个数量级（英国当前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为120亿英镑）。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似乎就不是那么难以达成，况且并没有人建议让哪个国家单枪匹马去解决这一世界性问题。

那么，像英国等国家是否应该加大发展援助？各国政府近期开展了行动，大幅提高海外援助在各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对此我非常认可。图8.6总结了自1960年以来的援助历程。图中的三条线分别代表英国和美国的海外援助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以及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包括主要援助国家）的平均比率。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援助委员会提供的所有援助约为全部国民总收入的0.5%。我一直认为这一数字太低，并且支持将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至1%。很多人认同这一观点。正如加拿大经济学家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在1967年指出的：“到目前为止，研究援助问题的学者普遍接受这一经验法则，即发达国家应至少将1%的国民收入，以援助的形式捐赠给欠发达国家。”
37

 不过，实际情况是援助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持续下滑。在2000年联合国讨论千年发展目标时，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援助仅为1960年的一半。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援助总额如果按实值计算在不断减少。美国提供的援助比重下滑得尤为明显，而它曾经在开始时发挥过带头作用。肯尼迪总统1961向联合国大会致辞时，建议联合国将20世纪60年代命名为“联合国发展十年”。然而美国的援助从当时的0.6%左右下滑到20世纪末的0.1%。不仅实际援助减少，援助目标也被下调至低于上面所提到的1%。1970年联合国大会一致认为，应将目标设定为国民总收入的0.7%，这个标准也被1974年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所正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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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1960—2015年英国、美国和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支出情况

注：图显示了1960—2015年间以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百分比所表示的国际援助的情况。该图显示的是英国、美国和发展援助委员会（经合组织的主要援助国）的数值。请注意，比例为占国民总收入的0—1%。



千年发展目标的设立代表着一个转折点。在2002年举行的蒙特雷会议上，援助国一致认为有必要大幅增加援助；各国应切实付出努力，实现0.7%的目标。正如图8.6所显示，援助所占的比重出现了上升。英国工党政府为了实现0.7%的目标，开始加大援助；联合政府继续致力于扩大援助，并于2013年实现了这一目标。使英国成为继丹麦、卢森堡、挪威和瑞典之后达成该目标的又一个国家。

支持发展援助的理由

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们维持上述新的援助水平，则无须进一步采取行动了？还是说，我们仍应该努力将援助水平提高到1%（图8.6中的最顶端）？

支持加强全球再分配与支持国内再分配有部分相似的理由，但也有很多不同。正如第1章所讨论的，我们可以提出内在性或工具性的理由来支持转移支付。在内在性层面，我们可以提出伦理方面的理由。我在此再次引用哈里·约翰逊的话，“设定1%的标准具有充分的理由，富人将1%的收入捐给穷人是合情合理的”。
38

 它只是全球什一税的1/10。除了内在的激励因素之外，还有工具性的理由：援助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例如减少其他国家人员移民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压力，提高政治稳定性，以及减少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吉姆·墨菲（Jim Murphy）在担任英国工党政府负责国际发展事务的发言人时就阐述过这一立场：“全球利他主义的理由并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们还需要符合国家利益的论据……可以说，‘史密斯夫人的钱（援助）意味着……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39



当然，有关向海外进行转移支付的论点与有关国内再分配的论点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海外援助涉及超出援助国管辖范围的行为人。至于援助资金如何使用，取决于受助国政府和其他行为人的决策。虽然援助国具有影响力，但在管控力度上，与国内再分配相比要小得多（虽然在控制国内再分配上也存在一定限制，但是这一差别是本质性的）。这对支持援助的工具性理由具有重大影响，因为提升安全等目标能否达成，完全取决于援助分配情况。监管缺失将引发援助效率的问题。有人认为，如果将援助改用于有违初衷的渠道，导致国内不平等现象恶化，那么援助将起到相反的作用。各种五花八门的研究结论指出，由于援助数额和（受助国）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不大，因此援助在减少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方面贡献也不大。
40



依据这一论据，监管缺失是一个问题；但监管缺失更应该被视为对21世纪的援助者和受助者之间关系的认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国家高度自治，拥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目标。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批评援助时质问道：“是谁让我们负责的？”这一质疑同样适用于支持援助的工具性和内在性理由。
41

 我们将基于什么准则进行干预呢？在回应对国家责任的这一质疑时，我们需要彻底改变有关援助的理由。从殖民时期开始，人们就认为援助的目标是为了促进产出增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持这样的观点，即经济增长是衡量援助效率的准绳。不过，这忽视了我们对穷人当前困境和他们脆弱景况的根本关切之情。“授人以鱼只能救一时之急，而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可是，这句谚语可能导致我们低估了授人以鱼的重要性。
42

 查宁·阿尔恩特等人（Channing Arndt、Sam Jones和Finn Tarp）力求“更广泛地评估援助的效果，尽管我们应重视援助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效果，这也十分必要，但仅此是不够的……许多应该受到重视的援助成果与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关”。
43



我在纳菲尔德基金会的同事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称，通过承担国家责任来重塑全球正义是把“双刃剑”。他解释说，“这也许可以让富裕国家为自身的一些优势进行辩护……但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义务”。他接着说，“为确定此类义务的范畴……我们需要引入全球最低限度人权的概念，即全球各地民众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受到保护的一系列最低限度的基本人权”。
44

 同样，阿尔恩特等人也指出，“例如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等‘有益品’都被视为基本人权，是发展进程的基础。相应的，这些方面的成果也应纳入考虑”。

在国家责任的框架下支持开展援助活动，似乎带有保守主义的色彩。在第1章的讨论中曾提到，在国家层面，我们应将分配问题作为一个整体（“不平等”以及“贫困”）加以关注；但在全球层面上，我们仅关注如何维护一系列最低限度的基本权利。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这样限定所关注的全球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在全球的相互依存度尽管有所降低，但没有减少为零。不过即使我们将援助仅用于维护全球最低限度的人权，它仍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这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当今世界的贫困程度和规模是富裕国家不曾经历过的，如果我们将援助目标设定为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分配资源，那么当前将0.7%的国民收入用于援助的举动也不算非常慷慨。尽管由于腐败和资金挪用的问题，援助出现了大量“漏损”的情况，但只要有一部分援助如涓涓细水般流向消费水平远远低于经合组织普通纳税人的人员手中，援助就发挥了成效。这是支持这一领域慈善工作的大部分民众所认同的目标。肯定有许多人认为“联合国取消对170万叙利亚难民的粮食援助（2014年12月的头条新闻报道）一事再也不应该重演”。
45



在当前情况下，当富裕国家着手实施一个旨在减少不平等的项目时，我们应该指出，我们对分配不均问题的关注不能局限于国家内部。出于这一原因，我相信，现在是富裕国家重拾将援助目标定为国民总收入1%的合适时机。批评者可能会问道：“为什么目标是1%，而不是2%呢？”确实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但在这里，我只是讨论行动的方向。这正是阿玛蒂亚·森的《正义的理念》一书所蕴含的精神。他在该书引言中指出：“与关注“正义社会”的大多数当代正义理论不同的是，本书力图开展基于社会现实的比较，聚焦于正义的进步或倒退。”
46

 我们的目标是渐进地开展改革，而不是一步到位。此外，从英国的角度来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英国人对丧失国际领袖地位一事非常焦虑，而这正是近期英国举行有关欧盟的大范围辩论的深层次诱因。现在的英国面临绝佳机遇：在欧盟和整个世界发挥领袖作用。

总而言之，我的建议是，鉴于我们在全球再分配方面所承担的国家责任：



建议15
 富裕国家应将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提高到国民总收入的1%。




旨在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建议

在第二部分，我提出了15项建议，涉及我认为能够大幅减少不平等问题的措施：



建议1
 政策制定者应明确关注技术变革的方向，并鼓励能提升职工就业能力的创新，重视服务提供中的人力因素。


建议2
 公共政策应当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适当力量平衡为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应当：（a）在竞争政策中明确引入分配问题；（b）确保允许工会代表所有工人的法律框架；以及（c）成立社会与经济委员会，并让社会合作伙伴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


建议3
 政府应为预防和减少失业设立明确目标，并通过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有最低工资的保障性公共就业，来实现这一目标。


建议4
 应当制定国民薪酬政策，内容包含两大元素：一个是设定在用于养家口线上的法定最低工资，以及高于最低工资线的薪酬支付原则。两个元素都要由包括社会与经济委员会在内的“全国对话”认可。


建议5
 政府应该通过国民储蓄债券来提供有保证的、正的真实储蓄利率，并设定人均最大持有量。


建议6
 应该在所有人成年时向其支付一笔赠与资本（最低继承款）。


建议7
 应当创建一个公共投资管理局，来负责主权财富基金的运营，其目标是通过对公司和房产进行投资来增加国家资产净值。


建议8
 我们应恢复更为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在扩大税基的同时，依据应税收入的差额范围上调边际税率，最高可达65%。


建议9
 政府应在个人所得税制下引入劳动所得税优惠措施，且这一措施仅适用于第一税阶的收入。


建议10
 应在累进资本收益税制下对遗产继承和生者间的赠与征税。


建议11
 应依据最新的房地产估值征收比例型或累进型房产税。


建议12
 应向所有儿童发放较高水平的儿童津贴，并将这一津贴纳入应税收入。


建议13
 应在国家层面推行参与性收入方案，作为对现有社会保障的补充，如有可能在整个欧盟地区实施儿童基本收入项目。


建议14
 恢复社会保险，提高福利水平，并扩大它们的覆盖面。


建议15
 富裕国家应将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提高到国民总收入的1%。



除这些建议，还有：



供探讨的想法
 对家庭在信贷市场上获得无房屋抵押贷款进行全面审查。


供探讨的想法
 依据现有“特别”储蓄方案的思路（可能导致纳税时间提前），来讨论“基于所得税”对私人养老金缴费征税。


供探讨的想法
 重新审视征收年度财富税的理由，以及顺利推行年度财富税的先决条件。


供探讨的想法
 基于总财富为纳税人设立一个全球税，以及设定企业最低税额。



我提出了上述行动方案。这些是一揽子方案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如果你认为其中的一些建议不可接受或不具可行性，你无须摒弃所有的建议。不过从两个方面来讲，答案又是肯定的。首先，这些建议是相互依存的。一些行动方案如有其他措施的配合，将更具效率。如果依据本书的建议制定特定的所得税率，确保边际税率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则对福利金课税这一措施将变得更有效和更具针对性。如果依据建议2提高工会的法律地位，则建议4所提议设立的社会与经济委员会，将更容易高效运作。其次，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尽管我们非常了解导致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种种机制，但我们无法确定它们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如果我们希望取得进展，就不能只依赖一种措施。

当然，有些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是做不到的”或者“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谈谈这些反对意见。


第三部分

能做到吗？

[image: cha]


本书概述的这些建议毫无疑问会遭遇褒贬不一的反应。有些读者会欢迎这些建议，甚至有可能认为它们还不够有雄心。一些读者会以不好或者不必要为由将它们一笔抹杀。还有一群读者会认真考虑这些建议，但仍怀疑它们是否可行。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后这群读者的。以下章节准备回应如下批评：就经济效率而言，这些建议的代价太过高昂，而且在全球经济中，无法只由一个国家来贯彻实施这些建议。或者更现实地说，“作者忘记预算赤字了吗？”


第9章

缩小蛋糕？

对于本书第二部分所描述的那些建议，通常面临的异议是，减小不平等只能以减少经济产出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为实现更大的经济公平，我们不得不牺牲效率。

对于这一异议，我有两个回答。第一，这些建议有使蛋糕缩小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反对推行它们的令人无法反驳的论据，因为一个分配得更公平的小蛋糕可能要好于以当前的不平等份额分配的大蛋糕。我们必须把大小和分配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必须做深入的探究。我们既要考虑效率损失的程度，又要考虑评判得失的方法。而经济学者往往更愿意分析前者，例如，评估税收反应和相应损失规模的计量经济学文献就有很多。在第7章，我通过高收入者的行为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还讨论了后一个方面的问题，通过最高税率对财政总收入的影响来评价其后果，而此类财政收入被默认为用来向最贫困的人转移支付。以这样一种罗尔斯主义的观点（关注最弱势者）来看，通过提高最高税率带来额外收入的做法或许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诚然，提高最高所得税率的建议仍有可能遭到反对。反对的理由有可能是，收入增加的预测是错误的；或者我们不仅要考虑最弱势者的福祉，也要考虑处于更高层次的民众的福祉。这是两种不同的反对意见，分开讨论会比较好。

因此，我们不能以蛋糕会变小为由予以全盘否定，而是要考虑评判得失的方法和内在权衡的本质。我在本章中主要关注的是后者。这把我带向第二个回答：虽然有些建议可能导致蛋糕缩小，但还有一些建议能提高效率。公平和效率可以指向同一个方向。这在竞争性的、充分出清市场的标准经济模型中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就像下文解释的那样。不过，我们一旦考虑到竞争和市场是不完美的，其中供求只能决定工资的区间范围，存在失业，制度安排具有重要影响，情形就变了。所有这些偏离标准模型的地方都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活跃领域。最近的诺贝尔奖就授予了有关产业组织、劳动力市场搜索和匹配过程的研究。有关制度的作用存在激烈的争论，但这并不构成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标准教科书的开头几章，学生学习的内容通常是家庭和企业参与竞争性市场，其中价格取决于供求。但如果让我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我会从拥有市场支配力的垄断性竞争企业、工资需要讨价还价和工人面临失业的现实世界写起。我现在不是在写这样的书，但我的立场依然影响着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减少不平等和提高效率可以同时实现吗？如果我对各种政府干预形式的影响的看法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那么部分原因在于我从一开始就对经济运行有不同的看法。对经济模型的选择会深刻影响政策建议。

福利经济学和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取舍，这个观点根植于经典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在一定条件下，由于没有人能够在不损害他人福利的情况下提升自己的福利，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是最有效率的。这被称作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还因发现描述收入分配的帕累托曲线而闻名。市场结果的效率，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是人们担心我提出的措施会“缩小蛋糕”的一个理论基础。图9.1显示了两组人（1％最高收入人群和其余的99％）各自的立场，假定他们的福利水平由收入代表。假设竞争均衡导致的收入分配结果过于不平等。如果政府可以进行无成本的再分配，那就可以实现最优结果，如图中显示的沿“固定总收入”曲线移动。可是事实上，政府必须利用昂贵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工具，来达到图9.1中的“次优”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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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1％最高收入人群征税，然后转移给其余99％人群的做法是有成本的：对1%最高收入人群征税100亿美元，只能带来80亿美元的转移支付。在第1章中用“漏桶”这一术语来描述此类情况。总收入减少了。甚至有可能出现无法实现任何转移支付的情况，因为1%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大幅减少，导致税收收入没有任何实质性增加。这个临界点在图9.1中显示为X。

[image: 040]
图9.1 “蛋糕变小”与再分配



不过，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成立。这些条件是极为严格的：（1）家庭和企业必须是完全竞争的（价格和工资的接受者）；（2）必须有一整套市场来实现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当下和未来的供需均衡；（3）必须有完全信息。这样说来，似乎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上述条件不适用于实际经济。现实世界的许多市场存在强大的垄断性竞争因素，即企业是价格制定者，而非价格接受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果工人和就业岗位匹配，那么工人和雇主都可以就工资讨价还价。这个定理假定市场全部出清；而实际情况是，存在高失业率和其他市场失灵现象。可以买卖未来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很少。例如，一般来说不可能在当下就十年后提供的护理服务进行交易。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不能免费获得；相反，信息是一种人们愿意花钱购买的有价值的商品。

我们一旦认识到现实经济的这些特征，争论的性质就变了。我们不能假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有效率的。不仅如此，在考虑降低不平等的措施时，我们的出发点是政府已经对经济实施了干预。这些建议不适用于没有税收、转移支付、监管和其他政府干预手段的理想世界。实际上，难以想象存在一个没有政府但运行平稳的经济体。那么问题就变成把一种结果与另一种结果相比较，于是下述情况就变得相当有可能，即蛋糕的大小有可能因为我的15条建议中的任何一条或者全部而变大。这些建议要么改变市场收入（以及基本生活工资水平），要么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实施再分配。每条建议都必须根据其本身的优缺点加以评价。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很受大众关注的行业：制药业和烟草业。大量研发导致制药业的固定成本很大，但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这导致市场具有垄断竞争性。企业的定价如果等同于生产成本，就不能涵盖全部成本，所以它们会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力来标高价格，使售价高于生产成本，以确保企业盈利。但这会降低人们使用其产品的机会，进而导致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无药可用。政府对固定成本进行补贴可以使企业降低过高售价的同时保持盈利，而消费者也能得到更多好处。烟草业也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但对于这个行业，公众关注的是降低消费。对固定成本征税会抬高售价。分配问题也会再次出现，因为香烟价格上涨对低收入者的打击尤其严重，但如果从烟草公司获得的税收用来为社会转移支付提供资金，那就有可能推出维持税收中性的政策，既能提高效率又能改善公平。

以上论述与这里提出的建议有什么关系呢？我并不认为所有干预都既能改善公平又能提高效率。在某些情况下，采取降低不公平程度的措施可能会损失效率。在累进所得税制下要缴更多税的人做出的反应可能是，降低工作努力度（效率损失取决于他们选择的扭曲度）。又如，在面对因最低工资增加而导致工资成本提高时，雇主有可能减少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在提供保障性工作岗位时，政府官员或者承包商可能执行不力或者出现腐败。不过，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情况必然如此。每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它本身的优缺点加以考虑。终生资本收入税和最低继承款对捐赠进行了重新分配，可以给予人们一个能让他们克服资本市场缺点——比如借款创业的障碍——的生活起点。儿童津贴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儿童得到更好的喂养，并能专心上学。家庭摆脱贫困陷阱（不再依赖家计调查型福利），可以让他们投入更多培训经费，从而给雇主提供当下急需的熟练工人。

这场讨论是在一个静态的背景下展开的，只考虑当下蛋糕的大小，没有考虑随时间变化的增长率。同样，作用好坏参半。政府提供更慷慨的养老金可能会导致人们减少为退休而准备的存款。公共储蓄或许不能完全抵消私人储蓄的减少（政府的退休计划采取现收现付制）。总储蓄水平下降可能导致投资水平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干预会降低蛋糕随时间变大的速度。但降低不平等的措施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能呈正比。引用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安德鲁·伯格（Andrew Berg）和哈拉兰博斯·灿加里季斯（Charalambos Tsangarides）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撰写的报告，“虽然围绕这些问题有相当多争议……但加强平等的干预措施实际上可能有助于增长。例如，对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征税（金融领域中的过度冒险行为可能就属于此类行为）——这类税收大部分由富人缴纳；还有，旨在鼓励发展中国家提高小学入学率的现金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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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方法可以评估效果的好坏。第一种是从理论上探讨可能的影响；第二种是寻找类似措施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经验证据。我在这里着眼于前者，这样做是因为在对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多年的研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人们建构理论并就这种影响坚信自己的观点，那么，要改变他们的观点是非常困难的。此外，这类经验证据往往是具体到每个国家的，而我力图在本章和第10章探讨更广泛国家的问题。

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性

我在给大学一年级学生上经济学课时，遭遇了大学老师所熟悉的一个挑战，即有些学生是从零开始的，而有些曾在中学学过经济学。这个挑战就是让后者保持兴趣，同时不让前者迷失。我采用的一个策略是，提出一些问题，然后给出不同于教科书中的答案。例如我最喜欢问学生这样的问题：如果把最低工资设定在高于市场工资的水平上，那会导致失业吗？学生们在被问及最低工资时给出的标准回答是，绘制一条劳动力需求曲线，显示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雇主会雇用多少工人。随着劳动力变得昂贵，曲线向下倾斜，因为雇主会减少劳动力雇用量。的确，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章节看到，如果工资水平提升至足够高，可能会导致用机器来取代人工。学生随后还会绘制一条劳动力供给曲线，显示有多少人在找工作，此时曲线被认为是向上倾斜的：工资越高，劳动力供给越大。向下倾斜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和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有唯一的交点，在这个交点处，劳动力供需达到均衡。如果设定的最低工资高于这一水平，那就会出现供大于求，进而出现失业。

这是教科书中的标准答案。但假设在某个工资范围内，供给曲线向回弯，就像图9.2显示的那样。例如，假设劳动力供给取决于工作年限的长短：在图9.2中向右移动对应退休较晚的人。在工资较低的情况下，人们坚持工作，因为他们和家人急需用钱。但随着工资水平上升，他们的境况好起来，于是人们决定不再工作挣钱，而是待在家里含饴弄孙。这样，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会向回弯。但接下来，工资继续提升到非常有吸引力的水平，以致人们忍不住继续工作，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会恢复之前的上升走势。关键的一点是，供需曲线可以有多个交点。能够实现供需均衡的工资不止一个。这凸显了经常被忽视的一点：可能不止一个市场出清的结果。人们讨论“市场决定了什么”，但图9.2中的A、B和C都是可能的市场结果。更确切地说，如果工资上涨（下降），同时存在对工人的过度需求（失业），那么经济的最终结果可能是A或C。（我为什么把B排除在外？）
3

 这进而意味着，如果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或者提高现有的最低工资，就像在第5章建议的那样，那么经济有可能由C转向A，就像图9.2显示的情形。在新的市场结果中，工资更高，而且没有失业。这不是普遍性的改善。如果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那么A和C都是帕累托有效的，而由C转向A意味着：有些人的境况会变差（例如，由于工资增加，靠资本收入过活的人必须增加家里佣人的工资），但市场收入的初始分配情况有了变化。在图9.1中，需要一个不同的点来表示市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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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最低工资影响的另一种观点



在较复杂的经济模型中，对标准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与思考我所提出的建议有何关系呢？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效率工资”。

效率工资和最低工资

我曾建议大幅提高国家最低工资，对此持异议的通常理由是，这将导致就业降低，进而有损恢复充分就业的努力。反对者会问，当工人的生产率低于工资成本时，雇主为什么还要留着他们呢？我这里给出的回答是，正如之前有关技术变革的讨论中所阐述的，生产率不是固定的。工人的生产率可以提高而且——新的观点是——工人的生产率可以与他获得的工资成正向关系。雇主一旦认识到付出更多工资就能获得更高的生产率，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不再是完全竞争性的：他们成了设定工资的人。

可能有几个原因造成工资和生产率成正向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现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编辑的《劳动力市场效率工资模型》一书对此有充分讨论。在历史上，人们曾经从卡路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关系。收入更高的工人能够买得起更多和更好的食物：“典型的劳动者预期能完成的工作量取决于他的能量水平、健康状况和他的活力等，进而取决于他的消费水平。”
4

 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高薪水的员工可能积极性更高，更忠于自己的公司。如果某人在自己的桌子上放一块“薪水与业绩挂钩”的牌子，那他绝不是在开玩笑。信息不完全也会引发薪水和业绩之间的正向关系。实际上，雇主无法充分监督每个工人的工作投入程度。把不完全监督和支付更高的工资结合起来诱导工人努力工作，这样，丢掉高工资工作的威胁将激励员工不“偷懒”
5

 。支付高工资还会阻止工人离职，由此降低雇主的招聘成本。或者，效率工资在入职时就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招聘的时候，雇主可能不了解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因此提供更高的工资能吸引一批求职者，这些人知道自己比其他求职者更胜任。当然，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要问是否有替代支付效率工资的办法。例如，或许可以选择工资随资历增长的合同。

这些与最低工资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如果提供高工资对雇主有利，那他们早就这么做了。例如，在基于“偷懒”的分析中，雇主提供的工资刚好足以确保工人努力工作，虽然吸引工人所需的费用较大，监督费用却更少。假设引入最低工资。为产生效果，就要使最低工资高于雇主选择的水平，使雇主发现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不过关键的一点是，效率工资对雇主有好处；额外的工资不是纯粹的成本。这是因为，根据法律的要求把工资设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雇主就能以较低的监督水平确保工人没有偷懒，因为丢工作对工人来说代价较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工人对雇主的忠诚度提高。如果就业水平受到工资和监督成本的双重影响，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制衡力量。

正如在简单的供需模型中那样，或许存在多种可能的市场出清结果，最低工资可能导致经济由一种低工资结果向一种高工资结果转变。对效率工资的另一种理解也会带来这一结果。这种解释是由乔治·阿克洛夫根据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提出的。它以不那么对抗的方式来看待劳动合同，将其视作一种“礼物交换”的形式。这样来看，工作场所的习惯是工人自愿增加投入，以换取更高的薪酬。正如之前在第3章讨论的那样，根据这些习惯的普及程度，也许有多种可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最低工资可能导致雇主从提供“坏的工作”（工作纪律靠监督来维持）转向提供“好的工作”（工作投入靠遵守社会习俗来确保）。政客们不断呼吁建立“高工资经济”，这就是能够实现高工资经济的一条途径。

制度设计和失业保险

美国社会保障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学者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经写道：“我认为，政府从未考虑过增加失业救济金额度和延长领取时间……会助长解雇和阻碍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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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情况则不是这样。一个多世纪前设计福利国家制度的那些人完全清楚，必须谨慎设计社会保障制度以避免负激励。英国1911年国民保险法的总设计师休伯特·卢埃林·史密斯爵士（Sir Hubert Llewellyn Smith）起草了一份清单，列出52条对新方案的可能反对意见，其中就包括解雇和自愿失业的危险性增加这一条。
7

 相关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立无疑就是为了限制可能的负激励，并与职业介绍所结合起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当下有关福利国家制度的讨论大多都忽视其制度特征，而且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尤其做得不好。上述情形与增加社会保险金和扩大其覆盖面的建议关系密切。例如，对失业救济金的处理常常未能包括相关的发放条件。把失业救济金看作“不工作时的工资”，就忽略了许多制度规定，而这些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确保社会保障与经济政策相辅相成而不是格格不入。

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分析失业时得出的结论是，发放失业救济金是高失业率的原因之一。其理由在于：安全网的存在导致人们花更长时间找工作、推掉就业机会和更愿意冒偷懒丢工作的风险。但这项分析一般需要基于下述假设：

a.不管失业原因是什么，都可以领取救济金；

b.没有与以往工作挂钩的失业保险缴费条件；

c.没有找工作和能够马上开始新工作的要求；

d.对拒绝就业机会没有惩罚；

e.可以无限期地领取救济金；

f.是否有资格领取救济金和救济金金额都不受申请者和家庭成员获得的其他收入的影响，也不受家庭资产水平的影响。

现实制度的细节与之大不一样，这些假设并不成立。按照一般的失业保险方案，只有那些非自愿失业的人才能领取救济金。如果是自愿离职或者因行为不当而被解雇，是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现实中的社会保险仅限于那些符合失业保险缴费条件的人。

为获得失业保险，申请者一般必须近期缴纳过社会保险费，可能还要有整个职业生涯的最低缴费条件。一般情况下，申请者还必须表明，他们在积极寻找工作，而且在得到工作后可以马上开始工作。例如，他们已经对照顾孩子的事情进行了妥善安排。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是一个标准条件。如果失业者拒绝接受合适的工作机会，将终止或暂停发放救济金。救济金的发放期限一般也是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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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制度条件对失业者来说都不陌生，却没有出现在通常的经济分析中。这对结论有影响吗？简短的回答是：有影响。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现实中发放救济金的条件意味着经济分析的关键步骤没有跟上实际。例如，找工作的模型通常假定，失业者会采用“保留工资策略”，即他们只接受薪酬至少达到X美元或者Y英镑的工作。但如果政府强制执行不得拒绝就业机会的资格要求，那这样一种策略就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再举一个例子：上述对工作中“偷懒”现象的分析认为，因偷懒遭解雇的工人其退路是领取救济金。因此，救济金的存在将抬高为使不偷懒而需要支付的效率工资，进而造成就业水平降低。然而，因偷懒而遭解雇很可能被发现违反“职工违纪行为”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论证就站不住脚，我们也就不能得出结论说，救济金导致失业。这样一个结论没有考虑为避免潜在的负面激励而设立的制度。尽管实际执行未必完全到位，但此类失业者并无把握获得失业救济金。同样，忽视失业保险的缴费条件意味着标准分析中缺少失业保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缺少失业保险的情况下，工人需要更高的工资来弥补风险，而更高的工资将导致就业减少。

社会保险将提高在市场上而不是非正规部门和家庭中工作的吸引力，并有助于把人们纳入社保缴费。当人们不再享有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权利时，他们可能会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例如戴维·卡德（David Card）、拉杰·切蒂（Raj Chetty）和安德烈·韦伯（Andrea Weber）注意到，这给下述现象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即在失业救济金用完的那一周，退出失业登记的人数飙升。利用奥地利的数据，他们发现，求职者不是等待救济金耗尽后重返工作岗位，而是在领取救济金结束后干脆退出失业登记。他们的身份被重新分类，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并没有改变。由于失业保险的扭曲效应“取决于失业保险如何影响工作时间，失业退出骤增现象可能显著夸大了失业救济金引发的道德风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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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道德风险”指与风险补偿相关的负面激励。

在我的建议中，有两个因素可以帮助提高向失业者提供收入补助的有效性：恢复失业保险，以及大幅提高儿童津贴。这些促进平等的措施会在多大程度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我在这里只考虑收益，不考虑额外的缴费和税收影响。关于儿童津贴，领取这一津贴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无关，而且不影响重新就业的决定。不过，儿童津贴可能具有积极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可靠的收入来源，即使找到了工作，然后又丢掉了，也可以一直领取。鉴于申领救济金具有不确定性，这可能是鼓励人们不再领取失业救济金而接受一份工作的重要因素。

关于失业保险，我已经解释过为何负面激励可能被夸大了，以及失业保险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失业保险是付给个人的，但根据家计调查结果发放的失业救助则是发给家庭且是基于家庭总收入来计算的。这意味着，就一对夫妻而言，一方领取失业救助有可能对另一方造成严重的负面激励，即接受有薪水的工作可能不会带来实质性好处。我所建议的更完善的失业保险方案将降低对家计调查结果的依赖，而且这些措施将增强对另一方的激励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对社会保险的依赖对促进做大蛋糕具有积极意义。

增长和养老金

现在，我从劳动力市场转向分析这些建议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提出的建议包括向小储户发行政府债券并保证实际收益率跟上收入的增长；向所有人提供资本捐赠；大幅提高政府养老金；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来积累国家财富等。

这些举措中有一些对就业或者储蓄具有抑制作用。例如，提高政府养老金会降低养老金领取者继续工作的需要。超市可能发现更难招聘到养老金领取者来从事收银和码放货架的工作。提高养老金，正如之前讨论过的，可能降低储蓄率，因为当前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都会觉得为将来做打算的压力减小了。为了养老的存款可能减少。提高收益率可能提高储蓄的吸引力，同时也会降低达到给定生活水平所需的存款额。如果人们存款的目标是达到既定金额，那么更高的收益率就更容易达到目标，进而减少储蓄。此外，还需要考虑资本捐赠并研究其发生的概率。如果年轻人会在成年后获得一笔资金，那么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他们的父母、（外）祖父母和其他亲属会觉得没必要在经济上资助他们。这转而可能影响老一辈的储蓄和工作行为，降低他们的储蓄和劳动力市场参与度。

另一方面，就产出和增长而言，这些建议具有积极作用。第一，社会保险改革、参与性收入和其他措施将降低人们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增加政府养老金将使一些人的收入提高到领取养老金补贴和储蓄补贴的门槛之上。正如在第8章指出的那样，我所建议的最低保证养老金要考虑养老金总收入，但不考虑养老金体系外的储蓄。对老年人来说，减轻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很重要，因为这些福利抑制了储蓄：人们储蓄越多，得到的转移支付收入就越少。导致存在一个“储蓄陷阱”。减少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则意味着更多人要存钱防老，这能帮助我们减少贫困和增加储蓄。

第二个要考量的影响不那么明显。它涉及对资本市场和公司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在分析经济增长时，经济学家们往往强调储蓄的作用，他们的假设是，储蓄的变化会自动转化为投资的变化。然而这一转化取决于投资市场的运作和公司投资的投资决策。在这里，降低不平等的建议会产生影响，因为它们试图通过恢复政府基本养老金的关键作用来扭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私人养老金供给的依赖。最近几十年，政府养老金的减少导致了私人养老基金的大力发展。目前，私人养老基金持有大量公司股票。这反常地导致企业更重视短期盈利能力。之所以说“反常”，是因为按定义来说养老基金与长期储蓄相关。但是，这个市场的竞争本质决定了基金经理关注的重点是即时投资收益。由于之前讨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关系，养老基金的目标很重要。养老基金间接属于当前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但养老基金的控制权却掌握在基金经理手中。这些人并没有长远的利益目标，但掌握着投票权。因此，复兴政府的公共养老金可以降低对私人养老金的依赖，不那么看重短期收益，促使公司投资于扩张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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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建立一个国有投资基金，并持有重要公司的少数股份，也能在确保投资决策摆脱短期行为上发挥作用。

上一段的论证看似有点绕圈子，但它强调，需要综合看待经济和社会体系。一部分政策领域——养老金政策——的变化会影响产业政策。因此，对不平等问题的分析必须与经济学研究主流紧密结合，而不是分离出去，成为一个单独的区域。

布丁好不好的证明

我在本章剖析了降低不平等的建议可能或不可能影响蛋糕大小的先验理由。我认为，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个想当然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我们一旦认识到现实经济不同于具有完全竞争、充分信息和完全出清的市场理想形态，那就是比较两个次优结果（我所建议的改革实施前和实施后）；在某些方面，改革可能提高而非降低效率。降低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可以消除贫困陷阱；加强社会保险，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依附度；资本捐赠可以使年轻人自己创业；储蓄的保证回报率可以降低退休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从其他某些方面来看，全国产出可能减少：例如，更为慷慨的政府养老金可能促使人们提早退休。此外，评价一些改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并不太容易。那么，我们无法观察到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吗？正如一句英语老话说的，“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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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所选国家的不平等水平（1990）和GDP增长（1990—2013）

注：该图所显示的是，一个国家在1990年前后的不平等水平（基尼系数）与该国在1990—2013年期间的、以不变国内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关系。



在第1章，我们看到欧洲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的基尼系数——判断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指标——比英国或美国低5个百分点或更多。它们的经济表现更糟吗？图9.3显示，如果我们采取一个动态的视角，回到25年前，研究1990—2013年的GDP增长与初始总体不平等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发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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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尼系数起始日期是1990年（或者一个接近的年份），而且和第1章中列出的那些数据来源相同，这样使数字尽可能在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当然对某些国家来说，不平等数据是后来才有的，尤其是拉美国家、中国和印度。增长方面的数字是把世界银行编撰的《世界发展指标》中报告的增长率累加起来得到的，代表经国内通胀因素调整后的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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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了什么？右侧是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这组国家包括中国，但它没有出现在图中，因为其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图中某些国家的增长率很高，就像中国那样，但另外一些国家的增长率较为平淡。如果我们看一下基尼系数在35%以下的国家，就会发现它们的增长率也是高低不一。数据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波兰快速增长，爱尔兰快速增长（甚至是在发生了经济衰退之后）。不过要记住，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各过的国内产值，而国内产值的增长率（在考虑了流向国外的利润因素后）较低。英国和美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和1.5%。有些国家的增长率与它们接近，但基尼系数较低：德国低6个百分点，奥地利低10个百分点以上。这两个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增长可能都受益于欧盟东扩。芬兰的不平等水平类似于奥地利，但年增长率较低，仅为1.3%。芬兰经济因苏联的贸易崩溃而遭受打击：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人均GDP比1990年的水平低10%以上。雪上加霜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挪威和瑞典）还遭遇了一场银行业危机。如果芬兰和瑞典的增长率从1995年算起，那么它们的年增长率将超过2%。

在努力理解图9.3显示的结果时，我们开始描述具体国家的情况，而这暴露出了一个使用此类跨国证据的严重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任何因果关系都有可能是反向的）：
13

 我们不清楚，在分析中能否使影响经济表现的其他所有因素保持不变。一块布丁可能比另一块好吃，我们可能知道，那块更好吃的布丁中加了更多白兰地。但是，除非我们知道布丁中的所有其他配料是多少，否则并不能把味道好仅仅归因于多加了白兰地。诚然，对于布丁，我们可以做两块一模一样的进行实验，并在其中一块多加一些白兰地。但是对于经济表现的研究远不是这么简单。之前我提到经济学家采用的“双重差分法”。在当前情形下，就是把不平等的变化与经济表现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这涉及研究一组国家随时间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过去的某些阶段，不平等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欧洲在过去70年目睹了不平等先降后升的情况。我们并不能明显看出，第二阶段（即不平等上升阶段）的经济表现更好，但我们也没能做到使决定产出和增长的其他潜在因素保持不变，而这样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这是跨国增长研究领域的一个公认问题。正如史蒂文·杜尔劳夫（Steven Durlauf）指出的那样，“对增长的实证分析文献存在一个问题，即理论的多样性。在1998年对实证增长文献的综述中，我和柯成兴（Danny Quah）发现，研究者提出了90多个不同的变量……在那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变量。这其中的每一个变量，至少从事前来看会是决定增长的因素之一。有这么多与可用数据相关的候选变量无疑是个大麻烦”。
14

 在研究一组国家的情况时，我们必须搞清楚，在所分析的时期内，相关变量中的哪一个发生了变化。

图9.3描绘的情形也可能遭到批评，因为它显示的是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而我们想知道的是：用来降低不平等的手段，尤其是税收和再分配，是如何影响增长的。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强调的那样，这是不同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难以用一组跨国数据来回答的问题，因为必须把复杂的税收福利制度的影响归纳到一个指数（或少量指数）中，来显示这些制度各自对再分配的影响程度。税收福利制度的原始参数就有很多。第11章模拟了对英国建议的一个子集，其中包含32个不同的变量，每个都有不同的潜在影响。在奥斯特里、伯格和灿加里季斯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研究结果中，再分配性财政手段用一个综合指数来衡量：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与净收入基尼系数之间的差异。
15

 这类似于第2章研究过的差异，我曾在那里指出，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不一定与缺少再分配手段时观察到的基尼系数相同，因为市场收入很可能受到税收和福利的影响——实际上，这正是我们在讨论的问题。与这个识别问题相伴的是，需要决定上面提到的90多个变量中哪些应当作为控制变量，而纳入统计分析中。奥斯特里、伯格和灿加里季斯对这些困难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们指出，“在定义基准规范时，保持一定程度的谦逊是合理的：不仅在实证增长文献中对到底应该把哪些控制变量包含进去没有一致看法，而且在我们的研究中，控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不平等不仅可以通过物质资本或者人力资本投资渠道、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影响增长）也使识别问题大大复杂化”。
16

 甚至在开始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之前，我们就能看到，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对统计模型的构建做出不同选择。在解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研究结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结果发现，“再分配对增长的影响通常看起来是很温和的”——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小结

简而言之，目前还没有确切无疑的结论。某些降低不平等的建议可能对蛋糕的大小造成负面影响，这不能排除。但不能泛泛地认定，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或者增长率必然会受损。平等和效率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这一先验观点无法通过对基本假设的讨论得出。对福利国家制度影响的标准经济学分析忽略了内置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保护措施，而且作为其基础的经济行为模型通常忽视了福利国家制度对经济表现的潜在积极贡献。再分配确实需要资金，但对提高税收的影响的分析，就像对提高福利的影响的分析一样，要比简单的教科书模型更为复杂。不仅如此，我的若干建议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提高最低工资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依附度和对技能的投资；帮助小储户的建议可以鼓励财富积累；而资本捐赠也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第10章

全球化是否会阻碍行动？

在本书中，我提出了在经合组织国家降低不平等的一些建议。一种常见的反应将是，“这些建议不错，但我们生活在一个阻止我们走上这条道路的世界中”。我们过去可能有过这样做的雄心壮志，但如今，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成了我们在全球化经济中负担不起的奢望，因为任何走这条路的国家都将丧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即使本国的蛋糕没有缩小，我们也面临外部约束因素。按这个观点，福利国家制度、累进税、薪酬政策的观念和充分就业的目标都将成为历史；21世纪不再有它们的位置。实际上，对我的建议存在两类彼此相关但互有不同的反对意见。第一类关注的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范围更窄一些，以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面对来自新兴工业化世界的威胁时，推行类似政策的能力。第二类关注的是，在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时，单一国家有多大的空间采取再分配和提高社会支出的措施。

这些问题的确令人担忧，我对它们很重视。无视这一异议的确是莽撞的，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将如何发展几乎一无所知。如果我在10年前写这本书，那时的世界经济前景看起来将与2015年的非常不同。世界经济受到一些重要力量的潜在影响——尤其是气候变化以及西方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关系，而我没能力对这些力量进行合理评估。作为替代，我提出对经济未来不太悲观的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的建议中的一个核心要素——福利国家制度——正是起源于19世纪全球化早期的欧洲。因此令人费解的是，当前的全球化时期会引起相反的反应：我们不得不取消福利国家制度，而不是像我在这里主张的，加强福利国家制度来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当今的全球化形式可能不一样，但在就业和薪酬方面造成的结果是类似的。第二个令人乐观的理由是，在面对世界的新情况时，各国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本书的一个主题是，把当今的高度不平等状况归咎为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是不对的，将其归咎于全球化也同样毫无根据。第三个理由是，我对国际合作的潜力持温和的乐观态度。

福利国家制度的历史

全球化不是新生事物。维基百科条目提醒我们，“19世纪目睹了接近现代形式的全球化的兴起。工业化使利用规模经济廉价生产家居用品成为可能，同时人口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对商品的持续需求”。
1

 我想要强调的是，同一时期也见证了一项关键制度的出现——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据说它的生存正受到当今全球化的威胁。

人们之所以创建社会保障制度，正是由于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现代雇佣关系的发展。工业雇佣意味着，大量工人开始面对失业、疾病和退休等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况。这在19世纪末或者20世纪初推动了失业保险、工伤补助、疾病保险和养老金的建立。这些新方案为参与工业部门的工人承担了风险，因为他们可能突然丧失经济来源，要么是因为个人的厄运，比如受了工伤，要么是因为贸易额的普遍低迷。在一路领先的德国，俾斯麦式社会保险制度的推出是有几个动机的。这其中包括，面对工会组织的崛起和社会主义思潮的蔓延，需要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但一个重要因素是，在1870—1914年的全球化阶段，欧洲面临更大的竞争，不稳定的就业状况引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现代福利国家制度起源于“一战”前的全球化初期阶段，而不是有人说的起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固然，美国的养老保险和遗属保险的确始于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时的20世纪30年代，而不是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1901—1909年）。固然，欧洲的各种社会保障方案的支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扩大了，然而许多方案是在1914年前既已确立，见表10.1。
2

 正如一位美国观察人士所描述的那样，“欧洲出现了通过立法快速建立社会保险的情况……从北部冰冻的挪威海岸南至阳光明媚的意大利，从东部最远的地方西至西班牙，整个欧洲，不管是日耳曼人、撒克逊人、拉丁人还是斯拉夫人，都遵循了同样的路径……社会保险运动是我们时代中最重要的世界运动之一。”
3

 这段话写于1913年。


表10.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时期的社会保障立法

[image: 043]
资料来源：美国社会保障署网站，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详细年表来自http://www.ssa.gov/history/chrono.html



我之所以强调发生的时间，是因为应当把欧洲推出福利制度方案视作实现经济目标的补充，而非相互竞争的关系。在欧洲福利制度建立之初，人们认为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向同样的方向发展。这个观点持续了几十年。当英国的贝弗里奇在1942年起草战后社会保障计划时，他与凯恩斯合作，以确保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协同发挥作用，特别是社会转移支付在提供自动稳定机制方面的作用。在美国，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主张，“最低收入、医疗保健、社会保险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其他因素是生产力增长过程的一部分”。
4



只是在后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主导观点才发生变化，人们逐渐把社会保障看作对经济表现的一种阻碍而非补充，认为失业救济金造成失业，现收现付制的政府养老金造成储蓄率下降和增长放缓。按照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在1998年的著述，“许多欧洲人认为的比其他地方的有限福利制度更为优越的‘社会模式’，对21世纪来说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
5

 据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说，一些国际组织也表达了这一看法。他说：“我们认为这对欧盟的未来极为重要，即成员国必须足够灵活，它们必须减轻那些不再适应当今世界而且成本高昂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制度对预算的影响。”
6



21世纪的福利国家制度

是不是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我们就负担不起福利国家制度了呢？负担不起福利国家制度这一立场的核心是，全球化降低了福利国家制度增加税收收入的可能性。根据这个观点，可以用来征税的应税国民收入是有限的。这就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普及开来的、在总税收和总体税率之间的关系曲线，这条曲线先上升，在达到一个最大值后开始下降。据说，拉弗是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中利用一张餐巾纸为尼克松总统的阁员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画下的这条曲线。两人后来分别出任副总统和国防部长。正如拉弗自己认识到的，“拉弗曲线”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在当下被广为引用。
7

 关键的一点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共同使这条曲线下移，因此在任何税率水平上，政府的税收都比原先少。曲线的最大值则发生左移，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互联网商务的扩张意味着征收间接税变得更加困难；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限制了对劳动收入征税；不同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降低了公司税收入和投资所得税收入。如果一些国家之前的税率接近使税收最大化的水平，那它们就不得不降低税率；如果它们之前认为还有扩大税收的空间，那么如今也不存在了。

所有这一切都听起来令人沮丧。不过，即使我们接受它们赖以为基础的前提，这个分析也会更为复杂，而结论也不会那么明确。首先，这种限制是针对政府的总支出，而我们还要考虑减少不同类别政府支出的优缺点。社会转移支付是一个大项，但其规模较大并不意味着就该进行特殊处理。我们必须对各个政府部门的支出各自削减几十亿的代价和好处进行比较。例如，国防、公共基础设施、研发、农业和教育都要与社会转移支付做比较。不那么明显但依然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把政府直接支出与那些通过税制、以“税式支出”（参见第7章）形式实现的间接支出加以比较。减少税式支出将使税收收入增加，因此应当同样认真评估这个问题。在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存在大量税式支出：据估计，英国在2004—2007年之间的税式支出大约占GDP的8%，美国和加拿大大约占6%—7%，德国、韩国和荷兰的较低。
8



税式支出在当前的讨论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搞清楚：如果缩小或者不扩大福利国家制度，那将出现什么情况？一个回答是，私人供给将增加。如果政府不提供帮助，那么个人就将求助于私人部门。经合组织对社会总支出（把私人和公共支出都加上）的国际比较结果显示，当下就存在这种情况。这里对社会支出（social expenditure）的定义是，在个人或者家庭的福祉遭受负面影响时，公共和私人机构向他们提供的现金或者实物补助，包括社会保障、健康补助、住房补助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等。正如图10.1显示的2011年的情况，经合组织的各国公共供给（由空心线条表示）水平相差非常大。在美国，公共社会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不比捷克共和国高多少。可是，美国在加入私人支出后的总支出占比却大大超出很多欧洲国家。法国是唯一超过美国的国家。与丹麦的比较结果具有启发性：与美国相比，丹麦的公共支出高3个百分点，而总支出低3个百分点。这表明，对社会支出的需求会得到市场的满足，如果我们放弃公共支出，私人支出就将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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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2011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公共和私人社会支出



这项发现有双重重要性。如果用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私人支出必须增加以抵消公共支出的减少，那么这个成本要么由雇主承担，要么由家庭承担。当雇主面对更高的成本时，会将降低他们的竞争力，就像他们面临更高税收时一样。他们用于商业健康计划的支出会与雇主税一样，成为影响企业选址决策的因素。如果雇员自己承担成本，就会造成他们的实得工资减少，很可能导致涨工资的要求。所以从国家提供转向私人提供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只会来自于用哪个渠道提供更有效率。其次，私人社会支出的增加，比如在养老金和医疗保健上的支出，往往会引起税式支出，从而影响税收方面的账目。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可能通过把社会支出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来解决各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财政问题。

福利国家制度有全球竞争力吗？

预算成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提高税收使我们的商品更贵以致我们失去全球竞争力吗？老板们通常抱怨说，税费和社会保障缴费使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没有了竞争力。对受雇者征税可能造成同样的结果，导致雇用成本提高。举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如果英超联赛的球员坚持要求一定的税后工资，那么提高最高税率就意味着其所在的俱乐部必须提高他们的薪酬，而这很可能又会造成门票涨价和提高转播费，等等。这可能进而导致来英国看球的球迷数量减少，并造成电视观众由收看英超联赛转向收看德甲联赛、西甲联赛或意甲联赛。

当然，税费不是推动工资成本的唯一因素。我的同事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ellbauer）曾强调住房成本的影响。对大额抵押贷款的需要将导致人们对工资有更高的期望。而更高的薪酬对吸引人们来到伦敦、牛津及剑桥之类的城市是必要的。降低房价的行动，包括本书建议的议会税改革，则可以降低工资压力。公共服务的供给也很重要，好的学校和健康医疗服务也可以发挥相同的作用。

税收增加会导致工资成本提升，这使英国的竞争力降低了吗？我一直困惑于“国家竞争力”这个术语。我能够理解一个公司可能没有竞争力，或者一所大学甚至一整个行业没有竞争力，但是我不理解一个国家没有竞争力的说法。所以，当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际贸易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竞争力在应用于国民经济时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语”，以及“我书架上所有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索引里都没有这个词”的时候，
9

 我释然了。与单个公司不同的是，对一个国家来说，存在一个对外部失衡做出调整的过程。如果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那么就汇率对贸易平衡做出调整而言，汇率会降低，从而使出口商重新能够以与出口市场价格相当的价格销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汇率降低还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升高，使它们的价格和国外保持一致。

这种调整可能未必有效果，也并非没有成本。调整可能无效，因为汇率还受其他因素的驱动，比如资本流动，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调整无效，还可能因为汇率是固定的，就像在欧元区那样。对于后一种情形来说，某个货币区内的国家可能要面对货币区以外国家不会面对的制约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区分这个问题的两种情况很重要。某个欧元区国家受到的约束可能不适用于整个欧元区。但不管在什么层次上，汇率调整是有成本的，因为汇率降低将造成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下降。1967年英镑发生贬值，与美元的兑换汇率由1英镑兑2.8美元降至2.4美元，这意味着对于售价100美元的某个美国产品，英国人要支付42英镑，而非36英镑（四舍五入）。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对国民说，他们口袋里的英镑还值那么多钱，但他实际上用了一句更准确的话为这个说法做了铺垫，即“从现在开始，英镑在海外与其他货币的汇率降低了14%左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当人们讨论“有竞争力”时，他们其实是想说，保持自己的国民生活水平。在当前的情形下，这意味着要为福利国家制度和扩大再分配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实施这些建议的成本必须通过降低国民中境况较好的人群的实际收入来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和一个总资源给定的国家面临的国内问题是相同的。

就像我在第9章中所说，有受益者也有受损者，但这不是反对再分配的一个绝对理由。如果政府要认真对待降低不平等的问题，那就必须有取舍。这并不容易。正如托尼在《论平等》一书中所说的，“不平等容易，因为它需要的不过是随波逐流，但平等不容易，因为它需要逆流而行……它是有代价和负担的”。
10

 这种困难有两种形式。在个人层面，这涉及“一些人要做出物质牺牲”，人们不得不接受税收必须提高的现实。在社会层面，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问一些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公平”分配是什么意思，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市场过程的结果。

小结

我认为，再分配举措的范围，尤其是涉及提高社会支出的举措，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会受到全球竞争的限制。制约因素确实存在，但这些制约因素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做不了。当我们从总体上考虑预算，把所有类型的支出和社会支出（包括公共和私人支出）都纳入考虑后，上述结论就变得显而易见。我们的确面临财政方面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我们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结果完全由外部力量决定的问题。

全球化和对命运的把握

第二个乐观的理由是，各国在面对世界的新形势时不是完全被动的。国家政策所受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如何应对变化的世界。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英国就工人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展开了很多讨论，结论似乎暗示英国无力应对。2014年7月，官方移民事务咨询委员会发表一份报告，题为“低技能移民：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欧盟和非欧盟劳动力增长及其对英国的影响”。这份报告提出了5个主题，重要的是，前4个都涉及由英国政府掌控的政策。只有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涉及欧盟和由于欧盟扩大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所引发的问题。关于其他主题，委员会说，“对外来务工者的需求受到与移民没有直接关系的制度和公共政策的强烈影响”。他们进一步阐述说，“如果不彻底改变政策和这些制度的运行方式，那就不可能降低某些职业对外来务工者日益增长的依赖。此类改变可能包括在某些领域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增加教育和培训投资；对一些工资较低的公共岗位，提高它们的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提高职业声望和职业前景；减少工资低的派遣工作；解决零工时雇用合同滥用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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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政策完全属于英国政府的职权范围内，而且能够对降低不平等发挥重大作用。

来自英国的第二个例子能证明同一件事。它涉及伦敦的一处住宅开发区的长期租户所处的困境，2014年，这些租户被要求两周内搬离。此处住宅区是20世纪30年代由一家慈善信托基金建造，目的是向工薪阶层家庭提供廉价的出租屋。在这处住宅区卖给总部设在纽约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后，新东家宣布，计划大幅提高房租。这将为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运营者和他们的投资者带来可观的收入，当然是以牺牲租户为代价。房地产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包括金融机构、公共和私人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由此造成的公众强烈抗议导致这项计划被搁浅，这处住宅区也被转交给一家住房信托基金。关键的一点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不是资本的全球化，而是在英国租户得不到多少保护这一基本事实。即使那家投资基金总部就在伦敦金融城，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如果像我主张的那样，英国政府关注租户的安全，关注他们自有住宅的居住权的安全，那就应该重新制定保护性法规。来自火星的访客，甚至来自海外的访客如果得知，英国的商业租户受到的保护超过住宅租户，都会莫名惊诧。税收和向房东提供的其他补贴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正如丹尼·多林（Danny Dorling）在为英国《卫报》撰写的文章中所说，“海外的房地产买家不是问题，对房东的补贴才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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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强调了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财富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关键区别。通过精心设计国内制度，完全有可能把房屋的受益所有权交给海外投资者，但把控制权保留在行为受制于国家法律和规范的某个机构手中。如果由于政策原因导致这个机构的收益降低（因为要权衡租户的需求和投资者的利益），那么投资者可以卖掉他们的股份，但不能改变管理方。

国际协议和抗衡力量

毫无疑问，各国的行动能力可能受国际协议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于欧盟和美国在2015年开始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存在普遍的担心。该协定的目的是消除市场准入壁垒、实现投资自由化和放宽各个国家的监管限制。约翰·希拉里（John Hilary）在一项谨慎的评价中阐明了国家监管规定的含义：TTIP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监管‘壁垒’，因为这些壁垒限制了跨国公司在大西洋两岸获得可能的收益。然而，这些‘壁垒’实际上是我们最看重的一些社会标准和环保规定，比如劳工权利、食品安全规定（包括对转基因食品的限制）、对使用有毒化学物质的规定、数字隐私法，甚至还包括为防止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的覆辙而新近推出的银行业安保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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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拟议协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投资者—国家纠纷解决（ISDS）”程序，从而允许公司起诉各国的政府，挑战国家的监管规定。

我在这里想重点讨论这份贸易协定的协商中缺乏对称性的问题。投资者—国家纠纷解决程序没有赋予政府、工会、消费者组织或个人起诉公司的权利。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投资者。美国的一名谈判代表阐明了这一立场：“21世纪的综合贸易协定应当包含对投资者的恰当保护”，没有人提及消费者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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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委员会在为这项政策辩护时提到GDP增长的预期好处，但无疑在这个场合，我们应当关注增加欧盟居民福利这一更广泛的目标。有些居民是作为投资者而获益，但其他居民作为消费者和工人会受到影响。在沿着TTIP的道路前进之前，我们要问一下，如果从消费者和工人利益的角度制定这样一份协定，那它看起来将是什么样子？例如，毫无疑问，纠纷解决程序应当对所有人开放，而且仲裁委员会应当由消费者、工人组织和企业的三方代表组成。

简而言之，单个政府和诸如欧盟之类的多边组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要对他们参与的世界经济的条款负责。他们是要受到限制，但并非无能为力。他们必须注重全球化对分配的影响，并确保能代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国际合作的空间

我的第三个乐观理由是基于国际合作的进展——尽管上文已对TTIP表示了担心。国际组织有悠久的历史，其现代形式可追溯至19世纪的全球化时期。1863年，美国发起国际邮政联盟大会，导致了1874年万国邮政联盟的创立。除了其他好处外，这份协定还取消了在信件上粘贴途经国家邮票的要求；只需粘贴信件邮出国的邮票即可。实际上，自1865年创立国际电报联盟（如今是国际电信联盟）以来，我们已经有了150年的国际组织经验。

在全球化的近期，国际组织在数量和规模方面都快速发展。兰吉特·拉尔（Ranjit Lall）对此描述说，“最近几十年国际组织在数量、规模和资源方面急剧扩张……在1970—2013年间，政府间组织的数量从242个增至7710个……在这一时期，国际组织的业务范围扩展至各种各样的领域，如环保、金融和女权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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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发展本身就是保持一定乐观的理由。

税收竞争与合作

国际合作的雄心壮志被大书特书，但有证据显示各国政府更愿意把全球问题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吗？一个关键的领域是财政竞争，许多国家要么通过提供优惠的税率，要么通过庇护逃税者的银行保密法，来竞相吸引高收入的个人和公司。

在这一领域，和其他许多存在全球分歧的领域不同，的确存在取得进步的迹象。秘密金融资产的信息泄露以及对军事或政治组织筹资的担心，使建立一个世界税收管理机构成为可能，就像在第8章中所倡导的那样。经合组织在多边税收立法方面的长期工作在近几年有了长足发展。在经合组织以及二十国集团（G20）的支持下，包含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经济体的“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已经建立。请注意，最新的分类结果显示，英国和美国达不到“完全符合”类别。它们被归为“基本符合”类别；因此要采取更多措施限制英美主权范围内的避税港活动。在欧盟内，塞浦路斯和卢森堡（见下文）被归为“不符合”类别。从这个有123个成员，其中包括许多著名避税港的组织起步，一个全球税收机构可能会应运而生。

应二十国集团的要求，经合组织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项目在2014年推出了一个包括7项举措的一揽子方案，来应对经合组织秘书长所说的“对全球税收资源、主权和公平税制的严重危害”。在介绍这些建议的时候，他既提到各国政府的合作“意愿”，也提到这样做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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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刚才描述的各国不符合要求的情况，这似乎看起来有些乐观，不过各国正着手在情报交换方面采取行动。美国在2010年通过了《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FATCA），这项行动在很多方面是非同寻常的。《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要求外国银行向美国财政部报告美国公民和美国居民在海外持有的所有账户和投资。此外，国际压力正开始产生效果，瑞士的情况就证明了这点。2013年，瑞士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准许与美国税务机构合作，而试图通过发起一次全民投票来推翻这项决议的行动则未能吸引到足够多的签名。公司避税港的压力也在加大。在允许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避税的公司税协议被披露后，卢森堡财长在2014年11月改变了想法，声称“适用当下的国际、欧洲和国家法律，有时会导致公司面对非常有限的税率，甚至导致无税收收入的结果。卢森堡政府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一道，认为这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这个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其解决之道需要通过修改各国的法律，需要各国的法律与国际法结合或者合作，不管是在欧洲层面还是在经合组织层面。”
17



欧盟

自1973年英国加入当时的欧共体以来，我就一直与欧盟合作。在英国加入欧共体初期，我被任命为一个研究医疗健康服务机构融资问题的专家组成员。那时一些成员国怀疑，主要由普通税收提供资金的英国国民医疗保健系统（NHS），是造成英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不公平竞争的可能根源，因为其他成员国的医疗保健开支由雇员和雇主的缴费承担。这转而在英国左翼人士中滋生出一种怀疑，即欧盟对平等主义政策和社会公平的相关问题持敌视态度。当时，这些怀疑没有得到证实。在英国加入欧共体后的次年，第一个欧洲社会行动计划得以通过。在当时有关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了在欧共体范围内建立失业救济金的主张。《马乔林报告》（Marjolin Report）说，“在失业领域采取共同体行动方案尤其合乎时宜，因为它总体上将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益处……向这个方向迈进的坚实一步或许是向舆论证明，共同体团结有事实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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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建议随后得到了《麦克杜格尔报告》（MacDougall Report）的支持：“除了让公民个人与共同体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吸引力外，它还将具有重要的再分配功能并有助于缓解特定成员国的暂时衰退，从而为推动建立能够支撑货币联盟的局面做出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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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遵循了这个具有先见之明的建议，那么过去几年的历史将会被重写。

后来的结果是，在随后的一个时期，欧盟的工作计划被经济议程所主宰：内部市场和欧元。对那些关注欧洲社会层面发展的人来说，实际上出现了一连串的高潮和低谷，如图10.2所归纳的那样。21世纪头10年制定的《里斯本议程》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2001年，欧洲理事会在比利时拉肯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同意，成员国的社会发展表现将按照一套社会指标来评判，包括陷入贫困风险的人口比例、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各地的凝聚力、长期失业率、无工作家庭的比例和辍学人口的比例等。回头来看，这方面的成绩看起来比较小（即使考虑到经济危机让我们偏离了轨道）。还有一段时间，在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科克报告》（Kok Report）导致了对社会目标的轻视，而支持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工作和就业问题。正如我之前所主张的那样，实现充分就业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鉴于这一经历，第二个10年的议程转向了制定具体的目标。《欧盟2020战略》就制定了5个主要目标，涵盖就业、研发支出、气候变化行动、教育以及贫困和社会排斥。最后一个目标意味着把陷入贫困和社会排斥风险的人数至少减少2000万，减幅达到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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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欧盟社会政策简史



人们可以对《欧盟2020战略》提出各种批评，从具体指标的选择，到泛泛而论的没有政治可行性的空谈。
21

 虽然如此，从中仍有可吸取的积极经验。成员国的历史迥然不同，现任政府的政治观点也不同，但它们却能就欧盟的一组目标达成共识，这非比寻常。它们建立了一套各国共同认可的社会指标，目前，欧盟统计局定期报告这些指标。后来，随着成员国政府的更迭和成员国的增加，欧盟仍然能够就一整套具体目标达成一致。我们往往忽视的一个情况是，现在的各国很少如此明确地宣布自己的国家目标。例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当今的美国确立了一整套被社会公认的国家目标？而欧盟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新政治组织，必须阐明其远大目标，这些目标坚定地指向降低贫困和不平等。

小结

本章大量篇幅关注的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政策必须在某个经济背景下制定，而在当前的全球化世界中存在诸多限制因素。但我在本章中指出，这些限制因素依然留下了选择余地，并非“没有替代办法”。各国要对它们参与的世界经济承担一定的责任。全球对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国内的政策，这也是一些国家不平等加剧的速度要快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虽然它们面临类似的外部挑战。

各国政府要面临更多的具体限制，尤其是对欧元区国家而言。几个国家联合采取降低不平等的行动很可能更有效。因此我认为，欧盟的当务之急，是优先采取措施，确保欧盟“2020年降低贫困和社会排斥的目标”能够实现。在世界层面上，2015年后的发展峰会（Development Summit）非常重要。当然主要的决策中心仍然是各国政府，我们在未来能否在降低不平等方面取得进步，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各国的决策者。


第11章

我们能否负担得起？

在美国，按照法律，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需要估算国会各委员会批准的法律议案的预算成本。参议院和众议院正在讨论和辩论的众多建议也要由国会预算办公室进行成本估计。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采纳的程序强制执行着一项基本纪律。同样，我也很重视自己建议的这些降低不平等的举措对政府预算的影响。我曾强调，大幅降低不平等需要税收和支出以外的举措，但用来影响再分配前的收入水平的政策举措本身也会影响预算。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将降低家计调查型福利的成本；它将带来社保缴费的增加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在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限制高管薪酬，所得税款会减少。总体考虑这些举措，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看额外支出与额外税收能否平衡。批评人士常说，“光看这些数字并不合理”，或者“还有财政空间支持更大胆的做法”。

本章有两个目标，一个总体目标和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总体目标是描述经济学家如何分析处理此类财政问题，并说明对税收和福利建模的研究如何能够为公共讨论提供信息。人们往往认为，经济模型是脱离现实的抽象设计，但本章采用的税收—福利模型（Tax-Benefit Model）可以把高水平的政策讨论与政策变化与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联系起来。这类联系纽带对任何情况下的政策讨论都至关重要，所描述的方法也将适用于任何国家的财政议案的制定。具体目标则是要说明，就英国而言，一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何获得资金，如何进行合理的财政计算。这些计算必然涉及若干限制性条件，但它们表明，不应该仅仅以“我们负担不起”而抛弃此类建议。因此，分析是具体到某个特定国家和某组特定情形的，不过在政府如何能够负担得起降低不平等的举措方面，本章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读者也同样具有启发性。这些分析还使我们能够研究这个一揽子建议中的部分内容对不平等和贫困程度的影响。要强调的是，由此带来的不平等降低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建议，我们虽然能预测它们所带来的影响，但还不能量化影响的程度。

税收—福利模型

最近几十年来，评估税收—福利改革建议的可行性和影响的可用工具有了极大的进步，与过去遇到的决策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战”后不久，用公民收入（以社会分红的形式）替代贝弗利奇社会保障计划的观点在英国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因此，当时建立的皇家税收委员会认真研究了这种观点。但在讨论呈交给委员会的有关社会分红对分配影响的证据时，约翰·希克斯爵士对相关运算结果非常惊讶。他说：“最后一栏的加号这么多，减号这么少，这的确看起来很不同寻常……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再分配方案……总而言之，只有一些人有所失，其他人才能有所得”。
1

 支持者呈交给委员会的观点过于乐观，因为他们的计算是以宏观经济总量为基础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总量和家庭获得的收入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社会分红的计算不是以英国家庭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的，因此忽视了这一缺口。

如今，我们可以用非常复杂的方法来计算预算成本以及税收—福利方面的政策建议对单个家庭的影响，对以此为目的而建立的税收—福利模型也有大量研究。由于可以获得单个家庭收入和环境的调查数据和管理数据，在构建此类模型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前面的章节我已描述了这场数据革命。同样重要的，还有计算领域的发展。如今广泛使用的税收—福利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计算能力的巨大提升。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估计英国社会保障改革建议的成本时（利用汇总数据而非单个数据），我曾求助于剑桥最强大的大型计算机——那时大多为天文学家所用。20年后的1988年，霍利·萨瑟兰（Holly Sutherland）和我能够在财政大臣结束讲话前，利用影子内阁会议厅的一台个人电脑算出劳森预算（Lawson Budget）对英国国民收入的影响。
2

 目前，霍利负责欧盟一体化模型（EUROMOD）项目，建立了涵盖27个欧盟国家的单一税收—福利模型，而且在几分钟内就能得出计算结果。借助这个项目，在考虑对税收—福利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时，我们能够超越过去那种一厢情愿和粗略的计算。

什么是税收—福利模型？

此类税收—福利模型是如何运作的？本质上，它们遵循一个类似于《家庭收入指南》中显示的模式。对于参加代表性抽样调查的每个家庭，计算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各项收入和各种税费。然后把它们相加，再通过乘法运算，得到全英国的一个总数。也就是说，如果有2.7万个家庭参加了调查，而英国总共有2700万个家庭，那么就用样本平均数乘以1000。显然，样本的代表性很重要。这个方法不要求每个家庭被纳入调查的概率相同，但要求被纳入调查的概率是已知的，而且能够当作不同的乘数。因此，调查对于构建模型至关重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家庭调查有局限性。有些人不住在家里，有些人拒绝参加调查；有些人没有对问题做出充分和诚实的回答。在对调查数据进行乘法运算来得到整个人口的估计数据时，我们必须考虑不同调查对象之间的回复率差异。例如，如果65岁及以上调查对象的回复率高于65岁以下的调查对象，那么对年龄较大的那一组就要使用一个较小的乘数。否则，养老金领取者就会被过分代表。

税收—福利模型是以入户调查为基础的，因为这样更便于计算税收和福利。在运用家庭数据时，模型利用个人和家庭的特征以及市场收入的信息来计算有资格获得的福利和应承担的税负。这样，模型不仅可以提供对当前状况的描述，还能提供更多信息：在改变一项政策时，要并行计算政策改变对家庭收入、税收和福利支出的当前和未来影响。这些并行计算，正如图11.1所示，能告诉我们某项政策变化是让某个特定家庭受益还是受损。通过把单个家庭的变化进行加总，并适当加权，我们就可以看到对政府预算的总体影响。本文展示的结果，基于保拉·德阿戈斯蒂尼（Paola De Agostini）、克里萨·莱文蒂（Chrysa Leventi）、伊娃·塔舍娃（Iva Tasseva）和霍利·萨瑟兰等人利用EUROMOD模型的英国部分得到的计算结果，采用“2009—2010年家庭资源调查”的数据，并更新到更近的2014—2015政策年度。
3

 请注意，税费不包括间接税，比如增值税和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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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计算谁受益，谁受损



模型的限定条件

图11.1阐述的计划看似简单的算术问题，但下方是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必须为不同的税收—福利政策建模，考虑家庭的所有状况。运算不是以挣平均工资、与配偶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的假定代表性人物为基础的。税收—福利模型力图包含与一个家庭有关的所有可用信息。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样的模型包含“所有生活方式”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就存在严重的风险，即引入的政策变化将带来意外结果。我曾不止一次目睹过，某项改革的受害者让某位部长感到难堪，而这位部长对受害者的情况毫不知情。此外，不仅家庭状况多种多样，政策本身也往往错综复杂。儿童贫困问题行动组织的年度《福利和税收优惠手册》如今已经增加到1700多页。对EUROMOD模型的英国部分所用变量的描述已增至38页。仅举一例，在考虑增加（新应税的）儿童津贴时，我们要问，在评估是否有资格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时，是否要考虑儿童津贴增加这个因素？如果要考虑，那么是采用税前还是税后的收入增幅？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税收—福利模型是以个人数据为基础的，因此可以把计算出的税收和福利与入户调查中记录的税收和福利加以比较。此类运算能够暴露原始数据的不一致性。调查对象可能在回答具体问题时出现误解。这一运算还可能暴露模型的局限性：我们可能缺少信息来核实获得福利的资格（比如与过去缴费相关的资格）。一个更加令人担心的解释是，人们可能没有得到他们有资格领取的福利。正如我们看到的，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申领他们有资格领取的家计调查型福利。如果简单地假设所有家庭都获得了他们有资格领取的福利，那会高估总成本和夸大福利体制的有效性。这里采用的税收—福利模型则考虑了未领取的情况。模型使用了英国就业与养老金部估计的领取率：例如，在有资格享受养老金补贴的人中，有23.5％的人没有申请；在那些只有资格享受储蓄补贴的人中，未申请的比例达到了51％。
4

 鉴于这项政策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帮助那些根据家计调查有资格领取但实际上没有领取福利的人，因此考虑未领取率是必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新政策可能引发行为变化。如果提高所得税，可能导致人们多干活或者少干活。如果增加养老金，可能导致人们减少储蓄。而在这里进行的计算中，以及在典型的官方成本核算中，假定是没有这类行为变化的。因此，它们都没有充分考虑行为反应。但是，考虑行为反应所需的工作远没有那么简单。一个方法是分析税收—福利的参数对重大决策的影响，比如对工作小时数和退休年龄选择等的影响。这些决策历来是大量经济计量分析的对象，带来的结果也相当有趣。但它们只限于特定的行为领域，特别是与劳动力供给相关的行为领域。
5

 因此，在税收—福利模型中使用这些结果，只能涵盖可能的行为反应的一个子集。此外，这些结果通常只限于特定的人群，而且没有明显证据显示这些局部结果的应用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另一种方法是分析一系列决策带来的总收入。人们收入的多寡取决于他们选择的工作、工作小时数、过去的教育决策、存款、资产组合和其他决策等。所有这些决策都包括在总收入对税收和福利变化的预期反应中。因此不足为奇，正如我们所见，预期反应会有很大的误差范围。不仅如此，为解读分配方面的影响，我们必须搞清潜在的决定因素。足球运动员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所得税率提高，而球员的工资总额保持不变，那么这名球员的净收入就会减少，简单的税收—福利计算结果就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这名球员获取的是净收入，那么所得税增加的成本就要由俱乐部承担，然后以某种方式转嫁给观众。因此，我们必须追踪分配方面的影响，而这不容易做到。

由于这些原因，官方成本核算一般是以无行为改变为前提的，我们也遵循这一做法。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从宏观经济角度讨论过这个问题：“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成本估算一般不反映会影响经济总产出的行为变化，比如财政政策变化造成的劳动力供给和私人投资的变化等。”国会预算办公室采用不包括行为影响的习惯做法，其部分原因在于，在估计行为影响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6

 即便我们能非常有把握地估计行为影响，仍然会面临严重的解读问题。

对英国的建议及其成本

现在，我转向2014—2015年度的英国这个特定背景来讨论前述建议的预算成本。我提出了15条建议，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那些不涉及预算的建议，因为它们的成本很可能可以忽略，或者取决于进一步的政策决策。第二类和第三类建议都包括在综合预算方案中，其中第二类只需投入一个总数，而第三类要根据税收—福利模型进行全面的分配效果分析。

对于第一类建议，它们的预算成本难以确定或者很可能可以忽略，因此它们没有包括在成本估算中。强化社会合作伙伴的作用，重新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这些措施都可能影响税收和转移支付，影响大小不易量化，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但在这些情况下，最后的总数与其他建议动辄几十亿的结果相比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在表11.1中将这些建议标示为“可忽略”。至于主权财富基金（建议7），成本仅指基金的运作。基金要获得新投资，要求政府相应的有财政盈余，而这不包括在当前的计算中。对小储户保证收益的成本预测取决于利率的未来走势，我没有去估计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借贷成本。


表11.1 对英国15条建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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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11条建议则都包括在预算一揽子方案中，见表11.1。其中，假定议会税改革（建议11）对税收没有影响（税收中性）。资本捐赠（建议6）将由改革后的遗产税（建议10）来提供资金。这样，其余的预算成本将来自当前的遗产税收入（2014—2015达到35亿英镑）的转移。在估计对失业者提供保障性就业的成本时，是以每周工作35小时、每年工作52周来支付基本生活工资为前提假设的。这项净成本核算考虑了重新就业节省下来的求职者津贴和家计调查型福利，还考虑了接受者有资格获得儿童税收抵免、所得税和应税国民保险缴费增加的情况。在考虑管理成本后，净成本可能在65亿英镑左右。这里，像其他研究一样，没有考虑间接税缴纳金额的变化。按照国家薪酬政策，伴随着高管薪酬的减少，所得税和国民保险缴费（包括雇主缴费）将减少。在相反的方向上，把国民最低工资提高到基本生活工资的水平，又会导致这些收入增加。后者有完整的细节规定，但前者没有。因此在缺乏任何坚实的基础来估计收入的情况下，我简单假定，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大体上抵消。最后一项建议——把官方发展援助（ODA）提高到国民总收入的1％——在2014—2015年间将耗资约45亿英镑。

因此，总体来看，这些不同的因素需要145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与此相对的是，拓宽所得税税基和国民保险缴费所带来的额外收入（没有包括在税收—福利计算当中）。根据对税式支出的官方成本核算，这意味着在2013—2014年期间将增加116亿英镑支出，但如果采用我所建议的累进税率结构，额外收入很可能远多于此。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我的分析所依赖的基础是，为实现总体上的预算中性，余下的举措应该带来约25亿英镑的盈余。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这种计算是非常粗略的。

第三类建议包括那些利用税收—福利模型进行分配影响估计的部分——表11.1最后一栏标注为“是”的建议。这样的估计不仅能更加准确地计算预算，还能更加准确地评估对不平等和贫困程度的影响。应当强调的是，分配结果只与这个建议的子集相关，只涵盖15条建议举措中的5条。

对这5条建议的详细说明

我需要更加详细地说明税收—福利模型所涵盖的这5条建议。


（1）有关所得税的第8条建议


·个人所得税应实行累进性质更强的税率结构，应税收入的初始税率为25％（对收入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应税收入达到每年3.5万英镑，税率为35％；应税收入达到5.5万英镑，税率为45％；应税收入达到10万英镑，税率为55%；应税收入超过20万英镑，税率为65％。

·国民保险缴费率不变，但高收入人群的国民保险费限额（第一类雇员和第四类自雇人员）提高到每年5.5万英镑。

·废止现行的取消高收入个人免税额的做法。

·保留额外的高龄津贴、盲人津贴、10％的储蓄率，但取消已婚夫妇津贴。


（2）有关劳动收入税收优惠的第9条建议


·劳动收入（包括个体经营和养老金收入）税收优惠为20％；当劳动收入达到23 333英镑，优惠逐步取消，方式是减去超出部分收入的40％，这样，税收优惠在收入达到3.5万英镑时完全取消。

·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从年收入1万英镑降至8000英镑；税收优惠为20％；实际上，在收入全部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起征点保持不变（因为1万英镑的20％加上8000英镑，得到的免税总额仍是1万英镑）。


（3）有关儿童津贴的第12条建议


·恢复高收入人群的儿童津贴，这样使所有儿童都能获得，但应税儿童津贴由配偶中应税收入较低的一方决定。

·儿童津贴为每周每个孩子40英镑（按目前的规定）。

·通过降低孩子和家庭保险费——减去儿童津贴相对现行标准（第一个孩子为每周20.50英镑，随后的子女为每周13.55英镑）增加的部分，减少儿童税收抵免金额以及住房补贴和议会税补贴中属于子女的部分。

此时，有两个选项：


要么



（4）有关参与性收入的第13条建议


·引入所有成人都可获得的参与性收入，成人指16岁及以上人口（不包括正在上中学和未婚的16—18岁人口）。
7



·参与性收入在个人基础上支付，并结合个人的国民保险给付来计算。这样，如果T表示支付给个人的政府养老金，那么个人将获得PI和T中数额较高的那一个；如果PI更高，那么继续支付T，但PI变为（PI-T）。

·在计算家计调查型福利时将考虑个人获得的PI。

·所得税起征点和国民保险缴费门槛设为零。


要么



（5）有关社会保险的第14条建议


·把国民保险政府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和附加政府养老金）提高25％。

·缴费型求职津贴提高到每周113.10英镑（现行基本养老金水平）；缴费型就业支持津贴和丧亲津贴增加25％。

·比第12条建议更大幅度地提高儿童津贴，第一个孩子每周补贴提高50英镑（使支付给第一个孩子的总金额达到每周90英镑），第二个和以后的子女每周追加20英镑（使支付给第二个和以后子女的总金额达到每周60英镑）；根据第12条建议，这些津贴应纳税。

在所有情况下，联合政府提供的福利上限（限制支付给16—64岁人口的补贴金额）都将被取消。

预算成本

第一步是计算净预算成本。这看似简单，但此项计算必须考虑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我们不能只研究每个收入区间内有多少人和他们再多缴多少税，然后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缴纳的税款会影响人们是否有资格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因为这项福利是以税后收入为基础的，纳税越多，纳税人有资格领取的福利就越多。如果家计调查型福利支出增加了，就必须从增加的所得税收入中扣除增加的支出。这就是税收—福利模型需要涵盖复杂的税收—福利规定和各类家庭情况的原因。

转向结合劳动收入税收优惠［步骤（1）和（2）］的更具累进性的所得税，可以使2014—2015年的净收入增加大约310亿英镑。所得税收入将大幅增加——大约增加1/5。考虑到一揽子方案中其他项目需要的额外资金，这意味着一揽子方案中的支出建议的成本可能会达到285亿英镑。

一揽子方案中几项支出建议的共同点是，都增加了儿童津贴。把儿童津贴提高到所有儿童每周都是40英镑，这一举措表面上将带来一笔庞大的总成本（大约160亿英镑），但将其纳入应税收入并在计算家计调查型福利时考虑到这一增加额，就能使净成本显著降低。在计算这项成本时，我们假定第8条建议发挥效力；也就是说，计算是累计的。
8

 如果无子女的读者认为每周40英镑令人眼馋，那我要提醒他们，这笔津贴已经变成应税的了。对那些处于初始税阶的人来说，这一增加额确实可观：每周的税后金额为30英镑，相比之下，目前的津贴是第一个孩子20.50英镑，其余子女都是13.55英镑。随着收入增长，净津贴逐渐缩小。对那些处于55％税阶的人来说，税后津贴18英镑。此外要记住，2013年欧盟贫困线所包含的儿童津贴为每周55英镑，每增加一名子女的最低收入标准津贴（之前在涉及基本生活工资时讨论过）为每周90英镑及以上。

提高儿童津贴后，可用于一揽子方案中其余项目的资金将有229亿英镑。可以有两种使用渠道，而上述举措的设计可以获得所需的25亿英镑盈余（四舍五入）。第一个渠道是通过参与性收入，这是对现行系统的补充，这样，利用税收—福利模型来模拟运算将是关键环节。在获得25亿英镑盈余后，能够支付的参与性收入为每人每年3110英镑，这轻松超过了目前25％的初始税率的起征点（2500英镑）。如前所述，在进行计算时，没有使用参与条件；在这种情形下，成本有所夸大。每人每周60英镑的参与性收入将提供一个起点。如果像支持公民收入的人经常建议的那样，把税率定得更高，那么参与性收入也会更高：参与性收入的水平和根据第8条建议征收的税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如果全部收入的所得税率（除65％的最高税率外）都增加5个百分点，那么参与性收入就会增至4061英镑，即每人每周近80英镑。

第二个供选择的路径是社会保险改革。上述这些建议的成本稍高于一揽子方案中所允许的总成本（高出大约2.5亿英镑）。请注意，模型构建没有涵盖之前所提建议的两个要素［由以上对（5）的描述可见］。我们假定所有养老金领取者的国家养老金都会增加，而不是采用最低保证养老金的形式。前一种形式（即提高国家养老金）的成本要高于后一种形式（即最低保证养老金）。在相反的方向上，模型没有考虑扩大社会保险范围这一建议，比如扩大享受缴费型求职津贴的范围等。这将导致成本被低估。

（部分）建议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有了这样一套建议，粗略地把有关数字加起来，可以说它们相对于当前政策来说是税收中性的。对于其中的5条建议，我们可以利用税收—福利模型来研究它们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这些建议分别是第8条（累进所得税）、第9条（劳动收入的税收优惠）、第12条（儿童津贴）、第13条（参与性收入）和第14条（社会保险）。在看待结果时，我们必须记住还有其他10条建议，它们合起来很可能对降低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建议的净成本已经纳入了分析。

我之前曾指出，整体不平等程度显著降低是指基尼系数下降3个百分点，从当前的32.1%（如在EUROMOD模型中计算的）降至29.1%及以下。同样，贫困人口的显著减少也意味着从当前的16%（也是EUROMOD数字）降低3个百分点。最后一项非常接近《欧盟2020战略》的降低1/6的目标——把该数字降至13.3%。

第一个步骤，是通过所得税改革和劳动收入税收优惠，估计可以把基尼系数由32.1%降至30.4%，这将使我们在实现显著降低不平等的目标上完成一多半的任务。要强调的是，这些是估计值。降低1.7个百分点存在着一个误差范围（95%置信区间），即大约0.2个百分点。儿童津贴改革希望在有子女家庭和无子女家庭之间实现公平，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基尼系数仅会稍稍降至30.2%。最后一个步骤，将取决于选择哪条路径。如果选择参与性收入且税率维持不变，那么基尼系数将降至28.2%。这些以及下述的数字分别对应计算所涵盖的所有建议举措的总体影响，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编号为（1）（2）（3）和（4）的建议。如果所有税率都提高5个百分点，从30%的档次直至60%的档次，只有最高税率仍保持在65%（请记住，从再分配角度来看，要紧的是平均税率，不是边际税率），那么基尼系数将降至26.6%。如果是社会保险改革，那么在编号为（1）（2）（3）和（5）的建议的综合作用下，基尼系数将降至29.4%。这比3%的显著标准略有差距。而采用包括参与性收入方案在内的建议配套方案，即使以较低的税率，也能轻松达到显著降低不平等的标准。如果以较高的税率，这些举措结合在一起能使基尼系数降低5.5个百分点。

对贫困的影响

就总体贫困率而言，第一个步骤——所得税改革和劳动收入税收优惠——作用不大，与儿童津贴改革相结合，贫困率也只能从16.0%降至15.6%。请注意，在改变这些政策时，贫困线保持不变；中位数收入改变，但贫困线（中位数收入的60%）仍由基线中位数水平设定。这种较小的减贫作用，反映出那些目前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家庭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同时，数量并不太少的家庭（32.8万）将不再能依赖税收减免和其他家计调查型福利。最大受益者是那些有资格领取、但目前没有申领家计调查型福利的家庭。这些家庭在当前属于最贫困的家庭。最后一步再次取决于选择哪条路径。如果是社会保险改革，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3.9%——这仍是所有举措的共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是（1）（2）（3）和（5）的配套。如果选择参与性收入且税率维持不变，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2.1%。如果把所有的税率都提高5个百分点（但最高税率仍保持在65%），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0.4%，误差范围约为10.0%—10.9%。重要的是，这些建议不仅会缩小贫困范围，还会降低贫困程度。贫困程度是用贫富差距来衡量，以平均差额占贫困线的百分比表示。在基准情况下，贫富差距为4.7%，对于配套措施执行后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这个数字将降至2.2%，压缩幅度超过一半。因此，参与性收入改革不仅能确保英国达到欧盟2020目标（如果采用社会保险改革，也几乎能达到目标），而且可以向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提供相当大的帮助。

儿童贫困显著降低。社会保险改革［举措（1）（2）（3）和（5）］将把儿童贫困率从16.8%降至14.6%，把儿童贫富差距从4.6%降至3.7%。后一项显示，那些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儿童也将得到相当大的好处。如果是参与性收入和相同税率，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3.4%。如果把所有的税率提高5个百分点（但最高税率保持65%），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2.1%——也就是说，接近5个百分点——贫富差距也将降低一半以上。

对分配的总体影响

这里建议的收入方案看起来可能涉及令人担心的高税率，但正如之前强调的，区分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很重要。决定所得税多少的是平均税率。平均税率的升幅要小得多。例如，对于这里研究的税率方案，边际所得税率在总收入为6.3万英镑时将达到45%，但平均所得税率在收入超过20万英镑时才会达到45%。还应当记住的是，劳动收入税收优惠建议是为了确保累进税率结构的引入不会提高低水平收入（和养老金）的税率，同时不把这一好处扩大至所有收入水平。这将向低收入者提供帮助，又不会惠及那些有投资收入的人。在这两方面，它都不同于引入一个新的较低的所得税阶，后者会让高收入者和有投资收入的人都得到好处。

图11.2根据收入分配每个十分位（以家庭等值可支配收入排序）中收入增加或减少5%以上的人口比例，给出了参与性收入和社会保险这两种政策建议所产生的影响，它们都涉及第8条、第9条和第12条建议。其中，“1”代表收入最低的1/10，显示其中主要是获益者，但也有一些受损者。实际上，对参与性收入方案来说，两组人都更多，72％为获益者，10％为受损者。后一个数字是令人担心的一个理由；但受损者可以通过其他没有被计算涵盖的建议举措得到帮助。例如，由于起征点降低，投资收入不高的退休人员要缴纳更多税收，但他们很可能受益于提高小储户储蓄回报率的建议。

总的来说，参与性收入的方案更具再分配性，而且相比社会保险方案，收入增长比例超过5％的情况会更有规律地随收入变化。对于社会保险方案，处于收入分配中间人群的收入增加者的比例较高。对于参与性收入方案，处于收入分配下半部分（bottom half）的大多数人（52%）的收入增长5%及以上；而社会保险方案，该比例是41%，当然这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如果提高参与性收入的水平，加之提高税率，那么处于收入分配下半部分人群的收入增长5%及以上的比例将升至62%。大规模再分配是有可能实现的。

[image: 048]
图11.2 参与性收入方案和社会保险方案对收入的影响

注：这张图显示参与性收入（PI）和社会保险（SI）建议对收入的影响；要想详细了解，请参见文中第13条和第14条建议。这两条建议都与第8条、第9条和第12条建议相结合。建议对不同的收入群组有不同的影响；这里将人口划为十等分，第一组是收入最低的家庭（后10%），第十组是收入最高的家庭（前10%）。在每个收入组中，都有一定比例的家庭的收入增加了5%以上（在0以上的柱状部分）；也有一定比例的家庭，其收入减少5%以上（在0以下的柱状部分）。请注意在PI和SI建议中，往往都是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高收入家庭收入减少。这些结果只与本书提出的15条建议中的5条有关，但它们能产生25亿英镑的盈余，能帮助负担预算一揽子方案其他部分的净成本。



对模型结果的补充说明

以上所分析的对不平等的影响，只是这里提出的一部分建议的结果。实际上，第8条建议中还有额外的没有建模的财政举措，它们往往也有助于降低不平等的程度。例如，取消投资者的税收优惠，税收优惠带来的好处本来大多归于收入上层的那些人。此外，必须结合基本的税收—福利模型的局限性来看待上述结果。虽然数据丰富，并且这些计算要比之前的计算方法有更加牢靠的基础，但依然需要对结果保持警惕。就像保拉·德阿戈斯蒂尼和霍利·萨瑟兰在描述这个模型时所强调的那样，“高收入者、个体经营收入和投资收入通常没有被充分代表，有可能是因为相关类型人群对调查的无回复率较高，以及这类收入来源申报不足，尤其是高收入调查对象申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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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些结果很可能少报了由提高所得税最高税率带来的额外收入。

最大的缺陷是，这些计算没有考虑税收—福利变化引发的家庭总收入变化。提高最高税率可能导致税收收入被夸大。不过，在一揽子方案中也有其他因素会导致家庭总收入增加。我们建议采用的政策措施立足于降低人们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这种福利不仅无法惠及所有有资格获得的人，还增加了繁杂性，严重抑制了许多人的就业和储蓄。采用社会保险方案，将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人数由2230万减少到1810万。采用参与性收入方案，将更大幅度地把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人数减少到1710万人，如果连同税率提高，还可以减少到1540万人。这将把用于家计调查型福利的支出由632亿英镑减少到408亿英镑，如果连同税率提高，还可以减少到359亿英镑。这是很大规模的调整：500万人乃至多达700万人将不再依赖家计调查型福利。这也将减少税收减免额和其他家计调查型福利，从而减少面临高边际税率的人数。最重要的是，这将降低管理成本，并让许多人的生活更为轻松。

小结

简而言之，这些计算表明，税收中性的政策措施能显著降低整体不平等、整体贫困和儿童贫困。随着基尼系数由32%降至28%左右，英国将逐渐变得更像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经合组织国家，而不再与美国之类的高度不平等国家为伍。这些建议将显著减少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人数。英国政府已经实施了“普享型福利”并保留家计调查型福利政策，而我在这里证明，还有其他选择。

不过，这只是迈向降低不平等的一个步骤。这些计算警示，税收和福利这类传统再分配方式效果有限。由此凸显了本章所提建议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建议试图在采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手段之前先降低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实现充分就业、更为公平的薪酬分配格局、更平等的资本所有权，这些是任何降低不平等策略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前进的方向

撰写本书的目的是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降低不平等，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有很多理由要求约束不平等。如果我们降低经济结果的不平等，那将有助于实现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被视作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关键特征。犯罪和健康状况不佳等社会问题，也与当今社会的高度不平等特性有关。这些都为寻求降低贫困率和不平等提供了工具性的理由，正如人们还担心极端不平等与民主国家是不相容的。还有一些与我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当下的经济不平等在本质上与良好社会的理念相悖。总之不管担心的理由是什么，问题依旧是，如何能够显著降低不平等？

本书的目的是描画前方的路，而非最终的目的地。我没有力图描绘我们的社会最终令人向往的状况；本书不是乌托邦思想的实践，而是要为那些关注降低不平等问题的人指明行动方向。它是从当前的社会状况着手的。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年首次出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应当根据经济体制的本来面目或者可以改进的面目来应对它，而不是好像我们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写写画画”。

要采取哪些措施，取决于社会为何如此不公平，以及为何最近几十年不平等加剧。究竟为什么自1980年以来出现了“不平等拐点”？在寻求应用经济学工具来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曾强调，必须把分配问题放在分析的中心。这在经济学者中不是一个主流的立场，但（在我看来）却是个至关重要的立场，不管是对不平等的理解，还是解释经济运作，抑或是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政策挑战。在我们面对恢复财政平衡、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和国际失衡等问题时，如果假定世界是由具有相同资源和利益的完全相同的经济人组成，那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如果我们需要把经济政策涉及的大数字——比如GDP——与公民个人的实际生活体验联系起来，那就必须考虑分配方面的内容。

本书采用的方法不同于众多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地方在于，把分配问题置于中心位置。它突出了以下内容：


·为理解不平等的现实状况，我们必须研究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当下社会，也包括其发展历史。

·用事件而非长期趋势来更好地解读历史记录，我们能从不平等降低的几个时期吸取经验。

·通过改变市场收入，以及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来降低不平等。

·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既在资本市场又在劳动力市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更重视教育的问题。

·市场支配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还必须研究决策过程和制衡力量。

·世界在很多重要方面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就业的本质，以及财富（收入的来源）与资本（控制力的来源）之间的关系。



至关重要的是，我认为不平等加剧并非不可避免：这不完全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产物。政府可以（不管是单独还是共同）采取措施，还有公司、工会和消费者组织以及我们个人都可以采取措施来降低当前的不平等。

建议

正如在开始时解释的，我没有讨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虽然我认为这种投资对本书建议的举措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我着眼于尚未被普遍讨论和较为激进的建议。15条建议归纳如下：



建议1
 政策制定者应明确关注技术变革的方向，并鼓励能提升职工就业能力的创新，重视服务提供中的人力因素。


建议2
 公共政策应当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适当力量平衡为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应当：（a）在竞争政策中明确引入分配问题；（b）确保允许工会代表所有工人的法律框架；以及（c）成立社会与经济委员会，并让社会合作伙伴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


建议3
 政府应为预防和减少失业设立明确目标，并通过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有最低工资的保障性公共就业，来实现这一目标。


建议4
 应当制定国民薪酬政策，内容包含两大元素：一个是设定在用于养家口线上的法定最低工资，以及高于最低工资线的薪酬支付原则。两个元素都要由包括社会与经济委员会在内的“全国对话”认可。


建议5
 政府应该通过国民储蓄债券来提供有保证的、正的真实储蓄利率，并设定人均最大持有量。


建议6
 应该在所有人成年时向其支付一笔赠与资本（最低继承款）。


建议7
 应当创建一个公共投资管理局，来负责主权财富基金的运营，其目标是通过对公司和房产进行投资来增加国家资产净值。


建议8
 我们应恢复更为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在扩大税基的同时，依据应税收入的差额范围上调边际税率，最高可达65%。


建议9
 政府应在个人所得税制下引入劳动所得税优惠措施，且这一措施仅适用于第一税阶的收入。


建议10
 应在累进资本收益税制下对遗产继承和生者间的赠与征税。


建议11
 应依据最新的房地产估值征收比例型或累进型房产税。


建议12
 应向所有儿童发放较高水平的儿童津贴，并将这一津贴纳入应税收入。


建议13
 应在国家层面推行参与性收入方案，作为对现有社会保障的补充，如有可能在整个欧盟地区实施儿童基本收入项目。


建议14
 恢复社会保险，提高福利水平，并扩大它们的覆盖面。


建议15
 富裕国家应将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提高到国民总收入的1%。



除这些建议，还有：



供探讨的想法
 对家庭在信贷市场上获得无房屋抵押贷款进行全面审查。


供探讨的想法
 依据现有“特别”储蓄方案的思路（可能导致纳税时间提前），来讨论“基于所得税”对私人养老金缴费征税。


供探讨的想法
 重新审视征收年度财富税的理由，以及顺利推行年度财富税的先决条件。


供探讨的想法
 基于总财富为纳税人设立一个全球税，以及设定企业最低税额。



我以一种相当广泛的适用于不同国家的方式阐述了这些建议，不过有些建议是以英国为对象而专门设计的。其中的一些举措（如有关社会保险的部分）会使英国与欧洲邻国趋同。例如，儿童津贴的重要作用，在我看来，应当成为所有国家再分配政策的基础。这也适用于美国，因为在那里，此类举措可以确保真的做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我曾提议，在欧盟层面通过一项普遍儿童津贴，以确保欧盟国家的所有儿童都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人生起点。

这些建议是大胆的，但如果像英国的情况那样，我们想回到1980年“不平等拐点”之前的不平等水平，那就需要大胆的举措。要想使英国回到经合组织中的中等不平等国家之列，仅改进现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涉及所有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重大改革。过去，英国政府曾采取过大胆的举措。保守党政府曾支持把公租房以相当于当下2000亿英镑的价格卖给租户。1997年的工党政府引入了国民最低工资政策。在某些情况下，政策甚至“过于大胆”，比如保守党政府的人头税，不过后来被议会税取代，代表着地方税收原则从支付能力向累退原则的重大转变。

如何取得进步

我们已经有了行动的意愿，还要求有政治上的领导力。不平等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关注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性原因是，财富和收入的集中将变成政治权力和影响力。19世纪的美国参议员马克·汉纳曾有一句名言，“在政治生活中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是钱，而我不记得第二个是什么了”。1980年后出现的收入不平等加剧现象，强化了反对再分配和支持会导致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如市场自由化）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不平等恶化的累积过程。有读者可能觉得我对政治的关注太少。这不是因为我不重视不平等和政治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是因为我的目标是着眼于表达政治信息的特殊方式。一个常见的有害观点是：无能为力。即对于目前的高度不平等状况，没有其他替代办法。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历史上（不仅是在战争时期）曾有过不平等和贫困状况显著降低的时期。21世纪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本质和经济全球化方面，但我们在展望未来时依然可以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

从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必须在整个政府范围内采取行动。降低不平等和反贫困的政策不能只交给一个部门、欧盟委员会的一个理事会或者联合国的一个机构来执行。在英国的具体背景下，我曾提议建立一个能承担这个任务的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在已有这类机构的其他国家，政府不应取消这类机构（像意大利2014年所做的那样）
1

 ，而是要重新考虑它们的组织结构和权力。我认为，这样一个机构需要有广泛的会员，从而代表一切利益相关者和确保充分考虑了所有人的利益——工人、消费者、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组织。这个机构可以发起急需的有关国家目标的“全国对话”，比如制定失业目标等。当然这个组织也需要权力。在实施降低不平等和反贫困的议程时，它必须能够要求部长们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解释。它必须能接近政府首脑，而且必须向立法机构报告。

本书长篇累牍地讨论了各国政府所能采取的行动，因为大量的“繁重任务”将由中央政府承担。不过，有关的行动不只与各国政府相关，许多要采取的方法与各级政府都有关系，从地方政府到多国组织、再到世界性组织——例如从牛津市议会到欧盟、再到世界银行。在某些情况下，地方层面采取行动最适合，比如地方政府在本地经济中扩大就业和在改造项目中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全球税制，只有通过政府间协议才有可能实现。读者或许觉得，在强调政府行动的作用时，我没有从许多政府行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也因而无望开始雄心勃勃的新计划这一历史中吸取教训。对于这个让人失望的忠告，我有三个回答。第一个回答是，不平等程度在历史上得以降低，是以政府的成功干预为基础的（虽然不是唯一因素）。此类干预包括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创立的社会项目、同工同酬立法、扩大教育以及实行累进资本收入税。这些举措并不完美，但它们毫无疑问发挥了一定作用。第二个回答是，政府计划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事前的周密计划和磋商。在开始一个社会项目前，详细阐述建议并公开讨论非常必要。我强调了制度细节信息对理解现行政策的重要性，因此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把本书阐述的观点转变成具体的立法和行动建议。这个过程无疑将使它们的形式和内容更加完善。还要强调的是，我不会固执于在第4章至第8章所阐述的细节，我欢迎富有建设性的修改。

最后一个回答是，我没说过、也不认为政府是本书的唯一读者。最终决定是否要实施本书阐述的这些建议和是否努力实现这些观点的是公民。他们将以选民的身份和说客的身份——在当今可能更为重要——通过竞选团体和社交媒体，充当抗衡专业说客的力量来发挥间接作用。向你们选出的代表发送电子邮件也能够发挥作用。此外，个人还可以通过他们本身作为消费者、储户、投资者、员工或雇主的行动来直接影响我们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这在个人慈善事业方面最为明显，因为资源转移不仅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将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我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政府采取什么行动。不过，正如我在政府案例中所强调的那样，资金转移支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通过从支付基本生活工资或者产品价格合理的供应商那里购物，消费者可以发挥作用。个人可以独自或者联合采取行动，通过支持本地商店和企业来发挥作用。储户可以询问他们的股份制银行所遵循的薪酬政策；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基金转给一个共享型组织。正如我在工资案例中所强调的，市场力量可能限制交易结果的区间范围，但它们仍可以为其他重要因素（比如公平和社会正义感）发挥作用留下空间。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以及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要做出许多道德决策，这样的决策加在一起，就能够为降低不平等程度发挥一定作用。我希望，本书的读者知道了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乐观的理由

我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撰写本书。我强调了回顾过去的重要性，当然我并不认为我们回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生活的那样一个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公民如今享受着比他们的曾祖父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二战”时期和战后几十年里出现了一个较为公平的社会，其成果并未被完全推翻。在全球层面，工业革命造成的各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正在缩小。的确，自1980年以来，我们目睹了“不平等拐点”和21世纪将在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和全球失衡方面带来的挑战。不过，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仍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愿意利用当今的更多财富来应对这些挑战，并相信应当更加公平地分享资源，那就的确存在乐观的理由。


词汇表

应计收益（accrued gains）是在指定时间段内资产的增值；只有变卖资产后才能实现收益。

平均税率（average tax rate）是税费占总收入的比例：25%的平均税率意味着某人收入的1/4要作为税费缴纳。

受益所有权（beneficial ownership）指资产收入（和卖出资产的收益）的最终接受者；受益所有权不同于法定所有权。例如，养老基金可能合法拥有股份，但最终受益人（实际所有者）是养老金领取者。

资本收入（capital income）是资产所有权带来的收入，包括利息收入、股利、租金和资本收益/损失；它可能包括归属于公司所有人的一部分收入（个体经营收入）。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是指给出一个未知的真实量值在给定概率（比如95%）下所在的量值估计区间。

相关性（correlation）是衡量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一个系数，比如丈夫收入和妻子收入之间的关系。皮尔森相关系数等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方差除以它们标准差的乘积，范围在-1（完全负相关）和+1（完全正相关）之间，0表示没有相关性。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也可以用秩相关性衡量。

十分位（decile）指把一组从小到大排列的变量按十等分后在9个分点的变量值。例如，收入分布的下十分位数是倒数10%的收入；中值是第五个十分位数；上十分位数是第九个十分位数，是前10%的收入。

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是一种统计方法，通过比较受政策（或其他处理）影响组和未受政策影响组的变化来了解政策的效果。实际上，它是利用观测数据模仿受控试验中采纳的方法。

贴现（discounting）指估计未来将要获得收入的过程。这其中考虑了如果当下获得同样数额的收入，将赚得多少利息。如果年利率为r，那么T年后获得的X收入的现值等于（1+r）-TX。

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指扣除直接税（包括社会保障缴费）后的收入。

弹性（elasticity）衡量的是某个经济量对另一个变量变化的敏感度。例如，需求价格弹性显示价格变化引起的需求量的变化；弹性0.5意味着，如果价格提高10%，那么需求降低5%。一般向相反的方向变动表示为正弹性，就像这个例子中一样。

替代弹性（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是指两个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和资本、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替代的难易程度；如果这两个要素必须以固定的比例使用，那么替代弹性为0；如果它们能够以固定比率互换，那么替代弹性为无限大。

等价尺度（equivalence scales）用于按照家庭需求的大小和构成来校准家庭总收入。一种简单的校准方式是家庭收入除以家庭成员人数，得出人均数。不过大多数尺度假定，需求的增长随家庭大小的增长是不均衡的，因此尺度定义为家庭大小的平方根。一个通常使用的尺度是改进的经合组织尺度，即第一名成人加1分，每增加一名14岁及以上成员加0.5分，每增加一名14岁以下成员加0.3分。

欧盟2020战略（Europe 2020）是欧盟在2010年提出的一项实现明智的、可持续的和包容性增长的10年期增长和就业战略；参见：http://ec.europa.eu/europe2020/europe-2020-in-a-nutshell/index_en.htm。

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包括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可以区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描述经济中的整体市场的均衡情况，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当供求相等（或者供大于求，但价格为零，比如空气）时，市场处于均衡状态。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衡量相对不平等的一个指标。基尼系数的值在0（完全平等，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和100%（全部收入归一人所有）之间；如果有些人的收入为负，那基尼系数可能超过100%。其定义为，平均差的一半除以平均值；在几何图形上，洛伦兹曲线（见后）和平等线之间的面积除以整个三角形的面积即为基尼系数。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国产出的指标，一般以年度为限；可以用3个方式衡量：总产值、总支出和参与生产者的总收入。“总值”是因为不考虑生产资料的折旧；“国内”是因为它在一个国家的总产值，而非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民总收入（GNI）。它指用一个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家庭总收入（gross income）指由收益、资本收入、私人转移支付和社会转移支付组成的总收入；它等于市场收入加上社会转移支付。

国民总收入（GNI）是衡量国民收入的一个标准，等于GDP减去劳动报酬和对国外的资产收益支出，再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

税收抵押（hypothecation）指把税收用于某个具体的支出目的。

估算租金（imputed rent）指人们从自用资产的所有权，比如自住房的所有权获得的名义收入。

不平等拐点（Inequality Turn）是本书用来描述1980年后不平等方向转变的一个词语。在1980年前，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不平等一直在降低；此后，趋势发生逆转，目前在许多国家不平等更严重了。

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是指，把人们按收入由低到高排列，然后人口百分比对应收入百分比的点就构成洛伦兹曲线。曲线从0到100%；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相同，那么曲线与连接两个端点的斜线（即平等线）重合。

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是增加的收入所纳税额与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例：65%的边际税率意味着，如果收入增加1000美元，那么就要再缴纳650美元的税；不要把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混淆（定义见上文）。

市场收入（market income）指由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私人转移支付组成的总收入（参见表1.5）。

物质匮乏（material deprivation）指缺乏特定商品和没有能力参与某些活动；欧盟批准了物质匮乏指标。

中位数（median）是把一组数值一分为二的“正中间”的那个数值，这样就有一半数值小于中位数，还有一半数值大于中位数；中位数是第五个十分位数。

垄断性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指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力但要面对竞争的情况；对于本公司产品而言，每家公司都面对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曲线的位置取决于竞争者的决策。

家庭资产净值（net worth）是指在某一时刻，家庭资产减去债务的总值。

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描述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的一种经济情况，也就是说，他们无权制定价格。

贫困陷阱（poverty trap）是指，一个人收入虽然增加了，但在扣除一些费用后，他还是难以升到贫困线以上；总收入增加只会带来净收入少量增加，因为要支付更多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而以收入评估为标准获得的转移收入减少了。

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指财富尤其是地产由最大的孩子，通常是长子继承的做法。

总体经济的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描述利用可用的生产要素（通常指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获得的产出水平。但在评估可持续性时也要考虑土地和自然资源。

累进税（progressive taxation）指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随收入规模变大而变大的一种税制，也即，如果中位数收入的税率为x%，那么收入超过中位数收入，税率也高于x%。

购买力平价标准（PPPS）指使不同国家的购买力相等的汇率。

实际利率（real rate of interest）指减去通胀率后的利率（因为通货膨胀会导致以金额表示的资产价值贬值）。

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指某人愿意接受某项工作的最低工资；这类工资可能是工人求职战略的一部分。

回复率（response rate）是指参与调查的人数占原始抽样总人数的比例。

显著减少（salient reduction）在这里的定义是，基尼系数、贫困率或最高收入比例减少3%及以上，上十分位数与中位十分位数的比率有5%的变化。

技术进步中的技能偏向（skill-bias in technical progress）指一种生产要素（熟练工人）提高生产力的速度超过另一种要素（非熟练工人）。

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是源自天主教社会思想的一个原则。它支持政治行动权力下放；正如在欧盟法律中所实行的那样，它要求只有在成员国无法在中央、区域和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实施某项行动时，欧盟才能采取行动。

税式支出（tax expenditures）是通过免税代码实施的政府支出计划，允许免除所得税或其他项目和活动支出的应缴税费，例如允许从应税收入中扣除私人健康保险费就构成一种税式支出。

转移支付（transfers）是为特定需求或者几组情形所做的现金支付或者实物提供；社会转移支付是由政府和官方机构实施的；私人转移支付是由雇主和私人组织、比如养老基金实施的。

工资份额（wage share）是薪酬总额（包括所有雇主成本）与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国民收入可能是以市场价格计算的GDP，可能是以基本价格计算的GDP（早前称生产要素成本），也可能是国内净产值；在某些情况下，工资份额包括一部分个体经营收入。

福利国家制度（welfare state）是一个泛称，描述确保一国内所有居民的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保障的一组制度。

零工时合同（zero-hours contract）是不保证最低工作时数的一种雇佣合同；工人必须随时待命，但雇主不必向他们提供任何工作，也不必因随时待命而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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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Share of top 0.1% from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downloaded 15 October 2014.Marginal retention rate calculated as 1 minus the top income tax (and super-tax or surtax) rate,from annual reports of the Inland Revenue/HM Revenue and Customs and HMRC website,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ates-and-allowances-in come-tax/rates-and-allowances-income-tax.

图7.2:Income shares are from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http://topincomes.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downloaded 15 October 2014.Top marginal retention rate data are from Alvaredo et al.,“The Top 1 Per Cent,” Figure 4,with new data added for Denmark supplied by Jakob Sgaard (the Danish tax rate for the earlier period is taken as that for 1967,in view of the major tax reform in 1966).The data start later for Ireland (1975),Italy (1974),Portugal (1976),and Spain (1981).For Switzerland,the data end in 1995.The data have been updated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Alvaredo et al.,but a linear regression in logarithmic form yields a coefficient of 0.45,close to their reported value of 0.47.

图7.3:Author's calculations.The property values are related to Council Tax bands in April 1991 using the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 average house price series,monthly and quarterly tables,Table 12,for England and Wales,all dwellings,http://www.ons.gov.uk/ons/rel/hpi/house-price-index/september-2014/stb-september-2014.html,downloaded 19 December 2014,taking quarter 2 for 1991 and quarter 2 for 2014.

图8.1: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United Kingdom National Accounts online dataset,http://www.ons.gov.uk/ons/rel/naa1-rd/united-kingdom-national-accounts/theblue-book—2013-edition/tsd--blue-book-2013.html,using variables ACHH,EKY3,and NZGO.The data in that source for 1999 to 2003 for Child Benefit include tax credits and have been replaced by the data for Child Benefit in Table 5.2.4S of the National Accounts Blue Book for 2006.The data for Child Benefit before 1987 are from the Family Benefits entry in the National Accounts Blue Books for 1987,Table 7.2; 1982,Table 7.2; and 1963-1973,Table 39.

图8.2:US data from U.S.Bureau of the Census,Income,Poverty,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2013, Table B-2; UK data from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Households Below Average Income 1994/95-2010/11 (London: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2012),Table 4.2tr.

图8.3:LIS Key Figures,http://www.lisdatacenter.org/data-access/key-figures/downloadkey-figures/,downloaded 30 November 2014.Figures are for 2010 except Brazil (2011),Japan (2008),Guatemala and South Korea (2006),Hungary and Sweden (2005),Austria,Czech Republic,India,Peru,Switzerland,and Uruguay (2004),China (2002),and Belgium (2000).

图8.4: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eries ABPB and the total population series EBAQ from 1954 from the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Blue Book tables online,http://www.ons.gov.uk/ons/rel/naa1-rd/united-kingdom-national-accounts/the-blue-book—2013-edition/tsd--blue-book-2013.html,downloaded 4 November 2014.Population data for 1948 to 1954 are from C.H.Feinstein,Statistical Tables of National Income,Expenditure and Output of the U.K.,1855-196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Table 55,where the (minor) break in the series in 1950 has been ignored.Unemployment rates are from 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website,Unemployment benefit rates,downloaded 4 November 2014.The benefit rate is that ruling on 1 July of each year.

图8.5:OECD,Divided We Stand (Paris:OECD,2011),Figure 7.5.

图8.6:OECD Compare your country—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2013 website,downloaded 2 November 2014.Aid is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of GNI.

图9.3:Gini coefficients from LIS Key Figures,http://www.lisdatacenter.org/data-access/key-figures/download-key-figures/,downloaded 23 November 2014.GDP annual growth rates from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views/reports/tableview.aspx#,annual percentage rate of growth of GDP per capita based on constant local currency.These have been cumulated from 1990 (in some cases later years) to 2013 and the average growth calculated.

图10.1:OECD 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 (SOCX),Table “From gross public to total net social spending,2011,” http://www.oecd.org/social/expenditure.htm,downloaded 25 November 2014.

图11.2:Calculations using the UK module of EUROMOD (se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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